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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然而，相互关联
的全球共同挑战，如失控的气候变化，正超过我们制度的
应对能力。我们面临着“全球僵局”，而国家内部愈演愈烈
的两极分化令其进一步加剧，并转化为国际合作的障碍。

为什么尽管我们拥有财富和技术，却如此停滞不前？
在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世界里，是否有可能动员集体行动
来应对全球共同的挑战？这些问题成为激发《2023/2024
年人类发展报告》编写的灵感。本报告依托过往报告所取
得的进展打下的坚实基础，提醒我们，我们对发展的共同
抱负需要超越福祉成就，增强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控制力，
减少受威胁感，更有权能应对共同的挑战。

这种日益严重的僵局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体现
在逝去的生命中，在流失的机会中，在绝望的感觉中。经
过20年的进步，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
的人类发展指数值在垫底和名列前茅的国家之间的不
平等现象正在加剧，这在有记录以来尚属首次。在挥别
2020年和2021年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值下降之后，世界本
有机会以更好的态势向前发展。然而，这份《人类发展报
告》显示，我们的国际社会做得不够。战争中的死亡人数
和暴力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人数正在增加，达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经历十年来气温逐步走高
之后，2023年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人类发展进程
的道路向下移动，现在已经低于2019年前的趋势，有可
能加剧人类发展的永久性损失。

除非我们改变路线。
我们仍然可以纠正人类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但我

们必须迅速汲取一些教训。首先，报告认为，我们需要利
用全球联系，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报告显示，跨境相互
依存关系的管理不善（例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是
造成诸多当代挑战的根源，从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
困境到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再到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权
能缺失感，无一例外。报告中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
行的新分析显示，全球只有一半的人口感觉能够控制自
己的生活，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自己的声音在政治体
制中能够被听到。

展望未来，我们只会面对更多全球共同的机遇和挑
战。除了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之外，另外两个主要驱动因
素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塑造我们的未来。首先，人类世危
险的行星变化正加深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全球
联系：病毒、海洋中的微塑料和森林火灾不受任何国界限

制。正如报告所言，我们可以选择去全球化，但无法“去地
球化”。其次，方兴未艾的数字革命导致了不同社会间数
据、思想和文化共享的惊人增长。

为了打破僵局，报告鼓励我们努力争取树立三个理
念，邀请我们重新构想合作。

首先，在追求共同基础的同时，必须接受不同的人有
权保留其不同的利益和优先事项。破除虚假差异或误解
的迷雾，是改变合作行为并应对共同挑战的最有效方式
之一。

其次，我们必须摒弃保护主义，使人们能够追求其合
理、合法的人类安全感目标。《人类发展报告》在1994年提
出了人类安全感的概念，至今已有30年。它关注的是什
么让人们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赢得远离恐惧、欲望和丧
失尊严的生活。从能源转型到人工智能，关于其风险和挑
战的讨论有史以来第一次需要与其对人类生活潜力的一
致表述相平衡，即利用过剩能源和增强人们能力的人工
智能来扩展人的生活潜力。

第三，我们需要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合作架构来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包括驾驭人类世所需的地球公共
产品——从减缓气候变化到大流行病防范再到生物多样
性保护——以及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和数字公共产品，从
而利用数字革命，使人们以更公平的方式蓬勃发展。全球
公共产品对于我们作为全球公民相互依存的未来至关重
要，需要重新思考国际融资，以补充发展援助（支持贫困
国家）和人道主义援助（在紧急情况下拯救生命）。

事实上，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们现在能够利用新的金融机制、非凡的技术以及我们
最大的资产：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合作能力。然而今天，心
理学家警告说，许多孩子表示自己感到焦虑，觉得生活在
一个不关心自己未来的世界里。这份报告就是一个战斗
口号——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更好。它描绘了前进的
道路，并邀请诸位展开一场关于重塑合作的对话。

Achim Steiner 
署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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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战争时期编写《人类发展报告》？ 
不仅是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战争，还有
与我们的星球、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未来
之间的战争？这些问题沉重地压在我们的
心头。但经过一段时间，这些问题反而坚定
了我们团队的决心；我们坚信，在连续几份 

《人类发展报告》中反复出现的信息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些信息值得被
重复和重申，因为尽管它们可能已经被反
复说过，但似乎也越来越被推到不起眼的
角落。这些信息包括人民作为发展的目标
和主体的首要地位；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
告》提出人的安全概念30年后，使人们能够
在没有匮乏、恐惧和侮辱的情况下生活仍
然至关重要。

与其他几份《人类发展报告》一样，本
报告将审视人们充分发挥生活潜力所面临
的障碍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障碍。如今，世界
上有许多新事物。《2021/2022年人类发展
报告》认为两极分化是世界面临的新的不确
定性之中的一层，是应对共同挑战的障碍。
本报告将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两极分化加
剧的原因，它如何造成集体行动中的僵局，
以及如何重塑合作以打破僵局。本报告有赖
于众多人士的热情鼓励、慷慨付出和无私贡
献，本致谢所提及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顾问委员会成员与报告团队成员名单
并列，他们对报告的框架和分析作出了重大
贡献。我们在此特别感谢联席主席Tharman  
Shanmugaratnam总统，他自2019年以来一
直亲切、慷慨地担任报告的联席主席，并同
意在出任要职后仍保持本报告的联席主席
职务。我们所有人以及关注人类发展和更
广泛发展的所有人都应对Tharman总统表
达诚挚的感激。

作为对顾问委员会建议的补充，报告
的统计咨询小组在报告的多个统计方法和
数据问题上提供了指导，特别是在报告中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面。我们要感谢小组的 
全体成员：Mario Biggieri、Camilo Ceita、 
Ludgard Coppens、Koen Decancq、Thomas  
Helgeson、Jason Hickel、Milorad Kovacevic、 
Steve Macfeelys、Silvia Montoya、Shantanu  
Mukherjee、Ekaterina Poleshchuk、Micheala  
Saisana、Hany Torky、Mohd Uzir和Dany 
Wazen。

感谢所有为数据、书面意见和对报告草
稿章节提供同行评审的人员，包括Barbara  
Adams、Scott Barret、Cornelia Betsch、 
Robert Böhm、Wolfgang Buchholz、Leonardo  
Bursztyn、Fernando Casal Bertoa、Patricia 
Clavin、Tiago Devesa、Charles Efferson、 
Charlotte Fiedler、Odd Helge Fjeldstad、 
Katha Freistein、Karla Daniela González、 
Kenneth Harttgen、Nicole Hassoun、Luca 
Henkel、Joseph Henrich、Tadashi Hirai、 
Ingrid Home Sjursen、Eduardo Ibarra 
Olivio、Solava Ibrahim、Otto Ilona、Julia 
Leininger、Andrea Marinucci、Ronald 
Mendoza、José Antonio Ocampo、Laura 
Pereira、Hannah Pool、Marcela Rios Tobar、 
Todd Sandler、Emanuele Sapienza、Armin 
von Schiller、Tobias Schillings、Phillip 
Sprengholz、Andrew Thompson、Jurel Yap
和Sarah White。

我们非常感谢与我们的合作伙伴的
密切合作：国际科学理事会，包括Peter 
Gluckman和Megha Sud；劳氏基金会，
包括Suela Aksoy和Ed Morrow；麦肯锡
全球研究院，包括Anu Madgavkar；奥斯 
陆和平研究所，包括Sir i  Aas Rustad、 
Andrew Arasmith、Kristine Helskog和 
Gudrun Østby；南北学者组织，包括Nino  
Nadirashvili和Charlie Zong；气候影响实 
验室，包括Hannah Hess；盖洛普，包括Jon  
Clifton和Andrew Rzepa；全球政策实验室， 
包括Solomon Hsiang、Jonathan Proctor
和Luke Sherman；人类发展与能力协会， 
包括Ann Mitchell和Melanie Walker；
国 际 应 用 系 统 分 析 研 究 所，包 括 L u i s  
Gomez-Echeverri、Pratik Patil和Elena  
Rovenskaya；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 
包括Sabina Alkire、Maya Evans、Alexandra  
Fortacz和Usha Kanagaratnam；世界银行， 
包括Indermit Gill和Luis Felipe López-
Ca lva；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包括Lucas 
Chancel；以及与Ingvild Almås、David  
Blanchflower、Alexander Bryson、Erle Ellis、 
Nicholas Depsky、Paul  Hufe、Diren 
Kocakusak、Just in E.Lane、Stephen 
Sepaniak和F.LeRon Shults的研究合作。

在编写今年报告的过程中，我们与专
家就专题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多次咨询，并

与许多不具备正式咨询职务的个人进行了
多次非正式讨论。我们感谢以下人员在咨询
过程中提出的意见：Ima Abdul Rahim、Lina 
Abirafeh、Jeremy Adelman、Arun Agrawal、 
Aroe Ajani、Fonteh Akum、Henry Alinaitwe、 
Ingvild Almås、Tariq Al-Olaimy、S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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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essandre、Yves Daccord、Isabel de  
Saint Malo、Dagomar Degroot、F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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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打破僵局 3

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无论是对抗无法控制的气候

变化和大流行病，抵御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下的非宪

法权力转移，还是阻止层出不穷的人权侵犯和对人们在

家中、社交场所、医院、学校和庇护所的公然大屠杀。

我们得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不能总是让它濒临

崩溃，社会生态也不能总是风雨飘摇。这是我们对自

己、对彼此、对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的亏欠。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知道全球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以及谁所受的

影响最大。当然，未来还会有更多我们现在无法预料

的事情发生。

我们知道哪些选择能为和平、共同繁荣和可持续

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为应对相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

相互关联的行星意外提供更好的途径。1

此外，我们中的一些人还非常富有。总的来说，我

们享受着令人垂涎的财富和技术——这对我们的祖先

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财富和技术可以为和平以

及和平所依赖的可持续、包容的人类发展提供大胆和

必要的选择。

为什么在追求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巴黎协定》这些宏伟目标时，就像是在流沙里挣扎，

好像只是走过场呢？

为什么在许多地方，恢复和平，甚至将暂停或停火

作为实现和平希望的前奏，会感觉如此难以捉摸呢？

为什么我们在数字治理方面如此落后，而人工智

能的部署者却在数据淘金热中遥遥领先呢？

简而言之，我们为什么如此停滞不前？我们又如

何在不简单诉诸暴力的情况下摆脱困境？这些问题成

为激发《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编写的灵感。

尖锐问题的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因素；以权力

差距为核心的问题经常不容易解释。所谓的“灵丹妙

药”往往令人欲罢不能却亦误入歧途，譬如高喊口号

利用群体不满向公众兜售看上去很美的“温柔陷阱”。�

虚有其表的解决方案和不费脑筋的方法削弱了我们

努力接受不确定性的意愿。

地缘政治泥潭比比皆是，国家之间权力的动态变

化以及国家内部不平等、不安全和两极分化等问题所

吸引的国家关注更是其助推剂，而这些都是本报告和

最近几份《人类发展报告》中反复出现的主要话题。然

而，我们不必仅仅因为大国竞争如火如荼，就对全球

治理中代表性不足的国家在全球重要性问题上寻求

更大的发言权坐视不管。回想一下，在消除天花和保

护臭氧层以及核不扩散等其他重要问题上的全球合

作，都是在冷战期间发生的。

即便如此，希望的曙光也已出现。乌克兰粮食协议

在2023年暂停之前，避免了广泛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避免了对最贫穷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最大伤害。生产新

冠肺炎疫苗依赖于全球供应链。该疫苗挽救了数百万

人的生命。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如果低收入国家能够

达到疫苗覆盖目标，本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2 尽管在

疫苗获取方面存在可耻的不公平现象，但各国仍继续

在变种基因组测序领域进行合作。3 在第28届《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大会上，世界建立了一

个新的损失与损害专项基金，使30多亿人受益，其认

捐总额超过6亿美元。4 2023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及

其带来的就业和机会达到了1.8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相当于韩国的经济规模），几乎是2020年的两倍。5

无论地缘政治多么具有挑战性，它们都绝不是陷

入僵局的借口。打破僵局的路径肯定存在。重塑并以

同时满足国家发展需求的方式充分提供全球公共产

品就是其中之一。

《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一种新的不

确定性复合体正在扰乱世界各地的生活并阻碍人类发

展。2020年和2021年，全球人类发展指数首次连续下降。

此后，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在2023年预测将反弹至

历史新高（图S.1）。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的所有组成部分

预测将超过2019年前的水平。6

尽管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据预测将创下新高，但仍

将低于原本的趋势水平。全球数据掩盖了各国之间令

人不安的分歧：据预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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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都已恢复，但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大约只有一半

已经恢复（图S.2）。经过20年的稳步进展，人类发展指

数上下限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差距已经调转方向，自

2020年以来逐年加剧（图S.3）。

如果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值继续像2020年以来那

样，低于2019年前的趋势，那么将造成永久性损失。根

据1999-2009年的趋势，到2030年，全球人类发展指

数有望突破极高人类发展指数的规定阈值（0.800），

这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相吻合。现在，

世界偏离了原定轨道。事实上，预计到2023年，每个

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将低于2019年前的水平。无论

其未来的发展轨迹如何，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值将包含

许多其他重要因素，如慢性病对人体衰弱的影响、心

理健康障碍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激增，所有这些都

限制了人们生活的可能性。对于富国和穷国而言都一

样，有些损失将永远无法挽回。无论图表和指标如何

描述今天的人们，新冠肺炎疫情夺走了大约1500万人

的生命。7 我们无法让他们回来，也无法挽回因隔离、

照顾家人、停学等损失的时间。

图S.1 人类发展指数轨迹的永久性改变？

0.600

0.650

0.700

0.750

0.800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人类发展
指数值

2015 2017 2019 2021

实际

2019年前趋势

2023
（预测）

2023
（预测）

注：	2023年人类发展指数值为预测结果。2019年前的趋势基于过去20年人类发展指数的演变。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Barro和Lee (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图S.2 自2020-2021年下降以来，人类发展指数的恢复情况预

计将极度不平等

至2023年，从2020或2021年人
类发展指数挫折中恢复的国家

49%
已恢复

最不发达
国家

51%
未恢复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100%
已恢复

注：	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面临着使其成为国际社会“最贫穷和最弱
势群体”的脆弱性(https://www.un.org/ohrlls/content/about-least-developed-
countries)。恢复是指在2020年或2021年出现HDI下降的国家到2023年达到或
超过下降前的HDI水平。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Barro和Lee(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2023)、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https://www.un.org/ohrlls/content/about-least-developed-countries
https://www.un.org/ohrlls/content/about-least-developed-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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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尺，

尽管它稍显粗略。就在几年前，人类的福祉指数达到

历史最高，贫困指数降至历史最低。然而，世界各地的

人们报告悲伤、压力和担忧等负面情绪的比例居高不

下（图S.4）。8 之后，近30亿人的此类自主报告指标都

有所上升。9 尽管90%的人表现出对民主理想的坚定

支持，但支持可能破坏民主理想的领导人的人数却有

所增加：如今，超过一半的全球人口支持这样的领导

人，如此情形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图S.5）。10

这种不确定性复合体给人类发展投下了巨大的

阴影，近些年可能标志着人类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一个

本可以避免的、充满不幸的分岔口，而不仅仅是一次

短暂的挫折。

出了什么事？

现在，我们似乎更难把握进步，尤其是将地球压

力纳入考量之后；我们的标准发展指标显然缺失了一

些东西。其中之一可能是去权（人类能动性的差距）。

而去权正面临全球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不确定性、

不安全感和两极分化的新格局的综合打击。

人们都在寻找答案和出路。我们有望通过共同的

希望和抱负将每个人都带进来（不一定是在所有事情

上），通过建立在普遍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叙事和制度

来实现。在过去的10年里，极高和高HDI国家都在不

增加地球压力的情况下提高了其人类发展指数值，这

与之前两者共同增加的趋势有所不同，因此有理由期

望其成为可能（图S.6）。

否则，就像现在看来的那样，它可能陷入互相推

诿的恶性循环，往轻了说是滋生怀疑和不信任感，往

重了说则是孕育偏见、歧视和暴力的温床。

令人不安的是，民粹主义已经爆发，超过了上世

纪的峰值，大致相当于管理不善的全球化时期。11 与

民粹主义同时发生的还有各种恶性的两极分化形式�

（例如狭隘身份的筛选和强化），并且利用这些两极

分化形成一种胁迫及不自由。虽然此举不是明目张

胆，但总是以推崇所谓理性自利的名义开展。

这种情况在很多方面排挤了人们自己决定过上

美好生活的内涵的能力，以及包括定义和重新评估他

们对他人和地球责任的能力。不干涉的教条已然病入

图S.3 继长期下降之后，极高HDI国家和低HDI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正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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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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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和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之间的人类发展指数差距

20081999 2002

2023
（预测）

2023
（预测）

注：	2023年的人类发展指数值为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Barro和Lee (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联合 
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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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肓，掩盖了对经济和生态资源的掠夺。自相残杀和

以邻为壑的心态让人回想起重商主义时代。而政策和

制度——包括对全球化市场动态管理不善的政策和制

度，都默认将“我”摆在“我们”之前。

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幸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与不

信任与饱经折磨的地球狭路相逢。不安全和不平等

与此脱不了干系。一系列去权的叙事滋生出自我防

御的宿命论和灾难性的惰性——所有这些都受到令

人目眩的政治两极分化的限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由其助长。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扭转局面？相当多。

为全球公共产品建立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架构

首先，我们应该为全球公共产品建立一个二十一

世纪的架构。它将成为国际合作的第三条轨道，辅助

以贫穷国家为重点的发展援助和以紧急情况为重点

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三条轨道并非相互孤立。特别的

是，全球公共产品架构旨在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转

移，从而推动让每个国家都能受益的目标。每个国家

都有发言权，也有贡献的机会。因此，第三条轨道本质

上具有多边性。

图S.4 大多数国家自主报告的压力指标都有所上升，这种情况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已经出现

2011-2019年报告经历压力的人
的百分比变化（百分点）

低HDI组 中等HDI组 高HDI组 极高HDI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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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I是指人类发展指数。
注：	数值是指表示“在昨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经历压力的人的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盖洛普(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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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共产品将需要额外的资金，作为传统发展援

助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或竞争。融资可以有多种形式。�

例如，当对较贫穷国家的部分投资产生全球效益时，

相应的融资（或技术转让）应倾向于给予优惠条件，

以便在受益方（世界其他地区）和支付方（世界其他

地区）之间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危险或冲击不是由

一个国家造成的。债券或贷款协议（特别是状态依存

型债务工具）可嵌入自动触发因素，以帮助较贫穷国

家应对它们几乎没有参与其产生过程的危机，比如

气候变化。这将为其应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创造更

可预测的条件，从而能够调动和吸引私人资金进入

这些国家。

控制温度和遏制两极分化

其次，我们需要控制温度、遏制两极分化，因为两

极分化几乎毒害了它所触及的一切，阻碍了国际合

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将会有所帮助。纠正对他人偏

好和动机的误解也同样有益。人们经常对其他人，包

括处于政治分歧另一边的人，做出有偏见的假设。人

与人意见一致的情况通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多。例

如，虽然世界上69%的人表示愿意牺牲部分收入来为

缓解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但只有43%的人认为其他人

也相信这一点（误解差距为26个百分点）。12 结果是形

成了一种假的社会现实——多数人的无知，其中对他

图S.5 民主悖论？对民主的坚定支持与对可能破坏民主的领导人的支持上升

对民主制度持正面评价的人口百分比

对可能破坏民主的领导人持正面评价的人口百分比

1994-1998

1999-2004

2005-2009

2010-2014

2017-2022

多数人对民主制度持正面评价，
但同时也正面评价可能破坏民主的领导人

多数人对民主制度
以及不破坏民主的领导人

持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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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009080706050

注：	数据是一组国家（代表全球人口76%）的人口加权平均值。纵轴的人口百分比是指受访者回答拥有一个不必为议会和选举费心的强势领导人“非常
好”或“相当好”。横轴的人口百分比是指受访者回答拥有民主政治制度“非常好”或“相当好”。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多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Inglehart等，2022）。



8 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

人的错误信念阻碍了合作，如果这些错误被认识到并

纠正，可能会加速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并不是所有的两极分化都能简单归结为误解，无

论它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因此，创造审议空间以弥合

分歧变得至关重要。公民集会可以这样运作，但它们

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采用实用方案以促进更深思熟虑

的信息处理，可以帮助人们对抗一种日益增长的危

险，即陷入与事实无关的信念中。13 在群体间冲突的背

景下，在不引发愤怒的框架内呈现信息也许能够消解

极化。14 依赖于定性和基于叙事方法的干预措施（比如

讲故事和绘制小插图）特别有效。15

关键是深思熟虑。极化更有可能的走向是严重的

自我毁灭，而不是有益的自我纠正。能够以鼓励同理

心、建立人际信任以及强调双方相互重叠的共同身份

等形式施以稳定的正压力是最好的选择。

缩小能动性差距

第三，我们需要缩小能动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

上是因为社会认为的合理性或可能性与客观的可能

性之间存在分歧。16 能动性差距也很明显，全世界一半

的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控制力或只有有限

的控制力，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他们对政府的决定

几乎没有影响力（图S.7）。

为了帮助缩小能动性差距，制度必须更加重视以

人为本、共有性和面向未来。

以人为本是指将人类发展和人类安全的最终目

标放在首位，承认人与地球的相互依存关系。

共有性是指公平分配设定集体目标的权力、追求

这些目标的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它强调形成培

养集体成就和合作行为价值的社会规范。17

图S.6 怀抱希望的理由：在不增加地球压力的情况下提高人类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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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地球压力指数是根据每个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生产）水平和物质足迹构建的（其计算方法为1减去完统计附件表7中列出的地球压力调整系数）。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具体来源见统计附件表2和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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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是指重点关注我们共同努力能够塑造和

创造的成果，丰富审议和达成一致的空间。18 面对挑战，

面向未来的视角为希望和创造性决心开启了可能性。

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这些原则将使我们走上富

有成效的对话和行动的道路，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

中，对话和行动必须具备灵活性，且能反复迭代，以便

汲取教训，为纠正错误提供信息。

这些原则将帮助我们突破单一对抗性叙事和单

一排他性身份的暴政。

这些原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不断演变的全

球相互依赖关系。

这些原则将帮助我们以合作、和平的方式打破全

球僵局。

图S.7 在集体行动方面的能动性差距大于控制自己生活方面的能动性差距

对自身生活的控制力

全球超半数的人表示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 

在政治体制中发声

接近七成（或68%）的人表示他们对政府决定几乎没有影响力 

注：	能动性是指人作为动因，能够根据自己的承诺做有效的事情的能力（Sen，2013）。它体现为两个指标：报告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受访者比例 
（按1-10的范围衡量，其中1-3表示严重的能动性差距，4-7表示中等能动性差距，8-10表示无能动性差距）以及报告称能够在政治体制中发声的受访者比例 
（回答“许多”或“很多”的人）。使用微观数据和各国同等权重计算数据。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2017-2022）的数据（Inglehart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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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的全球相互依存
关系令人们受到伤害

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

亡——人失去生命或背井离乡，丧失机会或感到绝望。

侵略、冲突和暴力是复杂的相互依存网络不断恶化之

后的极端现实表现，尤其是在长期权力失衡的背景下。

从加沙、乌克兰到苏丹、也门和其他地方的战争，

再到帮派暴力和国内不安全问题，和平与稳定正处于

紧张状态或以惊人的速度崩溃。涉及大国的大规模冲

突正在升级。战争死亡人数激增（图O.1）。可悲的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新时代，表现为自1945年

以来国家武装冲突的最高水平，以及在越来越多的单

方面冲突中，手无寸铁的平民遭受袭击。1

暴力与和平都具有传染性。政变、革命和民主过

渡等重大政治事件都很容易溢出国界。冲突往往会改

变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使战争更容易被接受，并增加

其他地方爆发暴力事件的可能性。

2022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1.08亿，

是自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图O.1），达到2010年的两

点五倍以上。2

暴力冲突及其对人民产生的后果只是冰山一角。

僵局意味着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管

理不善或根本没有得到处理，人们被飞来横祸猛烈打

击。在极端情况下，意外会演变成全面的危机，在一个

紧密相连却又不平等的世界中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反

弹和放大。极端正在成为常态。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爆发了一系列疾病，让世界

措手不及，并在紧急情况下努力实现了少许的全球一

致性。全世界约有1500万人（也许更多）在疫情中死

亡，3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暴跌。

除了在获得有效疫苗方面存在巨大且不公正的

分歧之外，还有一个缺失的因素是信任——对我们的

政府和对彼此的信任。4 据估计，如果所有国家都达到

了前四分之一国家的人际信任水平，全球感染人数可

能会减少40%，从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5 在世界各

地两极分化的社会中，疫苗身份鉴定变成将一个阵营

与另一个阵营区分开来的又一个派系标志。6

新冠肺炎疫苗的故事例证了全球合作的可能

性，以及当合作破裂时可能导致的严重不公正现

象。mRNA疫苗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境、跨

区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才能采购成分、7开展临床开发

图O.1 战争死亡和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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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2023；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20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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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试验8以及投入生产。但新冠肺炎疫苗的故事与常

见的技术获取通路不平等的有害模式如出一辙，这当

中甚至包括挽救生命的技术。9 这种模式太熟悉了，即

使为了技术本身的发展也必须被打破。由于从人工智

能到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技术发展轨迹坡度大、速度

快、强度高，贫富之间的深刻鸿沟可能会恶化。

气候变化或许是全球僵局的最大受害者，它已经

令这些鸿沟进一步加剧。

去年是140多年来最热的一年。10 平均值掩盖了

相当大的地区差异，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气

候地平线”11平台项目在“一切照旧”的气候情景下将

走向恶化（图O.2），气候变化导致的不平等现象激增。

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已经在动摇社区和社会，对

社会、情感和精神等方面造成严重代价。严重的生态

焦虑，即“普遍认为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基础正在崩

溃”，是气候变化的多种压力源之一。12 生物多样性、景

观和生活方式的消失可能让人麻痹、瘫痪，从而扭曲

教育投资或生儿育女等重大的生活决策。13 实际上，这

是对人类发展（自由和生活可能性）的限制，原因既有

人类引发的地球压力的现实，也有技术报道、大众媒

体和政治领导人对这种现实所作的调解。如果关于共

同未来的叙事植根于否认主义、宿命论或恐吓，则几

乎不会给人类能动性和想象力留下任何空间。

政治制度总是在调节危机对人民的影响，无论这

样的调解是好是坏（或两者兼而有之），而制度本身

往往会因危机（包括因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

而产生的危机）而动摇。冲击所带来的不稳定影响，

加上人们认为制度无力保护其免受冲击，可能会激

起民粹主义。14

由于冲击或其他原因，民粹主义的政治转变往

往会破坏民主规范和做法，而且往往造成极其高昂

的经济代价。15 与此同时，最近的文献表明，某些类型

的冲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永远无法完全恢复，在爆

发危机之后，经济增长或减贫的轨迹永久性下降。16  

图O.2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不平等现象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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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危机和其他冲击在民粹主义政府之前出现甚至是

成为加速民粹主义政府出现的因素时，民粹主义转

变会成为危机的折射器和复合物，而不是缓冲器和

缓和剂，并在一个不可避免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扭曲

和传播冲击波。

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正在演变

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民粹主义和冲

突的激增都表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忽视或管理不当

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将使人们受到伤害。无论是出于气

候、国家安全还是任何其他原因，在任何相关的时间

框架内使其倒退，都是同样的愚蠢。

无论是一切照旧，还是去全球化的幻想都无济于

事。相反，我们必须接受全球相互依存的复杂性，并以

保护和扩大人类可能性的方式更好地管理其新旧形

式，即使地缘政治迷雾——以及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不

平等和两极分化——使充满希望的前进道路变得复杂。

从某些指标来看，尽管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趋于稳

定，但全球互联互通仍处于创纪录的水平（图O.3）。17 

中间产品的贸易额现在略高于最终产品。18 总的来说，

如今的商品运输距离是60年前的两倍，在最终消费之

前跨越了更多的边境。19 例如，智能手机的生产看起

来与上个世纪的装配线一点也不像。各种生产资料投

入，从开采的钴到电池和相机模块，在全球范围内纵

横交错，甚至沿原路返回，经常在此过程中留下可避

免的社会和环境创伤。

全球金融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很高，尽管一体化

步伐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所停滞。20 由于各

国央行为应对通货膨胀而大幅加息，在过去两年中，�

中低收入国家的偿债成本激增。21

图O.3 经济相互依存性稳定在极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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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信息流动每年都突破过往记录。数字服务出

口现已占到全球商业服务贸易的一半以上。22 目前，几

乎所有的全球人口都已被移动宽带网络覆盖，到2023

年，互联网用户达54亿，但不平等现象仍然严重。23

自1970年以来，居住在出生国以外的人口数增加

了两倍，从8400万增加到2020年的近2.8亿，占全球

人口的近3.6%。24 国际移民体现了人的能动性，扩大

了他们的选择和人类潜力。25 国际移民在接受国和输

出国之间建立了社会、文化和经济联系，26并推动跨境

资金流动。27

我们应该预料到人们熟悉的相互依存形式会一

直持续到未来。建立监管制度以便更好地管理这些相

互依存形式至关重要，除非其目的是将相互依存所产

生的好处私有化、风险社会化。28 毕竟，某些人有时会

故意在路上装减速带。然而，21世纪的相互依存关系

远不止是基本基于20世纪的指标进行数据统计——知

晓有多少货物、人员或数据在一个或多个边境之间流

动。我们还看重互通互联的质量。我们的相互依存关

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即时性。

随着数字革命的推进，以及我们不断深入人类

世，经济、人类和地球之间的许多相互依存关系正在

涌现及深化。扩大全球贸易有助于创造巨大的财富�

（尤其是对一些人来说），并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29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发生的还有社会、

经济和生态保护栏的逐步瓦解，而它们原本可以保护

和促进人类发展。市场变得更加集中，助长了寻租行

为。全球近40%的商品贸易集中在三个甚至更少的国

家，即使原本有更多的供应商能提供该商品。30

从整体看，反全球化情绪在党派言论中变得更加

响亮。31 民粹主义者反精英的怒火蔓延全球。人们感

觉全球化的力量让一些高层人士受益，而把其他所有

人都抛在后面，这无异于为挫败感又添了一把柴火。

在2022年，跨国公司可能已将高达1万亿美元的利润

转移到避税天堂。32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

利润转移，全球企业税收入的损失急剧上升（图O.4）。�

在反全球化的漩涡中，国际合作正走向政治化。

主张去全球化或回流、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相

关表述的人，或许有自己的理由，但这些与实际解决新

的、不断演变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全球

和地球相互依存关系毫无联系。无论如何挫伤国际贸

易和资本流动，都无法抵消机票、智能手机、二氧化碳

和其他跨境超连接手段。由于水和粮食安全等原因，

一些国家限制贸易活动的能力严重受限，如果其他国

家选择这样做，它们将会受到影响。没有一个国家或地

区能够做到基本自给自足，因为所有国家或地区都依

赖于从其他地区进口25%或以上的基本商品和服务。33 

气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所作的气候政策的决定并无

关联，其日益恶化的影响也将仍然不分国界。这一点同

样适用于当前和未来可能爆发的大流行病。

换言之，即使我们能部分去全球化，我们也无法

去地球化，至少在人类世不行。我们必须将2 1世纪

的全球公共产品，从疫情防范、维护和平到控制气候

变化、数字治理，视为应当抓住的机会，而不是需要

规避的挑战。面对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

不能退回到漏洞百出的边界内，采取回避的态度；而

图O.4 向避税天堂转移的利润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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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该更好地接纳和治理这些关系，不断学习和改

进。全球化不应该被解除或逆转，而是可以也应该以

不同的方式开展，不破坏地球，不过度集中供应链，

不产生助长中低收入国家债务危机的生活成本危

机。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是持久、深化和不断演变的。�

思维方式、政策和制度的转变对于更好地管理它们

并摆脱困境至关重要。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将会有所帮助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可以带来很多收获。如果能充

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它将大大有助于更好地管理根

深蒂固和不断演变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保障和促进

人类发展，鼓励合作和建立信任的良性循环。全球公

共产品视角帮助我们处理而不是忽略复杂的问题。它

们挑战了使群体相互对立的有害的零和思维。它们激

发了我们将共同的问题构建或重新构建为双赢机会

的想象力。它们激励了我们对彼此和对我们唯一、共

同星球的责任感。所有这些都并未抹杀不同的利益，

甚至是分歧。

什么是全球公共产品？34 简而言之，全球公共产品

是指在被提供之后能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

任何东西，它可以是一种物品、一种作为或不作为的

方式，也可以是一个想法。减缓气候变化是一种全球

公共产品。13世纪诗人鲁米的作品、海洋自由也都是

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的一个特殊子类别是地

球公共产品，它对应于地球相互依存关系，并回应了

国家无法管理或减缓的边境地区溢出影响。另一个特

殊子类别可能是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和所谓的数字公

共产品，它们与数字革命相关。

尽管全球公共产品可以作为纠正不公正现象或

效率低下问题的战斗口号，但它们的内涵不只是包括

人想要的东西。事实上，全球公共产品本身并不是“商

品”或具体的物品，而是我们人类对于如何共同享受

它们所作的选择。全球公共产品是一种能够动员多种

形式合作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热切的抱负。因此，它们

在底层受到我们的想象力和集体意志的限制，在上层

受到权力结构和运用方式的限制。因此，全球公共产

品是社会选择，不仅仅在于我们如何想象它们，还在

于我们是否决定去想象它们。

认识到疫苗开发或是炸毁一颗冲向地球的小行

星可以被视为全球公共产品——并且是一种被归为最

佳机会型的特定全球公共产品（专题O.1）——意味着

我们在应对时不需要从头开始。时间就是生命。这意

味着我们可以超越行业部门和单打独斗的思维方式

进行思考，做好更全面的准备。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借

鉴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例如，当小行星或致命的新

病原体或又一轮全球金融动荡出现之时。没错，它们

一定会出现的。而我们不必重蹈昨日的覆辙。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有助于我们理清复杂的问
题，其中许多问题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它们的不
同方面需要我们以不同的组织方式加以应对。”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有助于我们理清复杂的问题，

其中许多问题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它们的不同方面

需要我们以不同的组织方式加以应对。我们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大部分应对措施及其缺陷都可以通过全球

公共产品的视角来理解，包括如何制定促进合作的激

励措施以及如何设计支持性融资。

认识到全球公共产品可以为每个人所享受是一

回事；它们的利益分配又是另一回事。由于各国的利

益和资源不同，每一项全球公共产品对每个国家的价

值都将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一

些挑战正是由这种利益不对称所造成的。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也可以为重新构建挑战提供

见解。例如，减缓气候变化（一种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

产品）可以通过加快可再生和清洁能源（包括诸如核

聚变这样的“登月任务”）的技术和创新来推进，也就

是将应对挑战的任务重新构建为提供最佳机会型全

球公共产品。想象一下，在北极苔原或整个撒哈拉沙

漠，由核聚变提供能量的大规模固碳植物。将控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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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视为一个待解决的技术机会也许能产生挤入

效应，带来其自身的积极发展势头，而不会像自愿减

少碳排放那样进展迟缓。

尽管人类的选择对建立、构建和提供全球公共产

品很重要，但它并非事情的全部。技术也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广播电台和电视的出现使任何有接收设备的

人都可以获取通过电波传输的信息。有线电视——以

及后来的流媒体服务——创造了屏蔽节目的机会，将

非付费者排除在外，并导致订阅服务激增，这在经济

上和字面上都可以被归类为排他性做法。在移动电话

突然出现后，公共电话的消亡也是类似的情况：技术

创造了排他的机会，而政策选择则暗暗允许了这种做

法，即便并未明目张胆地予以鼓励。

与技术本身一样，全球公共产品往往不是被给予

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是被我们通过想象力和社会

选择创造出来的。这正好体现了它们的力量。全球公

共产品需要并因此激活了我们对一个不同世界的想

象力，一种不同的做事方式，而这正是驾驭一个不确

定的时代所需要的能力。将这种创造力与正确的激励

机制和制度架构相结合（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它们的

总体特征），将大大有助于推动事态发展，建立一个在

21世纪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全球架构。

两极分化的邪恶表现形式
正阻挡我们的去路

说易行难。是什么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呢？

首先，是我们自己。

基于群体的两极分化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并愈

演愈烈。35 它正对国家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而这两

者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如何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36 由

于两极分化往往转化为不容忍以及不愿意妥协和谈

判等表现形式，因此可能导致政治僵局和政治失灵。

两极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间的信任，阻碍

了解决卫生危机、暴力冲突和气候变化等重大社会

问题的努力。由于其中许多问题产生了对立的信仰

和激烈的政治竞争，两极分化成为解决共同问题的

主要社会障碍。37

专题O.1 全球公共产品基础知识：什么是简单累加型、最佳机会型和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

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有三种类型：简单累加型、最佳机会型和最薄弱环节型。减缓气候变化是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
产品的一个典型例子，总体减缓水平取决于每个个体或国家的贡献的总和。制度必须汇集大大小小的贡献，努力解决
投机取巧的问题以及博弈问题，比如经典的囚徒困境（合作会比为了自身利益而单独行动产生更好的结果）等提出的
问题。

现在想象一下，一颗小行星正冲向地球，它即将引发灾难，但却能被摧毁。最好的行动方案是什么？摧毁小行星的
概率取决于哪个国家或其他主体能开发出最精准的小行星摧毁技术——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
品。地球上每个人的利益取决于能够有效投入最多资源的主体（在本例中，是一个或一组国家）。许多技术生产，如人类
基因组测序竞赛，以及公共领域的知识，通常都可以被视为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

顽固的地方性脊髓灰质炎是第三类全球公共产品的例子：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虽然三种野生脊灰病毒中
的两种已被消灭（2015年消灭II型，2019年消灭III型），1但完全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努力尚未成功，而且错过了几个目标日
期，因为第三种病毒株（I型野生脊灰病毒）仅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少数小地区持续存在，而Ⅱ型疫苗衍生脊灰病毒也
在继续传播。2

消灭疾病（如天花）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然而，就像脊髓灰质炎一样，只要病原体还在全球任何地方传播，整个世
界就仍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全球利益就会与最弱势主体的情况挂钩。集中汇集资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疾病监测通
常也被认为是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3

注释
1.  https://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two-out-of-three-wild-poliovirus-strains-eradicated。	 2.  Barrett 2011；Cohen 2023。 
3. 新冠肺炎疫情后评估表明，拥有更普遍公卫能力的国家能够更好地控制该疾病，这不仅突出了应急响应的重要性，还突出了在薄弱地方加强
监测和公卫能力的重要性（Neill等，2023）。

https://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two-out-of-three-wild-poliovirus-strains-era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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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并不等同于差异或分歧（甚至是强烈

的分歧）。多样性的偏好和观点丰富了集体决策和行

动。38 事实上，政治体制被设计成是利用竞争来服务于

公众利益。例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设计美国宪法时援

引的论点并没有剥夺相互竞争的利益，而是设计了能

够利用这些差异的制度，以适应并服务于公众利益。39

但两极分化带来了侵蚀这些制度的新挑战。40 

所有观点上的差异都会演变成狭隘或单一的身份问

题。英国脱欧公投产生了脱欧派和留欧派两种新的

社会身份，成为两个群体之间基于群体身份的两极

分化加剧的基础。41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新冠肺炎疫

苗身份鉴定成为将一个阵营与另一个阵营分隔开来

的派系标志。42

国家层面的两极分化造成全球性的后果；它拖累

了国际合作，包括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合作。1970年至

2019年间，共有84次关于国际合作（如加入国际组织）

的全民公投，近二三十年所占比例增幅更大。43 有人发

起了退出国际机构的运动。44 一直有人认为欧盟、世贸

组织和国际司法机构都面临合法性方面的挑战。45

首先，高度两极分化且又在政治极端之间摇摆不

定的社会导致国际伙伴的可靠性降低。此外，还有一

个信任问题。两极分化意味着对信任的侵蚀，更广泛

的来说，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或信心低迷往往与对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的信心低迷有关（图O.5）。两极分化往

往助长零和思维，滋生对妥协和宽容的犬儒主义，所

有这些都与全球公共产品背道而驰。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不需要国家之间高唱“康巴

亚”圣歌（神的和谐干预）。但它也不存在于另一个

极端，即普遍假设人类行为（以及国家行为）仅限于

为了自身利益，合作被贬低为利益交换——也就是

重复囚徒困境的游戏。无论站在以上哪个极端都会

令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举步维艰。人及其国家往往还

有其他更具主导性的动机，这些动机是由社会偏好

和规范所决定的，其中许多都有文化上的偶然性。

因为只有当一项挑战摆脱零和博弈困局，合作所产

生的挤入效应的可能性才能与挤出效应大致持平，

甚至更占上风。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额外

资金，作为传统发展援助的补充，而不是作为其替代

品或竞争对手。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所产生的收益相

比，不作为所产生的代价相形见绌。46 思维方式和叙

事在这里也很重要。支持全球合作的许多动机，包括

全球再分配，都超越了自身利益，与人对公平和公正

的信念有关，也与他们的责任感是停留在国家边境还

是延伸到整个世界有关。全球公共产品在被提供出来

之后，应当产生双赢而不是零和结果。当我们想要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时，应当更多突出这些挑战的性质并

为促进其供应建立相关制度。

管理不善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尤其是当它最终

表现为冲击和危机时，在许多方面加剧了两极分化。

一是让人们感到不安全，二是高喊口号的煽动者将不

安全感转化为恐惧，并利用它来谋取政治利益和个

人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此重要。�

图O.5 对国家政府的信心下降往往与对联合国的信心下降有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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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机构（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的信心是指回答“ 极高” 或“ 很高” 的信心 
（其他选项：“不高”或“根本没有”）。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2017-2022） 
的数据（Inglehart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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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共产品通过帮助管理全球相互依存关系，�

有助于抑制世界各地两极分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两极分化也能直接得到缓解。一种是纠正对他人信

念的误解，甚至是普遍存在的误解。例如，支持控制气候

变化的看法在美国所占比例是人们所认为的两倍。47 结

果假的社会现实阻碍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

另一种缓解方法是通过创造一些审议空间来弥合

分歧。公民集会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为人与人之间开

辟结构化的、重复的互动途径至关重要。在不暴露自己

的情况下，安全无虞地躲在激烈对抗的社交媒体帖子

背后搞出物化、否定和诽谤等小动作，或者通过电视

镜头发表尖酸刻薄的抨击言论，往往都要比与他人（甚

至是政敌）一起吃顿饭容易得多。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讲

故事和小插图被证明是缓解两极分化的有效方法的原

因。48 它们让“他者化”的过程变得更困难。

“�全球公共产品通过帮助管理全球相互依存关系，
有助于抑制世界各地两极分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我们需要缩小能动性差距

我们的制度难以跟上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全球相互

依存关系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两极分化是问题的关

键，对人类行为关于自我实现的狭隘假设也是。这些假

设狭隘地将人类行为局限为利己主义，并长久以来一

直控制着各级制度的思维方式，挤占了社会偏好、社会

规范、职责和文化的空间。民粹主义成为一个毫无帮助

的压力阀。其结果是，制度无法实现目标。难怪，虽然绝

大多数人声称支持民主理想，但现在却有超过一半的

人在实践中支持可能破坏民主的领导人。

能动性是人类发展的基石。尽管很难直接衡量，

但寻求集体行动的能动性49可能正在削弱（图O.6），至

少对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是这样。50 许多人都有

一种下沉的感觉——从自我报告压力、担忧和绝望等

的人数比例普遍上升可以明显看出——想要基于自己

看重的价值在生活中做出选择，却发现备选方案不断

减少。面对越来越少的备选方案，他们又更加不确定、

更加不安于自己想要做的选择能否实现。

这些是对人类心理的威胁，对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

的威胁，对安全归属感和对共同意向承诺的威胁，51对我

们的价值观以及如何有能力且实际按照价值观行事的

威胁，其严重程度不亚于超级台风、疾病爆发或暴力事

件所带来的威胁。传统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或甚

至人类发展指数（HDI）都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这些因

素在市井民众中、在投票选民中以及对可能破坏民主的

领导人更多的支持中被大声表达出来。能动性可能是了

解差距的一种方式，而能动性与不安全感的概念，都是

亟需以创新方式予以测评的领域。事实上，在所有地区，

人的安全感和能动性差距都是密切相关的（图O.7）。

现在又加上不平等问题。在收入分配处于后50%

的人之中，随着收入分配所处百分位上升，报告对自

己的生活控制力极低的人的比例急剧下降（图O.8）。

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处于后50%的人之中，能动性

随着收入增长而增加。在最底部，缺乏能动性的情况

尤其严重（最低10%分位人群的能动性差距是60%分

位及以上人群的三倍）。此外，报告对自己的生活有很

高控制力的人的比例极低，其比例在后50%的人之中

相对平均，但随着收入增加，在60%分位及以上的人

之中逐步上升。因此，收入不平等往往与人类发展中

的其他不平等交织在一起，从而塑造了人的能动性。

两极分化、不安全感、不平等以及简化和笼统叙事

对人类造成的伤害都可以通过能动性来理解，而能动

性正是将这些线串在一起的共通点和行动的指明灯。

能动性差距不仅仅与正式制度有关。与制度不断

进行互动的社会规范也起着重要作用。在20世纪初，

大多数国家的妇女被官方禁止参与各种社会角色，从

拥有财产、上大学到参与政治等等。妇女的能动性差

距十分明显和普遍。在整个20世纪，全世界进行了广

泛的改革，承认男女享有平等的法律、社会、经济和政

治权利。尽管许多国家的妇女仍然面临着影响其能动

性的法律限制，但制度改革已取得了显著进展。正式

法律层面的能动性差距已经趋于消失。在选举中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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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O.6 言论自由与人类能动性密切相关，近年来一直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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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数据为按人口数量加权的全球平均值。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民主多样性”项目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计算。

图O.7 人类的不安全感越高，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力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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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不安全感类别中面临严重能动性差距的人口百分比

注：	感知到的人类不安全感划分为“低”、“中/高”和“极高”，使用微观数据和各个国家占同等权重的计算方法，并基于UNDP (2022d)附件1.2所述的指数。
严重的能动性差距衡量的是报告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控制力或几乎没有控制力的人口比例（按1-10的范围衡量，得分为1-3分的选项）。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6波(2010–2014)和第7波(2017–2022)的最新可用数据（Inglehart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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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投票权——政治能动性的一种基本形式——就是

这种演变的一个明显例子。

即便如此，妇女的实际能动性在许多领域仍然

受到限制。最明显的例子是女性获得最高政治职位�

（政治能动性之巅峰）的机会。只有大约10%的国家

由女性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一统计数字在近

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变化。5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23年“性别社会规范指

数”将偏见定义为偏离全球共同的性别平等标准，显

示性别平等正受到对女性有偏见的社会规范的制约�

（图O.9）。53 近一半的人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能成为政

治领袖。54 而带有偏见的社会规范可能如此根深蒂固，

以至于我们会以更严厉的态度评判担任高级政治职

务的女性。这些偏见渗透到投票站、面试小组、董事会

会议等方方面面，所有这些都限制了女性的能动性。

为了帮助缩小能动性差距，制度必须更加重视以

人为本、共有性和面向未来。这些原则对现有的多边

制度意味着什么？

“以人为本”的一个代表指标是人的发展，多边制

度充其量只能以一种有限或部分的方式对此予以承

认。经济表现仍然主导着整个议程。这也是为何联合

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强调的“超越GDP”如

此重要的原因。55 共有性方面的差距表现为通过书面

和不成文规则所延续的治理安排反映了二战后世界

权力分配的遗留问题，从国际金融机构到联合国都无

一幸免。这些年来，多份提案也涉及到了纠正目前治

理安排缺乏代表性的问题。56

共有性意味着公平分配政府行动的负担，避免避

税和逃税所造成的不平等。在过去十年里，各国在控

制逃税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主要是通过在世界

范围内增加信息和透明度。57 联合国大会已经启动了

《国际税收合作框架公约》进程，以促进在这些问题

上的政策协调。58 全球最低税率，如最低有效企业所得

税，如果执行得当，不必定得太高就能筹集到大量资

金。59 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策选择，并取决于

国际协调。

图O.8 对能动性（自身生活的控制力）的看法是由收入决定的

无能动性差距
（自身生活的控制力，在每个收入十分位数人口中所占百分比） 严重的能动性差距

收入十分位数（在国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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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使用微观数据和各个国家占同等权重的方法进行计算。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2017-2022)的数据（Inglehart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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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意味着考虑人类世和数字革命重塑相

互依存关系的方式，并找到更系统、有效和公平地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方法。

实现以能动性为中心的发展愿景

什么是发展，如何最好地追求发展？这是战后时

代的一个核心问题，其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出现

的现实而发生变化。如今，一方面是人类世的地球压

力，另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两者

之间的动态互动共同向所有发展叙事提出了挑战。

甚至是对人类发展也提出了挑战。

1990年的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自豪地宣称“人

民是国家的真正财富”；他们仍然是，并且始终都是。

如果不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意义何在？然而，我们谈论

和衡量人民的方式必须超越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传

统指标所衡量的福祉成就，还应包括人的能动性——

比如人民制定和改革目标、承诺以及价值观的独特且

无限的能力；人民做出合理的选择，可能促进或不促

进自身福祉的独特且无限的能力；以及人民最终怀着

超越自我的更伟大目标生活的独特且无限的能力。

人类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所有具备明

确意义的发展议程之外，这点显而易见。能动性差距

与民主规范和做法、两极分化以及对政府和国际机构

的信任和信心普遍下降等令人担忧的趋势相伴随。�

国际合作本身正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我们的制度在能

动性差距之中苦苦挣扎。

图O.9 社会规范对妇女存在偏见，制约了政治上的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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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社会规范中的偏见（同意或强烈同意“男性比女性更能成为政治领袖”
这一说法的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2017–2022)的数据（社会规范中的偏见）和各国议会联盟的数据（2021年妇女占据的议会
席位份额）。另见UNDP (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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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tya Sen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以自由看

待发展》一书中，将发展重新定义为追求“增强人们自

助和影响世界的能力的更大自由……这里的担忧与我

们所称的‘能动性方面’有关。”60

《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开始塑造一种走

向解放的发展愿景，以Sen“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

揭示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处于共同危机之中的人类

和地球。这一发展观的核心是将扩大人的能动性作为

人类发展、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交点。它的目标是扩

大多种形式的自由，包括摆脱单一排他性身份、摆脱

零和信仰以及摆脱使人成为数字运算自恋者的过度

简化行为模式等暴政的自由。

21世纪的制度将缩小能动性差距，扩大而不是取

代20世纪的福利国家。自由之花将绽放出更全面的

内涵，超越了免于恐惧、匮乏和剥夺等必须且重要的

自由，直抵自我、思想和行动（包括有益的集体行动）�

等远大且重要的自由。

“�所有国家，不管其政治派别和收入，都有
机会和义务以人类发展为基础，以人权为指
导，制定以能动性为中心的政策和制度。”

所有国家，不管其政治派别和收入，都有机会和

义务制定以能动性为中心的政策和制度，以人类发展

为基础，以人权、保护地球以及将我们从功能失灵的

停滞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体制为指导，更好地回应人民

并为之赋能，使我们所有人摆脱关于自身和彼此的刻

板性、分裂性零和叙事。当人们更自由地以多重、重叠

身份生活时，当基于问题的理性对话战胜了利用群体

不满的情绪化言论时，当人们与他人见面而不是在背

后相互针对发推文时，人们就更有能力也更有可能追

求自己的目标，以及在共同目标上妥协和合作，使自

己的目标更容易实现。

这种良性循环，正是以能动性为中心的发展愿景

所渴求的，本报告也概述了其组成部分。全球僵局开

始让位于合作，包括针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合作，即使

不同的偏好持续存在，我们也应该预料到它们将持续�

存在。事实上，人们价值观的差异是人类发展背后具

有激励作用的观察资料，正如之前的《人类发展报告》

所述，多种形式的多样性对于驾驭新的、相互作用的

多层不确定性至关重要。

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们具备无限优势。让我们开

始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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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相互依存关系管
理不善时，人类发
展就会受到影响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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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和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两个组别之
间的差距在经过几十年逐渐收窄之后，又开始加剧。改善全
球人类发展平均指数的路径已经向下移动。

为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管理不善，体
现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不足、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不
确定进展以及暴力冲突爆发所产生的跨越国界的影响。

第1章

当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时，人类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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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和2021年，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下降。它反映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包括数

百万人的生命。尽管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值在2022年有

所上升，并预计在2023年将进一步上升，但预计其恢

复情况极不平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预计将完

全恢复甚至超过2019年的HDI值，但51%的最贫困国

家（约3.28亿人口）预计无法实现这样的恢复水平。1

本章从人类目前未能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角度

切入，考虑人类发展指数的这种前所未有的下降以及

之后出现的复苏——一种新型病毒溢出边境，随之而

来的是经济困难的蔓延以及健康和教育成果的损失。

跨境溢出效应意味着，尽管人类有能力应对这些问

题，但我们未能妥善管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第3章介绍了这种管理不善的情况如何逐步展现，国

际合作在哪些方面受挫，在哪些方面成功，以及其中

的原因。2 本章则聚焦于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如

何损害人类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格外引人注目的相互依存

关系有时被说成是一种冲击，一种为了更好地向前发

展需要从中恢复以继续前行的不利事件。然而，随着

我们深入了解《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描述

的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复合体，3我们正在重塑相互依存

的模式（第2章），而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可能会

使人类发展危机升级，并造成高昂的代价。相互依存

关系有几个渠道。有些与人类世（即人类的时代）的地

球相互依存关系有关，4 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丧失、污染问题所造成的跨境影响以及可能导致未

来大流行病新出现和重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疾病。事实

上，2023年7月是世界各地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

月。5 危及人类健康的高温天气和极端温度已经导致

疾病和死亡人数增加。6 2023年，加拿大7和美国夏威

夷州发生了创纪录的野火。8 暴雨和洪水淹没了利比

亚、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飓风和台风等极端天气事

件也更加频繁。9 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能感

受到由人类选择驱动的危险地球变化的影响。

管理不善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及其在暴力冲突

中的表现，损害了人类发展——无论是对卷入冲突的

国家，还是对许多其他国家。最近的冲突和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激增。10 冲突的影响不仅超出了地理边界，

也超出了代际界限，加沙、乌克兰和也门的战争扭转

了几代人取得的人类发展成果，削弱了整个年轻人群

体的前景。11

新的不确定性和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反映

在过去几年全球贫困和饥饿问题加剧的背景之中，使

世界进一步偏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向。12 2030

年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和指标的最

后期限，而2023年处于整个时间表的中点。30%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已经停滞甚至是倒退，另外50%

的目标进展缓慢或不足。13 除了幸福感方面遭遇挫折

之外，人们还有一种失去能动性的感觉——无法按照

自己的选择生活——这是在推进Amartya Sen定义的�

“以自由看待发展”概念方面的倒退。14 人们经常被卷

入自身无法完全理解的事件之中，或者他们似乎对塑

造事件的发展几近无能为力，却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

中面对其所造成的后果。15 除了幸福感方面的差距之

外，还有制度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无法

有目的地指导集体行动并管理相互依存关系。

“新的不确定性和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反映
在过去几年全球贫困和饥饿加剧的背景之中，使
世界进一步偏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向。”

越发展越脆弱？在经历2020-2021年的下降
后，人类发展出现不平等和不完全的恢复

在经历了2020-202 1年前所未有的下降之后，

预计2023年的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值将恢复。我们预

测，2023年的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值将达到有记录以来

的最高水平，甚至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所

有指标组成部分的值，包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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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民总收入，都

超过了2019年的水平。但这种恢复是不平等和不完全

的，如果2019年前人类发展指数的进展趋势大致保持

不变，衰退带来的创伤可能变成永久性的。与2019年

前的趋势相比，人类发展指数已经出现了无法追回的

损失（图1.1）。

在2022年，人类发展指数从下降趋势转变为上升

趋势，但一些证据表明，由于以下四个原因，我们可能

会越发展越脆弱。

•	首先，并非所有的人类发展损失都可以恢复。大约

1500万人16的生命损失不可挽回，还有一些错过的

学业和一些未能实现的经济项目。这些无法追回的

人类发展损失表现为图1.1中的阴影区域：实际全

球HDI值（包括2023年的预测值）与假设延续2019

年前趋势的HDI值之间的差距。这种规模的损失尚

属首次。

•	其次，HDI值的恢复是不完全的。在2020-2021年

之后，大多数国家的HDI值都有所下降，并且很大

一部分国家在努力恢复到2019年之前的HDI水平

的过程中始终步履蹒跚。对于2023年（国家层面的

数据仍不完整），我们预计，超过四分之一经历过挫

折的国家的HDI值将低于其2019年前的水平，甚

至整个阿拉伯地区预计都尚未恢复到2019年前的

HDI平均值。

在2023年恢复到2019年的HDI值是一个较低

的标准，并没有考虑到如果HDI路径维持在低于

2019年前的HDI趋势所造成的无法追回的损失或

潜在的未来损失。从全球所有在2020年、2021年或

两年都出现HDI下降的国家来看，预计在2023年达

到或超过2019年HDI值的国家比例略高于70%，而

在大多数地区（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南亚除外），�

这一比例预计会更低（图1.2）。

•	第三，恢复极不平等。到2023年，预计所有经合组

织国家的HDI值都将达到或超过其2019年前的水

平，而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仅为49%（图1.3）。17��

人类发展指数各组别的恢复差距也很明显：低HDI

国家为48%，而极高HDI国家为92%。这突显了相互

依存关系管理不善加剧人类发展不平等的后果。18

图1.1 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值低于2019年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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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23年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值为预测结果。2019年前的趋势基于过去20年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的演变。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Barro和Lee (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d)、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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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不平等的恢复模式，2019年以来国家

之间人类发展的不平等程度（按照极高HDI组别和

低HDI组别之间的HDI值差距进行衡量）出现反弹，

中断了20年来二者逐渐收窄的趋势（图1.4）。

•	第四，HDI下降造成的一些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如果未来的HDI演变仍保持低于2019年前的趋势，

世界可能会转向较低的HDI发展路径。根据1999-

2009年的趋势，到2030年，全球HDI值有望突破极

高人类发展水平所定义的阈值（0.800），与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相吻合。现在，预计世界的发

展将偏离轨道。事实上，预计在2023年，每个地区的

HDI值都将低于2019年前路径的水平（图1.5）。

近年来，GDP趋势对其过往所经历的冲击的路径

依赖性（滞后作用）得到了广泛研究。19 与某些人所认

为的反弹会让情况回到经济衰退前（甚至更好）水平的

假设不同，冲击通常会留下长期的、甚至可能是永久性

的伤疤。20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济衰退影响了经

济的供给侧，而供给侧与长期生产能力有关。冲击，即

使是短暂的冲击，也会影响就业、21研发投资、22人力资

本、23生产力和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经济条件。24

图1.3 预计人类发展指数值的恢复极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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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面临着使其成为国际社会“最贫穷和最弱势群体”
的脆弱性(https://www.un.org/ohrlls/content/about-least-developed-countries)。恢复是
指在2020年或2021年出现HDI下降的国家到2023年达到或超过下降前的HDI水平。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Barro和Lee (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d)、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联
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图1.2 人类发展指数值的恢复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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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恢复是指在2020年或2021年出现HDI下降的国家到2023年达到或超过下降前的HDI水平。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Barro和Lee (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d)、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
究所(2023)、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https://www.un.org/ohrlls/content/about-least-developed-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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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之前，有明确证据表明，金融、政治和环

境等不同的冲击对人类发展（包括对人类发展指数）

有着显著且通常是持久的影响。25 但这些影响并没有

改变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的总体趋势，26尽管一些国家

在某些年份有所下降，但整体趋势仍可以维持。27 全球

HDI趋势有史以来第一次向下移动，目前又在平行但

低于2019年前趋势的路径上逐渐改善（让人一窥未来

人类发展中反复出现的危机和恢复过程的面貌28），滞

后作用的可能性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新特征。29

对人类发展的滞后作用可以从多种渠道表现出

来，而不仅仅限于HDI的标准组成部分。关于近期所

出现的冲击的多个例子既有短暂的表现，也有对人们

生活产生的更永久的后果，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此

进行论述。其中包括最近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根

据国际学生评估方案(PISA)，该指标处于历史最低水

平；30关于长期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以及许多政府异

常沉重的债务负担，限制了他们投资未来和开展社会

方案的能力。

最后，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人类发展指

数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趋势。近年来的冲击，及其

短暂和永久的影响，发生在一个已经是压力重重的世

界里。2019年，全球记录了大量的社会抗议活动。31 这

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不满意感一直是最近几份《人类

发展报告》所关注的问题。《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警

告称，新出现的广泛的能力不平等问题在21世纪变得

更加突出。《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强调了人类世的

影响如何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2022年

人类安全特别报告》记载，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全球每7人中就有超过6人有不安全感，同时冲突和受

冲突影响的人口也呈上升趋势。《2021/2022年人类发

展报告》讨论了人民不安定性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双重

趋势，这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显而易见。即使没有发生

2020-2021年人类发展指数的下降，我们也没有自满

的余地。这些挑战——都是人为的，都是我们相互依存

的表现——都没有消失。但当我们无法妥善管理相互

依存关系时，它们就更加复杂了。

图1.4 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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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23年的人类发展指数值差异为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Barro和Lee (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d)、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1章——当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时，人类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33

图1.5 各个发展中地区2023年的预测HDI值都低于2019年前的趋势

人类发展指数值 人类发展指数值

人类发展指数值 人类发展指数值

人类发展指数值 人类发展指数值

1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2
0

11

2
0

13

2
0

15

2
0

17

2
0

19

2
0

2
1

2
0

2
3

1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2
0

11

2
0

13

2
0

15

2
0

17

2
0

19

2
0

2
1

2
0

2
3

0.600

0.650

0.700

0.750

阿拉伯国家

0.600

0.650

0.700

0.750

0.800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650

0.700

0.750

0.800

0.850

欧洲和中亚地区

0.680

0.700

0.720

0.740

0.760

0.78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500

0.550

0.600

0.650

0.700

南亚地区

0.400

0.450

0.500

0.550

0.6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1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2
0

11

2
0

13

2
0

15

2
0

17

2
0

19

2
0

2
1

2
0

2
3

1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2
0

11

2
0

13

2
0

15

2
0

17

2
0

19

2
0

2
1

2
0

2
3

1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2
0

11

2
0

13

2
0

15

2
0

17

2
0

19

2
0

2
1

2
0

2
3

19
9

9

2
0

0
1

2
0

0
3

2
0

0
5

2
0

0
7

2
0

0
9

2
0

11

2
0

13

2
0

15

2
0

17

2
0

19

2
0

2
1

2
0

2
3

实际

2019年前趋势

注：	2023年人类发展指数值为预测结果。2019年前的趋势基于每个地区过去20年人类发展指数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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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对
人类发展造成代价

新冠肺炎疫情的经历表明，尽管有许多警告，但

世界在大流行病防范方面的投资不足，在疫情爆发后

的应对措施管理不善。这场大流行病导致约1500万

人死亡，32比近期发生的亚洲流感、香港流感、猪流感、

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埃博拉等流行病加起来还要

多。33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降低了大多数国家的出生预

期寿命，还损害了人类发展指数的其他组成部分，中

断了受教育的机会，给经济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影响之外，对健康的间

接影响也是深远的。由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转向帮助

新冠肺炎患者，非新冠肺炎患者的住院就诊人数急剧

下降，包括有急性需求的患者，如心血管疾病、肾病、

酗酒和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34 当封锁开始后，常规和

紧急就诊次数大幅减少，对长期健康造成潜在后果，

包括疾病和死亡病例增加。35

由于孤独和家庭暴力等原因，人们的心理健康负

担进一步加重。36 在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2020年重度抑郁症病例增加28%，焦虑症病例增加

26%。37 在所有人口群体中都观察到心理健康障碍的

升级。然而，有证据表明，妇女和年轻人的患病率有更

明显的上升。38 由于长期的社会隔离和学校关闭打乱

了日常生活，学生们遭受了更严重的焦虑、恐惧和悲

伤情绪。39 特别受影响的是已经患有抑郁症等心理健

康问题的儿童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儿童。40

有人担心，心理健康障碍的激增可能会持续很

长时间。例如，在英国进行的一系列11项纵向研究表

明，“在第一次封锁期间，英国国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严

重恶化，并且在解封后并没有逆转，在整个疫情期间

观察到持续恶化。”41 在德国进行的另一项针对年轻人

的纵向研究显示，其心理健康指标在疫情期间显著恶

化，之后仅部分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42

同样，在经历了疫情期间学校长期停课之后，�

有新的证据表明这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了持久影响。43 

疫情侵蚀了人在生命周期的关键时刻对人力资本

的积累，尤其影响到25岁以下的群体，而到2050年，�

他们将占黄金年龄劳动力的90%。44 2018年至2022

年间，PISA成绩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下降，经合

组织国家的平均数学成绩下降了15个百分点，阅读成

绩下降了10个百分点（图1.6）。45 美国国家成绩评估显

示，20年来的进步被疫情抹去。46 八年级学生的数学

水平可能需要28年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程度，四年

级学生的阅读水平需要22年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

程度。47 到2040年，这些学习被耽误的问题将进一步

使全球经济每年损失约1.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

0.9%。48 疫情对学习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差异很大，有

些地区比其他地区落后得更多，尤其是学校停课时间

更长的地区。49

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陷入了至少自二战以来最

严重的衰退。50 全球产出下降幅度是2007-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三倍多，而且发生得更为突然，因

为经济活动随着疫情的爆发戛然而止。51 全球失业率

图1.6 以PISA测试结果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绩出现空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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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A是指国际学生评估方案。经合组织是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资料来源：	OECD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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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更多的工人被推向非正规

经济部门。52 在许多国家，女性，特别是在服务业工作

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在疫情期间退出劳动力队

伍的可能性比男性更高。53 例如，在美国所经历的其他

经济衰退中，男性的就业在商业周期中的变化更大；

与之不同的是，女性（尤其是有孩子的女性）在新冠肺

炎疫情引起的衰退中所处位置比男性更为不利。54 这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期望妇女在学校停课期间

承担照顾孩子的义务。55 在能够继续工作的人中（主

要是受过高等教育并有能力远程办公的人），真正的

挑战是同时承担育儿和工作，日常工作量和压力大大

增加。56

在经历了2020年的急剧收缩之后，全球经济再次

扩张：预计2023年的人均收入将比2019年高出5%以

上。57 但付出的经济代价却是旷日持久的。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在经济活动有限和财政收入下

降的情况下实施了大规模的应急方案。发达经济体采

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卫生紧急情况，并

为保留生计、就业、消费和人民住房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支持。许多新兴经济体在紧缩的财政空间下难以提

供足够的社会安全网支持来抗击疫情，并陷入债务困

境。58 在这两种情况下，这样的逆周期政策都导致了

公共债务的大量积累，而它在前几年就已经呈上升趋

势。59 现在，各国正面临着在偿还债务和资助社会政策

之间作出取舍：“33亿人生活在利息支出高于教育或

健康支出的国家”，60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贫困率升

高61以及人类发展降低。事实上，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确定的51个最易受债务影响的经济体中，有24个经济

体的HDI值预计无法在2023年从2020-2021年的下

降中恢复。62

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表现为几乎

无处不在、不断加剧的冲突

“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失常。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愈演愈烈。全球挑战越来越多。而我
们似乎无法团结起来作出回应。我们面临着
一系列生存威胁——从气候危机到颠覆性技
术——并且我们正处于混乱的过渡时期。”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63

最近在世界不同地区爆发的暴力冲突，以及升级

为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冲突的可能性，标志着对全

球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正在各国蔓延。涉及大国的大规

模冲突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升级。在2022年，甚至在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冲突升级之前，也有12亿人（占世

界人口的15%）受到附近地区冲突的影响。64 关系到全

球稳定与安全的重大危险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越

来越多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冲突的加剧和大国的介入不仅对卷入直接冲突

的国家，而且对所有国家都具有重大影响。暴力与和

平都具有传染性。65 冲突往往会改变人们对战争的看

法（使它们看起来更容易被接受），增加了其他地方爆

发暴力事件的倾向。66 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重大的

政治破坏性事件会蔓延到其他国家。67 冲突及其影响

往往波及邻国，增加了影响和风险。68 国内冲突向区

域冲突的蔓延，以及随后在世界各地产生的政治和经

济影响，表明迫切需要遏制冲突和减轻总体影响。冲

突也增加了军事化的倾向。69 全球军费开支一直呈上

升趋势，2019年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70

这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令人震惊。2022年，与战争

有关的死亡人数是几代人中最高的一年。71 它录得自

二战以来最高数量的国家武装冲突，72而且手无寸铁

的平民遭受攻击的单方面冲突的比例也越来越大。73 

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包括平民死亡人数）正以惊人

的速度增长（图1.7）。74 武装冲突使数百万人被迫流离

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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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中，卷入境外冲突的国家数量一直

在增加，表明地缘政治上的相互依存是如何发挥作用

的。在2022年的55起国家冲突中，有22起是国际化冲

突，75而2000年的37起国家冲突中有4起是国际化冲

突，76相比较增加了五倍多。尽管各国相互依赖以摆脱

冲突并争取达成长期和平协议，但外国的介入显然无

助于更快实现这些目标。相反，行为体的扩散和相互

冲突的动机，加上增加军事和资金的风险，以及对外

部支持的看法，使冲突更加难以解决。77 外部介入往往

会延长冲突的持续时间，增加伤亡人数，从而导致更

致命的结果。78 非国家行为体也加剧了冲突，导致了更

多的暴力结果。79

相互依存在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仍然具有相关

性，其管理不善放大了总体影响。由于冲突、迫害和侵

犯人权，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达到1.108亿：这是自二

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是2010年的2.5倍（图1.8）。80 这还

不包括最近的流离失所者——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和亚

美尼亚难民危机等。全球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冲突

中或正在逃离冲突。81

被迫流离失所者（其中一半以上是境内流离失

所者），特别是有迫切需求的人，包括孕妇、老年人、

低龄幼儿、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往往面临食物、清

洁水、药品、电力和基本生存手段的严重短缺。82 如果

（卷入或未卷入冲突的）国家能够为流离失所者找

到双方都同意的解决办法，数百万非因自身过错而

被迫逃离家园的人，包括儿童，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

活。83 这些问题出现在人们对难民的敌意加剧之际，

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他们关于难民的公共讨论变

得更加两极分化。84 世界上大约80%的难民主要居

住在中低收入国家。85

到2024年，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预计将达到

3亿。86 资金的增加跟不上人道主义援助需求的急剧

增长。干旱和不断升级的冲突使许多国家的粮食安全

和疾病爆发风险进一步加剧。87

图1.7 冲突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在多年下降后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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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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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相互依存管理不善的原因和人类发展代价

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化背后的主导因素，是多

种人类活动的结果。88 排放责任方和受气候变化影响

方之间出现了双重脱钩。第一重是时间上的暂时脱

钩：目前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对当前一代人主要

产生的是积极影响，而代价由子孙后代承担。第二重

是地理上的脱钩：历史上从温室气体排放中受益的地

方可能预期付出的代价并不高。例如，极高HDI国家

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高，但预计到21世纪末，其

经历的极端温度天数的比例却更小（图1.9）。

要管理相互依存关系，关键是认识到减缓气候变

化的必要性。例如，随着某些地方的国家环境法规收

紧，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可能会面临将碳密集型生产

转移到宽松地方的动机。企业经常利用贸易来应对国

内的环境法规。一个国家在承诺减排前后的状态相

比较，它向未承诺减排国家的行业部门碳进口高出

了8%，从而简单地改变了其碳密集型商品的消费来

源。89 碳外包（将碳密集型生产转移到碳标准低的地

区）和泄漏抵消了国内的减排量，甚至可能导致全球

排放量增加。忽视对贸易可能产生影响的环境政策可

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90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预计

将对人类发展造成极高的代价，而且还会不断增加。

在经历十年来气温逐步走高之后，2023年成为有史以

来最热的一年——至少从1880年首次记录全球气温以

来是如此。91 在本文撰稿之际，单日气温首次突破了比

工业化前水平高2°C的临界值。9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气候地平线”平台的预

测表明，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目前高强度地球压力的路

径，气候变化将对人类发展产生高度不平等的毁灭性

影响。即使采取适度的减缓措施，从现在到本世纪末，

预计仍有近4000万人因高温而死亡。在极高排放量

的情景下，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9亿人。93 此外，这些影

响是高度不平等的。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人类发展方面

的不平等现象激增，预计阿拉伯国家、南亚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的死亡率将急剧上升（图1.10）。94

图1.8 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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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自19世纪末

以来，全球平均海平面已经上升了23厘米。即使在中

等排放量的情景下，到本世纪末，海平面也将继续上

升40.7厘米。海平面上升意味着永久性土地淹没和极

端洪水的风险更大。沿海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

地区之一，将受到更大的打击。95 对于一些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相对缺乏为适应气候

变化进行投资的资源，这些国家已经很容易受到气候

变化的影响，到本世纪末，生活在20年一遇洪泛区的

人口比例可能会是之前的三倍。96

增强能动性和幸福感的前景，取决
于能否妥善管理相互依存关系

在距离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目标日期还有半

程之际，整个世界比四年前偏离原定轨道更远了，97�

在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丧失、粮食安全、贫困、不平

等和性别不平等等关键目标上出现倒退。98 以饥饿为

例，99 全球饥饿人口总数在21世纪头十年末停止减少，

之后在经历了十年的停滞之后，又重新攀升（图1.11）。

新冠肺炎疫情给货币性贫困带来了几十年来最

大的挫折。100 减贫趋势在二十年来首次出现逆转。极

端贫困线（每日2.15美元）、中低收入国家贫困线（每日

3.65美元）和中高收入国家贫困线（每日6.85美元）人

口的情况无一例外。101 在2020年，与新冠肺炎疫情前

的预测相比，又多出9000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102 

疫情期间的家庭调查发现，23%的受访者停止了工

作，60%的受访者失去收入。103 这些挫折很可能永久

性地改变减贫的长期轨迹，使世界进一步偏离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向（图1.12）。预计只有三分之一的

国家将在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104 最贫困人

口在健康和教育方面也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包括过

早死亡和学习方面的持久损失。105

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106在过去十年中也有所恶

化，回到了与上世纪50年代相当的水平。107 由于中低

收入国家不断追赶高收入国家，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

图1.9 地球压力与其地理和时间影响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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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本一直在下降，但新冠肺炎疫情扭转了许多国家

的局面。108 国内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在许多国家一直在

加剧，疫情更是令这种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

最贫困家庭失去工作和收入的比率普遍高于富裕家

庭。109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而是一种

政治选择。110 在我们探讨如何管理相互依存关系的背

景下，理解国内不平等问题的驱动因素，是当今关于

不平等问题的政策讨论的核心。

世界各地对性别平等的强烈反对阻碍了它在许

多地方的进展。111 在很多情况下，妇女的公民自由以

及政治和经济自由正被逆转；按照目前的趋势，男性

和女性在国家问题上要有平等的领导人代表，还需要

40年的时间。112 各种社会和发展指标的逆转与一些民

主规范和做法的侵蚀同时发生，113部分原因是人们对

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示不满（第2章）。114

国家之间有相互依存关系，但也有各种挑战之间

盘根错节的联系。例如，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加

剧了水资源紧张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可能会加剧紧张

局势和冲突，破坏和平与稳定，以及使国家共同体的

状况不断恶化。到2030年，世界上多达三分之二的极

端贫困人口可能生活在冲突和脆弱的环境中。115

“虽然有证据表明相互依存可以扩大
能动性，但也有证据表明其管理不善可
能导致事态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人类发展方法与理解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对

人类能动性的影响高度相关（第5章）。人是能够行动

并带来改变的主体，而能动性指的是人过上自己看重

的并且有理由看重的生活的能力。例如，那些认为向�

图1.10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人类发展不平等现象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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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已经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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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永久性改变了减贫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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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供真实、公正信息是其职责的记者，如果能够在

不担心报复或个人安全的情况下工作，那么在保护这

些个人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他们的境况会比在

抑制这些自由的环境中要好得多。在一个政治两极分

化加剧（第2章和第6章）116以及言论自由逐步下降的世

界中，117人的能动性面临新的制约。

Amartya Sen《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将发展描述

为以各种方式扩大人民的自由（包括过程自由和机会

自由），通过（与幸福感和能动性有关的）能力塑造公

共政策，而公共政策反过来又有增强（与幸福感和能

动性有关的）能力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潜在的良性循

环。118 我们选择如何管理相互依存关系，关系到这样

一个良性循环能否成立。

虽然有证据表明相互依存可以扩大能动性，但也

有证据表明其管理不善可能导致事态朝着另一个方向

发展。近年来对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的模式对人们

的权利、收入和幸福感产生了不利影响，影响了他们的

政治偏好和选择（第2章）。例如，根据在202个国家进行

的测评，民主规范和做法已经下降到1986年的水平。119

此外，在过去2 0年里，言论自由的状况恶化�

（图1.13）。世界各地区都有针对记者、作家、活动家和

艺术家的压迫记录，而且还在上升。2016年至2020年

间，全球约85%的人口的新闻自由有所下降。120 缺乏

独立的媒体放大了偏见和分歧，在两极分化加剧的背

景下剥夺了公众关于公正观点的辩论。

此外，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在恶化。在过去的10

年里，表达压力、悲伤、焦虑、愤怒或担忧的人数一直在

上升，达到了自盖洛普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121 矛

盾的是，这同时也是一个物质高度繁荣、技术空前进步

以及人类发展水平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时代。

某些社区受到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例如，土著

社区因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而面临多种变化。几

个世纪以来，土著人民因矿山和大坝等各种工业和基

础设施的开发而面临许多土地被剥夺和自然资源损

失的情况。122 例如，世界上90%的语言预计将在一百

年内消失，其中绝大多数是土著人民使用的语言。123

想想生活在岛屿上的人们，他们面临着海平面上

升的生存威胁。124 未来，当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土地不

复存在时，他们可能产生一种无助感。在基里巴斯和

图瓦卢，大陆可能在50-100年后被淹没，他们有机会

迁移到邻国，但许多岛民认为搬迁是最后的选择。125 

领导人认为，搬迁会弄巧成拙——这违背了承认世界

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老年人不想搬家，因为他

们与祖国和传统紧密相连。大量的作品正在记录生态

焦虑——由于人存在的生态基础逐渐崩溃所造成的普

遍失落感。126 这些新作品涉及到灾难文学通常不会涉

及的主题。127 它深入到抽象地理解对气候变化的普遍

感受（认为人类注定要灭亡）。128 它将环境损失描述为

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这些感觉与生存威胁、身

份丧失、生活方式和地点，以及预期和感知的未来灾

难有关。它们给人造成需要处理这些大事的沉重责任

感，让人感觉麻痹、瘫痪——丧失能动性。世界各地的

年轻人对无法应对周围的事件或为变革做出贡献而

表现出痛苦，他们认为这是集体的不作为。这使得他

们很难在其他生活追求中找到意义，比如教育投资或

生儿育女。129

社会学家们正在研究这种在气候变化面前丧失

能动性的感觉，他们渴望了解危机和不确定性的加剧

是否会成为变革和转变的契机。130 这是阻碍推进集体

行动的能动性差距的表现（第5章）。

不确定性、制度结构和错位的激励措施损害了能

动性。人类感知到的不安全感越高，能动性就越低。131 

能动性受限反映在确保所有人可持续幸福感的基

于科学的建议与落实实际行动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上。“能动性受限使不可持续性永久存在，减少了价值

观和愿望的丰富性，并在发展和可持续性之间制造了

一种虚幻的矛盾。”132 这些情况进一步削弱了人作为

主体的作用，使集体行动更加困难。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能动

性可以积极塑造地球系统，133可以推动大规模的社会

变革。134 想想正逐渐成型的跨国气候治理新方法的概

念化研究。135 这项工作试图了解如何激活超越国界的

能动性，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公共利益的目标。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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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相互依存关系是一种选择。相互依存

使共享知识和合作的好处成倍增加，这体现在医学、

气候适应、减贫、能源转型等方面的进步中。正如第3

章和第4章所述，消灭天花、《蒙特利尔议定书》、艾滋

病干预措施137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财政应对措

施，138都是在应对人类发展更大规模衰退的情况下取

得的重大成就。本报告第一部分的其余内容讨论了如

何重塑相互依存关系（第2章），以及可以使用哪些工

具来更好地管理相互依存关系（第3章）。本报告第二

部分探讨如何重新构想合作以促进人类发展。

图1.13 言论自由——近年来日益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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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民主多样性”项目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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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第一部分——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推进人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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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存在，但正被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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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继续生活在全球相互依存的社会中。尽管经济全球化
放缓，但相互依存关系并未瓦解，而是由未来长期存在的驱
动因素重构。

大流行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人类世危险的地球
变化跨越国界，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经济结构，
推动了更高的跨境信息流动。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在多个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必须采
取集体行动应对全球共同的挑战，以保障人类安全并促进
人类发展。

第2章

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持续存在，但正被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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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级互联的世界里。新冠肺炎疫

情后出现的供应链中断和通胀大大缓解了全球经济

间的相互依存性和随之而来的脆弱性。1 对各国之间和

各国内部相互依存的利益分配不均以及跨境金融和贸

易流动监管不足所产生的风险的担忧并不是鲜见。2 在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3以及新冠肺炎疫情

之后，其中一些风险变成现实，国际贸易放缓，导致一

些人声称全球化终结。4 再加上冲突死灰复燃、地缘政

治紧张局势加剧和一些多边机构陷入僵局，5将我们联

系在一起的纽带似乎正受到压力，甚至在退缩。

然而，本章认为，相互依存关系并未分崩离析，而

是在被重塑，甚至某些方面还在进一步深化——部分

原因是其驱动因素在未来仍将持续。我们将从三个方

面进行说明。

首先，除了经济联系之外，各国之间的人员、信息

和思想的跨境流动仍然很高，6使相互依存成为我们

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7 虽然相互依存可以为

人们创造经济和其他机会，并有助于减轻地方和区域

冲击的影响，8但这也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新的脆弱性，

冲击可能传播到整个世界。9 脆弱性和冲击的传播并

非相互依存的必然特征；相反，它们反映了过度不受

监管的全球化方式。例如，这些方式导致某些商品和

货物的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或少数几家生产商，

当其中一个在生产或分销方面出现问题时，全球中断

的风险就会上升。10 它们还导致了全球化的成本和收

益在各国内部的分配不平等，11侵蚀了许多人的经济

机会，加剧了不安全感，这可能会导致政治两极分化

和对民粹主义政治立场的支持，12甚至可能表现为不

满情绪的全球化。13

其次，全球联系的规模和速度正在深刻重塑相互

依存关系。人类已经成为地球变化的地质尺度驱动因

素，开启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即人类的时

代。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以

及由政策选择塑造的全球化。森林火灾、人畜共患疾

病爆发和极端天气等事件的跨境影响至少在一定程

度上是人类生产和消费驱动的全球变化的结果，而这

些变化无法通过遏制边境的货物、资金和人员流动来

直接管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进步和经济脱碳的

协同努力正在改变经济结构和发展机会。数字服务和

平台通过实现实时协作和几乎即时的全球通信，让世

界变小。尽管全球货物贸易可能已经趋于平稳，全球

价值链正在重新配置，但跨境信息流仍在上升，每年

都创下历史新高。14

“脆弱性和冲击的传播并非相互依存的必然特征；
相反，它们反映了过度不受监管的全球化方式。”

第三，不满情绪的全球化指向了管理全球相互依

存关系的盲点。追求不受监管的全球化或退回到保护

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太可能应对人类世共同

面临的全球挑战。我们共享这个星球。15 即使实施贸易

壁垒或提高国际移民难度会减少国家之间某些类型

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气候变化等地球挑战并不限于国

界之内，减缓气候变化或防范疫情所带来的好处亦是

如此。随着我们深入人类世，我们的未来不可避免地

相互联系。避免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由此带

来的人类发展代价固然重要（第1章），以促进人类发

展的方式利用相互依存关系同样重要。

全球联系的持久性——一个具有多重
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超级互联世界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全球相互依存的社会中，16

他们的生活与全球的文化、经济和生态系统紧密交织

在一起。全球化进程以信息、人员、金融、商品和服务

的跨境流动加剧为标志，它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历史悠

久的技术及政治驱动因素。17

技术进步降低了许多跨境流动的运输和通信成

本，18而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推动了社会和经济之间

相互依存的加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和贸易

自由化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速

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达到超全球化。19 大多数国家融入

了全球价值链，并向外贸和金融流动开放了其市场，

对这些流动掌握一定的控制权，以期实现经济增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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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20 这一时期使大量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21

但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收益分配不均。它还使许

多高收入国家的国内不平等加剧，22往往表现为地方

上严重不平等问题的出现或增加，23某些地区和经济

部门集中出现就业机会减少。24 对一些中低收入国家

来说，超全球化有时表现为贸易条件不平等，以及实

施可能会抑制生产力增长和发展进步的政策等。25

在过去十几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人们日益担忧

供应链中断和暴力冲突死灰复燃，在超全球化的前奏

中，强调效率正与担忧稳定性和韧性重新进行平衡。

这样的重新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在国家边境设置

贸易壁垒来实现。例如，贸易限制从2010年的每年不

到500项激增到2022年的近3000项。26 在回流、近岸

和友岸生产方面的努力27也表明，超全球化正经历部

分消退。28

尽管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放缓，甚至在某

些方面陷入停滞，但世界仍然高度相连，经济体高度

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处于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水平（图2.1）。29 尽管全球出现重大中断，但国际

贸易一直在增长。30 如今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几乎比20

世纪90年代中期高出四倍。31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可

以宣称自给自足，因为它们都至少有一种主要商品和

服务25%或以上依赖于从其他地区进口。32 全球价值

链支持从食品到药品的一切，甚至包括支持其运行的

数字服务和硬件。33 如今货物的运输距离是1965年的

两倍，在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跨越了更多的边境。34 这

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关系，在商品和服务的

生产过程中存在多种相互依存关系（专栏2.1）。

每天，数以百万计的人跨越国界，在国家之间临

时或永久流动。自1970年以来，估计居住在出生国以

图2.1 超全球化已经消退，但相互依存度仍然空前高涨

全球进出口总额占全球
GDP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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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数据；根据Aiyar等(2023)的研究成果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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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人数增加了两倍，从8400万人增加到近2.8亿

人，尽管其占世界人口比例的增幅不大（从1990年的

2.9%增至2020年的3.6%）。35 流向欧洲的国际移民比

例最大（30.9%），其次是亚洲（30.5%）。36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跨境迁移，包括找工作、教育

深造或寻求人道主义保护。流动性是人类发展的一个

关键特征，因为它使人们能够扩大自己的选择，发挥

自身能动性，为自己、家人以及原籍和接收社区的福

祉做出贡献。37 想想移民汇款的经济意义，对中低收入

国家来说，移民汇款早已超过官方发展援助，2022年

达到了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当的水平，且波动性要小得

多（图2.2）。除了经济联系外，38国际移民也在东道国

和原籍国之间建立了社会和文化联系。39

尽管在许多高收入国家，人们对国际移民的经济

和社会影响以及反移民言论的担忧有所增加，但大量

研究表明，国际移民为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净收益，尤

其是在国家制定了相关政策并帮助国际移民在当地

劳动力市场站稳脚跟的情况下。40

也许最能体现超连接的例子（将在接下来的章节

中探讨）是数字技术能力和采用率的快速增长，几乎

实现了巨大地理距离之间的实时连接。自1990年以

来，全球带宽容量急剧增长，使跨境信息流动得以大

幅增长，41并通过全球价值链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国际

贸易42。43 尽管存在区域集中的不平等现象，但数字连

接的布局范围很广：全球95%的人口现在都在移动宽

带网络的范围内，2023年有54亿人是互联网用户。44

专栏2.1 一部智能手机的全球之旅——一个关于跨境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故事

智能手机已迅速成为全球大部分人口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拥有的设备。自2007年iPhone和安卓手机发布以来，其全
球销量一路飙升。到2022年，全球共有64亿智能手机移动网络用户，1预计在2023年将售出11.5亿部新设备2——全球每
7个人中就有1部。智能手机不仅仅是连接数字世界的设备，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全球体系的部物，它跨越了国界，
涉及诸多行为体和过程。智能手机从概念到使用的历程揭示了各种材料、信息、价值和浪费在世界各地的流动如何塑
造我们的生活。

在消费者拿到智能手机之前，它已跨越了众多国家的边境，有时甚至不止一次进出同一个国家的边境。智能手机
的内存芯片、处理器、电池和摄像头模块等部件由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专业公司生产。3每个部件都需要来自全球
价值链上其他经济体的生产投入。例如，电池需要钴，钴通常在低收入国家开采，这些国家的采矿业与包括童工在内的
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严重的环境退化脱不了关系。4钴从有矿山的国家出口，在中国等国进行加工，然后被送往日本或
韩国等国家，与其他材料结合制成电池。5然后，电池可以被运到中国，或者运往马来西亚，与电路板等其他部件一起组
装在电池组中。6

相对于智能手机的最终零售价，这些中间活动的附加值较低，使中低收入国家从全球生产的设备中获得的利润份
额较小。大部分利润由主要位于高收入国家的智能手机设计、营销和销售公司获得。7这些公司还拥有与智能手机相关
的大部分知识产权和专利。8

智能手机改变了全世界数十亿人的生活，使他们能够跨境通信，几乎即时获取信息，享受金融服务并参与数字经
济。然而，全球智能手机接入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9此外，尽管智能手机有许多积极影响，但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也会对
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在年轻人中尤其突出。10

智能手机在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后，它的旅程仍然不会停止。智能手机的使用寿命较短，老款手机的计划性淘汰和
新款手机的大肆营销加速了它们的更换频率。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电子垃圾正迅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每人每年产
生约6千克的电子垃圾。然而，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差距巨大：非洲部分地区平均每人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不到2千
克，而挪威平均每人每年产生28.5千克。11尽管电子垃圾有回收和重新利用其中关键矿物的可能性，但实际只有约17%被
回收。12在中低收入国家，很大一部分电子垃圾最终被送往垃圾填埋场，释放出有毒物质，对健康造成危害。13

注释
1. Statista 2023。	2. Kharpal 2023。	3. Gentile等 2021；Sturgeon和Kawakami 2010。	4.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3。	5. Carton、Mongardini和Li  
2018；Gulley 2023；Richter 2023。	6. Farooqui 2023。	7. WIPO 2017。	8. Sturgeon和Kawakami 2010。	9. Rowntree 2019。	10. Abi-Jaoude、 
Naylor和Pignatiello 2020。	11. Parajuly等 2019。	12. Forti 2020。	13. Parajuly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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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中和错位的新风险

在一个超互联的世界里，紧密耦合的相互作用使

信息、人员、金融、商品和服务实现跨境流动，45一些

国内政策和选择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并迅速在区域

甚至全球传播。大规模和大范围经济可以将生产集

中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使其他国家容易受到其他地方

所作决定的影响。大多数全球贸易发生在由最大经济

体主导的宏观区域集团内，46而许多严重依赖国际贸

易的中低收入国家发现自己处于全球贸易的末端，难

以控制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47 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经

济体的国内政策可能会影响到中低收入国家的原因。

例如，美联储根据其在美国的法律授权下制定货币政

策，但其决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有重大影响48。49 其影

响通过多个渠道进行传导，其他国家可能很难控制这

种溢出效应。50

“市场集中可能是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标
志，可以提高效率，但它也会增加一家或几
家公司的中断和冲击通过诸多部门和国家
深度整合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传播的风险。”

在许多全球价值链中，权力往往集中在少数几家

跨国公司，它们的商业战略可以直接影响多个经济

体。51 跨国公司可以促进投资、创新和经济机会，52但

它们也可能挤出国内公司，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53 

全球价值链中的市场集中使得顶级公司能够操作加

价和寻租，这与全球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下降54和消费

价格的上涨有关。55

在某些满足基本需求的商品（如食品）对应的全

球价值链中，56以及在数字技术领域，市场高度集中。

如今，少数几家科技公司掌握着巨大的市场力量，它

们的决定影响着社会和政治动态。2021年，世界上最

图2.2 向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正接近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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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三家科技公司的市值都超过了90%以上国家的

GDP，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57

市场集中可能是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以及网络外

部性）的标志，可以提高效率，58但它也会增加一家或

几家公司的中断和冲击通过诸多部门和国家深度整合

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传播的风险。59 专业化可能会导致

市场陷入“少而不倒”的怪圈。60 根据最近的数据，全球

近40%的商品贸易集中在三个甚至更少的国家，即使

原本有更多的供应商能提供该商品。61 数字技术和能

源转型所需的一些关键产品和材料的集中度可能尤其

高。62 与过去相比，现在更容易出现普遍和系统性的全

球价值链中断，63这主要是由气候冲击和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共同造成的，并且可能会持续到未来。64

集中的另一面是与生产转移相关的经济混乱，它减

少了以前从事国内生产的部门或地区的经济机会，因为

这些部门或地区已被进口所取代。尽管明确警告了这些

风险，但隐含的承诺，即将总体收益分配给全球化中的�

“失败者”以进行补偿，往往未能实现。65 事实上，各国

政府往往不愿意或无法抵消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其部分

人口的负面影响，部分原因可能是经济混乱不仅仅是由

经济一体化造成的，还由技术变革等其他因素造成。66

无论是怎样的过程导致经济混乱，那些感到掉队

并认为这是全球化结果的地区或群体往往对贸易开

放持敌对态度，导致对所谓民粹主义（见下文）政治立

场和政治两极分化的支持增加。67 从尽可能广泛的角

度来看，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损害人类发展

（第1章）；它还具有更广泛的影响，表现为对全球化

的不满以及助长了政治两极分化进程。

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助长了不满情绪的全球化

近年来，主张国内优先于国际、质疑全球合作必

要性的政治运动在许多国家获得了支持。68 这些运动

的特点是其叙事框架将所谓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东

西与为现有精英服务的东西进行对比，被称为反精英

的社会理论。69 这些观点不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而

是关注普通民众相对于腐败精英的“道德”优越性。其

他一些变体包括基于身份的有组织观点，比如基于一

个种族或族裔优越性的本土主义运动，或支持无制衡

的强大领导人的运动。70

如今，其政府符合反精英运动这一更广泛定义的

国家所占比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反精英运动

质疑全球合作的必要性（通常被称为民粹主义）。更重

要的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归属发生了转变。左翼联盟

一度占主导地位（目前仍处于高位），但自20世纪90

年代以来，右翼联盟的比例急剧增加（图2.3）。

是什么导致了不满情绪？

尽管对这些政治运动的支持激增，但普通公众对

全球化的敌意并不一定增加。71 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其

中一个方法是用一个框架来说明管理不善的相互依

存关系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之间的联系。民粹主

义政治运动是指在政治的需求方（政党和领导人的支

持者）及供给方（这类领导人和政党崭露头角）都带有

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

图2.3 对反精英政治的支持率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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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unke、Schularick和Trebesch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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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福利和信念的渠道都助长了对全球化的敌

意，以促进对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图2.4）。简单地

说，福利渠道反映了经济混乱和管理不善的相互依

存关系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导致了民众团结在民粹主

义领导人身后，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可能会利用民众对

（实际或感知的）分配效应的不满和委屈来为自己谋

利。72 信念渠道涉及那些可能被视为受到全球化威胁

的规范和身份，这些威胁的感知助长了对民粹主义的

支持。73 而这两个渠道可以相互强化，74因此难以理清

其中的联系。

福利和信念渠道都能将管理不善的相互

依存关系与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

在全球相互依存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冲击和扰动

具有多重的、有时是不可预见的全球连锁反应。如果

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人类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第

1章）。在需求方面，如果现有机制无法管理和减缓全

球冲击的影响，人类发展损失可能会直接影响人们

的政策偏好，为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叙事打开政策空

间。例如，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增加了对独裁领导和

极端政治运动的支持，特别是对极右翼的支持。金融

危机之后经常发生的家庭债务危机也与对极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的支持不断上升有关。75 自2007-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紧缩政策的国家数量大幅增

加，76进一步限制了其保护人民免受全球冲击影响的

能力。77

然而，与全球化相关的（实际或感知的）局部福利

损失风险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解释民粹主义和本土主

义运动日益上升的吸引力。最近对多项调查实验的综

述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仅凭经济利己主义驱动

反全球化情绪”的假设。78 在某些情况下，对主张保护

主义措施的政治候选人的选举支持甚至有所增加，尽

管这些措施对当地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79 这些研究

结果呼应了公众舆论数据，以及对就业离岸外包等客

观全球化风险影响的研究。80

图2.4 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福利损失和信念等渠道引发民粹主义需求

直接影响民众信念（被威胁感、
不安全感）和态度

直接影响政策和对领
导人的偏好

通过改变信念和态度间接影
响对政策的偏好

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 → 冲击

人类发展损失 信念的变化

个人对政策的偏好

选举结果：
支持民粹主义

政党方案和领导人提供民粹主
义叙事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Rodrik (2021)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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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球冲击造成的人类发展损失与对民粹主

义支持增加之间的联系，也可能通过改变民众对全球

化的感知、信念、身份和态度来发挥作用。81 恐惧和不

安全感，尤其是与失去地位有关的恐惧和不安感，会

将民众偏好转向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82 这种基于信

念的联系在经济前景长期恶化的情况下尤其有效。83 

例如，民族主义和反移民叙事在经历不利经济变化的

地方更容易深入人心（例如，失业率的上升比失业率

本身更重要）。84

这在一个全球相互依赖且日益担忧和困扰的世

界中显得尤为重要。85 如今，痛苦和不安全感无处不

在、挥之不去，甚至渗透到最富裕的国家。全世界有近

30亿人表示感到焦虑、压力或悲伤。86 虽然主观幸福

感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87但新冠肺炎疫情似乎

只是加剧了早已存在的趋势：甚至在疫情之前，人的

焦虑和压力就已经都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图2.5）。

尽管世界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进步，但这些痛苦

感觉一直呈上升趋势，88当然，人类发展进步的趋势在

2020年和2021年又被打断了（第1章）。

政治领导人和运动可以利用管理不善的相

互依存关系和民众不满情绪之间的联系

在供给方面，政治领导人和运动可以通过动员民

众不满情绪来增强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民粹

主义支持率上升之间的联系。89 虽然这种策略并非民

粹主义运动独有，但这些运动的一种常见叙事手段

是，将负面的集体情绪用于报复现有的精英，90通常将

其领导人描绘成反对全球精英的“普通人”91的捍卫者

和称职的保护者。因此，他们可能会利用那些感到在

全球化中掉队或将全球化视为对其身份的威胁的人，

通过操弄其沮丧情绪来获得吸引力。

这种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情绪可能部分源于全球

精英们能够从全球化的好处中获利，从而进一步领

先。除了经济混乱、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和某些地方

普遍失业之外，超全球化还导致富裕个人和公司在海

外逃税和避税。在2022年，跨国公司可能将多达1万亿

美元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92导致数十亿美元的税

收收入损失。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利润转

移，全球企业税收收入损失激增（图2.6）。这些模式显

然与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如何从超全球化中受益的

不对称性有关，加剧了民众不满情绪，并助长了民粹

主义叙事。

民粹主义领导人和运动也可以通过信念渠道，利

用言论和叙事来煽动两极分化，并将国际合作等问题

政治化。93 事实上，反全球化情绪在党派言论中已经变

得越来越突出。94 随着这些问题在政治竞选和叙事中

变得更加明显，它们可能导致人们信念的转变，按照

所属身份路线而不是收入群体分类，随后导致其政策

偏好的转变。95 这些转变可能影响民众的投票模式，在

某些情况下，也许是背向个人的经济利益进行投票，96

甚至可能影响投票之外的行为。97 例如，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在民粹主义领导人获得大力支持的地方，反

对科学建议的民粹主义运动削弱了民众对社交距离

的坚持。98

民粹主义在政治上具有破坏性，在经济上也造成

高昂的代价。99 在由民粹主义政府执政的国家，无论

其属于左翼还是右翼，在民粹主义上台15年后，国家

的人均GDP比没有发生民粹主义事件的国家低10% 

（图2.7）。在民粹主义事件开始后三到五年，其对经济

的负面影响往往就会显现出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会继续恶化100——这意味着潜在的永久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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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即使在2020年之前，大多数国家人们的焦虑和压力感也在上升

a. 表示经历压力的人的百分比变化，2011-2019（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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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示经历焦虑的人的百分比变化，2011-2019（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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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I是指人类发展指数。
注：	数值是指表示“在昨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经历压力或担忧的人的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盖洛普(2023)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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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情绪使社会两极分化，并产生潜在的危险后果

紧缩和本土主义等民粹主义说辞通过让群体相

互对立——“我们”人民反对“他们”精英，使社会两极

分化。其中许多运动的内向型本土主义方向削弱了集

体管理重塑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和解决超越国界问

题的能力。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全

球金融危机后，政治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上台的民粹主

义和激进政权将各国推入世界大战的深渊，而不是为

它们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解决方案（重点2.1）。

如今，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应对暴力冲突的再次激

增，及其对人类发展和人类安全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仅在2022年，在2023年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暴力和冲

突加剧之前，就有近1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5%——

生活在受暴力冲突影响的地区（图2.8）。101 这些惊人

的数字是暴力冲突上升的可怕趋势的冰山一角，这种

趋势正变得日益国际化和根深蒂固。102 它们将在越来

越多的地方对更多人造成影响，甚至包括人类发展指

数较高的国家。103 除了毁灭性的局部影响外，暴力冲

突的影响往往会跨越国界。多重连锁反应包括武器扩

散、104被迫离开家园并跨越边境、区域粮食不安全105

和通货膨胀加剧等。106

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正被重塑，
并可能会持续到未来

暂且不论影响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政策选

择— —阻碍贸易的进口关税、减缓移民的签证限

制——相互依存是生活在这个正在经历危险变化

的共同星球上不可避免的特征，而这些前所未有的

危险变化涉及整个地球，是人类选择的结果。“人类

是关系生物”这一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重点2.2）。�

图2.6 随着利润向避税天堂的转移激增，精英们得以从超全球

化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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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lstadsæter等 2023。

图2.7 不满情绪造成高昂代价：发生民粹主义事件的国家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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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所有回归计算都包括国家固定效应和实际人均GDP增长、全球增长、通胀、
银行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控制等五个滞后量，以及由“民主多样性”指数的第一主
成分就司法独立、选举公平和媒体自由给出的制度/民主质量指数（Copperge
等 2022），以及Polity IV民主评分（Marshall和Gurr 2020）。数据涵盖了自1945
年以来的60个国家，作为民粹主义事件的核心样本。
资料来源：	Funke、Schularick和Trebesch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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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两大驱动力——危险的地球变化和由数字

技术推动的经济深刻转型——正在深刻重塑全球联

系。在此情况下，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对相互依赖

性的管理，因为通过边境限制来管理这种相互依赖的

机会非常有限，甚至不存在。

人类世为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增加了一个地球维度

人类世是在地质时间尺度上提出的一个新时代，

其特征是现代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产生了前所未有

的影响（第3章）。它为理解人类、人类社会和我们共同

的星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它有助于进一步“建立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

与地球系统本身之间的联系”107，揭示全球不平等的

纠缠以及危及地球系统的关键功能。

社会和生态系统一直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很少

上升到全球范围。108 如今，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如此严

重，以至于逐渐改变了地球的进程。人类已经改变了

碳、109氮、110磷、111水112和其他元素的自然循环，改变了

地球的温度、降水、海平面和大气成分。113

人类发展水平较高（按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国

家对我们的星球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图2.9）。人类发

展指数较低的国家对地球施加的压力较小，可能会过

度受到地球压力的影响。114 这些不平等造成了不稳

定的动态，加上两极分化加剧，可能会推迟减缓或减

少地球压力的行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展

进度涉及到的地球压力下降——在2022年，维持所有

组别人类发展指数水平所需的平均地球压力都低于

1990年（图2.10），事实上，近年来，极高和高HDI的国

家都在不增加地球压力的情况下继续提高其HDI值，

尽管高HDI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进度导致21世纪前

图2.8 在2022年，暴力冲突影响了全球15%的人口

受冲突影响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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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Aas Rustad和Østby (2023)以及Arasmith、Østby和Aas Russtad (2022)的研究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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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地球压力急剧增加（图2.11）。尽管如此，所有的

国家，特别是极高和高HDI值的国家，都需要以超越

目前趋势的规模和速度做更多的工作，以缓解地球压

力。事实上，未来的趋势需要开始向下倾斜，以便在降

低地球压力的同时提高HDI值。

技术发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系统，

推动了可能性边界，并可能在不增加地球压力的情况

下提高人类发展指数。然而，化石燃料和低碳系统共

存的过渡时期可能特别不稳定，跨境风险也会增加。115 

从化石燃料转型很可能会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并可

能推动贸易模式和经济实力的转变，从而产生地缘政

治影响。116 国内气候政策的变化可能会通过贸易和

金融渠道在国际上产生反响，117对中低收入国家产生

特别强烈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不仅仅是国际收支波

动，甚至影响到长期债务动态。118 因此，各国推行的气

候政策类型不仅会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前景，还会对

全球联系和发展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以一种积

极的方式利用相互依存关系——首先改变管理不善的

现状——那么人类和地球都会享有更积极的前景。119

地球压力导致地球问题溢出

当社会和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时，当

地社会生态系统的溢出效应可能会蔓延到全球。我们

以远程耦合为例，远程耦合描述的是人类和生态系统

之间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和复杂的反馈回路，并试图解

释跨越规模、空间和时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溢出

现象。120 例如，热带森林中企业和农民的土地使用决

定不仅通过森林砍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还通

过热带森林以外地区降水模式的变化，造成区域环

境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影响（第3

章）。同样的土地使用决定也受到全球市场动态的影

响，如消费者偏好和贸易条件。例如，全球对大豆的需

求增加可能会导致当地农民从经营牧场转向种植大

豆，121与继续经营牧场的情况相比，种植大豆可能会

减少森林砍伐和二氧化碳排放。122

图2.9 不平等问题与人类世——人类发展指数越高的国家给地

球带来的压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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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地球压力指数是根据每个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和物质足迹构建的
（其计算方法为1减去统计附件表7中列出的地球压力调整系数）。每个方框代

表该组别数量分布处于中间50%的国家情况；方框中央的横线代表该组别的中
位数。框外的最高和最低两条横线代表该组别数量分布的近似最大值和最小
值。未显示异常值。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具体来源见统计附件表7。

图2.10 推动可能性边界——在降低地球压力的同时提高人类

发展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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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方法为1减去统计附件表7中列出的地球压力调整系数）。使用多项式
回归模型计算1990年和2022年的横截面压力分布图。阴影区域是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具体来源见统计附件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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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在珊瑚礁周围捕鱼，这种做法会减

少用于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鱼类的生物数量，123

比如能够减少藻类生长的大型草食性鱼类。如果没有

这些物种，藻类生长可能会增加，使珊瑚礁白化。124 珊

瑚礁受侵蚀减少了全球的碳循环（从而加剧了气候变

化）。它还损害了许多人的生计和对海岸线免受风暴

侵袭的自然保护。125 相比之下，当地可持续的捕鱼做

法可以提高草食性鱼类的生物量，并有利于维持珊瑚

覆盖面积。126

从人类世的角度来看，全球相互依存的概念需要

包括对整个地球系统的理解。高度复杂的全球互联社

会塑造了高度复杂且全球互联的生态系统，反之亦

然。然而，“关于世界的空间假设常常与对经济的讨论

脱节，反过来，又与环境和自然问题脱节。”127

在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即使是较少受到

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影响的国家，也仍然可能受到二级

和三级效应影响。128 例如，如果自然灾害扰乱了一个国

家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对该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产生溢

出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受到打击，它可

能会重新配置供应链，降低上下游贸易伙伴的GDP，129

并可能导致贸易伙伴之间的股市综合指数波动。130

粮食生产和消费又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据估

计，全球只有11%至28%的人口能够在离家100公里

的范围内获得关键粮食作物，这使得世界上绝大多数

人口高度依赖粮食进口和全球粮食价值链。131 农业生

产的关键要素投入和中间产品（如种子和化肥等）的

生产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由少数公司控制。132 例如，四

家公司控制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农用化学品销售，包

括支持工业规模农业的杀虫剂和合成肥料。其中三家

公司也是控制着全球一半以上商业种子销售的四巨

头之一。133

虽然粮食贸易促进了全球粮食供应，并成为应对

当地气候冲击的一项复原战略，134但跨国食品公司在

粮食系统中的主导地位现已关系到当地粮食生产的

多样性减少、当地饮食文化传统的丧失135以及头部公

司的寻租行为。136 粮食生产的集中模式造成了全球

图2.11 地球压力与人类发展指数的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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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具体来源见统计附件表2和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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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系统的脆弱性，如果人类造成的地球压力得不到

控制，这种脆弱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例如，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和气候变化增加了同时发生作物歉收的风

险，137并可能对粮食安全造成全球后果。全球饥饿人

数已经在上升；到2022年，6.91亿至7.83亿人面临饥

饿，乌克兰战争和高通胀加剧了这种情况。138

“粮食生产的集中模式造成了全球粮食系
统的脆弱性，如果人类造成的地球压力得不
到控制，这种脆弱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当可耕地因气候变化而变得稀缺或退化时，农民

可能会经历作物产量下降和生计保障下降，这可能导

致农民流离失所和移居。139 但是，人类应对气候、粮食

和生计压力的流动路径和轨迹难以预测，尤其是在当

地气温、降雨和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偏离历史模式的

情况下。移居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和环境等

过程，这些过程既影响行动能力，也影响原地不动的

风险。140

随着气候变化的持续及其影响的加剧，特别是在

未能广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移居可能成为

受影响社区为数不多且可行的适应和抵御战略之一。

一些预测表明，根据目前的排放政策轨迹，世界人口

的三分之一可能被留在所谓的人类气候生态位（即最

有利于人类生活的温度范围）之外。如果各国全面实施

所有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目标，全球变暖可能会被限

制在1.8°C左右，这仍将使世界近10%的人口处于所谓

的人类气候生态位（即最有利于人类生活的温度范围）�

之外。141 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气候地平线�

（专栏2.2）所示，极端高温对健康、生计和劳动力市场

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142 一些研究预测，到本世纪中

叶，面对气候压力，可能有超过2亿人在国内移居。143

专栏2.2 面对气候变化时的人类流动：越南的情况

Hannah Pool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气候地平线”平台计算并可视化了在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
人类福祉。该平台在高度精细的层面上估计了气候变化的预计影响，说明了它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方和社区可
能产生的影响。

以越南为例，随着干旱、洪水和台风越来越频繁，该国已经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略显吃力。预计年平均气温
将从1986–2005年的25.9°C上升到2020–2039年的26.7°C，再上升到2080年的27.6°C。在高排放量的情景下，气温可
能达到29.2°C。气温上升尤其影响低风险和高风险职业人群的工作时间。在中等排放量情景下，2020-2039年每位工人
的年工作时间可能减少2.3小时，2080-2099年可能减少10.5小时，而在高排放量情景下，农业和建筑业高风险工作的
每位工人的年工作时间可能减少36.7小时。

越南有3000公里的海岸线，尤其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1在高排放量情景下，与没有气候变化的情景相
比，2020年至2039年间，海平面上升将影响1.3%的人口，到本世纪末将影响7.4%的人口。2

移居决定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可能是促成因素。到2050年，越南可能有150万至310万人成为气候
移民。3在越南承天顺化省，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洪水风险增加，居民表示打算永久搬迁。4

当人们因气候变化而被迫迁移时，他们往往会先在国内迁移，然后再考虑迁移到邻国，5而且他们往往会从农村地
区迁移到城市。在越南，这将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额外的压力。6越南人也可能迁至柬埔寨或泰国等邻国，根据“人类气
候地平线”的数据预测，这些国家也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像这样的情景对于评估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人类的流动性，以及促使人类现在尽一切可能避免高排放量的情景
非常重要。但是，人类的流动性无法被确切预测，更不用说在遥远的未来了，因为人类的能动性存在于各个层面，使其
有能力在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点多元化的世界物理系统中“找到适合当地的创造性解决方案”。7

注释
1. IPCC 2022。	2. UNDP和Climate Impact Lab 2022。数据来自“人类气候地平线”，2023年11月30日访问。	3. Clement等 2021。	4. Duijndam等 
2023。	5. IPCC 2022。	6. Spilker等 2020。	7. Horton等 2021，p.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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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使跨境通信几乎即时发生，并正在改变经济结构

除了人类世面临的地球挑战外，在快速的技术创

新，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

转变。这些转变已经在改变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性

质，并很可能在未来长期继续保持这种态势。

数字技术几乎在瞬间将遥远的地方连接起来，影

响到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以及信息的生产和消费。

到2023年，理论上，任何拥有电脑或智能手机144的人

都可以接触到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预计互联网用户

数量将继续增加。145 （错误）信息的数字化传播可以加

速传染动力并影响行为，对金融不稳定146或冲突等产

生跨境影响。147

虽然政府可以控制互联网的使用，但随着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扩展，阻止访问——甚至只是监控——在线

信息都是极其困难的。148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实体封锁和边境关闭期

间，当跨境货物和人员流动急剧下降时，跨境信息流动

仍在激增。149 数字平台和全球数据流动增加了国家之

间的贸易量，150同时也增加了中小型企业参与全球价

值链的机会。151 数字技术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是经济

结构更深层次变化的一部分，其中，知识和服务的价值

相对于实物商品的价值有所增加，152并由日益增长的

低碳能源系统提供动力。153 2022年，数字服务出口额

达到3.8万亿美元，占全球商业服务贸易的一半以上。154 

包括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出口自2000

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五倍，并正在迅速超过旅游业等传

统服务的出口以及高科技制造业的出口（图2.12）。

数字技术正在塑造驾驭人类世的方式

驾驭人类世将受到与数字革命相关的选择的影

响。155 数字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地球产生

了直接影响，包括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对环境

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算力，并与温室气体排放

加剧有关。156

要认识人类世，关键是要拓展数据可用性和提高

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具体做法是使地球系统的测量、

监测和建模更加精确。此外，数字技术还使得关于人

类世的科学知识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和传达给公众。157  

但是依然两极分化的社会和社交网络中的数字通信

相互作用，加之推动分裂和虚假信息的算法，可能会

削弱公共讨论，增加对科学的不信任，并为低碳转型

的集体行动设置障碍。158

图2.12 数字技术正在推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转变，自2000年以来，现代服务出口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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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ornelli、Frost和Mishra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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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数字化扩大了许多人的机会，但在数字接入

方面存在着区域性集中的巨大不平等。到2023年，非

洲只有37%的人口是互联网用户，而全球平均水平为

67%。159 从非洲存在的数字鸿沟来看，只有大约三分

之一可以用缺乏基础设施来解释，160高昂的成本和其

他障碍可能是其余的原因。对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

投资也与收入不平等加剧有关。161 如果这些不对等现

象继续存在，许多人就有可能失去新技术带来的不断

扩大的经济机会。不平等也可能通过对所谓“炫耀性

商品”（如越来越大的汽车）的消费浪潮，进而加剧对

地球的压力。162 这些类型的消费模式是通过人的愿望

和社会规范来传播的，可能同时受到传统媒体和社交

媒体的影响。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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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2.1

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造成人员伤亡：
从国家和国际历史中得出的见解

Patricia Clavin，牛津大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灾难

性时期。在战争持续期间，平均每天有5600人死亡，

士兵和平民的伤势为史上罕见。在战区，工厂、农场和

房屋被摧毁，损失约达300亿美元，大约是当时美国

GDP的一半。1作为战争的部分政治后果，奥匈帝国、

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崩溃，1400多

万人流离失所。2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显然，尽管世

界各地数百万人渴望更大程度的自治，但英法帝国通

过此次冲突扩大了其统治下的领土数量。其他一些国

家，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日益突出。

1919年的巴黎和会及其后的和平条约表明，主权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平等地位。但这场战争及其结

果清楚表明，世界上渴望获得国家地位的帝国、民族

国家和殖民地人民拥有不同的自然禀赋和获得影响

人类发展资源的途径。在国际体系中，各国也有不同

的利益和关切。1918年后，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银

行、农民和人民都在努力理解战争带来的变化。他们

受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打击，并采取了强烈

优先考虑国家和帝国利益的防御措施。许多政府对市

场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许多国家发

现自己在一代人之内又走上了通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道路。

二战甚至比一战更具破坏性。全世界约有6000

万人死亡。更多的财产和基础设施都成了一片废墟。

这场冲突给地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包括一种新

型武器——原子弹产生的辐射。然而，这一次，1918年

后重创许多政府、人民和世界市场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类

发展的前景显著改善，并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保持

上升趋势。本篇重点文章揭示了对战后时代人类相互

依存关系的管理如何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

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寻求国家庇护

1918年后，席卷全球的首次危机来自于金融业。

谁都没想到这场危机将会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

战争。结果，交战的政府通过借钱或印钱来为战争买

单。随着冲突结束，各国政府迫切希望恢复“正常”，并

各自为政取消了对国民经济的所有控制。其结果是迅

速的通货膨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奥地利、德国、匈

牙利和波兰等新成立的共和国，它们经历了恶性通货

膨胀。德国的物价曾在16个月内每月翻两番。

但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经济体，其年通货

膨胀率也达到了20%至30%。他们通过将货币恢复到

国际金本位制（一种固定的汇率机制）来应对这一问

题，为价格和利率带来了稳定。各国在此过程中很大

程度上各自为政，考虑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让央行和

金融市场收拾残局。3例如，这意味着美元和法国法郎

被严重低估，以帮助其出口。英国是主要的粮食进口

国，也是主要的资本和金融服务出口国，因此更喜欢

强势的英镑，并选择高估英镑。这导致其国内生产商

生活艰难，促使许多国内生产商寻求相对于海外贸易

商的保护，这是一种全球趋势。这意味着，虽然汇率稳

定，但金本位制本应保障的市场相互依存关系却有着

不稳定的基础。

第一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到十年，在1929年

10月之后，又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美国华尔街

股市崩盘后，在1919年之后金融重建过程中各自为政

的后果变得清晰起来。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和金

融领导人积极参与稳定中欧的货币和经济，他们认为

国内外投资者借钱太容易了，因此美联储选择提高利

率。随着海外投资被叫停，这一决定使股市陷入了全

面的萧条。这场危机通过金本位制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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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央行通过提高利率来捍卫本国货币，并要求政府

停止支出。工人大量被解雇，在这场世界上迄今为止

最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中，贫困和饥饿率急剧上升。

到1933年，主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顾问已经确定

了正确的解决方案：他们提出了国际协调的措施，以振

兴世界经济，阻止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在

1929年以后，各国采取了各自为政的方式来保护其经

济，尽管它们经历了四年的苦难，但却缺乏合作能力。现

在，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国内和跨国家意识形态分

歧，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国家政治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

发展。英国、法国和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无法共同合

作，造成了特别严重的破坏。他们现在面临着来自国家

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和日本帝国的新威

胁，后者甚至已经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战争。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命运从高通胀到剧烈的通货紧

缩，与持续或新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关。这些情况

在一战战败国或之后建立的新民族国家之中尤为明

显。首先是西班牙大流感，它因1918年在西班牙发现了

首例病例而得名。西班牙大流感造成5000万至1亿人

死亡，但至今仍不清楚疫情由何开始。由于战争及其后

遗症导致许多人逃往他国，西班牙大流感和其他健康

挑战造成的后果加剧。4战争的结束并未终结健康危机

或暴力。俄罗斯帝国以前的领土被内战吞噬。到内战结

束时，其人口已经从1.43亿下降到1.34亿。当代人对斑

疹伤寒和结核病带来的风险深感担忧。1916年，对战时

流行病史的第一次重大研究表明，士兵死于传染病的

可能性比死于敌方行动的可能性更大，士兵中的流行

病在平民中引发了更严重的大流行。5

1920年，在前帝国首都维也纳，四分之一的死亡

是由肺结核引起的。营养和生活条件非常糟糕，以至于

当地官员计算出的死亡率与几个世纪前的黑死病不相

上下，黑死病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

行病。当时，新的科学认识，包括维生素的发现和矿物

质的作用，明确表明，食品质量和数量对人类健康同样

重要。但是，尽管1918年后世界农业生产过剩导致大宗

商品价格暴跌，但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仍在努力获得足

够的食物。例如，东欧约有6000万农民在当地无法生

产足够的面包来度过一年，因此面临着农村资本不足、

就业不足、营养不良和痛苦度日的持续循环。美洲和澳

大利亚大陆的工业规模粮食生产的出现以及1927年后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明显威胁，放大了亚洲和

欧洲的小规模农民和无地农民的危机感。

农村社区的危机与城市社区的失业危机接踵而

至。直到19世纪末，贫困的农民工还可以搬到工业化

和城市化发展迅速的城市，或者在国家间迁移。但是，

在一战之前引入并在战争期间加强的新移民控制将

劳动力市场锁定在国家边境之内，城市也难以吸收农

村的穷人。6失业的危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很明

显了，当时世界经济从战争的混乱中调整过来，从以

第一波工业化为特征的重工业转向以消费业为重点

的新工业，在大萧条中扩大为一场全面的危机。没有

一个国家置身事外，但在美国这个曾在20世纪20年

代蓬勃发展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其大规模贫困的景象

仍震惊了全世界公众。

到1930年代末，观察家们毫无疑问地认为，这些

接踵而至的危机激化了世界政治。20世纪20年代和

30年代，到处都是由左翼发起的革命或是由右翼发起

的军事状态或紧急状态。但这些激进政权的执政记录

表明，在这个相互依存关系面临货币管制、贸易保护

主义和严格限制移民等不断增加的新障碍的世界里，

这些政府同样缺乏能够有效应对人类发展所面临的

挑战的办法。

在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权中，原

本就在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

现象以危险和不道德的方式被扭曲。他们想提高归顺

自己的人的生活水平，但又看到了用于改善的资源是

有限的。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认为自己是一位

空间政治家(Raumpolitiker)，他要求重塑世界，以适

应德国对“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追求。他与意

大利和日本组成的轴心国联盟悍然发动这场争夺所

谓“正确类型”物质、人力和物力的战争，并最终引发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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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为轴心国的激进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机

会，他们可以借此出台政策，提高其选定人民的生活水

平，并在国家边界内外显著降低其视为敌人的民族和

社会经济类别的生活水平。轴心国领导人决心打破对

其他国家和国际规范的依赖，控制自己的命运。与此同

时，当代被称为“以邻为壑”的政策并不局限于独裁统

治，它们还可表现为世界各国所采取的自给自足和孤

立主义措施，导致世界经济萧条并阻碍人类发展。

互助和制度化合作解决相互依存问题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现代战争在多大

程度上对现代国家的出现和巩固起着核心作用。矛盾

的是，大规模战争也使政治领导人——不论其国家是

否处于战争状态——都对国际局势洞若观火。就像日

本在1937年对中国开战，德国在1939年进攻波兰一

样，1918年之后作为政治特征的民族主义让位于战争

的国际主义。它还为管理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国际合

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领导人决心将危机

视为机遇。主要的动机是从过去中吸取教训，但要打

破过去的惯例。此时，政策制定者预计战后将出现重

大挑战和可能的危机。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帮

助确定了英国、中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等大国之间合

作讨论的基础。它认为，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世界

里，相互依存的问题“不适合通过正式会议来解决”。8

相反，它建议，“国际合作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互助……

最重要的是，交流知识和经验成果。”9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和平规划开始得很

早——就在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不久。与一战不同的

是，1941年后，围绕边界和裁军的地缘政治问题成为优

先事项，而经济和社会问题则成为焦点。此举认识到经

济和社会问题对人类发展前景的重要性，必须与世界经

济的需求一起理解和管理国民经济的需求。新联合国的

首个组织于1943年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市的一次会议上

宣布成立。新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是在免于匮乏的

总标题下共同解决问题的新的国际意愿的一部分。10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联合国救济和复兴管理局（旨在监督战后重建）等

新的独立机构都强调了这一点。国际社会还计划成立

一个新的组织来解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即关税和贸

易总协定。

尽管这些都是新机构，但它们建立在国际联盟于

1919年确定的合作道路上。国际联盟一开始的重点

是裁军与和平。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机鼓励该组

织发挥新的能力，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卫生问题方

面——例如，1945年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是国际联盟

卫生委员会的延伸。我们通常认为国际联盟是失败

的，因为它未能防止成员国之间的冲突。但是，该组织

确立了在新的全球和区域机构中继续开展多边合作

的关键理念和做法。11它还为中小国家提供了更强的

国际平台，让他们能够与通常发号施令的大国在名义

平等的基础上被听到。

1945年后，各国政府开始强调管理和支持经济以

实现社会公益的必要性，以及它们在掌握新的政策工

具和信息之后的态度，表明了世界主要国家对于能够

在国内和国际上处理危机的新信心，并认识到全球、

国家和地方稳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1945年，美国

在绝对和相对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和强

大。1919年，美国和苏联都未加入国际联盟，而这次有

所不同，两国都承诺支持新的国际机构以促进合作。

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国际和区域基础上协调努

力，以避免经济和社会危机，如果不进行合作，这些危

机将导致类似于1914年和1937年之后的灾难。

强权政治仍可能阻碍合作。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们

经常在具体措施的细节上产生分歧，中国、苏联和美

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激烈政治争端限制

了在一些问题上的合作。它还引发了解决共同困境的

竞争尝试，例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国竞相支持

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现代化愿望。在这两个战后时

代，面对危机时相互独立的历史表明，在具体倡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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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很少是集体意愿的产物。相反，就像在20世纪

40年代一样，拥有远大思想的个人和团体在世界的

至暗时刻以赋予人类希望的方式促进合作。他们所发

展的国际组织和做法认识到，社会和市场是相互依存

的。1945年后建立的制度化世界秩序并不是共识的产

物，也不是争论的终点。相反，它反映了对发生冲突的

条件的商定规则和理解。12

注释
1. Bogart 1920。
2. Zhvanko和Gatrell 2017。
3. Eichengreen 1992。
4. Barry 2004。
5. Prinzing 1916。
6. Lake和Reynolds 2008；Zieger 1969。

7. Overy 2021。
8. League of Nations 1939。
9. League of Nations 1939。
10. Staples 2006。
11. Clavin 2013。
12. Hurrel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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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2.2

管理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以促进人类发展

人类是关系生物。1社会、经济和环境关系塑造了

价值观、机会和选择，这意味着人类发展不仅取决于

人们拥有或能够做什么，还取决于他们与他人、生活的

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融入到社

交网络，他们有时依赖他人，有时与他人相互依存，并

对自身的机会、约束和幸福感产生影响2（专栏S2.2.1）。�

社会背景和关系也会塑造偏好，并可能导致延续社会

规范（包括有害规范）的行为和实践。3例如，强烈的性

别规范和对性别平等的偏见会影响妇女的愿望，阻碍

她们从事某些类型的事业或职业。4社会规范还会极

大影响人们对自然和地球的态度和行为（第4章）。5

社会环境和人类发展结果之间的溢出效应可能

造成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6例如，积极的家庭关系和

父母的支持是儿童早期发展的关键，7这有助于其以

后取得更大的教育成就，转化为成年后更高的收入。8 

积极的家庭和工作关系也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和幸

福感，并“为同样积极的关系在个人的育儿和未来其

他关系中得以延续提供了条件”。9反之，人类发展的

不平等和剥夺等问题也会融入个人的生命周期甚至

其子孙后代的生活。10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仔细审视这

些社会外部性可能有助于揭示利用相互依存关系的

新机制，而不仅仅是纠正市场失灵11（第4章）。例如，�

利用父母的无私本能可以将团结和亲社会行为扩展

到直系亲属之外。12甚至是社会规范的存在和对行为

的影响也表明，可以通过加强人类发展和对自然的管

理来利用这些规范。13

从关系中获得的幸福感延伸到群体、社会甚至全

球层面——这是本章的重点。利用人类的超社会性14和

相互建立联系的能力，在促进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和交

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大规模社会和复杂的经济

体系得以形成。来自进化论、文化和社会心理学的见

解揭示了这一轨迹（第4章）。15

这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一定能合作，正如无数冲突

和权力斗争的例子所证明的。不同的社会面对不同的

制约和环境，通过社会规范或正式法律法规发展出各

种合作机制16（第4章）。然而，这些见解确实表明，利用

人类建立关系的能力开展合作以及利用“集体大脑”17

对于促进进步至关重要。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规模更大、相互关联更多的社会能够“维持更复杂的

技术、语言、制度和行为库”。18

知识和创新一直是人类发展的强大驱动力，甚至

也许是根本驱动力。思想相互借鉴，并在人们共同努

力的过程中结合起来。19与他人接触可以促进思想的

直接分享，并实现知识的间接溢出，特别是当知识集

中于一地之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城市能够为新企业

和技术进步提供沃土。20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和远距

离联系使地方经济能够克服生产上的限制和自然禀

赋上的限制，支持思想流动，21并利用规模经济和专业

化经济的强大力量。这些联系还促进了学习、创新和

知识转移，使公司和地方能够提升技能，提高生产力

和收入。

利用全球跨境联系和发展合作能力带来了繁荣

富强。全球跨境流动扩大了经济机会和生产力增长，

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23国际移民促进了跨

文化联系，24丰富了世界的艺术、音乐和文化景观。25知

识交流和国际科学合作推动了人类健康领域的重大

突破和进步。例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及其治疗方法26

的发现、最新开发的新冠肺炎疫苗27以及人类基因组

图谱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境合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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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利用相互依存的好处，我们需要更好地

管理相互依存关系并找到好的办法，而不是不分青红

皂白地退回国家边境筑起的屏障之内。尽管在某些情

况下，它们可能以管理超全球化风险作为理由，但这些

不足以应对人类面临的地球压力以及方兴未艾的数字

化转型重塑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方式。此外，许多支持

或领导民粹主义立场的人所倡导的内向和保护主义行

动还会造成高昂的代价，29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重点

2.1）。贸易碎片化会增加价格波动，加剧全球市场的不

确定性。30高度依赖国际商品贸易的低收入经济体可

能会随着全球市场的分裂而遭受最大的福利损失。31

但在不同的地缘经济碎片化情景下，即使是大型高收

入经济体和地区也容易受到福利损失的影响。32相比

之下，利用区位导向性政策补充而不是完全取代国际

合作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支持企业和地区利用全球相

互依存关系的好处。33这可能需要改变地方和区域经

济发展政策方法，从初级商品升级、制造业到服务业出

口的逻辑，转变为投资于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附

加值活动转移到高附加值活动的技能。34

展望未来，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地球上发生的人类

世现实情况，以及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将

重塑和推动相互依存的新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

们不是在全球相互依存和国家完全自力更生之间做

选择，而是在继续照旧还是认真建立具有韧性且适应

不断变化的环境的系统与制度等挑战之间做选择。

不满情绪的全球化蔓延要求改变管理全球相互

依存关系的方法。减少全球交流与合作，支持孤立的

民族主义，难以帮助我们应对当前相互依存关系驱

动因素带来的挑战；但不受监管的全球化，或是幻想

通过纯粹的技术来解决跨越国界的挑战，同样于事无

补。35在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明确和

探讨我们共同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第3章）。

专栏S2.2.1 从关系及相互依存中获得幸福感

关系方法通过确认关系的道德意义，塑造了我们理解幸福感的方式，并认识到需要更丰富的幸福感工具和方法。1

这种方法将幸福感视为取决于个人与他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关系幸福感还承认关系在连接社区内
部和社区之间的方式，包括全球互联和代际关系。在此过程中，关系方法为应对全球、生态和代际挑战提供了一个起
点，同时也为产生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社区视角。

关系框架通过强调个人的幸福感是如何通过个人、社会和环境过程的相互作用来构成的，从而拓展了能力方法的
研究。2关系对生活的好坏至关重要——成为个人蓬勃发展的手段或制约因素。将个人视为社会、文化、生态和代际联系
的多元化网络的一部分，关系不仅意味着生活的好坏，还对我们的身份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关系的主体，人类的幸福感3不仅与他人息息相关，还受到我们的脆弱性、社会需求和环境依赖性的影响。我们
通过认识到自身的幸福感与自然环境健康与否密切相关，可以明白为什么气候变化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影响
我们的心理健康、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4

这种方法在世界各地的土著社区都有体现。关系往往提供了一种高度包容和多维度的方式，为土著哲学的形成
和发展奠定和构建概念框架和领域。土著社区在管理理念下建立关系，如新西兰称kaitiakitanga、5南美洲称sumac 
kawsay和allin kawsay、6夏威夷称Aloha和Mālama ‘Āina7以及澳大利亚称Mabu liyan（以及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
民关于照顾国家的其他概念）。8对于许多土著社区来说，这些关系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关系的流失可能
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生存威胁（第1章）。在Jonathan Lear《激进的希望》一书中，克劳部落首领Plenty Coups描述了
面对正在消失的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土著群体所感受到的失落感、认同感和目标感：“当水牛不见了，人民的心都落到了
地上，再也捡不起来。这之后什么都没再发生。”9

关系存在于跨社区和学科之间10的各种女性主义方法中，存在于卫生和生态系统方面的思考中，11存在于地方社区
本身。通过强调人类跨越国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这些方法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创新。它们还培养了全球团结意
识，并通过学习、社会支持和建立关系培养适应性，帮助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注释
1.  本专栏从Krushil Watene的稿件中受益匪浅。	 2.  White和Jha 2023。	 3.  White和Jha 2023。	 4.  Allen等 2023；Grix和Watene 2022。  
5. Grix和Watene 2022。	6. Watene和Merino 2018。	7. Ingersoll 2016。	8. Yap和Yu 2019。	9. Lear 2006，p. 3。 10. Murdock 2018；Teaiwa 2021； 
Underhill-Sem 2011；Yap和Watene 2024；Whyte 2016。	11. Jones 2019；Matheson 2022；Matheson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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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不同的知识传统和哲学流派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南非的“乌

班图”概念——“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人的存在”——强调了社区在定
义个人方面的重要性（Chowdhury等 2021）。儒家伦理强调在与他人的关	
系中履行自己的角色和责任的重要性（Shun和Wong 2004）。例如，在西	
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政治动物，他们通过言语和理性进行合
作的能力是一个决定性特征(Arnhart 1994)。很久以后，女权主义学者们强
调了关系和生殖工作对维持人类生活条件的重要性，例如照顾婴儿（见
Nancy Folbre的著作，包括Folbre 2008、2012；Folbre和Bittman 2004；以
及Julie A. Nelson的著作，其中包括Ferber和Nelson 2009）。

2. Settersten 2018。
3. Hoff和Stiglitz 2016。
4. Tabassum和Nayak 2021。
5. UNDP 2020b。
6. Fleurbaey、Kanbur和Viney 2021。
7. Jeong等 2021。
8.	 在Gertler等(2021)的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一项改善营养和母子互动质

量的家庭干预（以培养认知、语言和心理社会技能）使接受干预的儿童在
31岁时的收入增加了约40%。

9. Fleurbaey、Kanbur和Viney 2021，p. 18。
10. UNDP 2019。
11. Fleurbaey、Kanbur和Viney 2021。
12. Fleurbaey、Kanbur和Viney 2021。
13. UNDP 2020b。
14. Henrich和Muthukrishna 2021。
15. Henrich 2023；Henrich和Muthukrishna 2021；Henrich等 2016；Tomasello

等 2012。
16. Henrich和Muthukrishna 2021。

17. Henrich 2023；Henrich和Muthukrishna 2021。
18. Henrich 2023，p. 407。
19. Romer 1994。
20. Bettencourt等 2007；Fujita、Krugman和Venables 2001。
21. Ricardo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为收入的国际效应提供了基础；例如，参见

Leamer (1995)。
22. Crescenzi和Harman 2023。另见Stiglitz (2007)；Stiglitz和Greenwald (2014)；	

Grossman和Helpman (1991)；Hoekman、Maskus和Saggi (2005)以及
Sturgeon (2008)。

23. Bartley Johns等 2015；Dollar和Kraay 2004；Winters、McCulloch和McKay 
2004。

24. Leblang和Peters 2022。
25. Martiniello 2022。
26.	 美国国家医学院 2022；Schwetz和Fauci 2019。
27. Lee和Haupt 2021；UNESCO 2023。
28.	 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联盟 2004；Maxson Jones、Ankeny和Cook-Deegan 

2018。
29. Funke、Schularick和Trebesch 2023。
30. Alvarez等 2023。
31. Bolhuis、Chen和Kett 2023。
32. Baba等 2023。
33. Goldberg 2023。
34. Crescenzi和Harman 2023。
35.	 如第3、5和6章所示，在许多情况下，低碳能源等技术已经存在，并可以扩

大规模，但两极分化和不信任可能对行动构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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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第一部分——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推进人类发展

第3章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
管理相互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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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的相互依存关系给人类发展带来了代价，甚至是
挫折。但通过将其定义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和平及
减缓气候变化）并作为明确的目标，可以加强对相互依存关
系的管理。

将全球公共产品视角应用到新冠肺炎疫情，可以得出在未来
更好应对类似情况的三个关键见解。首先，对于一系列不同
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可以设计若干机制来解决每种类型的
瓶颈。其次，全球公共产品的构成往往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提供这些产品可以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第三，通过建立相关
制度能够加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

第3章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管理相互依存关系



第3章——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管理相互依存关系 73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管理全球相互

依存关系。它将我们从报告中承认的零和部落主义问

题中转变出来，保持一种将共同行动与共同问题正确

匹配的心态，而不假设所有争端都会消散或不同利益

不会持续存在。它将我们的思维从防御性的宿命论或

无休止的问题化转变为认识到人类的能动性，从而丰

富了关于共同未来的清晰、务实的对话和行动。在动

员共同行动方面，我们不仅更有可能在总体上做得更

好；也更有可能不让任何人掉队。框架的转变也为我

们开辟了许多其他潜在的前进道路，我们可以更好、

更系统地利用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了解以及多年来在

研究和实践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来筛选这些选择，从而

节省了时间、精力和资源，以获得更好、更平等的结

果。然后——成功可以孕育更多成功。1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有助于理解在广泛的全球挑

战中可能共有的特征和模式，它可以更好地让世界做

好应对新挑战的准备。它通过采取更系统的方法来识

别和应对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新挑战，甚至是我们目

前无法预见的挑战。

“通过将其定义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如全球和平及减缓气候变化）并作为明确
的目标，可以加强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管理。”

暴力冲突造成的可怕人员伤亡、气候变化的�

破坏、全球贸易的重构、新一轮的债务危机、新冠肺炎

造成的生命损失，这些都清楚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

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从病毒到错误信息，实体和数

字事物都会迅速跨越国界。随着我们进一步深入人类

世，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着地球的变化，我们

将不得不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

正如前两章所表明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正在重构，

管理不善将给人类发展造成代价，甚至是挫折。通过

将其定义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和平及减缓气

候变化）并作为明确的目标，可以加强对相互依存关

系的管理。关于改革多边治理2和多边开发银行的提

案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从而扩大它们的任务范围，�

支持国家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3

什么是全球公共产品？

我们从世界各地的学生都会遇到的一个具体例子

讲起：三角形的知识。确定三角形边的长度一直是数

学家和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更不用说工程师和建筑工�

人了。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三角形两边的长度，我们能

求出第三条边的长度吗？事实证明，对于特定类型的三

角形是可以的。毕达哥拉斯定理4这个经典的几何定理

给了我们计算直角三角形第三边长度的规则。这条规

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基本形状，如圆形，并支撑着我

们在脑海和现实世界中可以构建的许多事物。

毕达哥拉斯定理和许多知识一样，体现了全球公

共产品的显著特征。当有人应用这个定理时，它不会

影响世界上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定理已经被许

多人在建筑、导航、地图绘制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同时

使用过。5 要阻止任何人使用这个定理几乎不可能，6�

因为它不由控制其使用条件的公司独家持有。它也不

受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边境限制，从而决定生活在其

他国家的人们如何使用它。7

这两个特征——一个人使用并不会阻止其他人同

时使用，并且也很难排除任何人使用——决定了毕达

哥拉斯定理是全球公共产品。8 公共领域的所有数学

定理也是如此，关于自然世界以及经济和社会如何运

作和变化的其他见解同样如此。简而言之，公共领域

的思想和知识都是全球公共产品。9

还有一些全球公共产品包括识别和遏制具有全

球影响的疾病、减缓气候变化、预防和遏制国际金

融危机的蔓延、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网络安全等。10  

我们现在无法设想某些全球公共产品，因为我们尚且

缺乏识别它们的知识——就像科学和探测技术直到最

近才能够记录臭氧层的损耗或确定气候变化的人为

原因一样。



74 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有助于管理跨国界的挑战
或机遇，也有助于应对和纠正危险的地球变化。”

全球公共产品也可以被创造出来，而不总是简单

地被给予。例如，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世界正在提供

避免消耗平流层臭氧层这一全球公共产品，因为平流

层臭氧层保护所有生命免受太阳有害的紫外线辐射。�

技术和社会选择同时塑造了生产或消费条件，从而

决定了某些人是否被排除在外。11 例如，广播电视频

道有可能覆盖到所有拥有接收设备的人，而有线电视�

（一种替代技术）频道只对订阅有线电视服务的人开

放（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社会对其部署方式的选择，

其访问通路出现了排他性）。

考虑到技术的状况和相关产品的固有特征，通常

有一些自由裁量权，通过社会选择来决定是或不是全

球公共产品。某些技术——比如维持我们的数字连接

世界的技术，使当今生活在地球上的几乎全部80亿人

即时共享信息——创造的相互依存条件可能需要新的

全球公共产品。12 在数字革命的背景下，这包括了所谓

的数字公共产品（专栏3.1）。因此，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通常被恰当定义为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有目的地

部署并动员行动，以应对共同的挑战。13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有助于管理跨国界的挑战或

机遇，也有助于应对和纠正危险的地球变化。14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跨境挑战和机遇

跨境传播传染病的爆发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可以通过控制传染病的全球公共产品来进行管理。�

全球公共产品总是涉及国际溢出效应，反映出国家之

间无补偿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做决

定时不考虑这些决定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15

近几十年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溢出效应是由政

策选择（各国允许人员、货物、服务、金融和信息流动

的程度）、技术（决定跨境流动的成本、速度和便利性）

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方式所推动的（见第2章）。尽管

政策可以限制跨境流动，但技术可能会让这样做变得

困难（许多人很容易就能搭乘飞机以及通过数字网络

在全球共享信息）。但是，对于一些全球公共产品来

说，在边境阻止流动并以这种方式管理它们不具可行

性：其中包括可以被视为地球公共产品的东西。

地球公共产品：一种新兴且持久的全球公共产品类别

人类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在今天和未

来彼此共享一个星球，这一现实意味着，我们可以

通过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来构建危险的地球变化过

程。16 想想全球公域的管理，例如公海渔业（重点3.1）。�

全球公域是可广泛获取的资源，但不是全球公共产

品，17因为有人使用它们意味着从中提取的资源不能

同时提供给其他人，就像在公海捕鱼一样。18 但是，�

限制全球公域的消耗——例如，避免消耗臭氧层——可

以被视为全球公共产品。19 我们无法在边境阻止某些

负面的环境外部性，如跨境空气污染。候鸟飞越各国，�

有时甚至跨越大陆，将属于不同领土划分的大自然交

织在一起。20 这些相互依存的例子证明了长期以来国

际社会对环境挑战进行管理的理由，表现为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多边环境协定不断加速发展。21

我们对其中一些全球环境外部性的知识和认识

正在增加——既依赖于监测生物物理流动的技术，�

又依赖于在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取得的科

学进步。例如，水文学的最新进展已经确定，水循环不

仅取决于地表水（包括河流和湖泊，构成广为人知的

跨界挑战）或地下水（包括含水层）的情况，还取决于

陆地水分循环（水分通过蒸发或植物蒸腾进入大气，

随风穿越国家甚至大陆，最终以降雨的形式降落）。22 

陆地水分循环占陆地年降水量的40%，在某些地方

甚至高达75%。23 因此，这些都是决定当地降雨模式

的重要全球过程，对于支持农业或预测洪水和干旱至

关重要。作为与水分循环相关的全球相互依存的一个�

例子，想想热带森林如何显著促进全球陆面蒸发。2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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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的森林砍伐可以减少远处地区的降雨量，这对

旱作农业的影响尤其严重。25

“作为更广泛的全球公共产品视角的一部
分，地球公共产品视角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为与全球相互依存相关的广泛挑战和机遇搭
建结构，并可用于动员多个层面的行动。”

扰乱地球生物物理过程的各种模式，包括对全球陆

地水分循环的破坏，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26  

这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27  

当然，这些破坏还有一些更广为人知的表现形式，包

括臭氧层的消耗、气候变化以及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

样性完整性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全球公共产品

的视角进行分析的。28 边境政策对于管理或限制与这

些破坏相关的溢出效应几乎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影响

来自于生活在共同星球上所有人的现实活动。因此，

地球公共产品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一个特殊类别，并且

人类世的现实将持续到未来。29 由此可见，提供地球

公共产品不仅在当下至关重要，也是一项将持续到子

孙后代的挑战。30 这包括将生物圈（环绕地球的生命

薄层，人类及其所有的发展都位于其中）视为一种地

球公共产品。我们可以根据保护生物圈的全球完整性

的程度来评估提供这种特定的地球公共产品的情况。

生物圈及其全球完整性介导了地球系统中的大规模

反应，这可能会影响其对复杂人类社会的适合性。31

作为更广泛的全球公共产品视角的一部分，地球

公共产品视角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为与全球相互依

存相关的广泛挑战和机遇搭建结构，并可用于动员多

个层面的行动。32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所需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结构，而不仅仅是简

单地定义它们。

专栏3.1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和数字公共产品

Diane Coyle，剑桥大学

正如本章所指出的，技术是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世界前景和危险的来源之一。一方面，数字公共产品——开源软件、人工智
能、标准和内容——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1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尤其引发
了人们的担忧，从深度造假和错误信息的扩散，到为了推进和部署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破坏地缘政治稳定性的军备竞赛。随着技
术的持续快速发展，现在采取的行动将对塑造世界未来的道路起着决定性作用。

身份和支付系统是一个明显出现积极潜力的领域之一，这项技术栈后来被称为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它包括一个身份识别系
统（可以是生物识别系统）、支付结构和数据；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可以用于移动支付，还可以用于提供福利和其他公共和私
人服务。最著名的例子是建立在Aadhar身份识别平台上的India Stack 2和爱沙尼亚的X-road 3。还有一些国家也已开始采用这些
平台，或使用其他解决方案将身份和公共服务数字化。在印度的领导下，二十国集团最近确认承诺利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促进
发展。4

这些倡议并非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对边缘化群体的访问通路以及关于错误或采购延误的担忧。5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不应被视
为万灵药；必须避免技术炒作，并从早期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尽管如此，数字技术确实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正如2000年代中期
的移动和宽带革命为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人民和企业创造了经济可能性一样。虽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强调了数字公共产品
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但现在应该考虑数字技术的哪些方面本身应该成为发展目标，并就适当的政策环境进行细
致的辩论。6

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确保人工智能以及数据中心、海底电缆、芯片和数据等配套基础设施未来的发展不会导致零和军备
竞赛。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先进芯片制造往往只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这固然是一个重要视角，但
却只是全球图景的一部分。近年来，我们建立了关于人工智能原则的诸多国际准则，例如二十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制定的准则，但考虑到技术的特点和可利用性以及现有的市场和政治权力结构，关于有效全球治理的详细实质性辩论太少。7

注释
1. 有关用于推进开发的应用程序的定义和示例，见https://www.un.org/techenvoy/content/digital-public-goods（2024年2月17日访问）。	2. https://indiastack.org/ 

（2024年2月17日访问）。	3. https://e-estonia.com/solutions/interoperability-services/x-road/（2024年2月17日访问）。	4. G20 2023b。	5. Howson和Partridge  
2022。	6. UNDP 2023c。	7. 关于G20，见https://www.mofa.go.jp/policy/economy/g20_summit/osaka19/pdf/documents/en/annex_08.pdf；关于经合组织，见： 
https://www.oecd.org/science/forty-two-countries-adopt-new-oecd-principles-on-artificial-intelligence.htm（均于2024年2月17日访问）。

https://www.un.org/techenvoy/content/digital-public-goods
https://indiastack.org/
https://e-estonia.com/solutions/interoperability-services/x-road/
https://www.mofa.go.jp/policy/economy/g20_summit/osaka19/pdf/documents/en/annex_08.pdf
https://www.oecd.org/science/forty-two-countries-adopt-new-oecd-principles-on-artificial-intelligen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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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它们
并非是平等创造出来的

回想一下毕达哥拉斯定理。这种全球公共产品

是如何产生的？尽管它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的杰作，�

但生活在巴比伦、埃及和印度次大陆的人们早在毕达

哥拉斯之前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就知道了这个定理。33 

一旦它为人所知，就像已为人熟知的思想那样，34它就

以全球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这个简单的例子表明，

全球公共产品无处不在，丰富多彩，塑造了经济活动

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35 它还表明，尽管全

球公共产品面向所有人，但不能让所有人平等受益。36 

对于像毕达哥拉斯定理这样的思想，37在一个国家产

生一次就足以惠及全球。38 许多全球公共产品都属于

这种类型，但也有其他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其提供

水平由其他方式的国家贡献总和决定。39

国家贡献总和如何决定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

全球公共产品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包括按照单个

国家的贡献如何影响其提供水平等标准。全球公共产

品有多种不同的加总方法。40 本报告将考虑三种关键

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按其加总方法分为最佳机会

型、简单累加型和最薄弱环节型（表3.1）。各种不同的

全球挑战都可以归入这三种类型中的一种，因此，全

球公共产品视角通过引入一个框架，在看似大相径庭

的问题上找到共性，可以量身定制对这些问题的管

理，而无需每次都重复劳动。由于国家贡献的总和决

定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从管理一个领域的全

球挑战的成功中汲取经验教训，可以激励其他具有相

似特征的领域作出反应。

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如果某种全球公共产

品的提供情况由贡献最大的国家决定，则它属于最佳

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可能只要一个国家就足以充分

提供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以一颗可能撞毁地球

的小行星为例。为了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只

需要将它转移或摧毁一次。41 尽管这似乎是一个牵强

的场景，但有一个国家——美国，正在投资于保护地球

免受这一威胁的全球公共产品，并已成功改变了一颗

小行星的轨道，以测试未来可能需要的能力。42 这样

的测试是单方面进行的，如果世界需要阻止一颗即将

撞上地球的小行星，这个国家可能会单独行动，提供

转移小行星的全球公共产品。43 在多个国家都有利益

和能力作出贡献的情况下，贡献最大的国家将决定最

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44

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即使一个国家单方面

停止排放温室气体，这些气体的大气浓度仍将取决于

其他所有国家的排放量。45 因此，稳定温室气体浓度 

（对气候稳定至关重要）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总和。�

每吨温室气体排放完全可以被其他国家的排放所取

代——也就是说，从大气的角度来看，减排来自哪里并

不重要。46 与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不同，各国的

贡献之和（通常是对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贡献）来自

于大多数国家（即使不是所有国家），并决定了简单累

加型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

表3.1 关于如何改善不同类型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情况的建议
加总方式 提供情况预测 建议

最佳机会型 
（例如， 

科学突破）

如果给予最佳贡献者足够
有力的激励措施，则其可
能会提供该全球公共产品

富裕或占主导地位的国
家促进提供该全球公共
产品，但多边机构可以在
多个潜在的最佳贡献者
之间开展集中行动或协
调工作

简单累加型 
（例如， 

减缓气候变化）

由于“搭便车”、“占便宜”等
行为导致出现提供不足的
趋势，因为各国的贡献是
完全可取代的

需要赠款和贷款来促进
公平，还需要多边机构来
监测和跟踪各国的贡献

最薄弱环节型 
（例如， 

疾病控制）

在利益和能力相似的情 
况下，提供此类全球公共
产品的可能性更高；如果
需要支持贫困国家，要想
在高收入国家中间汇集支
持力量，可能会出现“搭便
车”等问题；另外还存在“
搅局者”妨碍全球公共产
品提供的问题

能力建设对于加强最薄
弱环节的贡献至关重要；
收入再分配可增强全球
公共产品提供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Buchholz和Sandler (2021)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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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我们还可以探讨与

国家贡献不同加总方式相关的其他类型的全球公共

产品，但第三种类型值得特别关注：由贡献最薄弱的

国家决定其提供水平的全球公共产品。传染病控制就

是这种类型：即使除一个国家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都

能够控制某种疾病的传播，整个世界也还是很容易受

到威胁，因为这种疾病可能在控制能力最薄弱的国家

爆发。47 这样的加总类型对应的是最薄弱环节型全球

公共产品，因为贡献最少的国家决定了整个世界的全

球公共产品提供水平。其他例子包括对可能在各国蔓

延的金融危机进行的监控。48

当贡献最大的国家决定其供应水平时： 

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

对于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如果至少有一个

国家认为提供它符合其利益，并能够贡献所需（使其

成为最佳贡献者），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但并非不可

避免地）在有资源的情况下提供该全球公共产品。49 

在二战后建立多边金融机构之前，提供最后的国际流

动性便属于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只需要一个国

家有能力和意愿。50

如果几个国家都在寻求提供同一最佳机会型全

球公共产品，共同努力协助最佳贡献者或集中力量寻

求互补性（例如通过多边组织）可以提高效率，往往也

能扩大成功的前景。51

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当资源

与最佳贡献者的利益一致时，它们可能会被提供出

来，但这种情况也会让整个世界容易受到最佳贡献者

有能力但无意愿的情况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促使

各国为多边方法汇集资源52，使世界不容易受到最佳

贡献者能力与意愿之间错位的影响。即便如此，由于

需要采取集中行动，拥有更多资源和能力的高收入国

家在提供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至关重要。

“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当资
源与最佳贡献者的利益一致时，它们可能会被提
供出来，但这种情况也会让整个世界容易受到
最佳贡献者有能力但无意愿的情况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考虑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提供最

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的错位问题。�

例如，一个拥有足够资源提供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

品的国家可能会出于展示其领导力或对遵守国际规

范的呼吁作出回应等考虑被迫作出贡献。国家以外的

机构——例如民间社会组织和慈善基金会——可以在

国家内外塑造这些规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便促使

有资源的国家实际提供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53

当每个国家的贡献累积起来： 

提供的是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

完全追求自身利益的国家通常有动机在简单累

加型全球公共产品中不做贡献或少做贡献，因为某些

国家也许能“搭便车”（不贡献资源）或“占便宜”（只贡

献极少的资源）。54 因此，各国所做的贡献往往不足以

达到世界共同期望的水平。55 由于各国的利益和资源

各不相同，这些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提供简单累加型全

球公共产品的挑战。

我们必须调和不同的利益，并就各国的自愿贡献

量达成一致。公平对于达成协议至关重要。56 解决公平

问题可能需要从拥有更大的禀赋或对问题贡献最大

的国家进行国际转移或提供资源，比如对于大气中的

温室气体问题，由当前和过去的排放量决定各国应有

的贡献。57 气候变化的许多负面影响在对气候变化影

响最小的地区发生得更快、更强烈。58 国际转移的动机

可能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而是出于纠正不公正现象的

愿望，这可能是扩大为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做出

广泛贡献的前景所必需的。59 全球公共产品往往需要

新的额外资源，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资源不能抽

调自官方发展援助等有着不同动机的资金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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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题归结到贡献最小的国家：提供的是最薄弱环

节型全球公共产品

与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相比，最薄弱环节型

全球公共产品动机似乎迥然不同。如果所有国家都具

有相似的利益和资源，那么任何国家都没有动机不

做贡献。61 当然，各国的禀赋和利益各不相同，因此，�

面对共同利益，随着各国资源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提

供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的前景会有所改善，62

这为拥有资源或能力的国家向缺乏资源或能力63的国

家进行国际转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64 但是，哪些

禀赋较好的国家会提供国际转移呢（专栏3.2）？富裕国

家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着“搭便车”的顾虑，从而促使

他们拒绝为这样的转移做贡献。甚至可能与我们正常

的感觉相反，富裕国家的数量越多，“搭便车”的顾虑

反而越大。65

与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一样，最薄弱环节

型全球公共产品也是一把双刃剑。想象一下，某个国

家可能决定不为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

献或无法做出贡献（不遏制入侵物种的传播，不消除

跨国恐怖主义或犯罪网络，或不阻止核武器扩散）。�

那么，整个世界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一个国家决定

不为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可能会成

为“搅局者”，阻碍为每个人提供该全球公共产品。66

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来看
待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

我们可以从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的角度

来看待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控制：只有每个国家都控

制了病毒传播，才能真正实现病毒控制。67 因此，控制

病毒传播能力最薄弱的国家决定了向其他所有人提

供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水平。当各国拥有相似的利益

和资源时，提供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的预后较

好，但在现实世界中，各个国家在这两方面都存在差

异，因此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在疫情早期应用全球公

共产品视角突显了这些挑战和可能的补救措施，包括

将资源和能力转移到控制病毒传播能力较薄弱国家

的重要性。68

多种全球公共产品在应对疫情方面发挥着作用。

其中一些并不是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导致

在提供其他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可能面临的一

些挑战。69 由于新冠肺炎是由一种新型病毒引起的，�

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上的模糊性和不一致性

专栏3.2 是什么促使各国为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

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及其对国家在国际环境中行动方式的影响，塑造了对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前景的看法，以及在
前景黯淡时可以采取的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措施。1例如，一些人认为，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在全球经济危机期
间，需要一个霸权国家作为国际最后贷款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2

鉴于各国通常独立行动，以维护其自主权（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3可以合理假设，我们必须认为全球社会仍是一个
具有不同利益、偏好、资源和权力的政治自治国家体系，因此为全球公共产品作出贡献的意愿和能力参差不齐，然后以
此为背景来探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前景。我们还可以合理假设，各国试图预测其他国家的行动并对其作出战略反应。4

要考虑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前景以及在需要时改进这些产品的方法，我们可以首先从这样一个假设开始，即各国
将考虑这种贡献对其利益或偏好的促进程度，并受其现有资源的限制，进而为全球公共产品作出贡献。5这个狭隘的前
提在后面的报告中有所放宽。

注释
1.  正如Kirshner (2022)关于国家行为的更广泛论述。	 2.  这是Kindleberger (1986, p. 11)提出的论点，他对那些时期依赖规则表示怀疑：“最后， 
让我再次强调我的担忧，即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可能会认为，这个系统始终应该按照规则（包括政权）运行，而不是由人来运行。规则顺
应潮流。在危机中，我们需要作出决定。”关于同样的论点，见Keohane (1984)以及Axelrod和Keohane (1985)。	3. Kirshner 2022。	4. 这是大多数文
献（Buchholz和Sandler 2021），包括Barrett (2003a)中的假设，这是将经济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探索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罕见案例。  
5. 这就是Ruggie (1998)（批判性地）描述为新功利主义的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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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了这些挑战。70 疫情应对包括提供最薄弱环节型

全球公共产品（控制病毒传播）、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

产品（汇集资源以支持薄弱环节）和最佳机会型全球

公共商品（疫苗开发、病毒基因组测序背后的科学）。

不同主体在多维度上面临的多重挑战导致了疫情时

间拉长，人们获得疫苗的机会极不平等，以及本报告

第1章中记录的对人类发展的持久影响给中低收入国

家带来了尤其沉重的负担。71 阐述提供不同类型的全

球公共产品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有助于在未来做出更

好的应对。

因此，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在全球范围内造

成高昂的代价，也可能导致不平等问题（重点3.2）。�

鉴于人类过去也曾未能控制一些全球传染病的传播，

导致生命损失、人们无法过上健康的生活以及巨大

的全球经济代价，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也就在意料

之中了。72 相比之下，传染病控制所带来的回报极高，�

尤其是在消灭疾病这一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方

面。以消灭天花（1979年认证）为例，73其效益成本比估

计超过100比1，74并且其效益将永久惠及子孙后代。75  

并非所有的传染病都可能被消灭，76但已经成功的例

子（如脊髓灰质炎）继续激励着国际社会的努力，也正

说明了其净效益如此之高。77 尽管如此，消灭疾病的最

薄弱环节可能是一项严峻的任务。虽然三种野生脊灰

病毒中的两种已被消灭（2015年消灭II型，2019年消

灭III型），78但完全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努力尚未成功，

而且错过了几个目标日期，因为第三种病毒株（I型野

生脊灰病毒）仅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少数小地区持

续存在，而Ⅱ型疫苗衍生脊灰病毒也在继续传播。79

“未能提供足够的全球公共产品，不仅在全
球范围内代价高昂，还可能导致不平等。”

接下来的分析得出了三个关键见解。首先，需要

考虑不同加总方式的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共产

品，并设计机制，以增加解决每种类型全球公共产品

瓶颈的机会。80 其次，全球公共产品的构成往往是一

个选择的问题，可以利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必要性

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第三，可以设计和创建制度来以

增加全球公共产品。

疾病监测太少

疾病监测是针对传染病控制的一种关键全球公

共产品，它本身可以被认为是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

产品。81 提供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国家缺乏进行监测的

能力。截至2020年3月底，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30%

的国家缺乏新冠肺炎国家防范和应对计划，只有一半

的国家制定了国家感染预防和控制计划，以及针对卫

生保健提供者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标准。82

但各国可能存在反对向国际社会全面披露疾病爆

发情况的动机，并且在面对药物解决方案尚不充分的

新型病原体时，这种情况可能会加剧。83 这些动机包括

担心他方以贸易和旅行限制的形式采取惩罚性行动。84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确出现了这样的单方面措施。

例如，南非在2021年11月向世界报告了新的奥密克戎

变异株，结果几个高收入国家禁止了从南非起飞的航

班。85 因此，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对披露

疫情的偏好，都不利于提供新冠肺炎监测的全球公共

产品。而可能加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措施——比如向

有需要的国家提供资源和能力，并以可预测的方式协

调应对新变异株的披露——往往十分缺乏。

缺乏获取疫苗的公平机会

要在100天内为未来的大流行病疫苗提供公平的

获取通路，86需要有效提供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最佳机

会型全球公共产品，并加强监测和疫苗生产能力方面

的潜在薄弱环节。87 这可能包括建立疫苗生产中心，�

如在非洲联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持下建立的

非洲疫苗生产伙伴关系，88以及在世界卫生大会下建

立一项关于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的全球条约。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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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公共产品角度叙述新冠肺炎疫苗获取方

面的不平等现象，有助于为未来做更好的准备（重点

3.3）。例如，提供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的复杂

预后有助于了解发生的情况。为了支持缺乏监测能力

和疫苗获取途径的国家，相关方面援引了实现全球疾

病控制的目标90（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COVAX）

机制倡议的主页标题是“除非人人安全，否则无人安

全”91）。这一论点本可以激励高收入国家在财政上支

持潜在的最薄弱环节，但随后这些国家又开始担心�

“搭便车”的问题，就谁应该做多大贡献争论不休。92 

因此，尽管每个国家都有促进自身利益的动机，但汇

集资源的需要使这一挑战变成了具有简单累加型全

球公共产品特征的挑战，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搭上其

他国家所做贡献的便车。93

在实施对疾病暴发或新变异株的报告采取可预

测的应对措施方面明显缺乏协调，这并不是因为世

卫组织在几个方面（从旅行指导到支持疾病监测）缺

乏努力。其指导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94 他们

提出了一些非常精确的伦理和道德论点，但未能影响

国家行为。95 高收入国家这些行动的影响仍然根深蒂

固，因为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感到掉队了，受到了不公

平的待遇。96

支持新冠肺炎应对的科学研究：提供

了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

新冠肺炎疫苗的开发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能

够提供关键的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科学家们对

导致新冠肺炎的SARS-CoV-2病毒的基因组组成进行

测序并发表了结果，这是最直接的最佳机会型全球公

共产品。97 还有一些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包括近

20年来发表在期刊上的科学发现，它们证明了冠状病

毒中的刺突蛋白至少是某些类型疫苗（包括首批获准

用于新冠肺炎的疫苗）的主要目标。98 公共科学资金

为这些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支持，仅美国国

家卫生研究院就在2000年至2019年间为疫苗技术拨

款172亿美元。99 但是，事前和事后协调方面的挑战都

阻碍了提供新冠肺炎疫苗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100尽

管有人提出这样的倡导。101 某些国家甚至积极试图吸

引其他国家为自己的阵营开发疫苗。102

“新冠肺炎疫苗的开发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能够提供关键的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

新冠肺炎疫苗的开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提

供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的预后本就让人期待。�

这些能力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截至2020年4月，

即2020年3月11日疫情宣布一个月后，新冠肺炎开发

公司中有近三分之二都位于高收入国家，103其中大部

分在北美和欧洲。104 这些能力与利益相一致，也与大

规模调动公共资金以及就优先考虑疫苗工作的必要

性达成广泛协议相一致。105 疫苗的临床开发和批准通

常需要5-10年时间，只有10%的候选疫苗获得批准。106 

但由于调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107严格的监管机构�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12月11日签发

了新冠肺炎疫苗的首次紧急使用授权，距离宣布疫情

不到一年（图3.1）。108

许多公共财政都采取了由高收入国家签订预先

购买协议的形式，其数量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的需

求。109 例如，美国提供了292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用于购

买疫苗（从疫情开始到2022年3月），其中22亿美元用

于支持临床试验，1.08亿美元用于支持制造、基础科

学和转化科学。110 长期以来，这种“预先市场承诺”一

直被认为是疫苗和药物发现以及更广泛的技术创新

的潜在有力激励。111 这似乎是私营部门参与新冠肺炎

疫苗生产的关键推动因素，因为提前购买协议带来了

巨大的“去风险”效果。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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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

疫情应对包括提供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商品（了

解疫苗背后的科学，SARS-CoV-2病毒基因组测序）、简

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汇集资源以支持薄弱环节）

以及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控制病毒传播）。�

不同主体在多维度上面临的多重挑战导致了疫情时

间拉长，人们获得疫苗的机会极不平等，以及持久的

经济影响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了尤其沉重的负担。了

解提供不同加总方式的多类型全球公共产品所面临

的挑战可能有助于在未来做出更好的应对。

事实上，全球公共产品视角开启了通过重塑激励

机制、提供信息和转移资源的机构来加强全球公共产

品供应的可能性。113 许多不同类型的机构——甚至是

民间社会组织等主体和社会运动等进程——可以在多

个层面上发挥这些作用，114但四种类型的国际机构对

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发挥影响：115

•	多边组织。116 通过汇集各国资源、创造范围经济和

降低交易成本，这些组织有效地支持提供多种全球

公共产品。它们包括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基金和方

案（包括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

生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

金融机构（它们是正式的联合国专业机构，具有自主

管理权）。多边组织可以直接资助全球公共产品（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收支危机期间提供流动资

金）或协调各国之间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卫生

紧急情况，国际刑警组织对于跨国犯罪案件）。

•	国际条约。117 国际条约通常是在多边组织的主持下

谈判达成的，可带来支持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多种

服务：传播科学信息（以减少谈判期间的不确定性）， 

召集谈判各方，以及在条约批准后监测和促进遵

图3.1 新冠肺炎疫苗的批准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年0

Covid-19 
(Pfizer-
BioNTech)

Covid-19 
(Novavax)

Covid-19 
(AZ/U-OX)

通用疫苗

总计

10.3年

> 1.6年

> 1.4年

1.3年

签发许可签发许可
第3阶段第3阶段

第2阶段第2阶段
第1阶段第1阶段

第1-3阶段第1-3阶段
紧急使用授权紧急使用授权

第一次授权：澳大利亚，2021年1月；EMA（有条件），2021年1月；FDA，不适用第一次授权：澳大利亚，2021年1月；EMA（有条件），2021年1月；FDA，不适用

第1-3阶段第1-3阶段
紧急使用授权紧急使用授权

第一次授权：加拿大，2022年2月；EMA（有条件），2021年12月；FDA，不适用第一次授权：加拿大，2022年2月；EMA（有条件），2021年12月；FDA，不适用

第1-3阶段第1-3阶段
紧急使用授权紧急使用授权

第一次授权：瑞士，2020年12月；EMA（有条件），2020年12月；FDA，2021年8月第一次授权：瑞士，2020年12月；EMA（有条件），2020年12月；FDA，2021年8月

新冠肺炎试验并未按照过去方式按顺序进行试验；新
冠肺炎试验将多个阶段合并，以生成紧急使用授权和
申请许可证需要的相关数据

新冠肺炎试验并未按照过去方式按顺序进行试验；新
冠肺炎试验将多个阶段合并，以生成紧急使用授权和
申请许可证需要的相关数据

获得许可之前需8.8年获得许可之前需8.8年

世卫组织
资格预审

 EMA是指欧洲药品管理局。FDA是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资料来源：	维康信托基金会 2022。



82 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

守情况。此类条约经常支持与管理环境溢出相关的

全球公共产品，118 例如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和�

《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有效的条约往往必须

同时提供不止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例如，一项有效

的气候条约可能需要提供至少两种全球公共产品：

减缓气候变化；降低减缓成本的新想法和技术。119 

正如目前正在考虑的情况，一项关于大流行病预

防、防范和应对的条约可能还需要提供若干种全球

公共产品。120

•	俱乐部。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会组建俱乐

部，将非参与者排除在全球公共产品的利益之外。121 

为排他性意味着参与者不必担心“搭便车”的问题，

因此俱乐部的激励结构有助于加强预后，对于加强

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有意义。122

•	国际制度。全球运输和通信制度提供的全球公共产

品使海洋贸易和电子电信成为可能，通常由国际海

事组织或国际电信联盟等多边机构管辖。

相关方面目前正在动员这些机构从新冠肺炎疫

情中汲取经验教训，加强对未来大流行病的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表明，我们需要极高的雄心壮

志：据估计，在5-10年内，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所需的

全球资源将达到数千亿美元。123 但疫情造成的生命和

生计损失以及经济损失让我们看清楚，这样做能产生

极高的效益（第1章）124。大流行病疫苗的效益远远不

止于健康。125

本章的分析强调，假设各国正在不断推进其自身

利益，那么能够重塑激励措施、信息和资源的制度如

何增加全球公共产品。在我们进入报告第二部分后，

第4章将探讨这一前提下的进一步见解，但也对集体

行动的潜在决定因素提出了更广泛的看法。这就扩大

了用于加强集体行动的潜在干预措施的范围。它还揭

示了在各国内部审视新出现的政治两极分化模式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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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海洋渔业存在过度捕捞

问题（图S3.1.1）。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基

本的财产权制度：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可以在公

海开采这些资源。1正如Garrett Hardin在他的经典文章

《公域悲剧》中所说，如果一种资源是共同的，所有潜

在使用者都有动机去开采它，而不考虑对其他人的影

响。他说：“公域的自由会给所有人带来毁灭。”2

曾经拥有极其丰富鳕鱼渔业的西北大西洋走向

崩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使过度开发尚未造成崩

溃，它也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在短期内减少开采，

资源存量会重新恢复。从长远来看，每年的净收益可

能会从30亿美元增加到860亿美元。3

该怎么办？如果过度开发是由共同持有资源造成

的，那么显而易见的补救办法是改变准入规则。在20

世纪70年代，世界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建

立了一种全新的财产权，即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

将每个沿海国家管理渔业资源的专属权利从离岸3英

里（旧领海）扩大到200英里（在建立专属经济区的同

时，领海从3英里扩大到12英里）。由于大多数渔场都

在这个区域，专属经济区的建立一举缓解了过度捕捞

问题。

遗憾的是，专属经济区本身无法消除过度捕捞问

题。有些渔业与不同的专属经济区重叠，有些横跨专

属经济区和公海，有些具有高度洄游性。最后，某些渔

重点3.1

海洋渔业的全球公域
Scott Barrett，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

图S3.1.1 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鱼类种群被过度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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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只在公海上运作。另一个问题是，某些沿海国家缺

乏监管其专属经济区内渔业准入的能力。

两项激进的提案

还可以做些什么？全球海洋委员会(GOC 2014)受

到White和Costello (2014)研究的启发，提议关闭公海

捕鱼。渔业经济学家Rögnvaldur Hannesson提议最大

限度扩展目前的专属经济区，完全消除公海。4这些都

是激进的建案。它们能有帮助吗？

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两项提案都不理想。两者都

不会对仅在现有专属经济区内存在的渔业产生任何

影响，而96%的商业捕捞都是在专属经济区内发生

的。5此外，这两项提案都不适合解决只能在公海捕捞

的物种——南极犬牙鱼（也称为智利海鲈鱼）的开采问

题。对南极洲的领土主张存在争议，使得此类主张的

扩展同样存在争议。此外，显而易见，关闭这些水域并

禁止捕鱼意味着零利润，而不是更高的利润。

尽管这两项提案都无法维持理想的结果，但其中

一项或两项都有可能改善现状。这两项提案都可能通

过阻止远洋国家的开采（除非与沿海国家签订准入协

议）来减少高度洄游和跨界渔业的收成。然而，两项提

案都无法消除沿海国家之间存在的共同财产资源问

题。此外，两项提案都将限制沿海国家进出部分现有

公海，因此会提高捕鱼成本。这两项提案有可能，甚至

极有可能比现状更加糟糕。6

区域海洋

与这两项提案相似的规定已经在某些地区范围

内实施。

黑海上的所有六个沿海国家都宣布拥有专属经

济区，完全包围了这片小小的区域海洋。7同样，波罗的

海上的所有九个国家都宣布拥有专属经济区，将它完

全包围。地中海直到近些年仍保持大部分开放。例如，

尽管法国在1972年宣布在大西洋拥有一个专属经济

区，但直到2012年才宣布拥有地中海专属经济区。同

样，西班牙于1978年和2013年分别在大西洋和地中海

宣布拥有专属经济区。意大利在2021年宣布拥有专属

经济区。地中海东部的许多主张都是出于对开发天然

气资源的兴趣。有几个区域存在争议。不久前，地中海

上的国家还没有要求建立专属经济区，因为它们担心

这只会刺激其他国家，从而限制了该区域所有国家的

舰队捕鱼的地点。这种平衡现在已经被打破。由于地

中海的宽度在各个方向都不到400英里，这片区域海

洋现在已经完全被包围。这种财产权变化对渔业养护

和租金的影响尚待确定。

2010年，在西太平洋和太平洋中部，《瑙鲁协定》

的八个缔约国阻止围网捕鱼者进入其专属经济区所

包围的公海区域，规定只有不在公海捕鱼的国家才能

进入其专属经济区。8由于周围的专属经济区比公海

区域要大得多，而只在公海区域捕鱼不具经济性，因

此这项举措实际成为一种有效的威慑。然而，关闭公

海区域只会增加邻近专属经济区的捕鱼量，显然无助

于渔业保护。9

关闭这些公海区域，得益于地理上的巧合，因此

主要被拥有相邻专属经济区的小岛屿国家所利用。�

相比之下，上述两项激进的提案将需要修改国际法。�

Hannesson或全球海洋委员会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

题是，他们的提案将如何被法律所接受。

习惯法确立的财产权

我们习惯于进行国际谈判并通过一项新条约来

实现围海和封闭公海等宏伟构想。但是，尽管专属经

济区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期间出现的，并被

编入该协定，但早在《海洋法》生效之前，这一新的财

产权就被公认为适用于习惯法。改变现有财产权安排

的两个激进想法也需要在习惯法中确立。原因很简

单：条约只适用于同意受其约束的国家。因此，一个国

家可以选择不参加条约，从而很容易地避免受到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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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立的新规则的约束。相比之下，习惯法则普遍适

用。尽管美国尚未批准《海洋法》，但它承认专属经济

区适用于习惯法。

然而，与条约相比，习惯法是一套难以琢磨的制

度。习惯并无明确的协商过程。它也不需要个别国家

的明确同意。如果各国按照法律行事，并且相信它们

有法律义务，那么就存在习惯法。10

由于习惯是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的，一些国际法

学者质疑它是否存在，更不用说它是否有任何影响

了。11习惯真的能塑造行为吗？或者习惯只是反映国家

自身利益的行为的一种叫法？

判断习惯是否存在并具有实际效果的一种方法

是识别那些国家在偏离习惯规则时会更有利的情况，

但国家却选择不偏离（再次，因为它认为这样做会违

反国际法）。大浅滩(Grand Banks)是加拿大东岸一个

著名的富饶渔场，它的“鼻子”和“尾巴”两个部位伸到

加拿大200英里长的专属经济区之外（附近的第三个

区域佛兰德角(Flemish Cap)完全位于专属经济区外）

。如果习惯法只是将反映国家自身利益的行动编纂

成文，加拿大就会要求在这些地区扩大专属经济区。

我们之所以如此确定，是因为加拿大和欧盟国家，特

别是西班牙，此前曾因在其中捕鱼而发生冲突。2002

年，在外国船队多年的过度捕捞之后，加拿大议会委

员会调查了加拿大是否应该主张对这些地区实行单

方面控制。尽管这样做的动机明显是出于自身利益，

但委员会建议反对这一改变，认为其他国家会采取行

动。12因此，加拿大遵守200英里的限制有力地证明了

习惯法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更广泛地说，在全球范围内，仅在专属经济区内

进行的未经授权捕鱼活动就比在专属经济区外低

80%。13这明显意味着，沿海国家正严格守护其现有

的专属经济区（据推测是因为专属经济区对他们来说

很有价值），并且他们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专属经济

区来获利。但根据习惯法，一个国家只有在其他国家

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合法扩大其专属经济区，并且这种

做法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也扩大其专属经济区。尽管

一个国家单方面扩大专属经济区显然会获利，但当其

他国家也扩大各自的专属经济区时，它最终可能会损

失。习惯对行为有抑制作用。14

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在全球范围内主张这两项

激进提案都没有表现出兴趣。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

他们偏离了公海上的自由规则。

根据《海洋法》，栖息在内陆水域并在此产卵的洄

游物种（如鲑鱼）的“原产国”被承认为对这些种群具

有“主要利益和责任”。各国“只能在专属经济区外部

边界向陆地的水域”捕捞鲑鱼。由于这项规定得到了

共识和接受，并在国家实践中进一步加强，“未经起源

国同意，捕鱼自由的习惯国际法不再赋予捕捞[溯河

产卵鱼类]的任何权利”，从而在实际上禁止了在公海

上直接捕捞鲑鱼。15

鲑鱼在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都有发现，但只有在

北太平洋的公海才能捕捞。16由于鲑鱼通过北太平洋

不同起源国的专属经济区，该禁令将原本开放获取的

资源转变为仅由起源国共同拥有的资源。通过限制

可进入渔业的国家数量，这项禁令可能会减少过度开

发，也可能有助于提高效率。因为有效的管理需要针

对“特定物种、特定年龄组和个体运行”，这只有在“鱼

类接近起源国并自我隔离以返回其起源河流时”才可

能实现。17此外，此时的鱼类体型最大，数量众多。最

后，为了确保可持续性，必须保护鱼类在内陆水域进

行产卵。公海禁令赋予了起源国对这些物种的特殊捕

鱼权，也激励它们保护鲑鱼进入其产卵地。就鲑鱼而

言，禁止公海捕鱼显然可以提高捕捞效率。

为什么允许出现这种例外情况？在《海洋法》谈判

过程中，唯一对溯河产卵鱼类提出建议的国家包括加

拿大、爱尔兰、日本、苏联和美国——所有这些国家都

是起源国。此外，没有任何国家抗议起源国对溯河产

卵鱼类的特殊要求，18即使是从公海捕鱼中获益最多

的国家（位于太平洋的日本以及负责管辖大西洋格陵

兰岛和法罗群岛的丹麦）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并不适

用于一般的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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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阻止各国根据习惯法封闭公海或禁

止捕鱼。事实上，理论认为，为了提高效率，国家会这

样做。19各国可能没有接受这两项激进的提案，是因为

它们仍然不相信它会解决过度捕捞的问题。

在条约法中确立的合作协定

如何克服过度捕捞？对Garret Hardin来说，只有

一个解决办法：“相互胁迫，由大多数受影响的人共

同同意。”20然而，这种解决办法的前提是存在一个民

主机构，拥有推行和强制执行并得到结果的权力。这

类机构存在于国家层面，但不存在于全球层面。此外，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机构会如何出现。毕竟，领海是沿

海国家陆地领土的延伸，专属经济区是该国领海的延

伸。某项更为有限的提案则建议把公海捕鱼的专属权

授予一方，即一个全球公海渔业组织。然而，大多数公

海渔业与专属经济区重叠，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将渔业

作为协调一致的单位进行管理，这是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的逻辑。

Elinor Ostrom同意Hardin对公域悲剧原因的判

断，但强烈反对他关于需要集中解决办法的结论。21对

Ostrom来说，如果某种公共财产资源的使用者因过

度开发而遭受损失，他们就有动机合作以避免过度开

发。事实上，Ostrom提供了许多合作并取得成功的例

子，但它们都是在地方层面上进行的。在后来的一篇

论文中，Ostrom和合著者认识到，国际层面的合作更

加困难。22他们给出了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引人关注：�

“自愿同意谈判条约”的规则。2 3如前所述，根据国�

际法，各国可以自由缔结合作协议，也可以选择拒绝。�

条约的本身必须具有强制力，包括建立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的条约。24

成功制定条约的最关键问题是参与：如何让所有

希望开发渔业的国家加入协定。《海洋法》试图通过要

求各国建立区域渔业组织来管理渔业，从而做到这一

点。《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更进一步。第7条规定，“沿

海国和在公海上捕鱼的国家有义务合作”，第8条规

定，这些国家应履行“成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成员的

合作义务”，“只有作为此类组织成员的国家……才能

获得这些措施所适用的渔业资源。”换言之，如果一个

国家希望开发渔业，它必须成为为管理渔业而设立的

合作企业的成员。这里的问题是，这一要求只适用于

选择参加《鱼类种群协定》的国家。全球海洋委员会呼

吁普遍批准这项协定，但敦促参与并不能激励参与。25

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性贸易措施可能会有所帮助，但

在习惯法中，开发渔业的自由应与参与渔业管理组织

的义务相结合。

然而，假如说参与方太少是个问题，其实参与方

太多也是个问题。如果所有开发资源的国家都参与一

项维持其充分合作的协定，它们的成功将带动其他方

加入，反而削弱它们最初合作的动机。《鱼类种群协

定》规定，对渔业有“真正利益”的国家可以成为区域

渔管组织的成员，但谁来决定哪些国家有这样的利益？

《海洋法》针对鲑鱼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没有针对整

个渔业回答。因此，习惯法的第二个需要是限制准入。

区域渔管组织可以通过向其领土内的公海区域（如大

浅滩的鼻尾和佛兰德角，这三个区域都位于西北大西

洋渔业组织的领土内）收取费用，并根据商定的公式

将收入分配给所有国家，包括未参与国，来解决公平

问题。当渔业被认为可以无限供应时，公海被认为是

自由的。

结论

过度捕捞是一个持续存在且日益严重的问题，没

有简单的补救办法。习惯法规定的财产权解决办法和

条约法规定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都有帮助。但是，每

一种方法本身都无法维持有效的结果。联合推进这两

种方法可能会取得进一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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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3.2

评估全球公共产品净收益及其分布
Ronald U.Mendoza和Jurel Yap，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Ateneo政策中心

可以使用六步骤框架来评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的净收益以及这些收益的分布。1确定充分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的社会、经济和其他收益（或成本），可以更好

地了解不同国家是否支持围绕某些全球公共产品加

强国际合作以及支持程度。

方法

步骤1：描绘目前的提供情况

设定所谓“充分提供”某项全球公共产品的明确

基准是评估这项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步。例如，在消

灭某种传染病方面，当从自然界中完全消灭该疾病

时，可以认为充分提供了这项全球公共产品。根据人

群中疾病暴露这一衡量标准（例如，从0%到100%不

等），我们可以评估提供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程度。其

他全球公共产品可能需要采用另一种方法。例如，对

于多边贸易制度下的贸易便利化，将所有低于某一基

准（例如中位数）的国家提高到该基准可能是充分提

供该全球公共产品的实际目标。

步骤2：确定当前提供水平的全球成本（或收益）

有时我们可能无法评估与提供不足的全球公共

产品相关的全部成本，特别是在尚未建立有关这些成

本某些方面的数据的情况下。尽管如此，我们通常至

少可以估计几项最大的成本，为政策行动提供基础。

例如，消灭疾病可以减少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过于庞

杂，难得全貌，但现有的健康数据可以用来估计因疾

病导致的残疾和早逝而失去的健康和生产寿命的年

数。然后，减少了一定数量的疾病负担就可以与所获

得的收益的估计相关联。

步骤3：评估纠正措施的全球成本

不同的全球公共产品涉及不同的提供技术。能否

充分提供某些全球公共产品可能取决于能力最差的

贡献者（通常被称为最薄弱环节型）是否成功。打击国

际恐怖主义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它取决于在控制边界

方面面临最大挑战的国家的努力。但其他一些全球公

共产品，如疫苗的开发和发现，取决于能够获得正确

的技术和拥有最强科研能力（称为最佳机会型）的国

家或利益攸关方，则可以根据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技术

所需投入和性质以及充分提供的基准来估计纠正措

施的成本。2

步骤4：评估纠正措施的全球收益

如前所述，对某些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所产生

的代价进行估计，就可以直观地估计充分提供所产生

的潜在收益（来自所避免的代价）。但还有一些全球公

共产品会带来不受国境限制的全新收益。例如，我们

可以扩大多边贸易制度，以创造新的价值，促进全球

经济增长的新来源。这种体制发展也可能因其破坏性

副作用而产生社会和经济成本（因此，后面的步骤将

评估净收益及其在各国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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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说明增强提供水平可能带来的全球净收益

在前面步骤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可以将充分提供

全球公共产品的收益与成本放在一起。在某些情况

下，充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可以避免代价高昂的后

果，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其结果是加强人类福利和新

的经济增长来源。如前所述，两者看的都是充分提供

全球公共产品的直接收益，在许多情况下，间接收益

还没有被考虑在内。对于许多全球公共产品来说，这

些新的收益或以所避免的成本体现出的收益可能轻

易就超过充分提供该全球公共产品所需的成本，因此

至少在总体上成为激励各国之间合作的理由。

步骤6：描述加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所

产生的净收益在各国之间的分布

本方法的最后一个步骤明确了参与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的每个国家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的净收益很

高，它可能会支持充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但它也可

能会决定“搭便车”——利用其他试图提供全球公共

产品的国家。如果各国的投入是可以互换的（例如减

少碳排放），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某些不可互换

投入的全球公共产品，每个国家都需要提供充分的投

入，才可能预期得到正的净收益。当合作过程所需国

家的净收益较低，甚至为负值时，本步骤有助于澄清

国际合作机制如何实现公平和稳定的结果，例如通过

引入补偿和能力建设机制来资助和支持参与。这些负

担可以由收益最大且能够为充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买单的国家承担。这种融资机制与外国援助不尽相

同，而是促进补偿并加强国际合作。3

应用

下面我们将此方法应用到五种全球公共产品——

消灭天花、消灭脊髓灰质炎、充分提供多边贸易制度、

促进气候稳定和促进更快地从大流行病中恢复，重点

关注从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中所获净收益的全球

性质，以及净收益的基本分布，这可能会促使国际合

作提供这些或其他全球公共产品。

消灭天花

天花已被彻底消灭，在世界范围内没有报告任何

新感染病例。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布消灭天

花。回顾性测量表明，与消灭天花相关的全球成本为3

亿美元（按1967年美元计算）。发展中国家贡献2亿美

元，工业国家贡献1亿美元。4自1980年以来，每年的全

球收益估计为14.2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享受10.7亿美

元，工业国家享受3.5亿美元。5消灭天花带来了约800

亿美元（1966年至2022年每年14.2亿美元）的巨大全

球净现值收益。发展中国家享受了这些净收益的75%

左右，工业国家享受了25%左右。全球消灭天花的总

体收益与支出之比为1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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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脊髓灰质炎

截至2023年，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努力仍然不足，

自1988年该方案启动以来，已取得约99.9%的进展。7 

2022年，仅在阿富汗、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

发现了原发性脊髓灰质炎病毒株(WPV1)，当年出现

30例病例。8根据2021年的最新估计，1988年至2018

年，全球为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直接成本预计将超过

340亿美元（以2019年的美元计算）。9假设到2023年

成功消灭该疾病，全球净现值收益估计为610亿美

元，1988年至2029年的预期全球净收益估计为280亿

美元。由于消灭该疾病的工作出现延误，这一数字明

显低于以前的预测。低收入国家预计将享受约80亿美

元的受益，中低收入国家约210亿美元，而其他国家预

计将损失10亿-20亿美元的成本。10低收入和中低收入

国家将是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主要受益者，而大部分费

用负担（约60%）将落在中低收入国家身上。11

充分提供多边贸易制度

技术创造和传播已成为国际贸易讨论的中心，特

别是考虑到最近在技术方面的贸易摩擦。12 Góes和

Bekkers (2022)探讨了不同贸易集团之间不断增加和

持续的大规模地缘政治冲突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

的潜在影响。另一种看待这种研究的方法是将脱钩和

经济解体情景视为多边贸易体制实际上故意提供不

足的表现。因此，纠正措施将是（至少）避免脱钩，并保

持在基线（无脱钩）情景中建立的现状福利水平。

使用具有动态部门特定扩散的多部门多区域一

般均衡模型，其建模结果显示，将全球贸易体系脱钩

为两个集团将使2040年的全球福利减少约5%（与基

准情景相比）。有利于低收入地区的贸易所产生的技

术溢出正效应将抵消最大的损失。在两个主要贸易集

团（东方和西方）完全脱钩和报复性关税上调的情况

下，福利效应是不对称的。与基准情景相比，西方集团

国家将遭受1%-8%的损失，而东方集团国家将经历

8%-12%的损失。因此，脱钩造成的净损失分布——相

当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故意提供不足和向贸易集团的

倒退——不利于生产率较低的低收入国家，而这些国

家很可能属于东方集团。

促进气候稳定

气候稳定旨在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以防

止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但它仍未得到充分解

决。这项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国际合作，以避免和减缓

气候变化的风险。举例来说，Yang、Meng和Suh (2023)

研究了滞留化石燃料成本以及化石燃料行业和相关

部门因放弃资产或贬值而产生的相关财务损失，从而

说明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收益如何显著超过成本。他们

估计，放弃化石燃料的成本为19万亿美元，这是一个

相当大的经济挑战，主要是对依赖化石燃料的国家。

但是，减缓气候变化努力带来的巨大收益抵消了该成

本，到2050年，全球气候变化努力的总收益将达到63

万亿美元。

根据计算，全球净收益为45万亿美元，突显了在

减少全球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转向更清洁能源的过

程中，全球集体努力所产生的经济和环境优势。净收

益的分布更多归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许多低收入国

家可能需要援助以管理能源转型的过程（进一步细分

见表S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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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病防范

SARS（2002年11月首例确诊）、MERS（2012年6

月首例确诊）和新冠肺炎（2019年12月首例确诊）表

明，各国确实应提前为可能出现的大流行病做好准

备。Glennerster、Snyder和Tan (2022)最近的计算显

示，全球每年因大流行病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7000

亿美元，损失包括死亡率、产出收缩和人力资本损失。

他们还估计，前期投资约600亿美元，以扩大疫苗和

其他供应链投入的生产能力，用于应对疫情，此后每

年再投资50亿美元，可以帮助确保70%的人口在六个

月内接种任何新疾病的疫苗。这可以被认为是对充分

提供疾病控制和大流行病应对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的成本估计。由此产生的全球收益可能达到8000亿

美元（就避免的损失来计算），使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

净现值约达4000亿美元。虽然Glennerster、Snyder和

Tan (2022)没有详细阐述这些全球净收益的分布，但

他们概述了某些“关键国家”的预期净收益足以让他

们有理由对疫情应对准备进行单方面投资。在美国的

一项投资方案可产生610亿美元的净现值收益（意味

着比对照方案多470亿美元）。同样，巴西的提前投资

可以产生190亿美元的净现值收益（意味着比对照方

案多150亿美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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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如Conceição and Mendoza (2006)的提案。
2. 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生产技术的进一步阐述，见Kaul等(2003)以及

Sandler (1998)。
3. 见Kaul、Grunberg和Stern (1999)；Kaul等 (2003)。
4. Barrett 2004。
5. Barrett 2004。
6. Barrett 2013b。

7. Lee等 2023。
8. Lee等 2023。
9. Thompson和Kalkowska 2021。
10. Thompson和Kalkowska 2021。
11. Thompson和Kalkowska 2021。
12. 本节摘自Mendoza (2023)。
13. Glennerster、Snyder和Tan 2022；Mendoza 2023。

表S3.2.1 全球公共产品评估摘要：五个案例

全球公共产品 状态

纠正措施的估计成本 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或提供不足）的估计收益（或成本） 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或提供不足）的估计净收益（或成本）

整体 分解 整体 分解 整体 分解

消灭天花（数据以1967年美元计算；
见Barrett 2004）

自1980年后完全消灭  → 3亿美元（一次性费用）  → 工业国家：1亿美元 
（一次性费用）
 → 发展中国家：2亿美元 
（一次性费用）

 → 14.2亿美元收益（每年）  → 工业国家：3.5亿美元（每年）
 → 发展中国家：10.7亿美元（每年）

 → 约800亿美元收益 
（1967年至2022年累计）

 → 工业国家：200亿美元
 → 发展中国家：600亿美元

消灭脊髓灰质炎（1988年至2029年
的累计数据，以2019年美元计算； 
见Thompson和Kalkowska 2021）

截至2023年已消灭99.9%  → 535亿美元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06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429亿美元

 → 816亿美元收益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88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728亿美元

 → 281亿美元收益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7亿美元（成本）

 → 中低收入国家：298亿美元

多边贸易制度（数据基于分析贸易动
态影响的模型，重点关注技术，以及
不同贸易集团之间不断增加的大规
模地缘政治冲突对经济增长和技术
创新的潜在影响；见Góes和Bekkers 
2022）。

由于近年来的保护主义战略和
贸易战，面临提供不足的风险

不适用 不适用  → 相对于基准情景，将全球贸易体
系脱钩为两个集团将导致2040
年全球收益损失5%

 → 西方集团国家：相对于基准情
景，福利损失1%至8%

 → 东方集团国家：相对于基准情
景，福利损失8%-12%

 → 相对于基准情景，2040年全球福
利损失5%

 → 西方集团国家：相对于基准情
景，福利损失1%至8%

 → 东方集团国家：相对于基准情
景，福利损失8%-12%

气候稳定性（数据是指解决滞留化
石燃料成本的结果；Yang、Meng和
Suh 2023）

不适用  → 19万亿美元的搁浅资产成本  → 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17.7万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2万亿美元

 → 来自减缓气候变化的63万亿美
元收益

 → 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19.6万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45.5万亿美元

 → 45万亿美元  → 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9万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43.5万亿美元

大流行病恢复（数据是指对疫苗生
产能力和其他防范措施的投资结
果；Glennerster、Snyder和Tan 2022）

不适用  → 600亿美元用于扩大疫苗生
产能力，此后每年再增加50
亿美元

不适用  → 由于提供不足（基于死亡率、产
出收缩和人力资本损失），每年
损失8000亿

不适用  → 为全球带来4000亿净现值美
元收益

 → 美国投资方案可产生610亿美元
的净现值收益（意味着比相反情
况的方案多470亿美元）

 → 巴西的提前投资可产生160亿美
元的净现值收益（意味着比相反
情况的方案多120亿美元）

资料来源：	Barrett 2004；Góes和Bekkers 2022；Glennerster、Snyder和Tan 2022；Hertel 2004；Thompson和Kalkowska 2021；Yang、Meng和Suh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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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3.2.1 全球公共产品评估摘要：五个案例

全球公共产品 状态

纠正措施的估计成本 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或提供不足）的估计收益（或成本） 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或提供不足）的估计净收益（或成本）

整体 分解 整体 分解 整体 分解

消灭天花（数据以1967年美元计算；
见Barrett 2004）

自1980年后完全消灭  → 3亿美元（一次性费用）  → 工业国家：1亿美元 
（一次性费用）
 → 发展中国家：2亿美元 
（一次性费用）

 → 14.2亿美元收益（每年）  → 工业国家：3.5亿美元（每年）
 → 发展中国家：10.7亿美元（每年）

 → 约800亿美元收益 
（1967年至2022年累计）

 → 工业国家：200亿美元
 → 发展中国家：600亿美元

消灭脊髓灰质炎（1988年至2029年
的累计数据，以2019年美元计算； 
见Thompson和Kalkowska 2021）

截至2023年已消灭99.9%  → 535亿美元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06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429亿美元

 → 816亿美元收益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88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728亿美元

 → 281亿美元收益  →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7亿美元（成本）

 → 中低收入国家：298亿美元

多边贸易制度（数据基于分析贸易动
态影响的模型，重点关注技术，以及
不同贸易集团之间不断增加的大规
模地缘政治冲突对经济增长和技术
创新的潜在影响；见Góes和Bekkers 
2022）。

由于近年来的保护主义战略和
贸易战，面临提供不足的风险

不适用 不适用  → 相对于基准情景，将全球贸易体
系脱钩为两个集团将导致2040
年全球收益损失5%

 → 西方集团国家：相对于基准情
景，福利损失1%至8%

 → 东方集团国家：相对于基准情
景，福利损失8%-12%

 → 相对于基准情景，2040年全球福
利损失5%

 → 西方集团国家：相对于基准情
景，福利损失1%至8%

 → 东方集团国家：相对于基准情
景，福利损失8%-12%

气候稳定性（数据是指解决滞留化
石燃料成本的结果；Yang、Meng和
Suh 2023）

不适用  → 19万亿美元的搁浅资产成本  → 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17.7万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2万亿美元

 → 来自减缓气候变化的63万亿美
元收益

 → 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19.6万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45.5万亿美元

 → 45万亿美元  → 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9万亿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43.5万亿美元

大流行病恢复（数据是指对疫苗生
产能力和其他防范措施的投资结
果；Glennerster、Snyder和Tan 2022）

不适用  → 600亿美元用于扩大疫苗生
产能力，此后每年再增加50
亿美元

不适用  → 由于提供不足（基于死亡率、产
出收缩和人力资本损失），每年
损失8000亿

不适用  → 为全球带来4000亿净现值美
元收益

 → 美国投资方案可产生610亿美元
的净现值收益（意味着比相反情
况的方案多470亿美元）

 → 巴西的提前投资可产生160亿美
元的净现值收益（意味着比相反
情况的方案多120亿美元）

资料来源：	Barrett 2004；Góes和Bekkers 2022；Glennerster、Snyder和Tan 2022；Hertel 2004；Thompson和Kalkowska 2021；Yang、Meng和Suh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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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导致新冠肺炎的病毒传播（或通过疫苗实现

群体免疫，这对某些大流行病似乎可行）1属于最薄弱

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在获得药物干预（疫苗和治疗）

之前，控制病毒传播必须依靠非药物干预措施（如保

持社交距离），这意味要充分了解传播的机制还需要

时间。因此，采取的措施强调减少社会互动（校内、需

要面对面接触的经济活动、旅行），一些国家比其他国

家在这方面做得更好。2

非药物干预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疾病传播（甚至被

用作消灭疾病的基础），3但它们要求为能力和资源较

少的国家提供支持，这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体现得极

为有限。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1年8月底才通

过了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一般拨款，并按照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国家配额比例进行分配，这意

味着仅将210亿美元分配给了低收入国家。4尽管低收

入经济体获得的特别提款权拨款在其国内生产总值

中所占份额高于发达经济体，5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5%的新兴市场成员国和50%的低收入国家成员国

认为拨款不足。6此外，由于自拨款以来利率上升，特

别提款权头寸为负的成员国不得不承担更高的融资

成本。因此，尽管特别提款权拨款的优惠（赠与成分）

在2021年8月为82%，但在2023年已经下降到34%（略

低于35%的优惠门槛）。7

在疫苗上市之后，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包括

慈善组织）就建立了一个提供公平获得疫苗的制度框

架(COVAX)，该框架最初和一段时间内曾面临资金

不足。8疫苗供应带来了两个好处。首先，与所有疫苗

一样，它提供了一种用于控制病毒传播的药物干预措

施，有助于在各国内部控制该疾病，同时降低向其他

国家传播的风险。其次，在确保疫苗供应和大规模接

种的情况下，它能放松限制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严格的

社会距离措施，但这些好处集中在一国的边境以内。

各国在获得疫苗方面的不平等阻碍了提供全球疾病

控制这一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最终导致拉长

了整个疫情持续时间。9保持社交距离措施造成的经

济损失（不仅在学校教育方面，还在获得医疗和其他

服务方面）加深了国家之间重启经济和重开学校的差

异，有些国家因为被剥夺了部署疫苗的能力而无法跟

上其他国家的步伐。10

在获取新冠肺炎疫苗方面的不公平问题是国际

社会的一个道德污点，导致了一场持续时间更长、致

命性更严重的大流行病。11 141个国家的20多亿人在8

个月内接种了疫苗，让额外240万人避免死亡。但是，

如果公平分配疫苗，每个国家的疫苗接种与其人口成

比例，本可挽救大约67万人的生命。12

从高收入国家公众更积极支持疫苗开发开始，其

他国家可能陷入不利地位：在中低收入国家遭遇的延

迟交付疫苗的情况中，高达四分之三的情况是这些国

家比高收入国家签署提前购买协议的时间晚。13与新

冠肺炎相比，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该疾病的大部

分发病率和负担发生在低收入国家，尽管高收入国家

也存在担忧：资源与国家利益和偏好之间完全错位，

从2013年12月疾病爆发起，到2019年10月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疫苗，已经过去了70几个月。14

除了提前购买协议的时间上的差异外，新冠肺炎

疫苗获取方面的不平等还由于一些关键创新仍处于

专利保护之下。15绝大多数疫苗开发公司（72%）是私

营公司，16其中大多数是基于商业基础签订的购买协

议。17虽然公司在疫苗的开发和部署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但它们的商业动机也可能阻碍了在一些中低收

入国家更快地大规模部署疫苗。

重点3.3

新冠肺炎疫苗获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从全球公共产品视角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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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世卫组织提倡使用疫苗以实现群体免疫(WHO 2020)。媒体对实现群体免

疫阈值的估计进行了激烈辩论(McNeil Jr. 2020)，但最近的分析表明，群
体免疫也许不可行（Malinzi等 2023；Morens、Folkers和Fauci 2022）。准
确定义群体免疫的含义也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概念往往存在不同的解释

（Bullen、Heriot和Jamrozik 2023）。
2. UNDP 2020a。
3. 消灭麦地那龙线虫病（几内亚蠕虫病）的努力就是这种情况，目前尚无治

疗方法或疫苗。该疾病通过饮用受污染的水进行传播，因此提供安全饮用
水以及早期发现和监测是控制疾病的关键（Biswas等 2013）。这些措施非
常有效，大大减少了病例（从每年约350万例降至2022年的13例），并几乎
消灭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麦地那龙线虫病（有199个国家、地区和地区被
世卫组织认证为无麦地那龙线虫病传播；WHO 2023）。人类曾被认为是
该疾病的唯一宿主，这为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消灭该疾病提供了前景，但
最近在包括家狗在内的动物宿主中检测到该疾病，使这一前景变得不确
定(WHO 2023)。

4. IMF 2021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具有强大外部地位的国家自愿将资	
源输送给最需要的国家(IMF 2021b)。20国集团随后做出的承诺略高于到	
2023年6月输送1000亿美元的目标(IMF 2023b)。

5. 约占2021年GDP的2.39%，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为1.25%。
6. IMF 2023b。

7. IMF 2023b；Shenai等 2023。
8. 尽管如此，截至2022年1月，COVAX已向约140个国家分发了约10亿支疫苗

（Budish等 2022）。尽管2020年和2021年对卫生的国际发展援助有所增
加（Micah等 2023）。

9. Bollyky和Bown 2020。
10. 正如MacGregor等(2022)的详细分析，还有其他交叉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一

些国家和社区的应对能力，例如非洲的许多地区。
11. 正如广泛预警的情况（例如，见Bollyky和Bown 2020）。在首批疫苗获得严	

格监管机构批准之前，全球已有7000万新冠肺炎病例和160万人死亡	
（Saville等 2022）。截至2023年9月底，共有7.62亿例病例和680万例死亡	
（见https://covid19.who.int/），因此，对于“疫苗时代”的数据，病例数乘以10，	
死亡人数乘以4。

12. Agrawal、Sood和Whaley 2023。
13. Agarwal和Reed 2022。
14. Excler等 2021。
15. Pilkington、Keestra和Hill 2022；Wouters等 2021。
16. Le等。
17. Sachs等 2022。

https://covid19.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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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人类行为与制度互动的不同假设，可以探讨如何加强
集体行动，以管理相互依存关系。对行为的不同解释可以为
推进集体行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指导。

认识到行为和制度如何跟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有助于
解决共同的挑战。这些见解得出的关于人类选择的更广泛视
角也表明，与国内政治两极分化模式相关的风险可能会损
害各国的集体行动。

第4章

研究如何加强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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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条约就是条约本身。具体条
款内容并不重要，它只是规定了一些条
款；重要的是善意。当善意耗尽时，无论
条款怎么规定，条约都会被破坏。”

—Hilary Mantel1

通过对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互动的不同假设，可

以探索如何加强集体行动，以管理相互依存关系。2 本

章探讨了对行为的不同解释如何告知推动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的集体行动3。4 它探讨了与行为相关的三个角

度以及从这些角度出发如何加强对集体行动的干预。5

•	基于自私的选择。在一个标准自私选择行为模式

下，加强集体行动依赖于通过信息或资源来重塑激

励机制的干预措施，以使狭隘的自身利益与更优的

集体结果相一致。国际条约调动了重塑激励机制的

干预措施。对于气候变化，可以通过碳定价来改变

激励措施；在此过程中应用科学综合信息，如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编制的信息；以及利用支持

各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基金（如绿色气候基金）提供

的资源。

•	基于行为的选择。人类行为经常偏离标准自私选

择模式的假设，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行为偏差。例

如，仅仅提供新信息并不总能让人们更新自己的想

法。6� 为变革激励提供经济奖励可能会破坏由社会

规范推动的合作。7� 尽管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

的大量辩论对行为科学的重点提出了质疑，为探索

文化、背景和权力的行为和制度提供了解释，8但行

为科学得出的见解远不止自私选择模式，因此提出

了其他干预方式，通过改变人们关注的对象以及他

们的感受和思考方式来作为激励机制的补充。9� 例

如，改变社会规范可以通过激活一个社会临界点来

加强集体行动，例如，当太阳能电池板的数量达到

某个阈值时，就能改变社区规范，使太阳能电池板

成为社会标准。

•	基于文化的选择。明确引入文化这个要素，可以解

释人们的想法是如何因经历和接触不同的社会背

景而产生，从而塑造了他们的感知、自我形象、愿望

和意义。10�这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从行为选择角度

来看被认为是普遍且根深蒂固的某些行为偏差其

实与文化相关。11�它还解释了为什么人有时会因为

无法想象更繁荣、更充实的生活，从而削弱了自身

的愿望和能动性，进而导致他们行为的局限性。12�

这个角度也解释了当人们与一个群体的联系与他

们身份的某个显著方面有关时，这对于其是否合作

的影响——比如，将反对接种疫苗作为属于对政府

干预持怀疑态度的群体的标志，可使拒绝接种疫苗

的不合作行为减少。13�了解这些动态如何形成和改

变，有助于认识社会背景，包括国家内部可能会阻

碍更大规模采取集体行动的政治两极分化和不信

任模式。

“行为和制度的变化可以促进集体行
动，以加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促进提供国家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是政府的主

要作用之一，其中部分手段是通过集中执法。14 但由于

各个国家是主权国家，15 它们必须自愿同意在没有集

中执法的情况下采取集体行动。16 因此，我们的视角必

须转向探索能够加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社会选择

过程。17 这意味着行为变化（一个国家从对全球公共产

品不做贡献转变为对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和制度

变化（建立一项条约或建立一个多边组织以加强提供

全球公共产品），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图4.1）。18 

正如我们在概念上19（并通过模型证明20）和实验上所

论证的那样，行为和制度是相互依存的。21

从哪里开始？本章中讨论的关于行为的三组假设

指向了三个不同的答案。22 标准自私选择模式的简化

假设集首先考虑加强集体行动的制度设计。而行为

选择模式开启了直接改变行为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结

果的可能性。虽然这两个角度的见解都是有用的，但

认识到行为和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如何

相互作用，通过强调行为和制度对社会和文化的依赖

性，可以补充前两组假设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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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自私选择行为模式开始

在一个标准自私选择行为模式中，决策者试图尽

可能满足一组固定且稳定的偏好，并假设每个人的行

为都是相同的（专栏4.1）。23 这种行为模式是许多与集

体行动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科学分析的基础。它隐含在

第3章关于提供不同加总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前景

的讨论中。24 那么，在这些假设下，什么时候才能在没

有上层力量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发生集体行动呢？

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每

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一样，但需要制定一些共同的标准�

（例如决定靠哪边行驶，或者用哪种语言进行交流）。25  

另一种情况是，不同个体对所期望的目标有不同的利

益，而追求这些个人利益不会产生最理想的集体结

果，从而带来社会困境。

在第一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每个人都采用相同的

标准。虽然可能存在多种标准（靠左或靠右行驶），但

重要的是每个人都选择道路的同一侧。26 一旦标准出

现，人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遵守它——例如，遵守靠

右行驶的标准，而不是离经叛道地靠左行驶。困难的

部分是设定标准，让每个人都同步。在这种情况下采

取集体行动需要克服协调问题。

克服协调问题的关键障碍不是利益分歧——所

有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尽管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一

样，但对于其他人将如何行动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协

调失败，阻碍集体行动。27 加强与协调挑战相关的集体

行动的措施包括通过干预措施改善这种不确定性，使

每个人都站在同一立场（或道路的同侧）。28

将合作挑战转化为协调问题可以加强全球集体行动

我们在全球层面成功克服了与运输和通信有关

的协调挑战，从而采取了集体行动，采取使航空旅行、

海运和数字通信成为可能的监管做法和制度。29 由此

产生的标准产生了极高效益和极少限制（一个国家

受限于不能选择退出该标准，但退出标准不会带来任

何好处）。尽管这些标准有时被嘲笑为肤浅的国际合

作，30但它们的存在可能表明，解决协调问题所产生的

全球集体行动是主权国家可以轻易做到的。31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形，即追

求各种自我利益与更可取的集体利益不一致。当最能

促进每个决策者自身利益的做法与最好的集体结果

不同时，这种情况就会在自身利益和集体行动之间造

图4.1 行为变化和制度改革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社会选择程序并被社会选择程序所塑造

两方面的互动相互依赖，
并基于公共理性和社会

选择程序
制度和政策

变化行为变化

资料来源：	UNDP 20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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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会困境。第3章表明，这种情况困扰着许多全球公

共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行动需要合作，因此决策

者选择的行动对他们的自身利益欠优，但对集体来说

更有利。认识到各国发现协调其行动相对容易——即

使需要努力推动自愿合作，有时甚至需要强制执行协

定32——就有可能设计制定激励措施的制度（如多边组

织或国际条约），将合作挑战变成协调问题。33

“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通常需要合作，但制
度的设计可以重塑激励机制，将社会困境变为
协调问题，《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一个例子。”

如何将国际合作的挑战重塑为国际协调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多个成功重塑挑战的例子中进行学习（重

点4.1）。对于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例如消灭一

种（能够被消灭的）全球传染病，我们已经接近于协调

问题。我们可以借此洞察有望开展的重塑活动。对于

消灭疾病而言，所有国家都有着相同的目标，我们可

以确定且精准地定义这个目标，如果能够确保其他国

家也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每个国家都有做出贡献的

动机。34 各国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协调行动，以持

续激励来支撑最薄弱的环节，直到疾病被消灭。

专栏4.1 标准自私选择行为模式

偏好是外源性的，并促使每个决策者（或主体）追求各自的自身利益（专栏图1）。主体的想法独立于偏好而存在，基
于收集到的信息来帮助主体做出特定的决定。例如，考虑到不想被淋湿，主体在选择外出时是否带伞之前，需要形成一
个关于是否会下雨的信念。这种信念基于收集到的信息，比如前一晚看的天气预报。不想被淋湿的偏好与信念的形成
方式无关（因此，诸如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不想被淋湿的偏好塑造了不会下雨的信念，这类情况在此种行为模式中是不
允许的）。如果信息发生变化——例如早上看的天气预报与前一天晚上看的不同——信念就会更新。理性认知是由一组
公理定义的，它们意味着，偏好始终可以以一致的方式进行排序。

专栏图1 在标准自私选择模式中，行为是由对自身利益的排他性追求所决定的

个体决定因素

社会决定因素

旨在改变选择的干预措
施的范围

- 偏好是稳定的
- 对于任何给定的偏好，信念都是通过最优（不多不少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来决定的
- 理性认知：假设其他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做得（与她理性认为的）一样好

• 偏好
• 信念

选择集
（价格、“游戏规则”）

- 通过监管/去中心化方法纠正“市场错误”（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
- 治理

从经济/政治平衡中出现

理性认知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Elster (2015a, 2020)以及Hoff和Stiglitz (2016)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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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通常需要合作，但制度

的设计可以重塑激励机制，将社会困境变为协调问题，

《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一个例子。35 要求各国通过限

制导致臭氧层变薄的氯氟烃的排放，为避免臭氧层消

耗这一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是对国际

合作的呼吁。但该条约不仅仅做到了这一点。它还禁

止条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之间的氯氟烃和含氯氟烃

产品贸易，有效地激励了高收入国家签署条约。这是

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互动是双边和互惠的，更容易监

测和执行合规（重点4.1）。36

规定《蒙特利尔议定书》生效之前应拥有的最低

数量的批准国家意味着它将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使

（高收入）非签署国在签署条约后能过得更好，从而

解决了协调问题。37 为了激励中低收入国家签署条约，

后来出台的一项修正案建立了一个（蒙特利尔基金）

财政机制，以补偿各国因参与条约而增加的成本。这

些补偿给付无形中引发了各国的普遍参与。最后，氯

氟烃的技术替代品被广泛分享和宣传，包括那些将从

采用这些替代品中获益的公司。38

不确定性会损害国际集体行动

设定阈值可以激发集体行动，如消灭疾病（全面提

供这样全球公共产品的阈值是在最薄弱环节的国家消

灭该疾病）39或《蒙特利尔议定书》（设定条约生效必须

达到的国家数量，加上贸易条款）所示。一些全球公共

产品的提供不足，如减缓气候变化或保护生物多样性，

往往被认为需要保持在边界或限制范围内，40 以避免在

地球系统中达到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临界点。41 有个

方法可以刺激集体行动，那就是提出一个阈值：一旦超

过该阈值，就会导致灾难性社会崩溃。42 但有两个关键

的条件。43 首先，提出的阈值必须具备极高的确定性。其

次，每个国家都必须分担未达到阈值所产生的负担。44

当具体的阈值存在不确定性时，集体行动就会变

得更加困难。为了消灭疾病，要在全球实现零病例，每

个国家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零病例。但是，如果

没有明确的方法来确定每个国家应该做出多少贡献，

以确保世界处于灾难的阈值以下，这就需要就如何在

各国之间分配努力达成一些协议。45 这两个因素意味

着对各国有一套截然不同的激励措施。46

“标准自私选择模式可以为如何加强全球公
共产品供应提供见解。它的行为假设强调利用
激励措施、资源和信息，增强供应的可能性。”

尽管大量工作都集中关注估算超过气候阈值将

造成的损害，或者关注是否夸大或低估了损害，47但对

合作而言，关于这些损害的不确定性似乎不及关于阈

值的不确定性重要。48 因为即便各国是否合作这一决

定对所造成损害的规模没有影响（因为它只取决于是

否超过了阈值），但的的确确对是否会超过阈值产生

影响。49

对于生存风险的情况，这些见解可以为通过制度

构建激励措施提供信息，以实现与提供减少这些风险

的全球公共产品相关的合作。50 这些见解还表明，减

少关于阈值的不确定性要比减少关于损害的不确定

性重要得多，鉴于许多有利害关系的阈值存在潜在的

模糊性，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51

因此，标准自私选择模式可以为如何加强全球公

共产品供应提供见解。它的行为假设强调使用激励措

施（《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的贸易条款）、资源（蒙特利

尔基金）和信息（关于氯氟烃造成的损害和替代品的

可得性），增强供应的可能性。但这些假设也有局限

性，不仅没有考虑实际行为，而且缺乏解释集体行动

中某些障碍的能力；解释这些障碍需要更广泛地理解

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52 行为科学为更广泛地解释人

类行为提供了最初的基石。

谨慎运用行为科学中的见解

来自行为科学的见解揭示了实际决策行为如何偏

离标准自私选择模式预测的行为（专栏4.2）。53 这样的

偏离情况为理解采取集体行动的时机和原因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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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见解，并为设计干预措施以增强全球公共产品

供应的可能性提供了机会。54 与此同时，讨论将明确说

明，尽管人们对基于行为科学设计干预措施非常感兴

趣，但它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包括行为科学的某些

发现缺乏可复制性，其在特定实验条件之外的有效性

以及决策者比普通人“懂得更多”的假设面临质疑等。

因此，考虑行为科学的见解很重要，但也要谨慎运用。

专栏4.2 做决定时的行为选择模式

偏好、信念和认知相互作用，塑造了人们做决定的方式（专栏图1）。偏好可以是社会性的，这意味着个人会考虑到他
人的福利。偏好可能是变化无常的，并受到（有时是短暂的）情绪的影响。认为存在威胁所引发的恐惧往往会使人们更
加厌恶风险，而愤怒往往会使他们更追求风险。信念不仅受信息处理的驱动，还受一个人的身份（认为自己属于持有特
定观点的特定群体）或偏好（例如，动机推理，如一厢情愿，这让人们相信他们追求的目标更有可能实现）的驱动。当信
念变得根深蒂固或与一个人身份的显著方面联系在一起时，它们就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比如，挑战根深蒂固的宗
教或政治信仰会引发愤怒、厌恶或仇恨）。理性认知存在多重偏差——例如，决策的制定方式会影响人们的选择，人们在
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对未来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专栏图1 社会背景决定了人们在选择时的想法和行为

选择的个体决定因素

选择的社会决定因素 选择集（价格、“游戏规则”）
选择架构、社会规范

可以塑造

旨在塑造选择的干预
措施的范围

- 激励、监管、治理
- 行为科学（启动、助推）

认知偏差
（普遍且根深蒂固）

偏好 情绪

信念

- 偏好可能是变化无常的（情绪“干扰”）

- 信念可能被（偏好）驱动

- 认知偏差和局限性（损失厌恶、双曲贴现、代表性启发式等）是普遍且根深蒂固的

注：	“选择的社会决定因素”和“用以塑造选择的干预措施的范围”右边的粗体文本表示自私选择行为模式中增加的新要素（仍然相关）。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Elster (2015a, 2020)以及Hoff和Stiglitz (2016)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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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私——认识社会偏好

决策者在考虑他人的福利，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自

身利益时，会带着社会偏好；当评价结果是积极的时

候，他们是亲社会的。55 如果是处于纯粹的自身利益，

我们可以通过反复互动中的互惠互利来激励双方的

合作（今天给予对方一些好处，同时期望明天得到对

方的一些回报）。56 但是，当对方表现得友好时，人们往

往会更慷慨地给予回报，而对不友好的人进行更严厉

的惩罚（即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表明社会偏好可

能在起作用。57

人们在自私或亲社会偏好的程度以及表达社会

偏好的方式上各不相同。58 最近对社会偏好的全面综

述提供了一些关键见解。59 当在20世纪之交，研究人

员根据实验的系统证据得出结论，认为一些人有社会

偏好时，表达这些偏好的受访者被说成是“疯子”。60 

然而，来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证据表明，在许多国家，

持有纯粹自私偏好的人是少数（在有数据的国家，占

人口的5%-20%）。61

一些证据表明，保持亲社会偏好是幸福感的直接

决定因素，其产生的积极影响程度与为人父母、收入

和教育相似。62 此外，亲社会偏好与合作之间存在着

非常强的积极联系。63 当社会偏好表现为厌恶不平等

等形式时，异质性越高的集体（无论是从公共产品中

获得的资源或利益）实现和维持合作的可能性越低，

这为减少不平等现象以促进合作提供了理由。64

个体社会偏好与合作之间的关系能否从个体扩

展到更大规模的层面呢？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尤其相

关的是，这种关系能否扩大到全国。一些证据表明它

们可以（专栏4.3）。在亲社会偏好的假设下，简单累加

型全球公共产品的预后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在标

准自私选择模式中，一个国家单方面增加简单累加型

全球公共产品（例如，减少温室气体以减缓气候变化）

不仅不会激励其他国家做出贡献，还可能会导致其努

力减少。但是，如果其他国家表现得好像有亲社会偏

好，这种预期的结果就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简单

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不再是纯粹的替代作用，

而是互补作用。65

专栏4.3 社会偏好可以被放大

在解决社会偏好能否扩大的问题上，一个复杂的因素是每个国家的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群体层面的合作结果取决
于具有亲社会偏好的个体的数量和强度。1另一个挑战是，尽管社会群体内部的合作可能很强（对于拥有相同政治信仰
的人而言），但群体之间可能很难进行合作。事实上，强烈的负面互动（严厉惩罚或威胁惩罚另一个群体）可能会引发受
到惩罚或受到威胁的人的报复行动（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攻击）2。这可能会导致群体间的冲突。4第6章更详细地探讨了这
类群体间动态的含义，这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尤其具有挑战性。

尽管如此，在衡量全球层面上的偏好差异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开始提供关于社会偏好能否扩大到国家层面的一
些答案。在一项对76个国家80000人的社会偏好进行的实验验证调查中5，在控制了同样可以解释慈善捐赠的因素后，
我们发现慈善捐赠的跨国差异与亲社会偏好相关。6此外，在控制了同样的因素后，负面互动程度较高的国家遭受了更
多的暴力冲突。7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人将钱包还回来的概率都比标准自私选择模式预测的结果
更高，8亲社会偏好（在本例中，按照受访者对钱包主人安全与健康的担忧超越自身群体的程度来衡量）在这当中起到了
一定作用。9在另一项针对31个国家的研究中，亲社会偏好与环境绩效（作为合作的代理指标，用于管理环境的外部性）
的提升有关，而物质利益比日常合作行为的吸引力重要性低。10

注释
1. Fehr和Fischbacher (2003)的一个实验表明，占少数的利他主义者可以迫使占多数的利己主义者合作，但占少数的利己主义者可以诱导占多 
数的利他主义者叛逃——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关注背景。Hauser等(2014)表明，可以设计一些机制，以确保亲社会偏好者能够在代际公共产品游
戏中约束叛逃者。Gächter、Kölle和Quercia (2017)表明，参与者面临的挑战是提供公共产品还是维护公共产品是一个重要因素。	2.  Böhm、Rusch 
和Gürerk 2016。	3. Nikiforakis 2008。	4. 关于群体间冲突的心理基础的更广泛综述，见Böhm、Rusch和Baron (2020)以及De Dreu等(2022)。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防御和攻击的倾向之间存在差异。例如，与损失厌恶相一致的是，实验表明，人们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抵御损失，而不是
取得胜利（Chowdhury和Topolyan 2016；De Dreu和Gross 2019）。	5. 详情请参见Falk等 (2023)。	6. Falk等 2018。	7. 这种偏好的变化似乎深深
植根于历史，并依赖于路径（Becker、Enke和Falk 2020）。	8. 面对面互动还是通过电脑进行互动，二者的结果有所差异。与面对面互动相比， 
通过电脑互动会使欺骗行为增加三倍（Cohn、Gesche和Maréchal，2022）。	9. Cohn等 2019。	10. Van Doesum等 2021。这些研究结果存在争议

（Komatsu、Rappleye和Silova 2022），但经过审查后似乎仍然成立（Van Doesum等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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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设定了对行为的共同期望，为人们的想

法提供了结构，并对合作的决定产生影响（专栏4.4）。66  

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可能是比个人对物质幸福的追求

更有力的行为决定因素。67 例如，社会规范可以确定赢

得合作者声誉所需的条件。68 对社会形象的关注也会

推动亲社会行为：因为大多数人关心自己认为的别人

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往往会在公共场合做出更多的亲

社会选择。69 社会规范在塑造行为方面的有效性在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规范的可执行性（或对其可执行性的

信念）、70规范的严格程度71以及对遵守规范的奖励和

对偏离规范的惩罚之间的平衡。72

情绪在遵守社会规范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人们

遵守规范是为了避免羞耻或内疚，人们出于对违反规

范者的愤怒或厌恶而被迫执行规范。73 有条件合作的

社会规范——只要其他人也充分合作，我就充分合作；

随着他人贡献的减少，我也要减少合作——可以解释

大量定期记录的与合作相关的行为。74 在反复的互动

中，观察到的他人行为可以决定个人是否合作以及合

作程度。但在一次性互动中，或者当没有观察到他人

的行为时，对于他人行为的信念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一见解对于第6章中关于误解他人的想法对于阻碍

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的讨论至关重要。75

社会规范可以用来大规模改变集体行动76（见专

栏4.4），并在不同国家具有独特特征，这就解释了合

作行为的差异。77 其中一个特征是社会规范的严密性�

（根据对于偏离规范的行为的惩罚程度来衡量），�

它在各国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78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变化。79 当面临集体威胁时，80规范更严格的国家可

能会在内部更好地合作，因为强大的社会规范的粘合

性。81 但极端的紧张可能会使不同群体或国家之间的

合作更具挑战性（甚至可能引发冲突）。82 更严格的社

会规范也会使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变得更加困难，在

专栏4.4 “只要你相信，它就不是谎言”——信念、社会规范与集体行动

信念的形成及其与偏好和情绪的相互作用对集体行动有影响。1对于他人在社会互动中的行为的信念，标准自私选
择方法假设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样的。2行为方法允许我们对他人行为的期望有更多的细微差别和变化，人的行为可能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主体的沟通能力3、主体之间的信任感4以及对他人偏好的假设（无论他们是否为有条件的合
作者）。5

控制和选择合作对象的机制是维持合作的关键，6声誉是对手是否有可能合作（或在未来提供回报）的关键驱动因
素。7这些机制还可以支持跨群体（包括国家）的合作，即所谓的“普遍合作”。8

人们受到他人决定和行为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9有大量证据表明，社会比较是个人行为变化的有力驱动因素，包
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变化。10社会规范的转变也会推动面对威胁时朝着更合作行为11的变化。12此外，社会传染似乎是
一种导向积极主动合作行为的强有力机制，不仅在人们应对威胁时有所表现，在他们复制邻居行为（比如采用太阳能
电池板）时也会证明这一点。13比起仅仅是收到有关合作行为好处的信息，人们观察到他人的行为时，他们更倾向于改
变自己的行为。14政策干预有可能使社会规范朝着更可取的结果（包括更多的合作）发展。15这样的潜力已经在一系列广
泛的挑战中得到了研究，从处理错误信息到推进公共卫生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集体行动，不一而足。16

注释
1.  Isler等 2021。本专栏标题引用了电视剧《宋飞正传》中角色乔治·科斯坦萨的一句台词，见Bicchieri、Dimant和Sonderegger (2019)。	 2.  这还
包括主观信念，例如，对国家是乐观还是悲观，如Im、İriş和Ko (2022)的探讨。Fehr和Charness（即将出版）使用互惠和内疚厌恶模型（与将情
绪作为社会偏好的一部分的理论相关）讨论了依赖信念的社会偏好（对其他参与者意图的信念很重要）。	 3.  Barbieri 2023；Crawford 2019； 
Ellingsen、Östling和Wengström 2018。	4.  Bose和Camerer 2021；Schilke、Reimann和Cook 2021。情绪会影响形成信任信念的方式，愤怒的人
通常被认为不太值得信任（Kausel和Connolly 2014）。一些证据表明，如果既喜欢诚实这项品质又喜欢被视为诚实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更有可
能是诚实的（Abeler、Nosenzo和Raymond 2019）。	5.  Engelmann等(2019)展示了当一个人关于有条件合作的信念被违反时，他/她所释放的神
经信号。	6.  Dal Bó和Fréchette (2018)回顾了关于无限重复博弈的实验文献，发现虽然合作可以在平衡中得到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主
体会从一开始就合作——只有当博弈结构面对战略不确定性展示出稳健性时，合作才会出现。	 7.  Balliet和Van Lange 2013；Gross和De Dreu 
2019；Jordan和Kteily 2023；Rand和Nowak 2013；Roberts等 2021。	8. Gross等 2023。	9. Kendal等 2018；Mesoudi等 2016。部分原因是大量
的社会信息被“浪费”了，因为它们并未被用于个人决策（Morin等 2021），导致了人群的异质性。	 10.  Bergquist等(2023)对430项原始研究的10
项荟萃分析进行了二阶荟萃分析，发现社会比较是推动行为变化的最重要机制之一，例如对于通过可持续交通或循环消费来减缓气候变化。	
11. 关于激发干预措施并利用社会规范的证据、机制和潜力的综述，见Frank (2021)。另见UNDP (2020b)。关于生育选择和消费模式的社会维度，
见Barrett等(2020)。	12. Szekely等 2021。	13. Allcott 2011；Barnes、Krishen 和Chan 2022；Bollinger和Gillingham 2012。	14. Kraft-Todd等 2018。	
15. Andreoni、Nikiforakis和Siegenthaler 2021。	16. Nyborg等 2016。见Efferson、Vogt和von Flüe（即将出版）中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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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的威胁和挑战时，可能导致内部和国际合作安

排之间的不匹配，从而影响提供新的全球公共产品。83

“领导力可以推动和维持支持国际合作的社会规
范：这可以改变规范，并触发其他国家的对等行为，�
进一步巩固为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的规范。”

此外，全球规范往往会影响各国的决定。84 例如，

反对性别不平等的规范在全球传播。85 但与任何社会

规范一样，进步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正如第6章所讨

论的，它可能会受到质疑，特别是当两极分化引发了

对更具包容性的规范的强烈反对时。86 但是，领导力

可以推动和维持支持国际合作的社会规范，例如，当

一个国家率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减缓气候变化）

时：这可以改变规范，并触发其他国家的对等行动，进

一步巩固为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的规范。87

利用认知偏见

我们已经确定了近200种认知偏见，用以解释社

会科学中的几个谜题，88为新的政策干预打开了窗口，

并激励了世界各地广泛的组织89和倡议通过这些见解

来丰富公共政策（图4.2和重点4.2）。90 例如，损失厌恶

（人们更关心损失而不是同等的收益）已经在广泛的

研究中得到了实证证明。91 这一见解解释了由得失影

响决定的行为，从工作多少92到政治选择93，再到人们

为什么倾向于坚持自己的信念94，以及设计促进学习

的策略。95 更普遍地说，行为洞察通过新的政策工具�

（如助推措施）为政策提供了信息96，使其能够更好地

预测政策的影响，并对如何提高福利97及其分配产生

新的影响。98

一些以认识认知偏见为基础的干预措施旨在直接

改变个体行为（其中许多是通过助推措施），在某些领

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99 尽管进行了大量宣传，�

包括支持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100但对于从识别认知

偏见得出的见解的接受情况喜忧参半（专栏4.5）。

事实上，来自行为科学的见解不仅要面对与研究

的可复制性相关的若干挑战，还面临着缺乏能够解释

所记录的多种偏见的总体理论这一问题（重点4.2）。101 

行为科学研究结果的相关性可能不在于提供经验上

更现实的行为描述，也不在于提供一系列需要通过助

推措施来解决的弊病，而更多的是作为帮助决策者实

现预期的集体结果的指南。102 但这需要一个框架来解

释这些偏见如何与制度和更广泛的人类行为决定因

素相互作用（到目前为止的讨论都假设它们是普遍且

根深蒂固的，下一节将放宽这一假设）。103

认识文化如何塑造行为和制度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行为说明了更广泛地理解

行为的重要性，这超越自私选择和行为见解，延伸到

明确考虑文化的作用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专栏4.6）。104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从对结构化感兴趣的社

会学家，到对文化经济和政治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再

到关注结构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105 文化进化（重点

4.3）是考虑被多个学科所使用的历史、社会和关系视

角的众多方法之中的一种。它是一种解释行为和文化

如何在不同社会中相互作用的方式，正是这两者的互

动创造出具有不同文化和行为特征且适应大规模应

对合作挑战的一揽子方案。106

认识到行为和制度如何取决于社会背景及其随

时间的变化，可以调动这些见解来应对共同的挑战，

包括提供减缓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产品。这些见解表

明，人们可能对不同的干预措施做出不同的反应，而

不是假设所有人都按照标准自私选择模式行事，或者

他们都受限于普遍且根深蒂固的认知和其他偏见。107 

另一个见解是，理解社会规范心理和社会身份之间的

相互作用对于理解合作的驱动因素非常重要。108 要了

解原因和方式，首先考虑从行为-制度互动的任意一

端开始的干预措施存在哪些危险（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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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利用行为科学见解为公共政策提供信息的广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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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5 “助推措施”在改变行为方面面临的希望与危险

“助推措施”试图改变选择的背景，以增加人们做出有助于实现政策目标的决定的可能性，而不排除任何其他选择或依赖经
济激励措施（例如，改变器官捐赠或退休储蓄的默认选项，或考虑到损失厌恶的特点，引导从损失而非收益的角度看待激励措
施）。1助推措施不仅用于寻求改善个人福利，还可用于寻求解决集体挑战，包括利用环保助推措施让人们倾向于选择对气候和环
境友好的行为。2它们有可能提高基于价格的减缓气候变化干预措施（如碳税）的有效性，包括通过提高公众对税收的接受度。3因
此，在设计和实施环境政策4以及提供气候稳定5和生物多样性保护6等全球公共产品时，现在经常会考虑到与认知偏见有关的行
为科学的见解。这一领域还探索了从行为科学中获得见解的潜力，以加强在国际法7和国际关系8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

同样，问题是个人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聚集成有偏见的综合结果。例如，人们可能会自我选择，或者被分成具有相似程度认知
偏见的群体。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些群体总体上可能比其他群体偏离自私选择行为的程度更低。即使有这种类型的分类，偏见是
否重要取决于所考虑的完成某项任务的决定。对于某些任务，聚集行为方面更符合自私选择模式的个体不会产生有偏见的聚合
结果。但对于其他任务，即使自私选择和有偏见的人被分成不同的群体，偏见总体上也会被放大。9

这种分类对某些任务的影响比对其他任务的影响更大，了解这种现象的方式及原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国际背景
下，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参与谈判条约的国家做出的决定是由有权代表这些国家的个人作出的。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谈判对手
认为，国家对减缓气候变化承诺的可信度取决于该国相关机构的质量，而这些承诺的经济效益和成本等经济因素对可信度的影
响较小。10

因此，决策者是否会受到偏见的影响尤为重要。有人认为，精英阶层的决策者可能不太容易产生偏见，其行为更符合自私选
择模式。11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受偏见的影响，12尤其是当他们的决定涉及人们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如气候变化或疫情管
理）时。公众舆论13——或者至少是精英们对公众舆论的看法14——很重要，而且往往受到认知偏见的制约。15

关于助推措施和其他行为干预措施的有效程度，目前一直在进行争论。16在一项与国家助推机构合作在美国67个城市进行
的73项随机对照试验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助推措施被纳入政策。17在将行为科学的见解转化为政策方面存在一些障碍，18但
最近关于文献中报道的干预措施效果大小的争论进一步减弱了政策制定者的热情。19从200多项报告440个效应量的研究中收
集到的信息仍然没有定论。20在小样本中报告的效果与大规模干预时实现的效果之间也存在差异。在覆盖2300万人的126项随
机对照试验中，干预措施的平均影响（即根据所覆盖的人数计算）为1.4个百分点，而在通常依赖小样本的文献中为8.7个百分点。21

注释
1.  Thaler 2018；Thaler和Sunstein 2003。	 2.  Carlsson等 2021。据报道，某些环保助推措施非常有效。例如，在中国，环保助推措施将不要餐具（从而减
少了塑料垃圾）的个人点餐订单量增加了六倍多（He等 2023）。	 3.  Gravert和Shreedhar 2022。	 4.  关于一般综述，见Carlsson和Johansson-Stenman 
(2012)。	5.  框架和早期综述见Brekke和Johansson-Stenman (2008)。	6.  Travers等 2021。	7.  van Aaken 2018。尽管也有人注意到一些潜在的局限性。见
van der Zee、Fikfak和Peat (2021)以及Yildiz和Yüksel (2022)关于这一主题的研讨会介绍。	8.  Davis 2023；Davis和McDermott 2021。	9.  Enke、Graeber
和Oprea 2023。	 10.  Victor、Lumkowsky和Dannenberg 2022。	 11.  Hafner-Burton、Hughes和Victor 2013。也有证据表明，一些精英阶层的社会偏好似乎
较弱（Fisman等 2015）。	12. 如Mildenberger和Tingley (2019)的发现。	13. Anderson、Böhmelt和Ward 2017；Oehl、Schaffer和Bernauer 2017。	14. Hertel-
Fernandez、Mildenberger和Stokes 2019。	 15.  Webster和Albertson 2022。	 16.  例如，见Dimant、van Kleef和Shalvi (2020)；Guttman-Kenney等 (2023)； 
Bicchieri和Dimant (2022)。	 17.  DellaVigna、Kim和Linos 2022。	 18.  如Linos (2023)所述。关于如何应对某些挑战的系列建议，见Mažar和Soman (2022)。	
19. 而行为干预措施一直无法解决某些主要挑战，例如如何减少经济不平等（Ruggeri等 2022）。	20. Mertens等(2022a)最初的研究报告称，Cohen’s d（未
治疗组和治疗组平均值差异的标准化测量）为0.43，但在重新分析数据并纠正发表性偏倚（仅发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结果越出人意料，发表的可能
性越高）和异质性（研究结果是否超出了研究的样本范围）之后，Szaszi等(2022)得出的效应量为0（作为回应，Mertens等(2022b)同意解决与发表性偏倚和
异质性相关问题的重要性）。	21. 关于美国的两个助推措施单位：DellaVigna和Linos (2022)以及Webster和Albertson(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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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6 社会背景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及对自身的看法

考虑到行为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需要在社会背景下理解人类的选择，这不仅影响个人偏好和选择的结构，还影响
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专栏图1）。1也就是说，他们是谁。2行为和文化的纠缠从认识到社会选择过程和干预措施的潜在范围之
间在何种情况下以及如何相互强化开始，开启了理解二者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全寄希望于制度或行为来加强集体行动。这种方
法还意味着认识到社会选择的某些过程是内生变化的，因此干预措施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使这些都无法准确预测，
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并了解其出现的机制也可以加强政策的设计和实施。3这意味着，干预措施的设计标准（行为或制度）应考虑效
率和公平以及随具体情况有效演变的机构，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和行为与制度之间变化的内生动力。4

专栏图1 社会背景决定了人们在选择时的信念和行为

选择的个体决定因素

文化嵌入

选择的社会决定因素 选择集（价格、“游戏规则”）、社会规范、
认知偏差/局限性、文化

旨在塑造选择的干预
措施的范围

- 激励、监管、治理
- 行为科学（启动、助推、增强）
- 社会规范
- 社会身份、世界观、叙事，框架

由社会背景
塑造的认知

偏好 情绪

信念

注：	“选择的社会决定因素”和“用以塑造选择的干预措施的范围”右边的粗体文本表示自私选择行为模式中增加的新要素（仍然相关）。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Hoff和Stiglitz (2016)的阐述。

注释
1.  Lamont 2023。	2.  这是讨论所产生的焦点，但这也是社会学的出发点(Lamont 2019)。这体现了社会学见解的相关性，尤其是最近的研究发展，将文化理
解为人们利用文化资源来驾驭其生活的工具包(Swidler 1986)。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认知和行为科学见解的启发（DiMaggio 1997；DiMaggio和Markus  
2010；Lamont等 2017）。这些见解已经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制度变化的模型和描述中（Acemoglu和Robinson 2022、2023）。	3. Hébert-Dufresne等(2022)提
出了这种内生社会选择过程的模型。	4. Schimmelpfennig和Muthukrishna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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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行为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危险的

想必人们已深知从制度入手等风险。将制度从其

出现的背景移植109到具有不同行为、社会和经济背景

的环境中已是常态。制度，包括强制执行正式法律的

法律机构和机制，通常在维持合作的一系列基本信

念已经达到平衡的情况下，可用于塑造公民行为。110  

在国际背景下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但可能除开了

直接互惠促进合作的外部相互作用；一些证据表明，

国际协定的有效性有时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强制执

行机制。111

正式的制度为当代社会设定了非常重要的结构特

征，因此理解这些结构特征中的缺陷（可能加剧人类发

展中的不平等，使排斥永久化或阻碍集体行动）以及如

何改变这些缺陷至关重要。112 本节中的讨论对实现这

一目标的贡献不是假定放弃政治，或将正式制度的重

要性最小化，而是探讨关于行为的假设如何影响识别

这些缺陷的方式以及纠正它们的方法（专栏4.7）。113

但是，试图从另一端开始，通过改变行为来促进集

体成果，而不考虑追求变革的制度和广泛文化背景，

这样也存在危险。如前所述，行为的改变可以直接进

行（例如，制造助推措施），也可以间接进行（让人们根

据对他人的观察自愿改变选择，特别是当社会规范达

到临界点，使个人和社会有益的行为无处不在时）。114  

相关方面可以通过动员这些进程来支持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115 在2000年前后，仿效式采用对于太阳能电

池板在德国的推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最初的

缓慢采用发展到迅速普及，到2009年，该国的人均太

阳能发电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116

若想加强集体行动，则需理解由社会

背景形成的偏好和信念的差异

干预措施可以引发社会规范的快速转变，117但确

定临界点发生的时点和方式需要了解偏好和信念在

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偏好和信念都可能受到文化和社

会背景的影响，忽视其差异可能导致无效的干预，更

有甚者，误导性的干预（专栏4.8）。118 通常，实验研究

利用的是大学生或可能比平均水平更富裕的人口群

体。根据教育程度和收入的不同，不同人口的行为影

响强度也存在差异（图4.3）。

当以另一种方式119实施干预措施或在多国探索同

一套干预措施时，观察到的效果时也会存在差异。这

些不同的结果表明了认识行为和制度如何与文化相

互作用的重要性。120 人们早就认识到，在欧洲和北美

等高收入国家进行的实验所得出的关于行为见解的

标志性发现不可推广，因为在不同的背景下无法复制

其结果。121 再者，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甚至是在今天，

大多数人都并未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122这意味着在

从基于这些环境的样本结果中归纳并得出主张时需

要谨慎。123

“偏好和信念都可能受到文化和社会
背景的影响，忽视其差异可能导致无效
的干预，更有甚者，误导性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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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7 政治体现在哪里？

确定政治所在的一种简化方法是假设有两种类型的相互作用与国家内部的集体行动相关。1一个是建立游戏规则——社会
治理的条件。这可以被认为是政治的领域，它决定了谁掌握权力、做什么以及怎么做。2这些规则被编纂成文件，从宪法、民法和刑
法，再到判例法（简称为法律）。法律的制定、实行和强制执行由正式制度予以保障。另一种类型的相互作用随后在法律范围内展
开——由人民和其他正式机构（具有法律地位的机构，如公司或民间社会组织）做出的社会和经济决定。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
是某个完整学科的主题，包括第一个属于政治学，第二个大部分属于经济学。

这两组相互作用是相互建构的。例如，规则可以使某些主体积累财富和资源，反过来，这些主体又可以调动这些资源，通过
直接夺取政治职位、游说或利用媒体，进一步提高其在政治互动领域的经济优势。

然而，尽管法律和规则很重要，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合同是出了名的不完备（外部效应普遍存在），法律和正式制度无法减
少的不完备性面对不确定的背景时尤其重要。3因此，经济和社会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规范的调节，在这些规范中，信念
和偏好的形成以及它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不同的人和国家之间发生变化至关重要。4

但是，即使没有假设法律无法减少的不完备性，行为假设和信念的作用也很重要。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在不同的社会中
如何维护社会秩序？自私选择模式认为，人们有动机去寻求个人利益和避免损失，因此这些假设将建议使用威慑违法者的策略。5

虽然这些策略很重要，但关于正式制度合法性的信念也很重要：“合法性是一个旨在捕捉支持自愿服从信念的概念。”6

在这种观点下，人们遵守法律的部分原因是共同承诺遵守正式制度，并坚信有义务遵守正式制度（基于价值的合法性），然
后反映为实际遵守正式制度（行为合法性）。在这个框架内，基于价值的合法性的前提包括如何看待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领导
人的动机、行政能力和正式制度在履行其公共目的方面的表现，包括提供公共产品的表现）以及对程序正义的看法（是否被认为
做到了公平行使权力）。在关于程序正义的观点中，认为政府程序不公平的看法往往会引发人们不服从、逃避和抵制法律要求，
在这些情况下，威慑动机不堪重负且基本无效。7

当正式制度发生变化时，信念的作用也会凸显出来。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往往发生在未来制度形态不确定的关键时刻。最近
的一系列文献表明，对未来制度的信念分散可作为识别这些关键时刻的辅助风向标。这些信念如何围绕特定的观点传播和巩
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最终的游戏规则。8一些证据来自于人们可以选择依赖正式的国家机构或非国家实体（例如，在争端
解决中），或者对正式的治理制度有相互竞争主张的情况，这表明（关于哪种安排更有效或更持久的）信念而非正式制度本身决
定了行为。9

总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信念在塑造这两组相互作用中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它们是由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所塑造
的。政治学家Margaret Levi最近将其思想历程的叙述定名为《信念的力量》。10经济学家Kaushik Basu将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深刻
反思命名为《信念共和国》，因为“法律的力量，尽管可能有手铐、监狱和枪支作为后盾，但在其基本形式上，植根于一个社会里人
们心中的信念[…]，创造了巨大的力量和权力大厦，有时强大到似乎超越了所有个人，创造出一种由上天下达神秘命令的幻觉。事
实上，一个共和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它的权力和力量，只在于普通人的信念和期望。”11

注释
1.  受Hurwicz (1996)的启发，如Powers、van Schaik和Lehmann (2016)所述，他们将政治博弈与经济博弈区分开来。Ostrom (2009b)在政治博弈之上又提
出了一个宪法博弈。为了简化讨论，宪法博弈被归入政治博弈。	 2.  参见Powers、Perret和Currie (2023)，讨论在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中进行政治博弈如何
导致政治不平等现象的出现。	 3.  感谢Charles Efferson强调这些要点。	 4.  关于国家内部在合作偏好与墨守成规偏好方面的差异如何与政治意识形态的
差异相关，以及这些差异是如何出现的，见Claessens等(2020)和Claessens等(2023)。关于99个国家在文化保守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之间（缺乏）相关性
方面的多样性，见Lelkes、Malka和Soto (2019)。	 5.  本段中的框架和讨论来自Tyler (2023)。威慑通常被理解为惩罚违规者，作为加强合规的一种手段，但
奖励合作承诺也可能是有效的(Han 2022)。	6. Levi、Sacks和Tyler 2009，p. 354。	7. Levi、Sacks和Tyler 2009, p. 360）举出若干例子，包括与避税和逃税
有关的几个例子。关于增加财政收入以提供公共产品的必要性的进一步阐述，见Levi (1988, 1999)。关于程序正义相关性的辩论，见Hagan和Hans (2017)。	
8. Callen、Weigel和Yuchtman (2023)进行综述。	9. Acemoglu等 2020。	10. Levi 2022。	11. Basu 2018，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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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8 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在追求社会拐点时忽视异质性的危险

Opower公司曾向每个客户提供其能源使用与邻居情况相比较的信息，并传达了以节约能源为理想目标的信息，
这是在利用社会规范的潜力改变行为方面一项非常成功的干预措施。1项目对60万户家庭进行了初步评估，将收到这些
信息的家庭的行为与没有收到信息的家庭的行为进行比较，发现这种非价格干预在鼓励节能方面有着实质性的效果。2

然而，当干预措施被放大到覆盖超过800万人时，其平均效果及其实际重要性却远低于最初的评估。3

这并不是一个复制失败的案例，因为这两个阶段都进行了严格评估，经得起独立分析。4但最初的评估是基于最先
采取这项措施的社区。他们已经倾向于重视节能，拥有大房子，相对富裕，因此有很多机会节约能源。当干预措施放大
到信念更广泛、收入范围也更广的人群时，其效果大幅下降。即使在仔细执行研究的情况下，在行为干预中选择便利样
本似乎还是特别存在问题。5

注释
1.  例如，在Chetty (2015)中就有介绍。因此，干预措施同时依赖于描述性和禁令性的社会规范。见Constantino等(2022)的讨论和Bhanot (2021)
的禁令性社会规范在促进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2.  Allcott 2011。最初在60万之上进行了规模较小的扩张，它也表明这种影响持续存在（Allcott和
Rogers，2014）。	3. Allcott 2015。	4. 正如Bryan、Tipton和Yeager (2021)的报道，它启发了本段的分析。	5. 正如Vivalt (2020)在对635项发展干预
措施影响评估研究的分析，有时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背景信息，这对结果的普遍性提出了挑战。

图4.3 某些行为现象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富裕的人群中影响更强

0.75

0.70

0.65

0.60

0.55

0.50

低于
高中

仅达到
高中

大学
教育

硕士
学位

专业或博
士学位

（MD、JD、
PhD）

效应量

教育程度

0.65

0.60

0.55

0.50

0.45

5 10 25 35 50 75 超过
100

效应量

家庭年收入（千美元）

15

注：	数据显示了在美国人口的代表性样本中，根据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对行为科学中七项经典研究的影响（符合描述性社会规范、论证质量对说服能
力的影响、基本利率利用不足、连词谬误、对大数定律的低估、错误共识和易于检索）所进行的研究。纵轴报告Cohen’s d效应量（治疗组和对照组平均值
之间的标准均值差；Cohen 1988）。
资料来源：	Yeager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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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揭示了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偏好和信

念方面的巨大文化差异，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文化

过程在塑造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这种多样性方面起

着作用。124 对于人们所接受或反对不平等程度的偏好，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认为不公平的不平等现象

类型。125 在60个国家进行的有代表性的调查记录了各

国人民对三种公平观点之一的认同程度的差异：平等

主义者（认为所有的不平等现象都不公平）、精英主义

者（接受因表现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是公平的，但

认为因运气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是不公平的）和自由

主义者（接受所有不平等现象都是公平的）。在几个高

收入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坚持精英主义的观点——这

也是一些规范性分配理论的基础——认为人们不应该

被认为对他们无法控制的结果负责（图4.4）。126

但这种观点在许多其他国家并无明显体现。即使

在持有精英主义观点的人口比例相似的国家中，其他

两个类别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尽管挪威和美

国的精英主义者比例相似，但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比例

要高得多，挪威的平等主义者比例要大得多。127 此外，

社会内部也存在差异。在挪威，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

低家庭的15岁儿童中，平等主义者的比例远高于来自

社会经济水平较高家庭的儿童。128虽然大多数5年级

的儿童都是平等主义者，但高年级的精英主义者比例

增加，到13年级时占比最大。129

图4.4 世界各国对于公平的偏好存在广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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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平等主义者认为所有的不平等现象都不公平，精英主义者认为由于表现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是公平的，但认为因运气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是不公平的，自
由主义者认为所有不平等现象都是公平的。
资料来源：	Almas等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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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验和社会背景塑造了人们对公平的看法，

再次指出了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形成偏好的文化过程。

除了偏好之外，人们对不平等来源的看法也很重要。

一个精英主义者认为不平等是由运气而非努力驱动

的，他会认为存在不平等现象是不公平的。与偏好一

样，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对不平等现象的驱动因素的

看法也存在广泛差异。130 关于何种程度的不平等现象

可构成不公平，这样的信念更多的是影响人们对再分

配的态度，而不是对收入不平等实际水平的态度，因

此信念对支持不同类型的再分配政策有直接影响。131

因此，认识到人口在偏好和信念方面可能存在异

质性，以及这些差异是如何从文化过程中产生的，这

对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至关重要，例如，包括依法纳

税（重点6.4）。132 特别是，必须评估哪种干预措施更有

可能引发社会临界点，这一点至关重要。133

理解如何增强国家内部的能动性和纠正

两极分化可以改善跨国集体行动

从这些见解中获得更广泛的选择视角，为如何推

进合作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辟了新的前景。它还有

助于显示，与国内政治两极分化模式相关的风险可能

损害各国集体行动的方式。

在承认人是文化产物的基础上，加强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的干预措施包括在执行政策或设计机构时考

虑人的感知和愿望。对于如何解释不合作的行为选择

的不同观念可能会导致妨碍合作的文化障碍：将人的

选择视为是一种错误，它可能会导致未来互动中的集

体行动；如果将它视为一种侮辱，它可能会导致集体

行动的崩溃。134 当人们推断他人做出道德判断的动

机，135以及他们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与他人相互依

存的看法时，观念也很重要。136 冲突中合作的破裂也

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有证据表明，潜在冲突方所面

临的回报的心理表征，而不是实际回报，不仅决定了

人们的信念，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137 这些观念在某

种程度上具有可塑性，并且可以通过增加参与者寻求

合作的倾向来改变。138

愿望也很重要，因为人们根据他们认为可能和可

取的目标行事，而这些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过程

的结果，由社会或群体内广泛共享的叙事所塑造。139 

愿望，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和社会规范，可能是文化

过程的结果，使它们在某些背景下在一段时间内具有

合适性，但在新的背景下可能又不再合适。140 当我们

面临人类世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这样的不匹配情况出

现了一个新的维度，其中尚不清楚在面对全球范围的

挑战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适应性制度和规范的出

现方式的跨社会文化变异和选择过程将如何发挥作

用：它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考虑集体的解决方法，因

为关系到的群体是整个人类。141

这样的不匹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是反

映了Karla Hoff和Allison Demeritt定义的能动性差

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认为的可能性和客观

可能性之间的分歧。142 在某种程度上，能动性差距是

广泛认同的信念造成的，缩小差距需要的不仅仅是提

供信息；它还需要动员人们深入了解共同信念形成的

文化决定因素。143

“在承认人是文化产物的基础上，加强提供全球
公共产品的干预措施包括在执行政策或设计制度
时考虑人的观念和愿望。”

缩小能动性差距受到客观可能性的限制，但人们

的愿望是具有可塑性的，有时通过“能够加强或挑战

现有权力关系和轨迹的政治和心理能动性”叙事来表

达。144 这可以采取所谓的追求解放变革的形式，145它

肯定了提高人民的福利以及增强他们作为变革推动

者的重要性。146

认识到认知和期望很重要，以及广泛的建议（如

重塑叙事）可以帮助缩小能动性差距是一回事，而看

到如何动员这些见解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提供全球

公共产品的具体行动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因为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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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面临相互依存时，全球公共产品是应对共同挑战的

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从本质上讲，全球公共产品对

应非零和互动，因此可以被调动起来克服零和信念的

心理（一方的利益是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可以肯

定的是，各国之间的许多互动都是零和性结果，但追

求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有可能为各国提供非零和的互

动空间。147 强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可以克服引发零和

信念的三个渠道（即使在实际回报不是零和结果的情

况下）：对威胁的感知、实际或想象的资源稀缺情况和

被抑制的公众审议。148 零和信念会加剧冲突，149阻碍

合作，150抑制努力和经济发展。151

“虽然信念和偏好的多样性可以用于创造和创新，
但政治两极分化模式是集体行动的一大挑战。”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可以调动人类的共同意向能

力：“理解所有个体正在一起解决问题，并致力于相

互支持。”152 事实上，有人认为，理解和分享意图已经

演变为不仅考虑到了联合行动和共同信念，还考虑到

了在为这些行动和信念提供必要理由的方面出现的

协调需求。153 一些证据表明，在面对共同问题时追求

自力更生（寻求减少相互依存）会排挤合作，加剧不平

等。154 人们还能够“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来看世界，具体

地说，能够理解并正式代表另一个人的知识状态、信

念和目标”，155甚至是他们的情绪状态，这与同理心有

关。156 这可以产生一种追求正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加

上有意分享，可以成为合作促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

有力动力。157

另一方面，这些强大的潜在合作驱动因素往往在

群体内发挥作用。158 这种“群体性”行为的一个表现

是，实际上一直存在的狭隘合作（即国家内部合作）比

普遍合作的发展程度更高。159 虽然信念和偏好的多样

性不仅仅是既成事实，而且可以用于创造和创新，160

但政治两极分化的模式（没有共同的事实基础来进行

理性的讨论，群体之间相互疏远甚至“去人化”）是集

体行动的一大挑战（第6章）。161 政治两极分化在国内

的表现可能是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减缓气候变化和

应对疫情）的核心决定因素。162

在一些国家，零和信念与政治两极分化有关。163 

例如，除了国际上在疫苗获取方面的不平等之外，国

内对疫苗的态度决定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路径，包括在

高收入国家也是如此。164 即使在疫苗免费且充足的情

况下，信任和政治两极分化的模式也影响了许多国家

的疫情进程。165 在某些国家，人们的疫苗身份鉴定与

其他群体特征鉴定一样呈两极分化态势。对疫苗身份

的两极化态度与对疫苗接种的抵抗程度明显有关。166

政治两极分化也很重要，因为偏好和信念的异质

性及其文化基础可能会阻碍调动社会规范以取得更

具合作性的结果。167 正如以上论述和理论上所证明的

一样，168社会偏好的分布（关心环境或厌恶不平等现

象）可能会导致拐点，也可能无法造成任何影响，甚至

是产生反弹，这取决于干预措施对不同人口群体的影

响以及这些群体中的人遵守社会规范的原因。

当遵守规范的行为与其他动机（如群体身份）相

互作用时，社交临界点可能根本不会发生。169 当是否

属于一个群体与显著的身份联系在一起时，这可能会

夸大其他群体的“他者化”，令成员无法意识到每个

人都有多种身份，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表达和相关

性——从而导致其忽视我们共同的人性。170 这就是为

什么在这些情况下，人们用来表示群体隶属关系的行

为标记可能会阻止社会规范达到临界点的原因。171 例

如，如果不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是属于一个群体的标

志，那么当该群体的一些成员接种疫苗时，其他成员

的行为不仅不会改变，172 还会将反对接种疫苗的行

为转变为对该群体的承诺和忠诚。需要考虑的一个关

键方面，特别是在政治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不仅是人

们的个人信念，还包括他们对别人在某些问题上的看

法、他们对威胁的看法，以及他们认为别人如何看待

威胁以及如何表现。173

接下来的两章将更详细地考虑这两个挑战（缩小

能动性差距和纠正两极分化）。目前世界各地的动荡

似乎不利于应对这两个挑战。然而，随着我们深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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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世，我们可能已经经历了一项重大的生态不连续

性，174其特征是从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转变为受控制

的生育率（图4.5）。175 向低生育率的转变是复杂和多

方面的，最近从文化进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考虑人

口统计学家称为“思维方式”的因素）。176 这种转变的

决定因素包括医疗和卫生方面的创新、妇女赋权、教

育进步、关于成功家庭规模的社会规范的转变、对人

口增长的日益关注、对地球所面临挑战的认识以及许

多其他潜在因素，所有这些因素至少部分体现了文化

因素。177 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人类世的全新地球大背

景之下，处于一个新的生态阶段，这指明了一个可能

的议程：不是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而是有意识地管

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自我造成的问题的可能

性。178 提供只依赖于我们的全球公共产品，将是根据

这一可能议程采取行动的一种方式。

图4.5 世界正经历人口增长从加速到减速的重大转变

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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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图绘制了人均人口增长相对于人口水平的百分比图。灰线连接不同年份
的数据点。红线符合人类与动植物相互作用的生态模型，其中生态参数（s2,2）为
正数，意味着人口增长非常快。蓝线符合参数变为负值的模型，意味着人口增长
减速，预计在下个世纪的某个时候，人口平衡约在100-120亿左右。
资料来源：	Lehman等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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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世界一直在努力限制气候变化。第一

项协定是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在这一框架下，各方同意合作，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浓度限制在避免“危险”气候变化的水平。每个国家都

是这项协定的缔约方。所有国家都同意它们需要合作。

此后，国际社会又通过了另外两项条约。1998年的

《京都议定书》为附件一国家1设定了在2008-2012年

期间具有约束力的排放限值，但这些限值无法执行。

美国拒绝参与其中。加拿大最初参与了条约，但并未

采取任何措施来达到其排放限制，后来为了避免遵守

法律义务而退出条约。2009年，各国在哥本哈根举行

会议，以扩大和深化《京都议定书》。预计更多国家将

受到排放限制的约束，之前谈判的排放限制将收紧。

然而，各国未能就如何做到这一点达成一致。相反，他

们调转了方向。首先，他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避免危险气候变化的目标设定了具体数值，明确

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为2°C的目标。其次，他们要

求各缔约方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承诺捐款。最终，这

一方法被写入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该条约加强了

之前的目标：各国现在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

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2°C的水平，并[努力]将气温升幅

限制在1.5°C。”《巴黎协定》还提出了点名批评的承诺，

以鼓励各国展现更大的雄心。与《京都议定书》的区别

在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巴黎协定》。然而，同样是与

《京都议定书》的区别在于，对《巴黎协定》作出承诺

和兑现承诺明确规定属于自愿性质。

这种方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自谈判开始以来，

二氧化碳的浓度每年都在上升。自《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通过以来，排放的二氧化碳比过去250年要

高。2022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创历史新高。世界并没

有走上实现各国所称目标的道路。

为什么？此等复杂程度的现象自然无法用单一的

原因进行解释，但有一个原因非常突出，而且极其简

单：各国陷入了囚徒困境。所有国家都认识到，如果它

们都减少排放，并最终实现净零排放，大家都能更好。

但每个国家都担心这样做会使其经济面临危险。如果

确保其他国家将大幅减少排放，从而避免危险的气候

变化，每个国家可能都愿意大幅减少排放。然而，当无

法强制执行或是只要求自愿贡献时，每个国家都无法

得到这样的保证。问题不在于每个国家什么都不做；

而在于每个国家都做得太少。2

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从一些进展顺利的事情入手

进行考虑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成功案例

其中一个成功案例是，自1976年以来，太阳能光

伏电池的价格下降了99%。公共和私人研发对其下降

的贡献占到59%，规模经济占到22%，边干边学占到

7%。3研究和开发在这一过程的早期尤为重要；规模经

济在后来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太阳能研究和开发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开发的第一个

太阳能电池，以及太空竞赛推动的进一步发展；美国�

（从尼克松总统的独立计划开始，该计划的目标是使

美国到1980年实现能源独立）和日本对1970年代能

源危机的回应（尤其是其阳光计划）；20世纪80年代

在澳大利亚的研究；以及21世纪初，德国通过富有吸

引力的上网电价带来太阳能产业的繁荣。4经过多个

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达到了如今极低的太阳能光伏发

电成本。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太阳能光伏发电正�

“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发电成本最低的选择”。5

重点4.1

以技术为中心的气候变化谈判方法
Scott Barrett，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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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成功案例是锂离子电池价格的下降。自

1991年开始商业化以来，这种储能形式的成本下降了

97%。公共和私人研发对其价格下降的贡献占到54%，�

规模经济占到30%，边干边学占到2%。6这些活动大

多是由电子行业（手机、笔记本电脑、电动工具等）承

担。7这项技术的进步，再加上促进需求的政策，推动了

电动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中国、欧盟和美

国。2021年至2022年间，全球电动汽车对锂离子电池的

需求增长了65%。8得益于这项技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

汽车制造商计划在2035年前逐步淘汰内燃机的销售。

这些发展（以及其他发展，如风力涡轮机和发光

二极管灯泡的成本下降）发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进程之外，可以说与气候谈判无关。谈判代表

要求各国减少排放，这种做法陷入了囚徒困境的陷

阱。如果各国更多地关注改变新技术的经济效益，结

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与其要求各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

用，何不专注于使替代燃料来源比化石燃料更便宜？

这样做实际上保证了新技术的全球传播，减少了世界

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拐点

太阳能光伏和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到目前为

止）在没有条约帮助的情况下传播开来。它们都是级

联效应的例子。9在一个国家的研究和开发足以鼓励

其采用某项技术之后，该国的生产就会降低所有人的

成本（主要是通过规模经济），鼓励其他国家采用此项

技术。这些国家采用此项技术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

成本，鼓励更多的国家采用这项技术，以此类推。级联

会产生了正反馈。

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无法启动级联效

应，但临界数量的国家可能能够施加达到临界点所需

的“巨大推力”。网络外部效应常常可推动普遍采用

某项技术。海运石油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从历史上看，

海洋中的大多数石油污染都是由石油运输方式造成

的。在完成输油后，油轮将在回程中装载压载水。在

装载下一批货物之前，油轮会将混合了油渣的压载

水排入大海。这一过程反复发生，是海洋污染的主要

来源。为了限制这种污染，《1954年国际防止海上油

污公约》（OILPOL）要求油轮将压载水排放限制在距

离海岸至少50英里的区域。然而，像《京都议定书》一

样，OILPOL也遇到了囚徒困境，难以实际执行。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尝试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要求油轮

将装油的储罐与装压载水的储罐分开，因此需要重新

设计油轮。MARPOL的方法比OILPOL成本更高，但

更容易执行。10当有足够多的港口拒绝旧设计的油轮

进入后，就会有更多的油轮运营商努力达到新标准，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油轮达到新标准，更多港口只允许

符合新标准的油轮进入，以保护其海岸线。这种情况

会有一个保证普遍遵守的参与临界点。11直观地说，至

少需要占所有运输的50%才能达到临界点，而在实践

中，这将是新技术标准协议生效所采用的阈值。根据

国际海事组织的说法，“MARPOL极大减少了国际航

运的污染，适用于世界上99%的商船吨位。”12

《京都议定书》明智地豁免了国际航空业和航运

业的排放，认为这些排放源应该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

织和国际海事组织加以控制。这些组织本质上是标准

组织，是在其影响范围内谈判减排的适当机构。通过

关注标准而不是排放限制（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将

排放限制分配给各个国家），这些组织可以激发积极

的反馈，引导新标准达到临界点。

假设船用燃料的最佳替代品是绿氨，这是一种将

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和从水中提取的氢气结合起来

生产的燃料，这两种过程都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动力。

如何进行？氨的成本可能是重质燃料油的数倍。改用

氨也将带来技术挑战。这将需要新的发动机、新的船

上储罐（需要新的船舶设计）和新的港口设施：简而言

之，是一种新的技术——燃料标准。显然，不会出现每

个国家依次改用氨气的情况。除非建立起加油基础设

施网络，否则船东不想用氨来给船舶供能；反过来，除

非保证许多船舶仅使用氨燃料供能，否则没有一个国

家愿意建立氨燃料网络。如果只有一个或少数国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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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氨燃料，锁定将是这个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障碍。但

随着越来越多的港口改用氨，就会有更多的船东希望

他们的船舶使用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船舶使用氨，

更多的港口就会希望改用氨。绿氨标准的临界点将与

MARPOL的经历类似。

“使命创意”是一个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之外开展工作，该联盟制

定了一项遵循上述逻辑的减少航运排放计划。其第一

个目标是进行研究和开发，以确定重质燃料油的最佳

替代品。第二个目标是促进这项新技术——燃料标准

的推广。再次假设第一阶段正在进行的研发表明氨是�

“胜出者”。如何实现确保新标准在全球推广的第二个

目标？“使命创意”联盟的目标是建立一支至少由200

艘能够使用新燃料的船舶组成的船队；建设“全球港口

基础设施，支持使用零排放燃料的船舶，以便到2030

年，覆盖至少三大洲的10个大型贸易港口供应零排放

燃料”；13最后，扩大新燃料的生产，使其至少占总市场

的5%。200艘船舶、10个大型港口和5%的燃料市场份

额不太可能足以颠覆全球市场，但至少这项倡议看到

了必须改变体系这一逻辑。改变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将

囚徒困境转变为临界点博弈的策略。14一旦数量足以

超过临界点，这种方法就会产生正反馈，从而导致全局

转换，正如我们在MARPOL中看到的那样。

贸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采用的侧重于减

排的方法产生了负反馈。如果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

单方面减少排放，那么温室气体密集型行业的相对优

势就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导致其排放量增加，这种现

象被称为贸易流失。此外，如果通过减少化石燃料的

使用来实现减排，这些燃料的全球价格将下降，导致

其他国家增加消费，从而增加排放。这种负反馈强化

了囚徒困境中固有的“搭便车”动机。

由于这些与贸易有关的担忧，国内的气候政策往

往将温室气体密集型行业排除在外，使其无法减少排

放，从而破坏了单边减排努力。欧盟正计划将其排放

交易安排扩大到以前受保护的行业，以进一步减少排

放。然而，由于对贸易流失的担忧，欧盟正计划用特定

行业的碳边界调整机制取代排除条款，此举可能会引

发冲突。正如之前欧盟试图将其排放交易体系扩展到

国际航空业时发生的情况，其他强大的国家可能会进

行报复。此外，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抗议，因为在排放方

面一视同仁地对待国内生产和进口，边境税调整违反

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载的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最后，纠正贸易流失并不能纠正“搭便

车”现象。

然而，将气候协议与贸易合作联系起来有助于防

止“搭便车”，并在这个过程中防止贸易流失。贸易协

定比气候协定更容易执行。这是因为贸易是双边的，

而减排则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

贸易协定，那些因贸易减少而受到损害的国家就会有

一种强烈的——几乎是内在的——报复动机。对报复

的恐惧促使各国遵守其贸易协定。相比之下，如果一

个国家的排放量超过了气候条约所允许的限额，协定

的其他缔约方相互报复只会伤害自己，因此它们不会

进行报复。由于贸易协定更容易执行，将贸易合作与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合作联系起来可能会克服“搭便

车”的动机。15

最典型的例子是保护平流层臭氧层的《蒙特利尔

议定书》。该条约禁止缔约方和非缔约方之间进行氯

氟烃和含氯氟烃产品的贸易，其作用机制如下。如果

没有其他国家参与该协定，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愿意

参与，因为这样做不仅意味着失去“搭便车”的机会，

还意味着失去氯氟烃贸易的所有收益。然而，如果所

有其他国家都参与，只要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收益

超过“搭便车”的收益，任何国家都会愿意参与。直观

地说，只要有足够多的其他国家参与，每个国家都会

有参与的动机。因此，贸易措施包含了与MARPOL同

种类型的临界点——考虑到拒绝船舶进入港口等同于

贸易禁令，这一结果就说得通了。《蒙特利尔议定书》

非常有效，这当然部分归功于贸易措施，它既防止了

贸易流失，又防止了“搭便车”现象。16



122 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

2016年，各方在基加利对《蒙特利尔议定书》进行

了修订，以控制与氯氟烃相似的氢氟碳化物。由于氢

氟碳化物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不会消耗臭氧层，《基

加利修正案》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之

外谈判达成的气候条约。此外，由于《基加利修正案》

纳入了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相同的贸易措施，它成为

首个纳入贸易措施的气候条约。《京都议定书》无法控

制氢氟碳化物，但《基加利修正案》很可能能够做到，

尤其是在其贸易措施于2029年生效后。此外，与控制

贸易流失的单方面政策不同，《基加利修正案》纳入了

一种附带支付机制，以支付发展中国家遵守条约控制

措施的增量成本。《基加利修正案》本着与《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同的精神，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

促进合作。

前进的道路

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限制气候变

化的方法付出了种种努力，但迄今为止仍未能实现其

目标。幸运的是，旨在减少特定部门排放的其他协定

可以对《巴黎协定》予以补充。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

发生了。《基加利修正案》在《巴黎协定》签署后不到一

年便获得通过。其他方面的发展，包括太阳能光伏和

锂离子电池的价格下跌，以及“使命创意”联盟的抱

负，暗示着有可能取得更多进展。所有这些努力的共

同特点是它们侧重于通过干预措施（技术标准、研发

和贸易措施）达到临界数量，从而改变体系。17当然，还

有更多这样的可能性有待发现。

注释
1. 附件一国家包括1992年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工业化国家，以

及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波罗的海国家和几个中欧和东欧
国家。

2. 见Barrett和Dannenberg (2016)对《巴黎协定》的实验室实验，该实验表明，	
“自主贡献和定期盘点”过程会改变参与者的宣告（即他们的集体目标和各
自承诺），而不会改变他们的行动（即他们对实现承诺和目标的实际贡献）。

3. Kavlak、McNerney和Trancik 2018。
4. Nemet 2019。
5.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6. Ziegler、Song和Trancik 2021。
7. Dugoua和Dumas 2023。

8. IEA 2023b。
9. Dixit 2003；Heal和Kunreuther 2010。
10. Mitchell 1994。
11. Barrett 2003a。
12. https://www.imo.org/en/ourwork/environment/pages/pollution-

prevention.aspx。
13. https://explore.mission-innovation.net/mission/zero-emissions-shipping/。
14. 在全球10个最大（按吞吐量）的港口中，有7个在中国。中国参与改变航运

业的战略至关重要。
15. Barrett和Dannenberg 2022。
16. Barrett 2003a。
17. Barrett 2016。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第4章——研究如何加强集体行动 123

在使用行为见解时要谨慎，因为某些研究结果在

重复验证时存在挑战。1这种担忧是在2010年代某些

心理学研究受到可复制性危机影响之后产生的，当时

引起媒体和政策高度关注的几项研究结果在随后的

尝试中没能成功复制。2特别是，在过去20年中，基于

实验的研究未能比非实验研究达到更高的复制比率。3

最近的一项综述发现，在两份顶级期刊上报道的社会

科学实验中，只有三分之二被复制，平均效应量约为

原始研究中报道的一半。4其中一项标志性的助推干

预措施——默认器官捐赠——未能复制，甚至可能适得

其反。5几项研究不仅记录了复制失败的结果，甚至发

现了潜在的科学不端行为。6我们从这些挑战中汲取

教训并意识到，行为科学可能需要进一步发展，以提

供更稳健的研究结果，对基于统计推断的主张更加谨

慎，并解决更直接的政策相关性问题。7

但来自行为科学的见解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考

虑到各类文献中发现的认知偏差激增，即使是得出

了稳健的研究结果，干预措施也很难解决所有这些

偏差，或者确保解决一种偏差不会加剧其他偏差。认

知偏差宝典（图S4.2.1）可能看起来只是“汇集了理性

选择模式可能出现的临时修改”。8这一挑战促使人们

努力寻找一套可以解释大量认知偏差的有限因果机

制。9对认知过程（以及人类认知的极限）10的更好理解

激发了关于可以解释几种认知偏差机制的假设。11其

中包括认知不确定性12或理解人们如何通过选择性回

忆记忆来估计概率。13但是，即使是将不同认知偏差结

合在一起并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的理论，14有时

也无法被复制。15

重点4.2

使用行为科学的见解：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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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4.2.1 已被确定的180种认知偏差导致我们很难获得关于如何改变行为以加强集体行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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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产生影响并且感到

我们所做的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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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辨识受害者效应

为了保持专注我们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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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即是好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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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John Manoogian III根据Buster Benson提出的类别和描述设计的“认知偏差宝典-180余种认知偏差”，获得CC-by-SA-4.0许可(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wiki/File:Cognitive_bias_codex_en.sv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gnitive_bias_codex_en.sv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gnitive_bias_codex_en.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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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倾向于选择看起来简
单的选项和完整的信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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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Ijzerman等 2020。
2. Simmons、Nelson和Simonsohn (2011)在早期就表达了担忧。有关综述，见

Nelson、Simmons和Simonsohn (2018)以及Nosek等(2022)。
3. Youyou、Yang和Uzzi 2023。
4. Camerer等 2016；Camerer等 2018；Yarkoni 2022。最近对多项推荐干预

措施以增加幸福感的研究进行的综述显示，对一些广泛推荐的政策的支
持很少（Folk和Dunn 2023）。

5. Etheredge 2021。
6. 网站包括http://datacolada.org/ 和 http://bps.stanford.edu/。这一挑战已被

媒体广泛报道（例如，见Schelber 2023）。
7. Hallsworth (2023)提出了一份关于如何发展行为科学以加强其实证基础

和政策相关性的宣言。Duckworth和Milkman (2022)建议改进开展的荟萃
研究，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有效性。Clark、Connor和Isch (2023)表明，未能
复制的研究与引用量的下降有关，因此Zwaan等(2018)建议复制应成为主
流，可以提高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Box-Steffensmeier等(2022)论证了
跨学科学习的重要性。van Roekel等(2023)建议改进助推措施的设计，以
保持自主性，因为助推措施受到的批评包括它们过于家长作风，限制了
人们在做出选择时的推理能力（UNDP 2022a对这些批评进行了综述）。	
Korbmacher等(2023)记录了一系列积极的结构、程序和社区变化，其中可
复制性危机正在转变为一场信誉革命。

8. Davis 2023，p. 476。
9. 例如，Stango和Zinman (2022)将20种偏差精简为4种行为共同因素。Goeree

和Louis (2021)开发了一个用于整合行为博弈理论几项研究结果的模型。
10. Lieder和Griffiths 2020。
11. 如在行为博弈论中进行的探索（C a m e r e r、H o和C h o n g，2 0 1 5）。	

Dube、MacArthur和Shah (2023)展示了对警务的认知需求如何破坏警官
的决策。Enke (2020b)展示了人们面对复杂决策如何专注于他们眼前所
见。Bordalo、Gennaioli和Shleifer (2022)指出突出信息对决策的巨大影响。

12. Enke和Graeber 2023。
13. Bordalo等 2022。
14. Dean和Ortoleva 2019。
15. Chapman等 2023。

https://datacolada.org/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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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4.3

文化进化与发展政策
Joseph Henrich，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人类进化生物学和心理学系

所有政策设计和经济发展的方法都需要对人性

进行假设，尽管这些假设往往是隐含的，通常在不事

先通知的情况下偷偷引入。1通过密切关注人类进化生

物学，文化进化这一新的跨学科领域为人类行为、文

化差异、心理变化、制度有效性、技术创新和经济成果

提供了新的见解。2由于其历史和比较方法，文化进化

探讨了广泛的社会现象，包括宗教、3巫术信念、4亲属

制度、5集体仪式6和性别不平等，7并考虑了它们与各

种经济、政治、人口、社会和健康结果的联系。

在文化进化研究的基础上，我重点关注了人类合

作的本质、制度和文化心理学的共同进化以及冲击对

人们心理的影响。与经济学一样，文化进化建立在大

量正式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这些模型充当了心理假

体，用于思考支撑行为的学习和决策过程，以及这些

过程如何产生社会规范、制度、大规模合作和种族群

体等社会学现象。8然而，与经济学不同，文化进化是

建立在进化论关于人类实际如何学习和适应的合理

且基于经验的假设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植根于不受约

束的哲学断言的理性选择概念之上。

新的进化基础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文化进化理论家首先提出

了一系列关于我们物种的深层问题。我们是哪种动

物？我们这个物种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们与其他动

物有什么不同？

几十年的研究指出了一系列答案，但它们并不是

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我们的天性很大程度上是后天培

养的，来自于我们社区、同龄人和家庭的特定成员。我

们是一个文化物种，从基因上进化到快速、高效且经

常无意识地从周围的人获得信念、想法、启发、感知、

动机等等。9我们的生活史——妊娠期、婴儿期、童年期

等等——已经进化到使我们能够面对世界，自适应地

调整心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注意力、偏好和感知等。事

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年开

始，人类似乎就非常善于选择性地关注最有可能拥有

有用或适应性信息的人，并向他们学习，人类通常依

靠能力、技能、成功和声望等线索来锁定我们学习努

力的目标。10我们还会努力关注某些领域，比如与食

物、性别、声誉、动物、植物和社会群体有关的领域，并

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不同的领域。11

经过几代人，这些选择性学习过程和内容过滤器

往往在没有人意识到的情况下，产生了越来越具有适

应性的文化库，其中包括工具、专业知识、信念、动机

等等。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依赖于这种文化过程的有

用产品，以至于我们在基因上进化为依赖于我们从他

人那里获得的东西（“文化”），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经

验或本能。许多文化产品和实践，包括我们的制度，可

能看起来是“理性的”，但实际上是通过文化进化而出

现的，通常没有人评估替代选择的成本和收益，甚至

没有人了解特定的做法、制度或启发出现的方式及原

因。当然，我们进化出来的学习能力——就像我们对脂

肪、盐和糖的本能品味——会产生过度的适应失当，其

中包括根深蒂固的承诺和与现实大相径庭的信念。但

这是作为一个文化物种的代价。

在将这种方法运用到理解人类合作问题时，研究

人员重点关注文化学习如何在群体内和随着时间的

推移产生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一种广泛共享的行为

模式，通常由声誉效应、惩罚、信号传递或激励个人付

出更高代价的行为或做法等其他机制来维持。当人们

能够学习到焦点行为（如分享食物）和评判他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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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分享食物的是“坏人”），规范就会自然而然

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民族志和实验都表明，通过文化

进化传播的社会规范可以解释许多广泛的合作行为

模式，从狩猎采集者之间的食物共享到现代城市中心

的自愿献血。12因为人类长久以来都必须在由社会规

范塑造的社会景观中前行，我们从基因上进化出了一

种规范心理学，引导我们随时学习社会规则，将这些

规则内化为行为启发或动机偏好，并对违反规范的人

做出负面反应。规范内化可能是使我们在规范环境中

表现得公平和利他的一个关键方面。13

行为经济学家在开始进行囚徒困境或最后通牒游

戏等经济实验时，偶然发现了这些内化的规范动机。当

然，人类学家几十年前就发现，由特定偏好或启发法驱

动的游戏相关行为可以在文化上进行传播，14并以文

化进化的方式在人类社会中可预测地发生变化。15

文化进化提供了一种从根本上理论化和理解制

度起源的自然方式，而不是认为制度好像是来自更高

的旨意，或者是由洛克社会契约论中所谓的理性行为

者敲定的16。文化进化提出，非正式制度代表了一系列

相互关联的社会规范。例如，婚姻制度是由一些规范

形成的，这些规范规定了谁付钱给谁来组建婚姻（如

彩礼或嫁妆）、夫妻婚后住在哪里（例如与夫家住在一

起）以及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少配偶（一夫多妻制

和一夫一妻制）。17当一套更全面的一揽子规范或规则

被写下来时，正式的制度就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

们不能仅仅通过同意遵循制度的所有书面要素就达

到复制一套制度的效果——任何真正制度的许多关键

组成部分都没有被写下来。

最古老的制度

至关重要的是，人性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化学习能

力和规范心理。要理解这一点，可以考虑人类最古老

和最基本的制度——家庭，或人类学家所谓的亲属系

统。这些社会规范以各种方式利用、扩展或抑制我们

天生亲属心理的各个方面。18和其他物种一样，我们的

亲属心理包括帮助近亲、避免近亲繁殖（如与兄弟姐

妹发生性关系）和维持伴侣关系的本能。文化进化利

用我们进化心理学的这些方面来建立各种社会组织

或网络，包括氏族、家族、大家庭和血统，使用规范来

指定可接受的婚姻伴侣（乱伦禁忌）、继承规则（资源、

领导地位和身份）、共有所有权、婚后住所和共同犯罪

责任（称为共同责任）。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削弱或修

改各种亲属关系，文化进化可以形成能够进行高水平

合作的企业集体，或是在灾难来袭时为人们提供庇护

的庞大社交网络。19

从历史上看，在一万多年前粮食生产开始之后，具

有不同社会规范的群体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以亲属为

基础的制度的变革，这些制度促进了密集、紧密的合

作网络和更大规模的合作。在这一时期，向一夫多妻

制氏族和谱系（特别是基于父系血统的氏族和谱系）

的转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在农业出现后及国家崛起

之前，可以看到基因组中Y染色体多样性大幅减少。20

为了说明亲属关系的力量，可以考虑一种特定

的习俗，即规定成年人一次只能有一个配偶的社会

规范——规范的一夫一妻制。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社

会——据估计有85%——都允许地位较高的男性娶多

个妻子。21即使在其他高度平等的狩猎采集社会，最负

声望的猎人、战士、说书人和萨满也经常娶三到五个

妻子。为了探究为什么一夫一妻制婚姻在男性之间巨

大财富差异持续存在的社会中出现并传播，文化进化

论者指出，一夫多妻制婚姻会产生社会层面的成本：

它往往会产生大量地位低下、几乎没有机会或通路进

入婚配市场的男性。面对除非他们能够显著提升自己

的地位等级，否则最终面对的是进化的零点，男性冒

着风险走向犯罪、袭击、暴力和强奸等恶性事件的概

率增大。

相比之下，一夫一妻制婚姻在男性地位等级中创

造了更公平的娶妻生子权利分配，有效减少了地位较

低的单身汉的数量，让他们加入到为人夫为人父的大

军中，占有一份与未来相关的利害关系。有意思的是，

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婚姻和父亲身份都与男性睾

酮水平的下降有关，而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男性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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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此。事实上，有几条证据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

下，减少一夫多妻制婚姻对犯罪、家庭暴力和性别不平

等有作用。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采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案例，因为它直接违背了精英和权贵男性的利益，而他

们通常对法律和政策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22

在传统的亲属关系做法中，包括与一夫多妻制、

表亲婚姻、继承和居住相关的规范，充分的证据表明，

基于亲属关系的制度对重要结果的影响，包括经济繁

荣、信任、公民参与、创新、腐败、儿童健康、性别不平

等、教育投资和民主制度的有效性等。例如，Duman 

Bahrami-Rad及其同事证明，针对传统亲属关系强度

的测量数据可以基于卫星观测的夜间灯光亮度预测

全球经济繁荣的测量结果。23事实上，仅从国家内部来

看，他们的分析表明，从一个亲属关系强度高的民族

群体（一夫多妻制氏族）转向亲属关系强度较低的民

族群体（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对应着灯光亮度/繁

荣度的大幅上升。

当然，尽管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制度是出了

名的有韧性，但政策可以而且已经改变了关键的

社会规范，并改变了这些制度的运作方式。2 4例

如，Ghosh、Hwang和Squires (2023)利用美国的历史

数据，展示了禁止表亲结婚的州法律如何导致城市化

和收入增长加快。25与此类似，一项针对印度的研究表

明，2005年赋予妇女平等继承权的法律变化导致了

与父系表亲的包办婚姻增加，进而导致性别平等和妇

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下降，这个例子说明了其中

潜在的陷阱。这两种情况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都

是出于无意的，尽管前者可能对决策者而言可取，而

后者不可取。26

对亲属制度的研究说明了文化进化的两个重要特

征。首先，理解这些体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例子，说明

为什么理论化人类本性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

框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人如此关心近亲，为什么

睾酮会对当地的婚配环境（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

产生反应，以及为什么人会内化社会规范（公平偏好来

自哪里？）。规范和制度等概念并没有被假设存在，而是

被理解为通过明确定义的进化过程而产生的。

其次，文化进化表明，在缺乏有意识的社会契约

或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制度如何出现，并以功能性的

方式运作，为社会或特定群体的利益服务。27事实上，

就像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一样，鱼不知道自己生活在

水中，大多数人也不了解我们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

规范的一夫一妻制就生动说明了一个制度如何代代

相传，极大地影响一个社会的社会动态和重要结果。

然而，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法律学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

不知道它运作的原因和方式，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

做”了什么。28在这里，文化进化提供了对基于亲属关

系的制度的基本理解，突出了一系列潜在的政策杠杆

以及通常未被认识到的潜在陷阱。

市场、宗教和群体间的竞争

为了理解在亲属群体之上更大规模合作的演变，

文化进化提供了一个由大量正式模型支撑的多层次

视角，29以分析群体间竞争和冲突的影响。这种方法揭

示了社会内较小群体（如家庭、村庄和民族群体）之间

的密切合作如何破坏更高层次（如王国、国家和帝国）

的合作。30当社会中较小的群体对彼此过于团结或忠

诚，就更难激励人们纳税、打仗、修建运河等等。这种

多层次的进化视角使研究人员能够发现道德崩溃、合

作暴跌和冲突开始的断层线。这种方法也突显了实现

全球层面合作所面临的挑战。31

除了基于亲属关系的制度之外，推动大规模合作

的社会规范、信念和动机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

括市场制度、宗教和群体间竞争的驯化形式。以市场

为例，有多方面的证据表明，市场整合度越高，非个人

化的亲社会行为越多，包括对陌生人的信任、公平和

合作。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提出通过参与

市场，人们获得并内化规范，促进与陌生人互惠互利

交易。32例如，Enke使用全球民间故事数据库证明，这

与传统故事不谋而合，更大的市场整合与更大的道德

普遍主义和对陌生人的信任有关。33同样，在埃塞俄比

亚进行的行为实验表明，靠近市场的Bale Oromo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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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知姓名的他人合作得更好，因此能够更好地可持

续管理当地森林。34

文化进化论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几千年来的群

体间竞争塑造了宗教和仪式，扩大了合作和交换的范

围，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扩大。从经验上看，文化进化探

讨了不同宗教对家庭组织（亲属关系强度）、道德心

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和经济结果的影响。35例如，通

过经济实验和调查，几项研究表明，对强大的道德教

化之神或普遍因果力量的更强信念如何促进与不知

姓名的他人的更大合作和公平。这一发现尤其引人关

注的是，它让我们意识到，对这种神的信仰在大多数

人类社会中都是没有的，只是在过去几千年才出现。

同样，人们对世界宗教承诺的全球差异与关键的经济

偏好有关，包括普遍信任、对陌生人的利他主义和与

不知姓名的他人的互惠。36这种心理模式与更早研究

中的发现相一致，也就是将经济增长与有关来世的宗

教信仰联系起来。37

最后，文化进化也驯化了社会内部群体间竞争

的形式，激发了陌生人之间更高的信任和合作，以对

抗利己主义、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腐蚀性影响。文

化进化理论认为，群体间的竞争需要合作，从而导致

了促进合作的动机和实践的传播。为了验证这个想

法，Francois和他的同事们利用了一个自然实验。该实

验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银行监

管的变化增加了企业之间的竞争。38他们发现，这一政

策变化增加了竞争，反过来又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度在多年时间内逐步上升。作为补充，研究还使用

了德国的固定样本数据，表明当个人转向竞争更激烈

的经济部门时，信任度会上升，而当他们转向竞争较

弱的经济部门时，信任度会下降。研究小组在实验室

中证实，群体间竞争的加剧增加了人们与陌生人合作

的意愿，也增加了他们在普遍信任问题上表示“大多

数人都可以信任”的倾向。

思考、感受和感知

因为文化进化提出，人类大脑是在由不断变化的

制度、语言和技术构成的世界中进化的，所以该领域

已经准备好认识、研究并最终解释不同人群的心理差

异。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人类的大脑就像

数字计算机——信息处理硬件都是固定的。然而，越

来越清楚的是，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从个体遗传学

上使其信息处理适应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以及在一生中面临的挑战。例如，最近关于水稻农业、

灌溉、犁、畜牧业、亲属制度和城市化作用的研究试图

解释世界各地在道德心理、从众性、整体思维、群体忠

诚、规范紧密性、裙带关系、荣誉动机、个人主义、人格

结构和非个人亲社会性（对陌生人的信任）方面的变

化。39不同的制度不仅创造了不同的激励机制——正如

许多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而且在不同地方长大

的人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也不相同。也就是说，他们以

不同的方式感知、推理、感受和思考。40

这种心理差异意味着，相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

往往会由于潜在的心理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例

如，在加纳、印度和菲律宾进行的一项实地实验中，研

究人员随机分配工人，按个人计件率领取工资，根据

他们个人的生产力来支付工资；按集体计件率领取工

资，根据其小型工作集体的平均生产力来支付工资；

或按日薪领取工资，他们的工资与生产力无关。

引人关注的是，哪项政策创造的利润最高取决于

其面对的人口。在这三个国家中，印度是最具个人主

义色彩的国家，其个人计件率和集体计件率都使平均

绩效提高了约20%，与美国使用个人计件费的情况差

不多。在菲律宾，支付个人计件工资对绩效的提升效

果仅为10%左右（印度的一半），但集体计件工资的效

果并不比直接支付日薪好多少。在加纳，两种计件工

资方案所产生的绩效都没有比简单的日薪更高。提高

绩效的政策取决于人们带入劳动力市场的文化心理。



第4章——研究如何加强集体行动 131

事实上，使用来自全球11,702家公司的数据进行

分析显示，个人主义人群更集中的公司依赖绩效薪

酬的可能性更高。而看似未能采用最有效的管理实践�

（即不使用绩效薪酬）的做法可能代表着针对当地文

化心理的适当校准。这些结果以及其他许多结果表明，

标准经济模型中的许多见解最适用于具有特定文化心

理的社会。41文化进化为思考人类行为、心理和决策提

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将个人置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中，

有效地组织和解释由行为科学家发现的（主要是）文化

进化的启发和偏见的洪流。

战争、飓风、地震、流行病和其他冲击

文化进化论者认识到从火山爆发、瘟疫到战争和

飓风等各种冲击的核心重要性，研究了这些事件如何

影响人们的心理和塑造文化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冲击会强烈影响人们的社会性——将他们与社区

联系得更紧密，同时也会强化他们对社会规范的承

诺。研究人员通过各种自然实验、调查、经济游戏、心

理测量（来自文本分析）和自然主义观察发现，冲击加

强了当地群体内部的合作，强化了各项社会规范，增

加了人们的宗教承诺，也许奇怪的是，还使他们疏远

了普世道德。例如，在塞拉利昂，受十年前结束的内战

影响最严重的人与当地的内部群体更为合作，更信奉

宗教，但不太愿意与远方的陌生人合作。42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气候冲击塑造道德和合作的

方式似乎并不适合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所需的

全球合作。为了促进这种大规模的合作，文化进化建

议，也许有一些方法可以将过去上万年来激发合作的

一些进程扩大。首先，我们可以以更良性的方式利用

群体间的竞争，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国家层面，以增加

合作。43其次，我们可以利用进化出来的相互依存心理

和民族心理来创造一种泛人类的联系感和一种扩大

道德范围的全球认同感。44第三，鉴于我们强烈倾向于

效仿最成功、最坚定的著名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带

头做出代价不菲的亲社会行为，展示他们希望别人做

出的承诺，而不是等着看其他人是否会合作，并由此

促进更大的合作。45

综上所述，快速发展的文化进化领域包含丰富的

人性理论概念，为如何思考和研究文化变革、经济发

展和社会政策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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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4.4

信任和规范在非洲依法纳税中的作用
Odd Helge Fjeldstad和Ingrid Hoem Sjursen，挪威米克尔森学院

税收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正式制度，在人民和政府

之间的社会契约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是政府资助造

福社区的公共服务和方案的重要收入来源。它还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用于探讨人们如何在不同的背

景下与制度接触，以及文化、信念、规范和观念在决定

遵守政策等问题中的作用。本篇重点文章综合了与依

法纳税和逃税相关的决定因素的最新研究结果，重点

关注发展中国家。

调动国内收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至关重要。然而，逃税行为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一

项重大挑战。研究和政策制定者通常关注基于法律的

合规，以及审计和处罚等正式规则和制度在减少逃税

方面的作用，这些通常被称为强制合规。1最近，自愿合

规2——激励依法纳税的非正式规范和信念，特别是信

任和规范——得到了更多的关注。3在执法能力薄弱的

国家，自愿合规可能特别重要。4本篇重点文章先谈到

了一个简短的理论背景，即更深入理解信任和规范如

何增强我们对自愿合规的理解。然后，文章研究了这

些因素在不同背景、纳税人和税基下的差异，以及这

些差异影响自愿合规的方式。本文最后一部分将讨论

其政策意义。

更深入理解信任和规范可以增强我们对依法纳税的理解

信任（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或机构会按照他们对

积极行为的期望行事）5会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6理论

研究强调了信任对政府和税务管理以及对自愿纳税

的重要性。Kirchler、Hoelzl和Wahl (2008)提出了一个

理论框架，其中对税务机关和当局权力的信任是依法

纳税的主要决定因素——信任促进自愿合规，权力导

致强制合规。当纳税人信任税务当局，并认为它是仁慈

的、为公共利益而工作时，即使没有强有力的管理和执

行，纳税人可能也还是觉得有义务遵守决策、政策和规

则。7Prichard等(2019)为税收改革和合规制定的概念

框架强调了信任的四个关键驱动因素：公正（税收制度

设计和管理公正）、公平（公平分配负担，每个人都支付

自己的份额）、互惠（税收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和问责

（政府对纳税人负责）。虽然公正和公平是税收体系的

特点，但互惠和问责涉及更广泛的治理问题。公平层面

意味着，除了对税务机关的信任外，对其他公民的信任

可能是依法纳税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个人和社会规范都被认为是税务合规的重要决

定因素（表S4.4.1）。8社会规范对依法纳税的重要性在

于，因为人们关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与这些看法

相关的社会制裁和奖励，9或者因为他们想像其他人

一样做事。重要的是，个人规范和社会规范可能不一

致，人们可能并不总是按照自己的个人规范行事。10一

些研究已经确定了多元无知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群体成员个人拒绝接受某项规范，但认为大多

数其他人接受这项规范。11当存在多元无知现象时，提

供有关他人观点的信息已被证明可以改变税收行为12

和其他领域的行为。13因此，要了解纳税人的行为，重

要的是要确定和分析与依法纳税相关的个人和社会

规范，并调查影响个人和社会规范的各种因素。区分

个人规范和社会规范是制定有效政策以提高理想结

果的先决条件。14从经验上看，大量的实地和实验室实

验文献表明，个人和社会规范相互影响，两者都会激

励行为，但社会规范对行为的影响比个人规范更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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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规范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

有所不同，并影响依法纳税

依法纳税问题很难测量，因为个人通常试图隐藏

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和态度。16对自愿合规决定因素的

实证调查通常使用来自大型数据库的调查问题，如

Afrobarometer和“世界价值观调查”，询问受访者认

为不纳税是否是错误的、应受惩罚/合理的，或者税务

机关是否有权让人们纳税（图S4.4.1）。17在所有国家，

一般受访者认为，不为收入纳税至少是“错误的，但可

以理解”，他们更倾向于同意而不是反对税务机关始

终有权让人们纳税的说法，但不同国家之间的调查结

果存在很大差异。

基于此类调查测量结果的研究表明，在国家内

部，自愿合规与更强的民族认同感、18对税务机关的信

任19以及受访者感觉政府能公平对待自己所属的种族

群体呈正相关；20根据Prichard等(2019)的框架，这之

中的最后一项是信任的重要驱动因素。此外，自愿合

规与公民感知到的依法纳税社会规范以及对提供公

共服务的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21然而，肯尼亚、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和南非在自愿合规的相关

性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22虽然这些研究对自愿合规

的相关性提供了有趣的见解，但它们并没有为各项决

定因素对自愿合规的影响机制提供因果证据或解释。

历史在塑造当前的信任和规范方面的分量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愿合规变化背后的因果机制，

有一部分文献研究了历史根源和文化遗产对自愿依

法纳税的影响。23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并与原籍国或民

族相结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会影响人们对他人

的信任——例如，信任来自同一种族群体的人，或者�

（不太）信任来自其他种族群体的人——以及对公共

机构的信任。24例如，有证据表明，在当今非洲部分地

区的经济发展与奴隶贸易之间的负面关系中，信任是

一个重要的因果机制：属于更容易受到奴隶贸易影响

的种族群体的个人对其亲属、邻居、其他同种族人和

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25此外，由于个人对奴隶贸易

的接触程度不同，其对公共机构和社区的信任度也存

在差异，这也解释了几个国家自愿依法纳税情况的差

异：信任度更高的个人，其依法纳税程度也更高。26

乌干达的一项研究发现，历史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因为乌干达历史上集中地区的人们对中央政府和公

共机构不信任，但当他们生活在人际信任度较高的地

区时，他们可能愿意遵守规则并纳税。27信任影响自愿

依法纳税，而信任受历史形成的群体异质性的影响。

因此，历史事件和社会组织继续通过信任和社会规范

来塑造当前的自愿依法纳税行为。这一发现与制度经

济学中更广泛文献中的结果有关，即历史可以通过早

期制度的演变和持续存在对当今的结果产生影响。28

信任和规范影响应对依法纳税方面的挑战

个体经营者逃税的机会

个体经营者比受薪工人有更多机会少报收入——

因为他们的收入更多是自行申报，而不是由第三方报

告29——而且更有可能利用这些机会。30逃税的机会可

能会影响人们的自愿纳税义务。研究表明，个体经营

表S4.4.1 规范的类型及示例

个人规范或态度
（道德规范）

社会规范	
（“一种个人倾向于遵守的行为规则，前提是他们相信(a)他们的参考网络中的大多数人都遵守该行为规则（经验性期望）， 

以及(b)他们应该遵守该行为规则（规范性期望）”；Bicchieri 2016，p. 35）

描述性规范（经验性期望） 禁令规范（规范性期望）

我认为做什么才是
正确的 我相信别人会做什么 我相信大多数人认为我应该做什么

资料来源：	Bicchieri 2016；Cialdini、Kallgren和Ren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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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税收和税务机关的看法低于其他纳税人。31逃税

现象在许多个体经营者中也很普遍。32

向富人征税：是崇高的目标还是不切实际的期望？

一些研究认为，“向富人征税不足不仅会影响收

入，还可能破坏人们对税收体系更广泛信任，削弱社

会契约。”33因此，有人认为，“更有效地向富人征税不

仅对增加收入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建立对税收体系

的信任至关重要，从而为税收和实现长期利益提供更

持久的政治支持。”然而，在大多数非洲国家，通过税

收进行再分配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选举问题，34也不是

其公民的优先考量。35在Afrobarometer调查中，大多

数国家受访者对富人需要缴纳的税款这个问题的一

般回答更接近于“大约正确的数额”，而不是“太少”。�

尽管所有国家的一般受访者都更接近于同意而不是

反对富人应该按更高的税率纳税以帮助穷人这一说

法，但许多国家对该说法的支持比例相对较弱（图

S4.4.2）。

图S4.4.1 非洲国家的大多数国民认为不为收入纳税至少是“错误的，但可以理解”，并且他们更倾向于同意而不是反对税务机关

始终有权让人们纳税

完全没错 错误的，但可
以理解

错误的，并且
应该受罚

马里
尼日尔
加纳

喀麦隆
塞拉利昂
布隆迪
利比里亚

斯威士兰王国
塞内加尔

南非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几内亚
科特迪瓦
毛里求斯
马达加斯加
纳米比亚
突尼斯
马拉维
赞比亚
博茨瓦纳

加蓬
埃及

肯尼亚
贝宁
多哥

摩洛哥
莱索托

布基纳法索
莫桑比克
尼日利亚
津巴布韦
乌干达

阿尔及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苏丹
佛得角

人们不为收入纳税是...

强烈
反对

反对 不赞同也
不反对

赞同 强烈
赞同

塞拉利昂
马拉维
突尼斯
莱索托
马里
加纳
尼日尔
塞内加尔
利比里亚
博茨瓦纳
津巴布韦

南非
肯尼亚
纳米比亚
乌干达

斯威士兰王国
赞比亚
几内亚
喀麦隆
加蓬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马达加斯加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莫桑比克
摩洛哥
毛里求斯

埃及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苏丹
阿尔及利亚

多哥
贝宁
佛得角

税务部门始终有权让居民纳税...

注：	左图的调查问题是“请问以下情况是完全没错；错误的，但可以理解；或者错误的，应受惩罚：不缴纳他们所欠的收入税”，右图的调查问题则是“请问你是同意还
是反对：税务机关始终有权让人们纳税。”
资料来源：	基于Afrobarometer第6轮调查结果，2014/2015年(https://www.afrobarometer.org/，2024年1月25日访问）。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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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多元化的社会中建立再分配联盟可能特

别困难，36因此，任何推动更广泛的再分配议程以造福

穷人的努力都往往十分不足。37虽然我们赞同“向富人

征税的时候到了”的说法，但许多非洲政府的重点是

通过扩大税基，将更多的个人和公司纳入税网来增加

收入。富有的精英阶层可能几乎不会受到这些改革的

影响。这反映在Mick Moore所说的税务管理部门痴迷

于登记新的纳税人，其中大多数是小型企业和穷人。38

这种做法与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未纳税收入的

主要来源是非正规部门的想法有关。39向非常富有的

人征税的政策并不容易实施。40

企业纳税人：信任和可预测的税收体系

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大中型企业占税收收入的

大部分。他们的自愿遵从很可能受到与个人和小公司

不同的因素的影响，需要以不同的概念来理解。41与个

人的自愿遵从相比，企业的自愿遵从在更大程度上可

能是由自身利益驱动的。42可预测性是企业纳税人关

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它可以增强信任度，使企业能够

对未来进行适当的预算和做出现实的计划。43它还确

保了公司将受到与竞争对手一样的待遇。关于公平和

公正的问题对企业来说往往很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

图S4.4.2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通过税收再分配不是一个突出的选举问题，也不是其公民的优先考量

远远太少 太少 差不多合适

毛里求斯
突尼斯

加蓬
塞内加尔
利比里亚

摩洛哥
尼日利亚

加纳
肯尼亚

塞拉利昂
安哥拉

博茨瓦纳
科特迪瓦

马里
纳米比亚

尼日尔
喀麦隆

布基纳法索
苏丹
多哥

佛得角
南非
贝宁

津巴布韦
莱索托
几内亚
冈比亚

埃塞俄比亚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
乌干达
马拉维

斯威士兰王国

富人纳税的金额

赞同强烈反对

津巴布韦
安哥拉
尼日尔
冈比亚

利比里亚
苏丹

纳米比亚
斯威士兰王国

塞拉利昂
贝宁

莫桑比克
莱索托

博茨瓦纳
乌干达

尼日利亚
几内亚

多哥
南非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佛得角
喀麦隆

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

马里
肯尼亚
赞比亚

加纳
摩洛哥
马拉维

毛里求斯
加蓬

塞内加尔
突尼斯

让富人承担更高税率是公平的

不赞同也
不反对

反对

注：	针对左图数据的调查问题是“你认为[这个国家的]富人需要缴纳的税款太少、太多还是大约正确的数额？”针对左图数据的调查问题是“你同意还是反对以下说
法：为了向惠及穷人的政府计划提供资金，以比普通人更高的税率向富人征税是公平的。”
资料来源：	基于Afrobarometer第8轮调查结果，2019/2021年(https://www.afrobarometer.org/，2024年1月25日访问）。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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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盈利能力和运营的可预测性。44例如，同一

行业的其他公司是否承担着同等的税收负担？当企业

相信政府正在资助对他们有利的服务和活动，以及当

他们在制定这些决策中有发言权时，他们也更有可能

遵守规定。45因此，提高税收执行的可预测性和公平性

可以促进企业自愿遵从并支持改革。46

对非正规部门征税

贫穷国家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发生在难以征税

的非正规部门。47直到最近，税务管理部门往往很少优

先考虑这一问题，因为以现金计算，努力的回报可能

很低，而且征收可能很困难。从经济和行政角度来看，

不对众多穷人征税是有道理的。增值税制度通常对穷

人大量消费的基本商品免税，所得税法通常排除收入

低于一定门槛的个人和实体。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家

税务机构引入了针对非正规经济的特别推定税——根

据工人从事的工作类型，基于他们的推定收入而非实

际收入征税。48

更广泛的税收网络并不总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

由强调排除边际纳税人优势的计算驱动了税收改革，

这一定是个令人担忧的原因。49如果贫穷国家的实际

税收负担得到公平、有效的分配，这就不是什么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它们往往严重依赖于少数

注册的正规公司。

有证据表明，企业规模与逃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呈

负相关或U字型，这意味着小企业更有可能逃税。50这

种逃税行为可能导致不公平竞争，从而破坏信任，并

对中等企业的自愿纳税义务产生负面影响。51因此，关

于改善中小企业税收的一个论点是，这对于确保公平

和提高自愿遵从很重要。因此，质疑纯粹以效率为由

将较小的纳税人排除在税收网络之外的论点，并探讨

扩大税收网络的潜在政治和收入优势，同时仔细考虑

这样做的行政影响，这就有了意义。

解决逃税问题的政策杠杆：在正式法律法规之外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历史、种族多样性以及税收

的使用方式可能会对人们自愿依法纳税以及对政府

和其他公民的信任产生重大影响。自愿依法纳税也可

能因纳税人群体（例如，个人和企业）、不同税收（例

如，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税收执行方式而异。从这些

文献中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是，旨在改善非洲国家对

税收的态度的政策应注意加强一般的信任环境。52这

与认真对待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并结合传统经济思

维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关。53因此，在处理逃税问题

时，必须摒弃纯粹的技术官僚方法。关于税收政策的

建议，包括审计方法和更好的税收设计，是有价值的，

但必须放在更广泛和个案的背景下，特别是考虑到许

多非洲国家的特点。

要解决根深蒂固的逃税规范，第一步是了解事物

在特定背景下的实际运作方式，而不要被我们对税收

体系根据良好治理运作的期望所影响。这就需要对国

家和地方的背景及制度进行更有力的分析，特别是关

于纳税人对税务管理部门和依法纳税社会规范的信

任度。提高自愿依法纳税还需要彻底分析纳税人和税

务管理的不同部门及其所处环境，以了解关键参与者

的规范和激励措施。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得出了一套双管齐下的改革

方法。第一个方面涉及制定针对逃税动机和机会的政

策工具。除非纳税人认识到被抓的惩罚比潜在收益严

重得多，否则他们将继续冒着风险逃税。当然，这需要

强制执行相关规则，取决于高层减少逃税的意愿。第

二个方面必须超越法律和监管改革，以解决逃税的根

本原因。许多为税收管理制定更严格规则的努力都失

败了，因为非正式的做法仍在继续。改变社会规范和

心态比引入新法规要困难得多，部分原因是社会规范

根深蒂固。成功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者必须

牢记这一点，当他们在实施改革过程中面临挑战时，

不要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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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可以在几代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中

持续存在。54但当它们发生变化时，进展可能很快——

例如，当发出新的公共信息之后。55行为临界点——也

就是说，当足够多的人对现有社会规范（或对新的社

会规范）产生强烈态度时——对规范的改变是决定性

的。在依法纳税的社会规范被误解（低估）的情况下，

提供有关他人观点的事实信息可能会提高遵从性。56

教育可以被设计用来帮助纳税人了解纳税的重

要性和如何纳税。各国都开展了广泛的纳税人外联和

教育活动。57例如，坦桑尼亚税务局正在与中学合作，

将税务教育纳入主流课程。政府的纳税人教育和外联

方案通常会吸引关于国家建设的叙事。这些方案是有

价值的，但它们要做的不仅仅是频繁强调人们为什么

应该纳税，还应强调纳税人的身份、纳税方式以及纳

税人能得到的回报。58

建立信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有能力证

明税收为纳税人带来了公共服务和更广泛的利益。59

当政府能够证明这些联系时，就有可能为更有效的征

税及遵从性建立有意义的民众支持。60这与更透明和

可预测的税收制度相结合，可能会增强非洲人们对税

收的积极态度，并得到其对更有效征税的支持。

改善服务交付可能对鼓励自愿依法纳税至关重

要，抓住机会在与纳税人建立信任方面进行更持久的

投资也是如此。61建立这种信任的起点在于提高税收

体系的基本公平性。尽管关于建立自愿依法纳税的讨

论往往集中在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上面，但改善公平

度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62这些改进也能更直接地由

税务管理部门进行控制，与其可能正在进行的改革以

及建立自愿或准自愿依法纳税的目标保持一致。税务

管理部门的腐败现象仍然是提高信任和自愿依法纳

税的主要障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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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类发展——包括能动性——扩大了人作为“能够做有
效事情的主体”的可能性。那么，如何最有效地扩大能动性，
以促进集体行动并应对全球挑战呢？

即使持续存在偏好、信念和利益方面的差异，但缩小能动性
差距可以支持建立和追求共同目标，例如提供全球公共产
品。因此，扩大能动性可以加强集体行动。制度可以通过以
人为本、共有性和面向未来等特点，将人类能动性和大规模
集体行动联系起来。

第5章

扩大集体行动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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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对人类发展造成

的损失（第1章）反映了在应对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等

全球挑战方面集体行动不足或缓慢。这并不是因为缺

乏该怎么做的知识。为能源转型提供动力的技术或

拯救生命的疫苗要么已经到位，要么已经迅速开发出

来——但我们大规模集体行动的能力还不够（第2章）。

制度和行为密切相关（第4章）。长期以来，政策一

直侧重于根据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套普遍的固定假设，

进行制度设计和干预，淡化了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及其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利用行为科学和文化

作用的见解，扩大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可以拓宽一套

选择方案，以加强集体行动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第4

章）。要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类能动

性的作用：人类拥有维持价值观、设定目标以及做出

可能促进或不促进其幸福感的承诺的能力。1

加强人类发展——包括能动性——扩大了人作为�

“能够做有效事情的主体”的可能性。2 那么，如何扩大

能动性，促进集体行动，应对全球挑战呢？

这个问题激发了本章的灵感。幸福感的进步可以

为能动性提供支持——知识、健康和物质手段增强了

人作为主体的可能性——但这种关系绝不是自动发生

的。事实上，本章记录了能动性差距——人无法成为或

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变革的主体——这种差距持续存在

或正在扩大，即使世界正达到收入、健康和教育成果

的最高水平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成就。重点是能

动性差距如何阻碍集体行动，以及它们如何与在生活

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不断加剧的不安全感和痛苦感

联系在一起。例如，当今世界上只有大约一半的人觉

得对自身的生活有极高的控制力（这是能动性的代表

指标）。在影响集体决策方面，觉得自己有控制力的人

的比例下降得更大，因为只有31%的人觉得自己对政

府的决策有发言权。3

这些能动性差距与缺乏应对共同星球上的共同

挑战所需的集体行动同时存在。对全球相互依存关系

管理不当反过来可能进一步侵蚀人类发展（第1章）并

让两极分化有机可乘，导致集体行动陷入僵局（第2

章）。为了摆脱这种僵局，本章探讨了即使偏好、信念

和利益的差异仍然存在，如何通过缩小能动性差距支

持建立和追求共同目标，例如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本

报告认为，通过这种方式缩小能动性差距可以加强集

体行动。它进一步认为，扩大能动性需要成为促进福

祉成就的补充政策目标，制度可以通过以人为本、共

有性和面向未来等特点，将人类能动性和大规模的集

体行动联系起来。

能动性差距如何阻碍集体行动

尽管2020-2021年人类发展指数值有所下降，此

后的恢复也存在不平等现象（第1章），但在人类发展

的福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扩大成就和自由以过

上更好的生活。与此同时，人类发展的能动性方面4�

（人类拥有维持价值观、设定目标和做出承诺的能

力，5这意味着具备有目标地生活的能力）作为一个决

策目标，尤其是追求集体成果所需的目标，相对被忽

视了。6 能动性增强了人的能力，并与心理健康呈正相

关。7 这也是使我们的世界向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转变

的关键，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载的愿望。8

“能动性差距在多个层面上拉开，限制了
人作为变革主体支持集体行动的能力。”

能动性差距在多个层面上拉开，限制了人作为变

革主体支持集体行动的能力。它被阻碍集体决策的不

平等和权力不平衡所限制。9

集体行动的不足：尽管进行了前所未

有的协调，但仍限制了合作

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人类的极端社会性，10

反映在涉及世界各地个人的协调行动中。市场涉及参

与者之间的互动，尽管大多数参与者可能永远不会相

遇，但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第2章）。各国政府实施了

广泛的社会保险方案，至少有37亿人享受了一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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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福利。11 教育系统为全世界16亿儿童提供学校教

育。12 尽管这些数字仍然不足，但代表了巨大的成就。

多边机构，特别是联合国，致力于维护人权、促进

发展和促进和平。联合国召集国际条约缔约方，促成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8次会议

上设立损失与损害专项基金等协议，30多亿人将从中

受益。13 民间社会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4在

扩大可能性范围的社会运动的支持下，支持妇女，女同

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酷儿、双性人或其他

性行为少数群体；土著人民；残疾人等的权利。社交网

络促进了约54亿互联网用户之间的即时信息交换。15

尽管这些成就往往反映了在应对协调挑战方面

取得的进展，但国际集体行动却远远不够。例如，在气

候变化问题上，以下缺点反映了合作进展较少：

•	市场没有考虑到外部性，但一些外部性现在已经达

到了全球范围的规模。例如，碳价格大大低估了与温

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成本，16加剧了全球不平等现象。17

•	各国政府已经动员了大量投资来促进能源转型，

但尚未达到所需的规模。2023年，各国政府为清洁

能源投资拨款约1.34万亿美元，自2021年以来增长

了25%。18 但这一努力如与化石燃料补贴比较，就不

免相形见绌：2022年为7万亿美元，高于2015年（《巴

黎协定》通过时）的4.5万亿美元。19 政治两极分化加

剧，影响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使政府行动更加

困难（第6章）。20 融资限制是政府行动的另一个障

碍，避税和逃税加剧了这一障碍：在全球范围内，跨

国公司已将36%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21

•	多边安排未能汇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巴黎协定》愿望所需的资源。支持中低收入国

家减缓气候变化的年度目标尚未实现，尽管1000

亿美元的资金仅占全球经济的0.1%（约100万亿美

元）。22 损失与损害专项基金每年收到总额超过6亿

美元的认捐，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和损害估计

每年高达4000亿美元。23

•	民间社会已经扩大，但也面临阻力。24 当人们真正

动员起来时，他们在占领公民空间和行使权利方面

往往受到限制。25 在一些国家，环保活动人士面临暴

力镇压和迫害；2012年至2022年间，有近2000名环

保活动人士被杀害。26

“能动性差距既是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
善的原因，也是结果，在这种恶性循环中，
应对相互依存关系的集体行动不足会导
致人的生命遭受代价高昂的损失。”

能动性差距正在破坏集体行动

能动性差距既是相互依存关系管理不善的原因，

也是结果，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应对相互依存关系的

集体行动不足会导致人的生命遭受代价高昂的损失。

（第1章），并导致不安定性27和人的不安全感。人的不

安全感加剧了两极分化，导致许多人倾向于民粹主义

（第2章）。28 保护主义立场往往与民粹主义联系在一

起，29使应对全球挑战的集体行动进一步复杂化。

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影响了民主规范和做法，

表现为追踪人塑造集体结果能力的指标出现下滑�

（第1章）。30

民主规范和做法遭受侵蚀与其说是支持民主作

为理想的危机，不如说是认为无法实现这一理想的制

度的危机。31 有一个新出现的民主悖论：近90%的人

认为民主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支柱。但对可能绕过民主

进程基本规则的领导人的支持却明显增加（图5.1）。如

今，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表示支持这些领导人。

人们正在质疑集体行动的一些核心原则。对可能

破坏民主规范和做法的领导人的支持率有所增加，与

此同时，对军人统治的偏好也有所增加，目前已占到

总人口的39%（图5.2）。32 这种明显的悖论（对民主的

承诺以及对破坏民主的领导人越来越多的支持）反映

了在根据世界各地人民不断变化的需求调整当前制

度方面的僵局——在相互依存模式不断变化的情况

下，这些制度不符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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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能动性差距可以强化能够加强集

体行动的能动性并使其合法化

缩小能动性差距可以通过提高感知到的制度的

合法性来增强集体成果（见第4章专栏4.7）。缩小能动

性差距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他们信任的制度参

与公共理性和决策。这种信心反过来又植根于人们相

信制度能够实现他们应该支持的集体行动成果这一

信念。对制度的信心不足反映出在实现这些集体行动

成果方面存在不足。虽然经济冲击（如失业率上升）不

会影响普遍的信任或人们乐于助人的信念，但它们与

对国家议会（包括欧盟成员国的欧洲议会）和政治人

士等制度的信任下降密切相关。对联合国的信任受影

响较小，这表明经济负面冲击与人们对机构和个人信

任下降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而这些机构和个人被期

望能更直接地关注共同利益（图5.3）。

基于这一推理，我们使用两个代表变量来评估能

动性差距。首先，能动性差距可通过报告对自己的生

活没有控制力或只有有限的控制力的人口百分比来

衡量。其次，能动性差距可通过报告自己的声音在政

治体系中没有被考虑到的人口百分比来衡量。33 世界

上大约有一半的人表示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力。在

影响集体结果方面的能动性差距还要高得多，全世界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他们对政府的决策几乎没有

影响力（图5.4）。34

人们越觉得自己的声音在政府中无法被听到，他

们对政府的信心就越低，无论他们认为当局的腐败

程度高低（图5.5）。反过来，人们感知到的政府腐败程

图5.1 民主悖论？在坚决支持民主的同时，也对可能破坏民主的领导人支持增加

对民主制度持正面评价的人口百分比

对可能破坏民主的领导人持正面评价的人口百分比

1994-1998

1999-2004

2005-2009

2010-2014

2017-2022

多数人对民主制度持正面评价，
但同时也正面评价可能破坏民主的领导人

多数人对民主制度
以及不破坏民主的领导人

持正面评价

60

50

40

30
40 1009080706050

注：	数据是代表全球76%人口的一组国家的人口加权平均值。纵轴的人口百分比是指受访者回答拥有一个不必为议会和选举费心的强势领导人 
“非常好”或“相当好”。横轴的人口百分比是指受访者回答拥有民主政治制度“非常好”或“相当好”。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多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Inglehart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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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表明其对政府的信心越低。因此，尽管解决腐

败问题是增强对政府信心的核心（正如人们普遍的认

识），但通过赋予人们更多的能动性（以他们感知到的

对政府决策的发言权来衡量），也可以在感知到腐败

的各个层面增强对政府的信心。35

缩小能动性差距以促进集体行动

缩小能动性差距可以加强集体行动，特别是在需

要合作的情况下。事实上，能动性为超越自身利益的

合作开辟了空间。36 如果“对他人的关心直接影响到

自己的福利”，37那么这与促进自身的福祉有关。但是，

当合作源于超越促进自身福祉的承诺时，38我们就进

入了能动性的领域。39

当能动性包括追求与集体成果相关的承诺时，缩

小能动性差距可以促进合作，但重要的是要了解可能

促进或阻碍这种联系的机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能动

性（按照相信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来衡量）与普

遍信任（对合作很重要）之间的联系已经减弱；在报告

对自己的生活有高度控制力的人中，不信任他人的比

例大幅增加。三分之一的全球人口表示，他们能够控制

自己的生活，但对人缺乏信任（图5.6）。反过来，世界上

拥有高度能动性和信任他人的人口比例大幅下降。

因此，了解可以解释能动性差距与集体行动之间

联系的因素至关重要。这些因素可能影响缩小能动性

差距与合作前景之间的关系，包括不平等现象、权力

失衡、人类不安全感、缺乏审议空间以及不利于合作

的社会规范。克服这些挑战才能增强在缩小能动性差

距之后加强合作的可能性。40

不平等现象和权力失衡塑造了能动性

不平等现象影响着不同的能动性差距。在收入分

配处于后50%的人之中，报告对自己的生活控制力

极低的人的比例急剧下降（图5.7）。也就是说，在收入

分配处于后50%的人之中，能动性随着收入增长而增

加。在最底部，缺乏能动性的情况尤其严重（最低10%

分位人群的能动性差距是60%分位及以上人群的三

倍）。因此，基本能力（如健康或获得基本的书写和算术

技能）可能是对能动性的约束（除了已知的人会被剥夺

幸福感的影响之外）。41 此外，报告对自己的生活有很

高控制力的人的比例极低，其比例在后50%的人之中

相对平均，但随着收入增加，在60%分位及以上的人

之中逐步上升。因此，收入不平等往往与人类发展中的

其他不平等交织在一起，从而塑造了人的能动性。

反过来，收入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与对政治感兴

趣的不平等有关，将不平等与影响集体行动结果的过

程联系起来。收入越低的人对政治越不感兴趣，越有

可能回答从未参加投票（图5.8）。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

更为密切：教育水平越低的人对政治越不感兴趣，越

有可能回答从未参加投票（图5.9）。

收入和教育成就在政治参与方面造成的这些不平

等现象可能会加剧权力失衡状态下形成的集体结果的

偏见，并促使政治决策朝着更强大的人的利益倾斜。42

图5.2 在1994-2022年间，大量且越来越多的人口支持可能绕

过民主规范和做法的领导人

25

35

45

55

人口百分比
支持可能破坏民主的领导人

支持军人统治

1994–
1998

1999–
2004

2005–
2009

2010–
2014

2017–
2022

注：	数据是代表全球76%人口的一组均衡国家的人口加权平均值。支持可能破
坏民主的领导人的人口百分比是指受访者回答拥有一个不必为议会和选举费
心的强势领导人“非常好”或“相当好”。支持军人统治的人口百分比是指受访者
回答拥有军人统治“非常好”或“相当好”。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多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Inglehart
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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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经济冲击与对制度的信任降低存在关联——但与对联合国的信任度以及对彼此的信任度之间的关联较弱

失业率差异（百分点） 失业率差异（百分点）

失业率差异（百分点）

对其他人的信任度

信任程度的差异

失业率差异（百分点）

对国家议会的信任度

信任程度的差异

对政治人士的信任度

信任程度的差异

0.2

相信人们乐于助人

信念的差异

0.3

0.1

-0.1

0

0.1

-0.3

-0.2

0

-0.1

0.3

0.2

0.1

-0.1

0

0

-0.2

-0.3

-0.1

0.1

对欧洲议会的信任度

信任程度的差异

失业率差异（百分点）

-0.4

-0.3

-0.2

0

-0.1

对联合国的信任度

信任程度的差异

失业率差异（百分点）

-0.2

-0.3

-0.1

0

北方 南方 中部 东方

-10 0 10 -10 0 10

-10 0 10 -10 0 10

-10 0 10 -10 0 10

注：	各图绘制了24个欧洲国家各地方区域按欧盟标准地区统计单元的聚合情况。关于信任程度的数据基于对欧洲社会调查的回答。在欧洲债务危机之前
（2004年、2006年和2008年）和危机之后（2010年、2012年和2014年）收集的观察结果之间存在差异。
资料来源：	Algan等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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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对集体行动的能动性差距大于对自身生活控制力的能动性差距

对自身生活的控制力

全球超半数的人表示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 

在政治体制中发声

接近七成（或68%）的人表示他们对政府决定几乎没有影响力 

注：	能动性是指人作为动因，能够根据自己的承诺做有效的事情的能力(Sen 2013)。它体现为两个指标：报告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受访者比例（按1-10的
范围衡量，其中1-3表示严重的能动性差距，4-7表示中等能动性差距，8-10表示无能动性差距）以及报告称能够在政治体制中发声的受访者比例（回答“许
多”或“很多”的人）。使用微观数据和各国同等权重计算数据。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2017-2022）的数据（Inglehart等，2022）。

图5.5 减少腐败能增加对政府的信心，缩小能动性差距也有同样效果

对政府的信心（各类别的百分比）

极高 很高 一些 极低 根本没有

当局参与腐败：

没有

少数

大多数

在政治体系中的发言权（代表能动性差距）

全部

80

60

40

20

0

注：	使用微观数据和各个国家占同等权重的方法进行计算。使用微观数据和各国同等权重进行计算。对国家政府有信心意味着回答“极高”或“很高”的信
心（其他选项：“不高”或“根本没有”）。对制度的能动性依据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你认为贵国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像你这样的人对政府的行为
有发言权？”对腐败的感知程度依据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在国家当局中“你认为有多少人参与了腐败？”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的数据（Inglehart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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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控制自身生活的能动性与信任

…对他人缺乏信任

…对他人有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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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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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对自己的生活有高度控制
力的人口百分比以及…

1989–1993 1994–1998 1999–2004 2005–2009 2010–2014 2017–2022

注：	数据是代表全球76%人口的一组均衡国家的人口加权平均值。对于自身生活控制力的能动性按回答高控制力的人进行衡量（1-10分范围内达到8-10分）。 
对他人的信任通过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来衡量：“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还是你在与人打交道时需要非常小心？”所有数据是基于个人层
面的数据，交叉比对这两项条件（对于自身生活控制力的能动性和对他人信任或不信任）。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Inglehart等，2022）。

图5.7 对能动性（自身生活的控制力）的看法是由收入决定的

无能动性差距
（自身生活的控制力，在每个收入十分位数人口中所占百分比） 严重的能动性差距

收入十分位数（在国家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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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使用微观数据和各个国家占同等权重的方法进行计算。无能动性差距衡量的是感觉对自己的生活有控制力的人口比例（按1-10的范围衡量，得分为
8-10分的选项）。严重的能动性差距衡量的是感觉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控制力或只有极低控制力的人口比例（按1-10的范围衡量，得分为1-3分的选项）。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的数据（Inglehart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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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不安全感导致能动性下降

在受访者中，表示对生活的某些方面不安全感更

强的人对自身生活的控制力也较低。随着感知到的人

类不安全感的增加，能动性逐渐下降，这种情况在世

界所有地区都存在（图5.10）。人的安全感是一个多维

度的概念，与人们摆脱恐惧、匮乏和侮辱有关。43 当人

们害怕参与社会生活或随意使用公共空间和审议机

制时，人类的不安全感会限制其能动性。44

对人类不安全感的感知也会影响到普遍信任（合

作的关键）。感知到的不安全感越高，报告普遍信任的

人的比例就越低，这种关系在人类发展指数水平越高

的国家越强（图5.11）。此外，在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

家，感知到的不安全感与对民主的支持率较低以及对

将暴力作为政治行动手段的容忍度较高有关。45

人们对人类不安全感的感知较高，也与对政府三

个部门——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信心不足有

关（图5.12）。这种关联性随着人类发展指数水平的下

降而变得更强。但对人类安全感的感知与对制度的信

心之间的关联关系转变为因果关系是有难度的。因果

关系可以通过对人类安全感的感知来调节；如果是这

样，这种关联反映了制度在提供人类安全感的能力方

面的不足。如此一来，直接解决人类安全感问题不仅

可以恢复信任，还可以提高对制度的信心。这两种渠

道都可以加强集体行动。

人类安全感的视角可以整合政策目标和议程，考

虑到从对社会凝聚力的关注（重点5.1）到人在自然中

的嵌入性等问题。46

通过公共理性和审议，促进以能动性加强集体行动的条件

培养能够形成超越群体边界的集体信念的条件，

可以缩小能动性差距，加强集体行动。在公共决策中

促进有意义的公民参与意味着人们感到自己的声音

被倾听和被考虑——这不仅是一种利益的表达，也是

图5.8 收入越高的人表示对政治和投票感兴趣的可能性越大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从不参加投票（占人数的百分比）

对政治感兴趣（占人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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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5 40 45 50 55

注：	使用微观数据和各个国家占同等权重的方法进行计算。“从不参加投票”是
指关于在全国选举中投票行为的回答。收入反映了主观收入水平，并以1-10的量
表进行衡量，然后将其重新编码为三组：低（1-3）、中（4-7）和高（8-10）。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的数据（Inglehart
等，2022）。

图5.9 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表示对政治和投票感兴趣的可能性越大

低教育程度

中等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程度

从不参加投票（占人数的百分比）

对政治感兴趣（占人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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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使用微观数据和各个国家占同等权重的方法进行计算。“从不参加投票”是
指关于在全国选举中投票行为的回答。教育水平根据受访者达到的最高教育水
平进行分类：低教育程度（初中教育及以下）、中等教育程度（高中教育和中学后
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程度（高等教育及以上）。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的数据（Inglehart
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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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感知到的人类不安全感越高，对自身生活的控制力就越低

阿拉伯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南亚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

欧洲和中亚地区

低 中/高 极高
人类不安全感

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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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4

2

在各个不安全感类别中面临严重能动性差距的人口百分比

注：	感知到的人类不安全感划分为“低”、“中/高”和“极高”，使用微观数据和各个国家占同等权重的计算方法，并基于UNDP (2022d)附件1.2所述的指数。 
严重的能动性差距衡量的是报告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控制力或几乎没有控制力的人口比例（按1-10的范围衡量，得分为1-3分的选项）。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6波(2010–2014)和第7波(2017–2022)的最新可用数据（Inglehart等，2022）。

图5.11 感知到的人类不安全感与普遍信任存在关联，尤其是对

于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组别

普遍信任（在各个不安全感类别中的人数百分比）

感知到的人类不安全感
低 中/高 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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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HDI

高HDI

低/中等HDI

注：	感知到的人类不安全感使用微观数据和各国同等权重计算，并基于UNDP 
(2022d)附件1.2所述的指数。普遍信任是指回答“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其
他选项：“需要非常小心”）。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的数据（Inglehart
等，2022）。

图5.12 感知到的人类不安全感与对国家机构的信心存在关联

对国家制度的信心（在各个不安全感类别中的
人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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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I是指人类发展指数。
注：	感知到的人类不安全感使用微观数据和各国同等权重计算，并基于UNDP 
(2022d)附件1.2所述的指数。对国家制度的信心反映了对国家政府、议会和司法
系统的综合信心。有信心意味着回答“极高”或“相当高”（其他选项：“不高”或“根
本没有”）。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的数据（Inglehart
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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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广泛体现公共意见理性的过程，有助于仔细审

查信念，特别是与两极分化相关的信念（第6章）。某些

国家和社区正在试验的审议大会就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其中一种方法（专栏5.1）。

公共理性和审议的过程也被用于加强较低规模

的集体行动，如在工作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话

的必要性（专栏5.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作领域发

生了变化，通过全球价值链分散全球生产和工人去

工会化，进而削弱了一些促进集体谈判的既有机构。�

随着技术的持续快速变化，工人、企业和政府之间对

社会对话空间的需求可能会持续下去。

社会规范可以支持或限制集体行动

社会规范由许多人共有并以分散的方式在社会

上执行，它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能动性，从而塑造社会

行为，并可以支持集体行动（第4章）。

并非所有的社会规范都有利于在合作结果中表

达人类能动性。例如，对群体的权利和机会有偏见的

社会规范阻碍了集体结果，损害了人的尊严。对妇女

和女孩有偏见的社会规范就是一个例子。它们也是对

人类安全的威胁，不允许某些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代表了Amartya Sen所说的“明显可补救的不公正现

象”。47 不公正现象也可以根据广泛同意的共识来判

定，如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或《联合国宪章》以及

包括“软法”（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协定）在

内的国际法主体。

但是，尽管有这些规范性和理想性的共识，但社会

规范以及政策和制度在其实施和推行方面仍然很重

要。例如，性别社会规范可以促进或减少能动性。48 举

例来说，在20世纪初，大多数国家的妇女被官方禁止

参与各种社会角色，从拥有财产、上大学到参与政治

等等。妇女的能动性差距十分明显和普遍。在整个20

世纪，全世界进行了广泛的改革，承认男女享有平等

的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49 尽管许多国家的妇

女仍然面临着影响其能动性的法律限制，但制度改革

已取得了显著进展。正式法律层面的能动性差距已经

趋于消失。在选举中享有合法投票权——政治能动性

的一种基本表现——就是这种演变的一个明显例子。

然而，妇女的实际能动性在许多领域仍然受到限

制。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女性获得最高政治职位（政治

能动性之巅峰）的机会。只有大约10%的国家由女性

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一比例在近几十年里几

乎没有变化。50

2023年“性别社会规范指数”将偏见定义为偏离

全球共同的性别平等标准，显示性别平等正受到对女

性有偏见的社会规范的制约。51 近一半的人认为男性

专栏5.1 促进更审慎的公民参与形式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治理小组

近年来，人们对协商民主的兴趣激增，这种现象被称为审议浪潮。1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认为，这些方法有可能通过实现真正
具有包容性、基于证据、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并有助于建立共识的新形式的公民参与来解决民主危机。2

用于开展审议活动的微型公共领域，如公民大会，是实现审议民主理想的一种方式。爱尔兰于2016年成立了一个公民大会，
以审议爱尔兰宪法的各个方面。它的建议引发了两次宪法公投，并导致了在同性婚姻和堕胎政策方面的重大变化。熟悉和不熟
悉大会的选民之间的投票模式不同，这表明公投对更广泛的社区的审议性质产生了影响。3

用于开展审议活动的微型公共领域面临挑战。首先是解决不平等现象对微型公共领域动态的影响所牵涉到的伦理和方法
上的困难。4其次是将微型公共领域纳入更广泛的参与和政治代表体系的复杂性。第三是微型公共领域被用作取代公民组织和
其他形式的行动主义策略的风险。6即便如此，将审议标准纳入公民参与过程可以克服两极分化，并有助于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意
见。7因此，继续探索这个领域似乎有很大的价值。

注释
1. OECD 2020。	2. Dryzek等 2019。 3. Elkink等 2017。	4. Lupia和Norton 2017。	5. Lafont 2017。	6. Young 2001。	7. Curato等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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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女性更能成为政治领袖。52 而带有偏见的社会规范

可能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担任高级政治职务的女性

面临着更严厉的评判。这些偏见渗透到投票站、面试

小组、董事会会议等方方面面，这些都限制了女性的

能动性。同时，它们使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将各种观

点和经验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并助长进一步的误解

和分裂，从而削弱了我们的集体潜力。

当社会规范压制能动性时，它们会阻碍参与和合

作，从而阻碍更广泛的集体行动进程，并加剧不平等

和分裂。带有偏见的性别社会规范会限制政策的有效

性，53限制妇女的能动性——即使在性别平等政策到位

的情况下也是如此。54 促进更公平的性别规范，使妇女

不仅被视为发展干预措施的受益者，而且被视为变革

的积极推动者和应对共同挑战的贡献者，有助于挖掘

妇女的创造性潜力，并促进能够加强集体行动的思想

多样性。55

实现男女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消除有害的性别刻

板印象，有助于促进每个人的福祉和能动性，而无论

其性别认同和表达如何。纠正有偏见的性别社会规范

可以产生集体结果，比直接改善被排除者的境况更进

一步。56 例如，明确包括妇女在内的和平进程不仅维护

妇女的人权并加强其能动性，而且更有可能达成全面

和持久的和平协议。57 女性和平协议签署者与民间社

会团体、基层运动和其他网络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助于

增强自下而上的影响力和地方对和平协议的自主权，

并有助于纳入解决不平等和权力失衡问题的协议条

款，58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暴力冲突的根源。59 由于妇女

至今仍基本上没有参与正式的和平进程，60促进两性

平等和为更多妇女参与这些进程开辟空间，对整个社

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和平红利。

性别视角可以帮助确定推动集体行动的机会。以

流行病预防和应对为例，这需要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运用性别视角意味着承认和解决全球疾病负担中的

性别差异，以及应对措施的潜在性别影响。例如，尽管

男性死于新冠肺炎的风险更高，61但在许多情况下，遏

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对女性的打击更大，62因为她

专栏5.2 工作领域中的社会对话

国际劳工组织

集体行动以及通过社会对话代表工人和雇主，对民主和善治至关重要，具有促进人类发展的潜力。社会对话包括代表、政
府、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各种类型的谈判、协商和信息交流。这些互动围绕着与经济和社会政策相关的共同利益问题展开，包括集
体谈判、工作场所协商与合作以及国家和部门层面的两方和三方社会对话。

社会对话体现了一项基本的民主原则：让受决策影响最大的人参与制定直接影响他们的政策。雇主和工人组织在这一过程
中至关重要。他们作为主体，为企业和工人发出集体的声音。通过扩大决策范围，社会对话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合法性和自主权，
促进了对执行这些决策的更坚定承诺。因此，这增强了经济体的适应性、灵活性和韧性。通过独立、强大和有代表性的雇主和工
人组织实现的社会对话为合作提供了空间，可以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包括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和包容性问题。

然而，社会对话必须以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两项基本原则和工作权利为基础。这些核心劳动权利，加上有效的
工作制度，是可持续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基础。它们使工人和雇主都能够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并为实
现体面的工作和包容性的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果奠定基础。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共同制定短期战略，同时制定全面的前瞻性政策和措施，以形成包容性、可持续
和有韧性的复苏。在将雇主和工人代表之间的积极参与纳入应对措施的国家，社会对话不仅对解决眼前的挑战至关重要，而且已成
为中长期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话预计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帮助各国政府与雇主和工人组织携手合作，制定适当的政
策，管理当今工作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而迅速的变化， 并确保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向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和社会公正过渡。

在这方面，社会对话和社会伙伴的集体行动不仅是支持人类发展的重要工具；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我们的共同议程》中所
阐述的，它们也是振兴社会契约的基本支柱。1通过增强对民主治理的信心，促进机会和结果的平等，以及确保社会和平与繁荣，
社会对话有助于重建对公共政策和工作制度的信任。它是一个包容性的过程，可以让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决策，保障工作中
的基本权利，同时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人。

注释
1. 联合国秘书长，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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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工作和收入损失普遍加剧，家庭暴力上升，63精神

健康下降。64

虽然社会规范往往与正式制度和法律形成对比，

但它们始终与正式制度相互作用，有时相互支持，�

有时则处于紧张状态。认识到社会规范可能限制能动

性，并确定可以触发社会规范向强化能动性转变的机

制，可以告知推进集体行动的选择。正如对性别社会

规范的讨论所显示的，如果忽视社会规范，只是将所

有希望寄托在正式制度上，可能徒劳无功，甚至会适

得其反。65

面对未来的灾难，女性也觉得保护自己或家人的

能力不如男性。这可以被解释为另一个能动性差距，

影响到全球53%的女性和44%的男性。66 除了女性的

能动性差距高于男性这一事实之外，本章中确定的其

他模式又再次出现：不安全感（在本例中是对经济的

不安全感）程度越高，能动性差距就越大，认为政府没

有做好应对灾害的准备与能动性差距拉大存在关联�

（图5.14）。这直接指出了缩小能动性差距的方法：消

除性别不平等，加强国家制度应对灾难的准备，以及

解决不安全感问题。特别是，随着我们深入人类世，关

于灾害的讨论也有重要意义，因为正在展开的危险的

地球变化过程可能会使备灾和应对变得更加重要。67

扩大集体行动规模的制度—— 
以人为本、共有性和面向未来

制度可以将能动性与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联系起

来。随着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重塑，缩小能动性差距

图5.13 存在偏见的性别社会规范限制了女性的政治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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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7波(2017–2022)的数据（社会规范中的偏见）和各国议会联盟的数据（2021年妇女占据的议会席
位份额）。另见UNDP (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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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加强集体行动的一种方式。缩小这些差距包括增

强人类安全感、纠正不平等现象、促进合作的社会规

范以及扩大和加强审议空间。

“如果制度能具备以人为本、共有性和面向未来等
特征，它们将能够更好地支持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为此，如果制度能够履行以人为本、共有性和面

向未来三项核心职能，它们将能更好地支持大规模的

集体行动。

•	以人为本是指将促进人类发展（包括幸福感和能动

性）作为最终目标，其中也包括增强人类安全感。

•	共有性是指关于设定集体目标的权力、追求目标的责

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的真实、能感知的公平分配。

•	面向未来不仅要确保子孙后代有能力促进人类发

展，还要建立更可预测的机制，使人们能够驾驭一

个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世界（重点5.2）。68

这些职能与《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超

越收入、超越平均、超越当下”的框架一致。69

为了说明追求这些职能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本

章最后将分析在支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可能缺

失的内容，并对关于多边机构演变的持续和长期辩论

进行展望。

图5.14 在面对未来灾害时，能动性差距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

关于未来灾难感知到的能动性差距
（各类别的百分比）

经济安全感（如果失去收入，可满足基本需求的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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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关于未来灾难感知到的能动性差距是指受访者对“在未来的灾难中能保护自己或家人吗？”这个问题未做出肯定回答。政府的准备程度是指对“国家政府是否做
好了应对灾难的准备？”这个问题的回答。经济安全感的代表指标是如果失去收入，一个家庭可以满足基本需求的周数。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劳氏基金会和盖洛普(2022)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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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制度架构，增加全球公共产品

发展合作以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分

法为前提，反映了缩小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巨大分歧的

愿望，并确定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发展思维和实践

的框架。70 发展资金是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融合，

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提供资金，包括来自发达国家

或有发达国家担保的资本和转移。发展资金——如官

方发展援助，包括人道主义资金——仍然是必不可少

的，并且尚不充足。但正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所述，我们显然有必要超越这种二分法来看待普遍愿

望。表达这些愿望的一种方式是认识到在一个相互依

存的世界中需要加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这意味着

要建立一个制度架构来支持这项努力。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符合本章提出的三项制度职

能。他们的追求以人为本，因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不

足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损失和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鉴于全球公共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非竞争性和

非排他性，支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与共有性是

一致的。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结果很重要，但过程同

样重要。全球公共产品将给未来留下遗产，比如消灭

天花、减缓气候变化和引入新技术。因此，它们的追求

往往在本质上就具备了面向未来的特征。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三项职能如何与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相互作用，请思考为什么加强不同国家或群体

为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的能力既是一种结果，也是

一个过程，这两者本质上都很重要。

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具备或缺乏公平观念会

阻碍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第3章）。

通常，公平和能力的扩展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

我们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加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的努力也可以促进公平——转让资源和技术以加强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往往会给受援国带来国家和地方利

益。71 例如，为低收入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国际

援助以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减少当地污染并创造就业

机会。72 这些附带的国家利益不仅提高了公平性，还通

过增加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总利益来提高效率。73 然

而，在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相关的政策制定中，它们

通常被忽视，74例如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辩论往

往强调的都是其涉及的成本。75

与此同时，必须要认识到，高收入国家对寻求促

进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果所采取的支持性政策可以产

生全球有益的成果。在2000年代中期，德国的能源转

型和美国的加州太阳能倡议都以巨大的短期成本为

太阳能安装提供了丰厚的好处。76 这些补贴促使世界

各地的公司，包括高收入国家以外的公司，进行更多

的创新，降低价格，并增加了其他地方对太阳能电池

板的采用。77 除了这种诱导的创新效应外，补贴还通

过“边干边学”和规模经济降低了成本。78 虽然“边干边

学”和规模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企业挪用，79但补

贴是关键，因为（在没有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内

化为碳价格的情况下），它们刺激了生产，否则由于化

石燃料定价过低，这种情况很可能不会发生。80 这些

例子说明了少数高收入国家对技术的补贴如何导致

全球溢出效应，从而惠及中低收入国家。

“共有性可以大大提高对全球公共产品的
社会评价，将其视为全球共同的成就。”

共有性可以大大提高对全球公共产品的社会评

价，将其视为全球共同的成就。全球公共产品的价值

和可持续性可能取决于其影响以及促进公众参与其

供应的机制。如果这些机制具备共有性，它们就更

有可能促使人们参与贡献并庆祝成就。正如Martha 

Nussbaum所指出，社会审议的空间不仅应该是发出

批评和反对声音的一个安全空间，还应该是培养人们

对体现重叠共识的思想的温床，可以动员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的努力（第4章和第6章）。81

认识到全球公共产品同时具有国内和全球效益，

对制度设计，包括支持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例如，

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承认全球公共产品的共同利益

往往会加强国内对参与国际协定的支持。这样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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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将在全球和国家范围内带来好处，82并可能增加形

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83 通过

支持与卫生有关的最薄弱环节型或最佳机会型全球

公共产品倡议，可以产生巨大的国家和区域利益。84  

此外，旨在促进地方或国家公共产品的流动可以发挥

协同作用，并累积起来对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例

如，支持非洲国家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努力可以补充旅

游收入。这两种收入来源都支持当地的保护工作，在

全国和全球范围内创造生物多样性效益。85

共同利益的另一面在于，如果国内投资完全是由

积累国内利益所驱动，那么从全球角度来看，可能会出

现投资不足。与此同时，期望中低收入国家承担产生全

球效益所需的额外成本可能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比

高收入国家更有可能受到资源限制。从国家的经济角

度来看，一个国家投资可再生能源是不可行的。因此，

国际社会可以为产生全球效益的增量成本提供资金。

这是解释支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现有融资安排（例

如全球环境基金）的一种方式。86 为这种增量成本提供

资金的逻辑可以扩展到支持环境以外的全球公共产

品，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完全优惠融资的形式。87

全球公共产品的几个最有希望的机会可能是在

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一些（具有全球效益的）减

缓项目可能属私人盈利性质。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

由于监管方面的挑战、缺乏资本或（实际或感知的）波

动性，这些项目也很少得到落实。88 因此，具有积极全

球外部性的项目面临着投资不足的前景。

面向未来意味着考虑解决波动性的融资方式，�

这既能吸引私人融资，又能使公共财政具有反周期性。

事实上，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各国都会受到非本国造

成的冲击，如与气候相关的灾难、大流行病或全球金融

危机。这些冲击往往反映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使

处于接收端的中低收入国家不仅要承担直接成本，还

要偿还融资而产生的债务（例如，为可能在热带气旋中

被毁的基础设施）。正如新冠肺炎疫情后低收入国家持

续面临的高债务负担所表明的，各国无法通过可预测

的方式就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达成一致。

“面向未来意味着考虑解决波动性�
的融资方式，这既能吸引私人融资，�
又能使公共财政具有反周期性。”

采取面向未来的方法的一种办法是通过包括状

态依存型条款的工具提供融资，根据这些条款，在国

家面临气候变化或大流行病造成的冲击时暂停或推

迟偿还债务（重点5.3）。89 这将提高中低收入国家的能

力，即使在外部危机之后，也能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做出贡献，从而让所有人都受益。这些措施需要协调�

（如果这些带有保险成分的融资方案比“普通计划”

方案代价更高），并增强重新分配资源的能力，其中可

能包括很大量的优惠融资。90

查明现有多边机构中的差距 

多边结构还在其他一些方面支持国际合作和促

进福利。91 但关于这些结构发展的必要性，一直存在着

争论。92 如何设计它们以实现以人为本、共有性和面向

未来的三个职能目标？

多边机构虽然名义上以人为本，但往往只是有限

或部分承认追求人类发展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国际金

融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一些部门继续投入大量资源

来估计和预测与经济绩效有关的指标。这是非常重要

和必要的，但它有时被用于或被解读为定义了整个发

展前景和人民的愿望。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强调“超越

GDP”的目的是恢复在评估发展进度和政策方面的平

衡，超越国家层面的平均水平。93 例如，从多维贫困的

角度来看，近三分之二的严重多维贫困人口（7.3亿）生

活在中等收入国家。94 这一议程提供了加强政策制定

的前景，以解决多年来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所倡导的

人类发展的多维性质。95

共有性方面的差距表现为通过书面和不成文规则

所延续的治理安排反映了二战刚结束后世界权力分配

的遗留问题，从国际金融机构到联合国都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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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多份提案也涉及到了纠正治理安排缺乏代

表性的问题。96

共有性意味着公平分配政府行动的负担，避免避

税和逃税所造成的不平等。在过去十年里，各国在控

制逃税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主要是通过在世界

范围内增加信息和透明度。97 通过OECD/G20税基侵

蚀和利润转移项目包容性框架进行了广泛合作，140

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参与其中。最近的一项国际税收

改革改变了税收管辖规则，将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5%

的最低有效企业所得税，预计每年可征收1500亿至

2000亿美元。98 为了促进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协调，

联合国大会已经启动了《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进

程。99 如果执行得当，全球最低税率不必定得太高就

能筹集到大量资金。100 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策

选择，并取决于国际协调。例如，利用新技术和推进监

管，允许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自动共享信息，有助于

加快打击逃税的进展。101

信任和社会规范也决定了依法纳税，针对这些方

面的政策可以补充激励和执法措施，如纳税人教育和

信息计划以及更强有力的公共服务（见第4章重点4.4）。�

面向未来的方法可以有助于改革和效用进程。联合国

和国际金融结构都是在认识到管理全球相互依存关

系必要性情况下成立的（见第2章重点2.1），这些目标

至今仍然有效。但现在人们更加认识到，随着我们深

入人类世，一个正在经历危险变化的星球以及正在被

重塑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带来的挑战。102 明确关注全球

公共产品的提供和融资也可以强化多边机构面向未

来的重点——促进投资、保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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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5.1

加强社会凝聚力以减轻人类不安全感：希望与危险
Julia Leininger、Armin von Schiller和Charlotte Fiedler，德国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随着人类不安全感和两极分化加剧，政策制定者

已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会的韧性上。例如，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强调团结是应对普遍挑战的基本组成部分。1 “社

会凝聚力”是这些讨论中的一个流行词，经常被认为是

解决许多发展问题和发展努力的意外后果的办法。

特别是，社会凝聚力因其据称在缓解紧张局势、

应对冲击和促进为共同利益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方

面发挥的作用而受到赞扬。因此，社会凝聚力被理解

为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已在政策和学术讨论

中被宣布为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先决条件。促进和

保护社会凝聚力现在是政策文件和国际合作中的高

度优先目标。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

但是，社会凝聚力是解决人类发展与人类安全感

明显割裂的良方吗？2 随着许多政府和国际组织发起

或扩大运动，以促进社会中——群体之间或公民与公

共机构之间——的社会凝聚力，现在是时候问一问我

们对社会凝聚力对于支持人类发展和减少人类不安

全感的相关性有何了解了。此外，政策行动的发力点

是什么，目前实施的措施的有效性体现在哪里？

促进人类发展的社会凝聚力

社会凝聚力不是灵丹妙药，但有证据表明它与人

类发展以及人类安全感有关。社会凝聚力最重要但几

乎没有被认识到的价值之一在于，它为社会就什么是

特定背景下的共同利益以及谁能分享共同利益达成

一致意见提供基础。当两极分化分裂社会时，对立群

体在以重要议题为导向的问题上（如正确的疫情应对

措施，例如新冠疫苗）以及在共同价值观（如生命权）

上产生不可逾越的分歧。

关于发展成果的证据表明，社会凝聚力对各种指

标都有积极的影响。总体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成员国3和亚洲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与人类发展（以人类

发展指数衡量）呈正相关。4 然而，这种宏观分析也表

明，人类发展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大于社会凝聚力对

人类发展的影响。有趣的是，在被国家正式承认的情

况下，社会凝聚力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加。5

这突显了社会凝聚力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无关。

关于社会凝聚力与人类发展的相关性，能提供最

丰富的证据的领域之一是它与健康的关系。来自美国

39个州的证据表明，社会凝聚力（以社会信任度和是

否拥有志愿组织成员身份来衡量）促进了身心健康，

甚至缓和了收入不平等对死亡率增加的影响。6 然而，

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社会凝聚力的个体因素及其与健

康的关系。例如，社会信任对健康有积极影响，但影响

的强度随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很大：在

发达国家的影响比在发展中国家强得多。7 社会资本

的撤资与较高的死亡率存在关联，这也与社会凝聚力

有关。8 社会凝聚力对有效决策和人民团结也很重要。9 

这一机制在危机时期是关键：在社会具有凝聚力的情

况下，政府可以假定其政策能取得公众信任，10并且个

人在面临集体问题时表现出相互团结。11

社会凝聚力对GDP有直接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

西方和亚洲国家。12 对社会凝聚力不尽全面的分析表

明，它对GDP有积极影响，因为种族间冲突和战争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或者因为它促进了更优越的制

度（如强大的司法系统和言论自由）的出现。13 然而，这

些见解是基于更广泛的社会凝聚力衡量标准，其中包

括种族细分等指标。总体而言，关于社会凝聚力与经

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跨国证据很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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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凝聚力的社会——尤其是公民信任并愿意与

国家机构合作的社会——有望更好、更有效地提供教

育等基本服务。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种关

系的相反方向——从教育到社会凝聚力上面。特别是，

普及教育可以通过减少不平等现象和“在社会中不同

群体之间建立牢固的社会纽带”来促进社会凝聚力。15

加强社会凝聚力并促进合作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凝聚力概念的突出性及其被

证明与发展的相关性掩盖了概念和经验上的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社会凝聚力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

事实上，社会凝聚力的定义、使用和衡量方式在使用

它的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如果社会凝聚力要

在政策讨论和设计中占据突出地位，就必须具体说

明什么是社会凝聚力。特别是，概念的清晰性对于交

流促进这一社会结构关键基础的策略至关重要，并

汇总现有关于最佳实践的知识。一个有用和可用的

社会凝聚力概念能够方便全球交流，构建政策思维

并汇集现有知识。

以下对社会凝聚力的理解建立在研究中的共同

点之上（图S5.1.1），即社会凝聚力是多维共识。此外，

我们需要一个跨越各个层次和背景的概念，让它对于

所有区域的小型社区与对于跨国背景同样有效。虽然

这个概念需要能够跨越世界各个区域，但其衡量标准

可能会因具体背景不同而变化。在任何情况下，这种

综合衡量都不能取代对特定背景下社会凝聚力特殊

性的分析。

此外，为了使其有助于分析与其他发展成果（如

人类发展或不平等现象）的关系，必须保持这一概念

的精简性。基于上述推理，我们提出了以下定义：

“社会凝聚力是指社会成员与维系社会的国家

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社会凝聚力的特点是一套

态度和行为表现，包括信任、包容性身份和为共同

利益而合作。”16

信任经常出现在关于社会凝聚力的概念中。在这

里使用时，它包括社会和制度信任，从而涵盖了信任

的横向和纵向维度。17包容性身份反映了个人可以感

觉到自己属于多个群体，从而具有多种身份（例如宗

教、种族和性别）。一个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意味着

具有不同身份的个人能够容忍这些差异，并能够和平

共处，因此特定的身份不会主导整体的集体身份。为

共同利益而合作意味着许多个人和群体为了公共利

益而合作，这些公共利益超越了相关个人的利益，有

时甚至与之冲突。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凝聚力不仅仅是其各部

分的总和，但学者们经常单独研究其各部分，而政策

制定者则处理其各个离散的部分。通常情况下，重点

在于信任。德国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提出的社会

凝聚力概念18使人们能够关注特定的要素，并确定需

要关注的特定薄弱环节，但从结构上讲，它要求在更

广泛的社会凝聚力的概念和现象中对这些分析进行

概念化。在这种方法中，信任很重要，但它只是整体的

一部分。分析其他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

同作用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确定一个社会在

特定（衡量）时间的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凝聚力如何

图S5.1.1 社会凝聚力的拟议要素

为共同利
益而合作

包容性
身份

群体间
合作

群体
身份

国家-社会
合作

社会凝聚力

信任

社会信
任度

对制度的信
任度

国家认
同感

资料来源：	Leininger等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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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有必要分析其所有部分，理

解并非所有维度都会平行发展。

社会凝聚力，光明背后的阴暗面

同样有必要承认的是，尽管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

意义，但它并不一定能简单归结为“越多越好”。了解

社会凝聚力如何在不同层面上相互作用，如何使用以

及如何构建，对于避免高度凝聚力的亚群体将社会凝

聚力作为排斥其他群体的平台至关重要。社会凝聚力

并不仅仅只有美好的一面。

社会凝聚力助长两极分化

社会凝聚力很容易被解释为一种均衡器，迫使社

会保持同质性。在最近全球走向专制的趋势背景下，

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民族主义政治精英一直

在使用两极分化的策略来分裂社会并增加自己的权

力。这些尝试——通常是成功的——追求一种“我们对

他们”的花言巧语，它定义了“好公民”的标准，并将他

们与其他“出局”的群体区分开来。虽然这创造了有凝

聚力的群体，但也在某些问题上形成了无法弥合的分

歧。加强社会凝聚力需要认识到，社会结构只有在容

忍差异的情况下才是可持续的。

这让我们回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2年人类

安全特别报告中提出的团结理念。19这关乎我们作为

人类在不同层面上不断采取集体行动、一起面对共同

挑战的能力，例如气候变化或卫生危机的影响。

忽视规模和空间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影响

社会凝聚力意味着和平的社会团结。尽管它可以

被视为和平的一种功能，但它具有重要的离散意义。

概念上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它们具有关键的政策含

义。例如，加强地方群体内部的社会凝聚力可能会增

加他们的团结。与此同时，如果群体内部的团结使该

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冲突难以弥合，那么在特定群

体中建立联系可能会产生反作用。

在没有确定共同身份、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及其目标

的情况下，为了凝聚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是有风险的。

社会凝聚力表现在不同的互动层面（从本地到全球）和

不同的空间（不同地点的社区或线上空间）。因此，连接

层次和空间是让社会凝聚力的光明面闪耀的关键。

看到光明的一面

社会凝聚力具有潜力和风险，理所当然地被列入

国家和国际议程。在人们对社会凝聚力给予越来越多

的关注之际，世界各地的两极分化正在侵蚀社会凝聚

力，人类的不安全感也在加剧。一旦社会凝聚力遭受

破坏或丧失，就很难恢复和重建。这与其他积极类型

的人际关系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往往只有在它们被大

大削弱后才意识到其重要性。

利用社会凝聚力的概念，仔细思考如何最好地促

进有凝聚力的社会和限制两极分化，是在面临日益严

峻的挑战之际开展国际合作和制定政策的一个良好

起点。社会凝聚力是各级有效合作的明确目标和先决

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智的做法是确保讨论概念

的健全性，以及适当并有效汇总仍显零散的知识，使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参与这一主题。我们

在各个层级都面临着必须共同应对、引导和解决的问

题及危机。社会凝聚力明确涉及了迄今为止被严重低

估的这一集体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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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UNDP 2022b。
2. UNDP 2022a、2022b。
3. Dragolov等 2013。
4. Delhey等 2018。
5. Seyoum 2021。
6. Kawachi和Berkman 2001；Kawachi等 1997。
7. Hamamura、Li和Chan 2017。
8. Kawachi和Kennedy 1997。
9. Leininger等 2021。
10. Abrams等 2020；Wilkinson等 2017。

11. Green和Janmaat 2011。
12. Delhey等 2018。
13. Easterly、Ritzen和Woolcock 2006；Foa 2011。
14. Sommer 2019。
15. Uslaner 2019，p. 4。
16. Leininger等 2021，p. 3。
17. Mattes和Moreno 2018。
18. Leininger等 2021；Leininger等 2023。
19. UNDP 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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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5.2

团结与创造的决心
Nicole Hassoun，宾厄姆顿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赫尔辛基高级研究学院

我们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本篇重点文章认为，

团结与创造的决心有助于克服与相互依存关系管理

不善和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对人类发展造成的威

胁。1团结是“一种富有同情心和想象力的合作措施，

旨在增强我们既定或后天的关系，使我们能和谐相

处。”2 团结需要与他人产生共情，并认识到我们相互

依存和相互关联的方式。3团结往往还需要创造的决

心：共同克服显而易见的灾难的根本承诺。4更确切地

说，创造的决心要求我们在必要、可能和其他允许的

范围内质疑、想象和采取行动，以促进人类发展。

依次考虑这个解决方案的每个组成部分。首先，

创造的决心要求对促进人类发展的可能性提出质疑。

我们必须质疑我们不能促进人类发展的说法，以及我

们对能做什么的背景信念。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取决

于这种说法的性质——我们可以质疑它们的可靠性、

来源或含义。其次，这种决心需要寻求创造性的途径

来促进人类的发展，即使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

点。仅仅考虑现有的备选办法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经

常提出新的选择。5最后，创造的决心需要根据促进人

类发展的计划采取行动，通常是通过社会运动或帮助

改变政策或制度。6我们至少必须努力以这种方式促

进人类发展，只要它不需要牺牲任何更重要的东西。

团结与创造的决心有助于一起应对共同挑战。与

单纯的团队合作不同，团结将地球两端的人联系在一

起，承认我们都是脆弱和相互依存的，并使我们参与

建立促进发展的宝贵关系。7与单纯的毅力不同，创造

的决心有助于人们跳出思维定式，揭示解决我们这个

时代一些最困难、看似悲惨的问题的机会。与单纯的

解决问题不同，团结和创造的决心要求我们将承诺与

合作付诸行动，以解决棘手的问题。8

反思团结与创造的决心如何帮助我们应对过去

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可能有助于我们克服未来

的重大威胁。消灭天花的运动便是例证（第3章）。这场

运动既有创意，又态度坚决。当传统的疫苗接种不起

作用时，全球消灭天花计划尝试了环围疫苗接种——

为感染者周围的所有人接种疫苗——最终帮助战胜了

这种疾病。9在冷战期间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的事

实表明，即使各国面临不同的利益和资源，团结与创

造的决心可以促进国际合作，以克服人类发展面临的

一些最大威胁。

将全球抗击天花与国际社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进行对比（第3章）。当疫情首次席卷全球时，世界卫生

组织发出了团结行动呼吁，希望通过汇集知识、知识

产权和数据，实现全球公平获得新冠肺炎卫生技术。10

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国际支持应对该疾

病的平台——帮助协调全球应对该疾病的行动。该平

台支持诊断学、疫苗学、治疗学、公平获取和基本卫

生系统的开发。11尽管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机制�

（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COVAX）——或全球反应的疫

苗部门——资金最充足，但它未能实现到2021年底为

全球20%的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12高收入国家的疫

苗民族主义和利润驱动忽视了全球公平，阻碍了这一

努力。13

思考我们如何以团结与创造的决心更好地应对

未来的疫情威胁。首先，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起来，为疫

苗和其他基本对策建立新的供资机制。但这笔资金应

该以公司分享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知识、数据和知识

产权为条件。因此，在供应有限的情况下，制造商可以

以低成本生产这些技术，并广泛分销。14此外，资金应

与由此产生的技术对健康的影响挂钩。尽管针对富裕

患者的新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对世界上几种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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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致命疾病的治疗仍然不足，而且全球的穷人往往

无法及时获得已经存在的治疗手段。15为基于健康影

响的基本对策支付费用可以激励提供更具影响力的

技术。激励措施可能包括为有足够生产能力的公司提

供预购市场承诺，或为没有生产能力的企业提供奖励

资金。这些承诺或资金应足以支付研发成本，并确保

所有人都能公平获得由此产生的产品。其次，国际社

会应促进透明、负责任的集体采购，并对由此产生的

创新进行差异定价，在富裕国家收取市场价格以收回

投资成本，同时补贴中低收入国家的分配。16

集体采购和差别定价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资源，

以实施其他措施，确保公平获得由此产生的产品。例

如，国际社会必须投资于改善制造、分销和基本卫生

系统，包括监测和应对能力、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透明

度、沟通和社区参与活动。17此外，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其

他技术转让倡议。例如，如果公司不愿意以合理的条件

向所有人提供应对这些威胁所需的现有基本技术，各

国应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行使灵活性，

并在未来的大流行病中支持更广泛的专利豁免。18

一些人认为，团结与创造的决心不能帮助国际社

会促进人类发展，上述建议根本不可行，但我们能共

同实现的目标取决于我们自己。19我们应该拒绝接受

决定我们的集体命运和促进人类发展是不可能的这

种说法。20

团结与创造的决心可以帮助我们制定并实施有

效的应对措施，应对全球大流行病之外的各种威胁，

包括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和战争。此外，当找到应对人

类发展威胁的好办法时，团结与创造的决心可以帮助

国际社会培养实施这些办法所需的政治意愿。为了应

对气候变化等生存威胁，我们不仅需要为绿色能源转

型创造激励措施，实施更好的土地和水资源利用政策

等等。21我们需要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们的道

德义务。22如果人们认为他们不必以环境可持续的方

式行事，因为他们的个人行动不会产生影响，那么人

类几乎没有希望克服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集体

行动问题。因此，我们可能必须集中创造性努力证明，

只要我们能够共同实现积极的改变，就应该认为自己

有义务促进所有人的人类发展。团结与创造的决心可

以给我们带来希望，帮助我们在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

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地球上蓬

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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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作者感谢Mia Lövheim、Ben Nelson、Ralf Grahn、Anders Herlitz、Rick 

Furtak、Tony Reeves、Brandon Ruffin、Caesar Atuire和全球健康影响力
组织大流行病健康公平工作组的讨论(http://global-health-impact.org/
pandemic)以及Milan Patel、Xiaoshun Li、Noa M Mizrachi、Elisabeth Van 
Tassell和全球健康影响力团队提供研究援助。

1. Ba等 2021，pp. 391–392。
2. Atuire和Hassoun 2023，p. 4。
3. Atuire和Hassoun 2023；Hassoun 2021c、2022。这与利用市场机制实现

积极变革是一致的，但与团结相关的努力还可能采用其他需要改变市场
运作方式的办法。关于团结的其他解释，见Davies和Savulescu (2019)以及
Gould (2018)。

4. Hassoun 2020。
5. 缺乏创造的决心的人可能认为可以接受现状，或者不可能改变现状。

然而，有大量的心理学证据表明，人们在做决定时并未考虑足够的
替代方案，当我们想象自己成功完成任务时，我们才更有可能成功	

（Bearden、Murphy和Rapport 005；Braithwaite 2004；Snyder 1995、	
2000）。重要的是，假设时间紧迫或面临资金限制，不要对可行性或可能
性抱持过于狭隘的看法（Brennan和Pettit 2004；Goodin 1995）。创造的决
心需要许多其他美德和能力，培养创造的决心可能需要在有利的条件下
反复练习。关于进一步讨论，参见Hassoun (2022)以及Hassoun、Friedman
和Cosler (2022)。

6. Gould 2018；Hassoun 2020。创造的决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其
他基本的道德公益品；关于进一步的讨论，见Hassoun (2020)以及
Hassoun、Friedman和Cosler (2022)。

7. Hassoun（即将出版）。
8. Hassoun 2022。
9. Hassoun 2020、2022。
10. WHO 2021b。

11. WHO 2021a。
12. Berkley 2020。
13. Hassoun 2021a。
14. Atuire和Hassoun 2023；Basu、Gostin和Hassoun 2021；Conrad和Lutter 

2019；Hassoun 2021b；Miller 2020；Saxena等 2022。
15. Hassoun 2020；Hassoun、Friedman和Cosler 2022。
16. Basu、Gostin和Hassoun 2021；Moon等 2011；Saxena等 2022。公司和国

际组织有时会使用分级定价，但这里的想法是通过全球采购机制，以合理
的成本向富国和穷国提供药品。此外，这样做有可能为公司和国家节省资
金（因为即使是面向公共部门的药品定价也很复杂，需要考虑到很多中间
机构）。

17. Hassoun 2020、2021b。我们还必须做许多其他事情来解决目前全球应对
计划的问题。例如，我们必须解决卫生部门的结构性和社会决定因素，以
限制脆弱性，并确保在大流行病期间提供充分的社会保护（Basu、Gostin
和Hassoun 2021；Saxena等 2022）。

18. Basu、Gostin和Hassoun 2021；Saxena等 2022。国际社会可以从合作预防
和应对重大疫情中获得的任何进一步的卫生红利，都可能被有益地转向
促进人类发展的其他方面。这项提案的新贡献是将脱钩与集体采购、差别
定价和其他措施相结合，以确保在大流行病期间获得必要技术的通路，从
而确保该机制的自我维持能力。

19. McAdams等 2020；Moon、Alonso Ruiz和Vieira 2021。综合以上阐述的关
于应对卫生威胁的总体建议，我们可以将《世界社会宪章》关于建立新的、
创新制度结构以应对重大全球威胁的建议进行比较；设立一个多边基金
来支持这些结构；以及加强努力，制定目标并评估应对这些威胁的绩效。

20. 当然，除非这样做完全不可能，或者会产生更糟糕的结果。这些限制是“创
造的决心”定义的一部分。

21. UNDP 2020a、2020b。
22. Sen 2008。

http://global-health-impact.org/pandemic
http://global-health-impact.org/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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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5.3

多边开发银行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
José Antonio Ocampo和Karla Daniela González，哥伦比亚大学

联合国和20国集团（G20）以及拟议的世界银行

发展路线图中广泛同意，多边开发银行应提供资金，

支持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多边开发银

行增加了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资助，并少量增加

了对抗击大流行病和支持生物多样性的资助。但是，

它所提供的资源相对于需求而言仍然非常少。为了加

强这种融资，上述各机构提出了三项建议。

•	增加资金筹措，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	包括状态依存型条款，以应对与气候和卫生问题

有关的国家的脆弱性，并管理国际经济危机对这些

国家的影响。这些条款应允许暂停对这些机构的偿

债，甚至最终减少相关债务。

•	与私营部门更密切地合作，支持其对全球公共产品

的贡献。

所有这些建议的一个基本主题是，需要通过多边

开发银行提供优惠贷款或捐款。此外，这些福利还必

须有利于中等收入国家，并建立允许对私营部门的贷

款提供部分补贴的机制，以利用其在提供公共产品方

面的投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大增加官方发

展援助，鉴于现有资金有限，这是一项重要挑战。除了

优惠资源外，这些提案还呼吁提供更长期的多边开发

银行贷款（30-50年），延长宽限期并降低利率。为了管

理汇率波动，多边开发银行必须根据其筹集的资源，

更多以借款国的本币放贷及发行债券，这也将支持其

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

其他各种金融管理提案将加强多边开发银行的融

资与其资本之间的关系，同时保持使这些机构能够在债

券市场上保持高投资等级的标准。我们还需要创新的金

融机制来利用私人投资，包括担保和公私伙伴关系。

为了扩大现有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未

被发达国家使用的特别提款权可以通过多边开发银

行流通，这些银行已被授权持有此类资产。这将需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制定的关于这种机制基

金的经验，开发一项新工具，保留特别提款权作为储

备资产的作用。

其中一个基金是韧性和可持续性信托，它是一个

以贷款为基础的信托。大约四分之三的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成员国——包括所有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和

弱势小国以及中低收入国家——有资格从该信托获得

长期可负担的融资。1该信托以战略为导向，旨在应对

长期的结构性挑战，尤其是与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防

范有关的挑战。自2022年10月投入运营以来，它已通

过其韧性和可持续性贷款机制批准了11项安排。

多边开发银行要履行所有这些职能及其传统职

能，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的资本化。2018年世界银行

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所有多边开发银行

的资本化都回应了这一需求。然而，不确定性的一个

来源是，一些大股东是否愿意再次将世界银行和地区

性银行资本化。

这些提案在所需资本化规模上有很大不同。20国

集团组织的独立专家建议，到2030年，将这些结构的

年融资额增加到50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将用于

官方发展援助或优惠贷款，其余为非优惠贷款。2考虑

到多边开发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批准数量，这意味着

其贷款价值大约增加了两倍。联合国对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所需的刺激措施的估计规模要大得多。2023年

2月，联合国秘书长强调了多边开发银行融资与世界

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幅

减少，特别是对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而

言。3因此，联合国建议，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将意味

着资本化增加三倍，从而使贷款增加近2万亿美元，这

一数额更接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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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多边开发银行必须建立一个服务网络。就世

界银行而言，这包括与区域合作伙伴一起参与区域项

目。4此外，所有多边开发银行都需要与国家开发银行和

其他公共机构合作。5公共开发银行为全球10%至12%

的投资提供资金，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

种合作将使国家银行能够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方案的执

行者，以及有关其国家相关融资需求的信息渠道。

注释
1. IMF 2023。
2. G20 2023a。
3. UN 2023a。

4. 世界银行 ，2023。
5. Griffith-Jones和Ocampo 2018。
6. UN 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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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将社会划分为好战且对立的阵营，破坏了国内和
国际合作。

通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来摆脱零和思维可以间接缓解两极
分化。

解决对问题和其他群体的误解可以弥合分歧，减少不安全
感，从而直接缓解两极分化。

第6章

打破僵局，加强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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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群体界限的集体行动——不是在群体（比如国

家边界所定义的群体）内部，而是在群体之间——对于

管理相互依存关系至关重要，包括通过提供全球公共

产品。1 当需要合作时，集体行动往往特别具有挑战性。2

本章探讨国家内部政治两极分化加剧如何阻碍

加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所需的跨国合作。3 它首先深

入探讨了狭隘的群体认同如何导致政治两极分化，侵

蚀共同应对共同挑战的空间。然后，它展示了政治两

极分化如何阻碍共同叙事、信念和目标的出现，从而

削弱了集体行动的前景。最后，它认为两极分化是可

以克服的，并描述了打破僵局的途径。

政治两极分化是如何产生的？

集体行动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通过共同的信

念、价值观、社会规范、世界观、叙事以及主体如何看

待自身和他人。4 共同的身份增强了社会联系，可以为

人们的福祉和群体内的积极社会成果带来许多好处。5 

社会群体的认同感有时会通过认同抽象概念来支撑，

比如作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6 国家狭隘主义——国家

内部的紧密合作——无处不在。7 但是，全球公共产品

需要超越国家边界的跨国集体行动（第3章）。8

认同一个更大的全球社会将促进对全球公共产品

的贡献。9 在每个社会中，许多人都倾向于关心境外的

其他人。10 相互依存关系与人们世界主义的观点有关，

缩小了他们与地理位置遥远的其他人的社会距离。11 

例如，当人们接触到更大的多样性时，刻板印象就会减

少，并导致其认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更多相似性。12 

虽然有时人们认为世界主义态度主要由精英持有，但

其实它们在整个人群中都很普遍。13 然而，由于国内政

治两极分化，支持国际合作的信念与态度的形成与巩

固都面临障碍。当政治两极分化表现为情感两极分化

的形式时，这种情况尤其有害，因为人们会表现为更进

一步热爱自己的群体，而更不喜欢其他的群体。

“由于国内政治两极分化，支持国际合
作的信念与态度的形成与巩固都面临障
碍。当政治两极分化表现为情感两极分
化的形式时，这种情况尤其有害。”

要了解这一点，需注意，集体行动受到人们对社

会问题的推理方式的影响，以及他们带入公共理性的

信念、叙事、态度和观点的影响。由于许多最紧迫的挑

战必须同时解决各个不同群体的优先事项，人们必须

超越群体界限，公平地考虑他人的需求和优先事项。

为了加强各种多样性优先事项和信念之间的集体行

动，人类发展方法强调公共理性和审议的中心地位�

（专栏6.1）。14

强烈的群体认同可能会阻碍群体间的合作，尤其

是当一个群体内的规范和价值观是基于强烈的认同

感时。15 群体归属也会影响人们形成和维持信念的方

式。群体内偏爱（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群体）被描

述为构成一系列其他行为和信息偏见基础的少数基

本信念之一。16 当人们强烈认同某个特定群体时，他们

可能更容易接受与该群体信念一致的信息，而拒绝与

之矛盾的信息，从而进行基于身份的推理。17

群体内某些形式基于身份的归属关系会导致情

感上的政治两极分化——对自己的群体持正面情感，

对其他群体持负面情感。18 社会认同可以成为群体内

积极合作行为的强大驱动力。19 但当它建立在人们与

社会群体的紧密联系基础上，并采取一种两极分化的

形式，加剧对外部群体的厌恶和敌意时，它也会阻碍

群体间的合作。然后，它就可能是有害的，20比如破坏

对民主规范和做法的支持。21 社会认同也会侵蚀社会

偏好。22 通过利用来自强烈党派身份的愤怒和偏见，它

助长了群体之间的敌意，即使他们在问题上的立场并

没有那么多差异。23 战略身份信号可以导致基于群体

归属而非自身利益的行为。24 它加剧了社会分歧，加剧

了政治和公共生活中的分歧。25 在政治领域，它可能导

致看似不可动摇且互不信任的政治集团的出现，将政

治差异转化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分裂性零和斗争，

产生第4章所述的所有负面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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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两极分化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并愈演愈

烈。26 它正对国家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而这两者将决

定未来几十年如何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27 由于两极

分化往往转化为不容忍以及不愿意妥协和谈判等表现

形式，因此可能导致政治僵局和政治失灵。两极分化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间的信任，阻碍了解决卫生危

机、暴力冲突和气候变化等重大共同挑战的努力。由于

其中许多问题产生了对立的信念和激烈的政治竞争，

两极分化成为解决共同问题的主要社会障碍。28

政治两极分化危及合作

偏好的多样性以及考虑不同的视角和优先事项

可以丰富集体决策和行动——对集体行动造成危害

的正是通过聚集和隔离偏好所造成的对立的群体。29  

事实上，政治体制被设计成是利用多样性、甚至是竞

争，从而以民主方式为公众利益服务。例如，詹姆斯·

麦迪逊在设计美国宪法时援引的论点并没有排除相

互竞争的利益。他们试图通过分散和重叠的权力机

构，利用这种多样性来建立保障措施和适应不断变

化的环境的能力。如果政治两极分化威胁到这种多样

性，这些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就会受到损害。30

“偏好的多样性以及考虑不同的视角和
优先事项可以丰富集体决策和行动——对
集体行动造成危害的正是通过聚集和
隔离偏好所造成的对立的群体。”

政治两极分化超越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观点

差异。它将人们的信念和偏好瓦解为突出的单一群体

专栏6.1 公共理性和审议与人类发展

人类的发展在决定社会在塑造我们共同的未来方面可能采取的行动时，强调人们的价值观、信仰和愿望。1它还关
注社会选择和审议的过程，以及公共理性对促进公正结果的至关重要性。人民参与任何集体行动进程的能力既取决于
其个人能动性，也取决于是否有影响政策和决策的实际途径。

更广泛的公共审议程序反过来又增强了能动性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收集信息、交换意见、考虑不同的观点并解决
分歧。公共理性过程利用了广泛的价值观和动机。例如，人们支持绿色政策的动机可能不同——从改善自己社区的条
件到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利用不同的立场可能有助于扩大共识，扩大对绿色政策的社会支持。2除了维
护多种观点和信念外，公共理性还可以确保集体决策被视为公平的，涉及广泛的利益，并在其他人（包括持不同观点的
人）眼中被视为合理。它还允许根据不断变化的价值观、新的信息和社会演变不断完善政策，从而确保对正义的关切仍
有意义。

因此，社会选择程序的效力因促进公共理性的社会背景而大大提高，并强调能动性和参与。社会选择程序的许多
此类特征与民主规范和做法一致，如多元化和问责制。信任在这里也发挥着作用。除了促进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
外，普遍信任还有助于民主政治实践的各个方面，例如容忍差异。普遍信任也有助于发展重叠的社会网络和联系形式，
使人们可以聚在一起，参与社区活动和公民生活。3相比之下，如果只信任来自自己所属社会群体和其他认识的人，表明
信任半径较低，与其他不认识的人合作的范围可能会缩小。4

对于集体行动，社会选择程序允许人们的动机不仅仅是自己的私利（如第4章所述）。事实上，不同群体之间的集体
行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克服人们对自身群体以及与这些群体相关的任何既得利益的偏爱。克服这种狭隘主义的
必要性进一步强调了公共理性过程。从自身群体之外的其他人眼中审视观点，有助于克服仅从自身群体优先事项论证
决定合理性所造成的潜在盲点和偏见。这包括将信念和推理交给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其利益并不会因为某个特定群体
所发生的情况直接提升。5想想不公正的立场——如宗教不宽容或基于性别的歧视——如果不受到批判性的审查，是如
何大行其道。参与公共理性——在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眼中为立场辩护——可能有助于限制这种狭隘主义的影响，并限制
某些群体的既得利益主导社会选择程序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社会选择程序如能允许多元化视角、利用能动性并减轻群体偏见的影响，则可以在许多方面加强集体
行动。它们达成的共识超越了单独的群体内部协议，扩大了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它们还开辟了利用广泛的价值观和行
动的可能性，超出了纯粹利己主义的人类行为模式所暗示的范围。

注释
1. 关于公共理性审议的描述和价值基于Sen (2009b)。	2. 呼应了Oreskes (2019)中的论点。	3. Uslaner 1999。	4. Enke 2023b。	5. 这是Sen (2009b) 
借用亚当·斯密的一个表述。与Rawls (1993)相反，Sen (2009b)认为，在国家之外拥有公正旁观者可能有助于突破狭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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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所定义的差异，以及对具有不同观点和优先事项

的人的敌意。它可能在社会内部产生巨大的社会和政

治后果（重点6.1）。本节将探讨两极分化如何阻碍群体

间合作的前景。

与单一或狭隘身份相关的信念

在许多国家，两极分化与加强狭隘和排他性群体

身份的突出性的政治运动相似。31 党派偏见往往是两

极分化的一条关键分界线：它相当稳定，而且经常通

过频繁的政治竞选活动来煽动。32 但其他的社会身份

（如种族、国籍、民族和宗教）也可能在政治上变得突

出。在世界许多地方，两极分化发生在被视为身份冲

突的裂痕周围，导致长期的政治分裂。33 当这些身份在

政治上突出时，随着群体之间在其他跨领域的联系减

弱，两极分化往往随之发生。34

两极分化也可能出现在持有相互竞争的政治信

念、观点和世界观的群体之间，因为持有一定的观点

是这种社会认同的基础。35 英国脱欧公投产生了脱欧

派和留欧派两种新的社会身份，成为两个群体之间基

于情感身份的两极分化加剧的基础。36 在美国和其他

地方，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自身疫苗接种状况

的自我认同体现为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群体之间

的敌意以及社会对强制性疫苗接种政策两极分化的

反应中。37

两极分化的言论被描述为一种将基于群体的担

忧和不安全感归咎到某人某事上的策略。38 经济、政

治或文化方面的焦虑为两极分化创造了条件。经济机

会的减少和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感

知的）可能会助长政治两极分化，导致人们与自己的

内部群体更紧密地融合。39 随着幸福感的提高，文化

方面也会变得更加突出。40 此外，情感两极分化有可

能加剧经济不平等。41 不安全感会让人们更容易接受

两极分化的信息，比如利用一个主导群体感知到地位

丧失的叙事，或者将有争议的辩论定义为反对妥协的

道德问题（如关于性别的辩论）。42 《2021/2022年人类

发展报告》显示，两极分化与不安全感密切相关：有不

安全感的人更有可能持有极端的政治偏好，不太可能

信任他人。43

因此，重要的不是存在群体差异或分歧，而是所

有的差异都被塞进狭隘或单一的身份问题。当人们的

信念、态度和世界观与他们所认同的群体密切相关，

再加上强烈的群体内部偏见和忠诚，以及对其他群体

的反感和偏见时，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如下文所述，两

极分化减少了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并倾向于拒绝多元

化的叙事。

我们与他们——零和思维的有毒产物

两极分化与人们将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视为零和

结果有关，使他们不太可能寻求联合行动和确定共同

目标。零和信念（见第4章）使得两极分化社会中的人

们不太可能信任或与来自对立政治或意识形态阵营

的个人交往，44更有可能与他们所感知的外部群体保

持社会和道德上的距离，并用非人化或贬损的措辞来

描述他们的政治对手。45

“由零和信念形成的两极分化会改变政
治体制的运作，导致僵局和失灵。”

通过将广泛的政治问题简化为“我们与他们”的

问题，即一个群体只能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获得利

益，两极分化可能助长抵制被视为反映外部群体价值

观和优先事项的行动。由于两极分化使统一或中间立

场的叙事失去了合法性，在零和信念形成的背景下寻

求共同点和合作的群体可能会丧失可信度和公众支

持。这可能会削弱人们对其他社会机构（如媒体和民

间社会组织）的信心，它们都被视为有偏见和不值得

信任（重点6.1）。

由零和信念形成的两极分化还会改变政治体制

的运作，导致僵局和失灵。由于它经常被作为一种政

治战略进行部署，它可能会为恶性循环创造条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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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两极分化言论和动员导致对立群体也采用两极

分化的信息。46 当人们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不仅仅是

持不同意见的人，而且将其视为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获

利的敌人时，他们往往会采取冲突心态，认为只有排

除外部群体成员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更投入于

解决这种感知到的威胁，而不是与对手和解或合作。47 

而对立群体则倾向于更极端的信念和偏好，最终对

标榜民主规范和做法的行为产生更大的容忍度。48 因

此，将政治竞争视为零和斗争可能会导致两极分化的

群体更愿意接受非同寻常的措施。

因此，两极分化加上零和信念，促成了最近对民

粹主义的支持，以及对民主规范和做法的威胁，49有时

还会增加对威权主义的支持。50 事实上，对威权主义

的支持增加也与两极分化的加剧有关，51两极分化滋

生了对妥协和宽容的犬儒主义，而妥协和宽容对民主

进程尤其重要。52 妥协成为对原则的背叛，而不是民主

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对国际合作的威胁

政治两极分化和零和信念的兴起使国际合作在

国内政治中更加政治化和有争议，强化了关于国际机

构的信念和叙事。53 党派关系和群体归属往往决定了

人们对领导人是否应该参与国际合作以及如何参与

国际合作的偏好。54 因此，两极分化也可能导致政策

不稳定，因为政治权力的变化伴随着政策的急剧变

化，包括关于国际合作和参与问题上的变化，这直接

影响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前景。

政治两极分化对国际合作的影响部分表现在两极

分化程度更高的高收入国家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支持减

少。55 这也表现为国内对全球公共产品（例如减缓气候

变化）的支持减少。56 对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已经屡见

不鲜。57 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缺乏对国际合作的国内

支持，导致了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58 1970年至2019

年间，共有84次关于国际合作（如加入国际组织）的全

民公投，近二三十年所占比例增幅更大。59 一些国家开

展了退出国际机构的运动。60 一直有人认为欧盟、世贸

组织和国际司法机构都面临合法性方面的挑战。61

考虑到信念、叙事和文化因素对国际合作的影响

有助于理解当今政治两极分化与支持（或缺乏）国际

合作之间日益加剧的关系。人们通常对国际问题持有

强烈的信念和观点，这与假设人对此不知情或不感兴

趣的情况相反。人们对外交政策的信念和偏好在很大

程度上源于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取

向。62 人们形成公平概念的方式影响了他们对国际合

作中负担分担的评价：当其他国家被认为没有支付其

公平份额时，关心公平的人不太可能支持对合作倡议

的贡献。63 在德国，人民对跨国相互依存关系的看法

加强了对国际机构解决问题重要性的相应信念。64

欧洲怀疑主义往往利用经济和文化焦虑来塑造

政治两极分化。65 对自己的社会抱有希望的人比恐惧

的人更积极地看待欧盟，后者对欧盟决策中的政策方

向和民主质量的满意度较低。66 在公共辩论中围绕经

济不平等和移民问题的政治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国

家，国际合作在政治上变得更有争议。67 与国际机构有

关的一揽子开放措施——经济一体化与接触外国文化

影响和思想——可能会导致不安全感，并成为政治两

极分化的断层线。68 其他解释贯穿于观念、态度和信

念，包括民众对支持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政策和反对

外部影响的领导人的支持，对反对国际参与的经济解

释形成补充（第2章）。69

“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针对国际机构
的政治运动可能会破坏国际合作。”

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针对国际机构的政治运动

可能会破坏国际合作。国际机构的参与情况可能会变

得两极分化。由于两极分化，决定是否参与国际活动

的国内政治动态（国内批准程序）充满变数，并可能阻

止政府的行政部门签署相关协定。其他国家可能会认

为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在其外交政策决策上的可靠

性和可预测性下降，从而降低对其承诺和联盟的信

任。一个国家挑战国际承诺和联盟的做法可能会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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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效仿，导致传染效应。70 例如，如果在支持相

关承诺和联盟的国际机构中未能反映出这样的努力，

就可能会导致争论加剧，因为事实证明这些国际机构

不愿意满足相关要求。71 当然，这种传染性并非必然发

生，其可能性受到人们已有信念的两极分化程度的极

大影响。72

由于许多全球公共产品都涉及到选择和能动性

的问题，由叙事和想法塑造的人的信念是推动应对共

同挑战的行动的核心。政治两极分化减少了这种行动

的空间，因为它与零和思维挂钩，使人们更难认识到

有一些各方都可以获益的选择。它引导决策远离集体

行动，反而导致对立政治阵营之间的激烈斗争。它侵

蚀了解决群体之间共同挑战的可能性，反而助长了相

互不信任和怀疑。对不安全感的感知加剧了这些动

态，部分原因是人们更容易接受群体间竞争的叙事，

并限制了共同行动的可能性（第4章）。

加强国际集体行动——刻不容缓

鉴于国内政治两极分化受到地缘政治动荡的冲

击，合作前景似乎不确定（重点6.2）。但历史上，包括

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在地缘政治变化时期既受到

限制，也受到支持（重点6.3）。73 因此，我们有更多的理

由采取集体行动，包括通过多边组织采取集体行动。

我们可以通过四种途径加强国际集体行动。

•	 如第4章所讨论的，利用对行为的更广泛的理解，

可能会有更多理由看到未来的其他选择，因为框

架或叙事可以塑造行为与制度的文化及社会背

景。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可以提出超越零和

思维的框架。

•	 将国际合作的国际融资范围扩大到官方发展援

助之外，包括为国内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提供

资金。74 这可能意味着新的工具和方法，75但关键

的考虑因素是国内对国际资源输送的支持程度，

以及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的争论是否挤出了

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动力。这种挤出效应似乎不

太可能发生。

•	 利用相互信任与对国家和多边机构的信任之间的

高度相关性。

•	 直接解决政治两极分化问题。

构建零和思维的替代方案

零和信念会导致可预测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这些

想法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领先，其他国家必然掉队，反

之亦然。76 以零和信念为前提的叙事往往会使一些国

家不太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77并成为这些国家政治

两极分化的根源。78

充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不会走向零和结果，因为

一个国家使用或受益于全球公共产品并不会影响其

他国家同样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平等分享所有利

益。但是，认识到多方可以同时享受利益，这样可能有

助于突出在非零和领域寻求合作机会的框架。79 地球

公共产品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一视角可以为人类在一

个共同星球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必然性提供新

的视角。80

“认识到多方可以同时享受利益，这样可能有助
于突出在非零和领域寻求合作机会的框架。”

在自私的选择行为模式中，寻求促进自身利益

的主体可以采取战略性行动，如果互惠互利，则牺牲

自己的福祉来造福他人。但互惠并不是能够促成和

维持合作的唯一机制。81 正如第4章所讨论的，Elinor 

Ostrom曾因对各种制度安排的记录广为人知，这些安

排在即便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和分歧的情况下，构建

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共有资源之间的互动，并从中促

进了某些方面的集体行动。

确定这些安排的规律以及是否能够将其扩大到

全球层面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82 但有证据表

明，人们可能会支持对某些全球公共产品采取单方面

行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误解了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

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承诺感和义务感，尤其是在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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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其需要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83甚至在社会规范

不予支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84

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

国际资源流动主要是通过支持中低收入国家取

得进展，如官方发展援助。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

遵循不同的理由——国际流动旨在提高接受国为提供

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的能力。85 尽管如此，即使这

种担忧纯粹是出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不让

任何人掉队的承诺，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仍然至关

重要，因为它们的供应不足会导致排他性和不平等现

象。正如本报告第一部分所述，想想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多种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如何扩大了不平等和

增加匮乏。展望未来，如第1章所述，在提供减缓气候

变化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方面的失败或延误将加剧

不平等现象，人类发展的一些最有害影响将落在已经

面临贫困的国家和人民身上。

此外，当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多

出现在拥有最少公共产品的国家时，其供应也会渐进

式增加。如此一来，先前支持较贫穷国家的人也会更

有理由支持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86

“当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带来的利益越
来越多出现在拥有最少公共产品的国
家时，其供应也会渐进式增加。”

在国际上使用公共资源取决于国内选民的支持。

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的理由可能会被视为有可能

疏远支持国际流动和发展合作的国内选民，其动机是

支持减贫和使低收入国家取得进展。这些原因维持了

继续支持向低收入国家和生活在脆弱环境中的人们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拯救生命）和收入转移。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首先必须确定支持国家层面收入再分配的人

是否也支持在国际层面的收入再分配。第4章记录了

各国对再分配的偏好各不相同，并受到社会偏好和关

于不平等是否不公平的信念的影响——这两者在国家

之间和国家内部都不尽相同。在德国，尽管在支持国家

和国际再分配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图6.1），但倾向于

在国内和全球背景下实行同等再分配的受访者比例为

42%。其他人则想要广泛的国内再分配和很少的全球

再分配，反之亦然。因此，尽管国家和国际再分配之间

的相关性很高，但不能完全画等号，而且除了全面支持

再分配之外，还必须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虽然个人对国际资源流动的支持是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但这种支持的主要决定因素（无论资源流动

的理由如何）似乎是人们对所关注的地理和道德边界

的信念。87 人们是否认为自己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其

他人都负有道德义务（一种更普遍的信念），或者只对

更亲近或相似的人（包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负

有道德责任（一种更狭隘的信念）？这些信念的差异在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很普遍，但我们可以在从低到

高的普遍信念层次之中确定个人的位置。来自60个

国家（占世界人口的85%，占全球GDP的90%）的证据

表明，更普遍的信念与支持全球穷人或是帮助本国穷

人、保护全球环境或是保护本国环境之间存在着强烈

的相关性（图6.2）。在控制了国家效应、收入、教育、年

龄、性别、城市居住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后，这些结果仍

然成立，与以下证据相符——国内支持政治结果的差

异与狭隘的普遍信念的关系比与教育和收入等变量

的关系更为密切。88

因此，持有更狭隘信念的人并不反对再分配，因

为当被问及地方或基于社区的再分配时，他们支持

再分配。89 北美和欧洲高收入国家的国家再分配是高

度非个人化的，90通常不是为了支持特定的群体或社

区。因此，在德国等国家，国家和全球再分配之间的相

关性可能是由一群拥有更普遍信念的人推动的。鉴于

第4章中回顾的关于偏好和信念方面的文化差异的见

解，我们不能假设在塑造对全球再分配的态度方面的

普遍主义信念具有普遍性。事实上，政治态度对普遍

主义的回归系数（控制了国家效应）对所有高收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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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均为正值，但对富裕的非WEIRD（西方、受过教育、

工业化、富裕和民主）国家更低，对中低收入国家甚至

更低（图6.3）。

鉴于国内公众支持国际资金流动的潜在动机并

非与狭隘的信念有关，因此，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提出

高收入国家的国际流动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的

理由会削弱基于与减贫或拯救生命有关的动机对国

际流动的承诺。此外，加强提供许多全球公共产品是

减少全球不平等以及易受贫困和其他匮乏影响的关

键。除此之外，一些证据表明，中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并

不总是赞成将国际援助作为减少国家间不平等的一

种手段，91接受者更感兴趣的是解决正义、增强尊严和

能动性的框架，92而不是可能被视为污名化的基于慈

善的理由。93

与促进公平相关的因素还包括国内对被视为公

平的国际协定给予更高的支持、较低的国内执行成本

以及最重要的是其他国家是否也参与。94 在高收入国

家，国内对全球公共产品融资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其他国家的雄心水平。95 这一观察契合了国内选

民和政治领导人关心其国家在国际背景（如在全球表

现指标中）下的形象。96, 97 尽管如此，这种影响在整个

人口群体中并不一致，一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有可能

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98这也特别体现了政治两极分

化的相关性。

总而言之，各国可能（而且确实）很难就提供全球

公共产品达成一致。但是，为它们提供资金的理由并

不一定意味着对高收入国家国际流动的支持减少。为

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可能导致高收入国家需要大

图6.1 在德国，支持国家再分配与支持全球再分配存在相关性，但有些人想要广泛的国家再分配和极少的全球再分配，

反之亦然

10 全部

9

8

7

6

5

4

3

2

1 无

1 无 2 3 4 5 6 7 8 9 10 
全部

国家再分配

全球再分配

注：	相关性系数为0.70（p＜0.0001）。颜色越深，表示落在该区域的回答越多。
资料来源：	Fehr、Mollerstrom和Perez-Truglia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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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国际流动和潜在的国内资源调动。但它有可

能通过两个渠道增强全球公平。首先，通过减轻与全

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相关的不平等现象驱动因素。其

次，通过创造就业机会（通常是官方发展援助的明确

意图之一），产生辅助性的国家福利，如减少当地污染

或贫困。多边机构可能需要更明确地阐明其在引导这

些资源方面的潜在作用，建立并扩大其汇集和分配国

际金融资源以满足国家需求的记录。例如，这一点在

人道主义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有强有力的证据表

明，联合国在分配人道主义援助时是根据实际需要进

行的，而不是受其他考虑因素的驱动。99 这样的扩展

活动需要包括支持中低收入国家为全球公共产品做

出贡献。

图6.2 普遍主义信念与对全球穷人和全球环境的关注存在相

关性

a. 侧重于帮助全球穷人与帮助本国穷人

1.8

1.7

1.6

1.5

1.4

侧重于减少本国贫困

综合普遍主义

0 20 40 60

1.85

1.80

1.75

1.70

1.65

1.60

0 20 40 60

b. 侧重于保护全球环境与保护本国环境

综合普遍主义

侧重于全球环境

不
同
意

同
意

80

80

注：	散点代表在控制国家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对特定程度普遍主义信念的政策
优先级同意程度。纵轴上的政策优先级编码为1-4，1表示“强烈不同意”，4表示 
“强烈同意”。综合普遍主义指数是根据受访者如何在群体内部具体成员和随机
陌生人之间分配假设的金钱来构建的。受访者被告知他们不能把任何钱留给自
己，因此其决定与自身利益无关。有力的证据表明，假设资源和真实资源的分配
结果是相似的，提问时涉及道德关切或避免提及道德义务也几乎没有任何区
别。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资料来源：	Cappelen、Enke和Tungodden 2022。

图6.3 在高收入国家，普遍主义信念与全球再分配和全球环境

存在关联，但文化背景也有关系

-0.3

0

0.3

0.6

0.9

1.2

综合普遍主义的
OLS系数

减少不平
等现象

优先考虑
全球贫困
人口

优先考虑
全球环境

支持区域
的移民

支持国家
的移民

富裕的WEIRD国家 富裕的非WEIRD国家 LMIC国家

 OLS是指普通最小二乘法。
注：	纵轴显示了同意综合普遍主义政策优先级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系数，如图
6.2的注释所定义。每个系数都可以被解释为，在将综合普遍主义指数从0移
动到100时，同意政策优先级（1-4的量表）的变化。胡须显示95%的置信区间。 
WEIRD（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
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士、英国和美国。富裕
的非WEIRD国家有智利、捷克、克罗地亚、匈牙利、以色列、日本、韩国和波兰。 
LMIC对应于分析中包括的一部分中低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	Cappelen、Enke和Tungodde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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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建立对国际机构的信任

普遍信任反映了人们对他人内在诚信度的信念，

并有助于大规模的合作行动。100 它与一系列有利于

社会的结果有关，而且它对经济表现的重要性已被广

泛记录。101 它还与加强政治稳定和加快从经济危机中

复苏等结果有关。102 这对于人们与不甚了解的人或在

不确定的情况下开展合作尤其重要。103 就国际合作而

言，信任促进了集体行动。事实上，如果缺乏各国将尊

重其承诺这一基本信念，国际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也增强了多边机构的运作能力。104

虽然很难准确说明对机构的信任，105但对机构�

（特别是国家机构）的积极评价与对气候行动的支持

存在关联，106并与普遍信任相关。107 例如，认为国家机

构能有效处罚搭便车行为的信念增强了普遍信任。108 

存在普遍信任的人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信心高出10

个百分点以上（表6.1）。这与证据相一致，即对外界信

任度更高的个人也会更积极地看待国际机构，并对与

其他国家妥协表示更大的支持。109

尽管“对机构的信心”有不同的解释，并取决于多

种因素，但对国家政府的信心能解释全国对联合国的

信心平均值三分之二的差异（图6.4）。对与集体行动

相关的其他机构的信心评估也与对国家政府的信心

高度相关（图6.5）。

对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的信任之间的联系意味

着，对国家机构合法性的认知预测了对国际机构合法

性的认知。110 还有证据表明，国家机构（政府或民间社

会组织）针对国际组织表现的宣传比国际组织本身的

直接宣传对国际机构合法性的影响更大。111 在某种程

度上，政治两极分化既破坏了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

信心，又与破坏人际信任的不安全感有关，解决这一

问题可能是增强对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及人际信任的

一个杠杆。

图6.4 对国家机构的信心与对多边机构的信心存在相关性，	

是国际集体行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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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机构（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的信心是指回答“极高”或“很高”的信心（其他选
项：“不高”或“根本没有”）。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Inglehart等 2022）。

表6.1 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信心越高
不信任他人的人（普遍信任） 信任他人的人（普遍信任）

对国家政府的信心
总计

对国家政府的信心
总计否 是 否 是

对联合国
的信心

否 41.0 14.9 55.9 28.2 16.6 44.8

是 17.6 26.5 44.1 17.9 37.3 55.2

总计 58.6 41.4 100.0 46.0 54.0 100.0

注：	普遍信任是指回答“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其他选项：“需要非常小心”）。对机构（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的信心是指回答“极高”或“很高”的信心 
（其他选项：“不高”或“根本没有”）。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使用各国的个别观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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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加强了群体内部的信任，同时削弱了对

群体之外的信任。虽然群体内部信任度高本身并不是

一个问题，但它与普遍信任被侵蚀相结合，就可能会

损害群体之间的合作。两极分化与普遍信任下降可能

相互强化。112 因此，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可以加强群体

之间的合作。113

直接处理两极分化问题

本章认为，两极分化阻碍了社会群体之间的集体

行动，正如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有一些方法可以间

接解决这一问题。但也有一些方法可以直接处理这个

问题，我们将在此探讨其中三种方法，一是采取行动

图6.5 对某几个机构的信心与对国家政府的信心存在高度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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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机构（国家政府、司法系统/法院、议会、新闻界、大公司）的信心是指回答“极高”或“很高”的信心（其他选项：“不高”或“根本没有”）。
资料来源：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Inglehart等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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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人们对问题及其外部群体的误解；二是加强跨越

群体划分的交叉社会联系；三是解决人们的不安全感。

解决人们对问题和其他群体的误解

在个人层面上，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人为造

成的。114 但是，单凭个人信念并不能决定集体行动——

人们认为其他人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也很重要。115 例

如，虽然世界上69%的人表示愿意牺牲部分收入来为

减缓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但只有43%的人认为其他人

也相信这一点（误解差距为26个百分点）。116 美国最近

的一项调查发现，80%至90%的受访者了解气候变化

的挑战。尽管66%至80%的受访者支持减缓气候变化

的行动，但受访者估计，在其他人群中，这种支持态度

的普遍率仅为37%至43%。117 在世界各地，许多人都

体验了“假的社会现实，因为他们低估了大众对气候

政策的支持。”118 换言之，人与人意见一致的情况通常

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多。这些误解普遍存在，并延伸

到其他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上。119 误解他人的信

念可能导致多数人无知的持续存在，120从而维持与主

流个人信念不一致的政策或政治安排。121 相反，如果

这些误解得到解决，就可以加强全社会对集体行动挑

战的积极反应。122

误解意味着对于他人对实际事件和事实的看法存

在偏见，当人们对外部群体的看法存在误解时，可能

会产生两极分化（重点6.4）。123 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出

现在社会内部，也可能出现在不同国家之间，并可能

导致误解甚至冲突。124 这种误解会驱使人们持有比正

常情况下更极端的信念——人们在形成自己的观点时

会评估他人的立场，因此被导致采取更极端的立场。125

普通民众的误解会影响到政治领导人的立场，他

们往往极大地高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敌意，导致进

一步的误解和相关的两极分化，以及民主规范的侵

蚀。126 人们通常对他人持有（不正确的）信念，从而强

化了他们自己的信念。127 因为人们往往更频繁地与分

享自己观点的人互动，并消费证实了他们对他人偏见

的信息，从而可能导致误解进一步复杂化。128 两极分

化的社会也往往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因为有情

感偏见的人更有可能进行动机推理，129即使是在其他

中立的问题上，错误信息也可能进一步加深误解。媒

体环境（包括社交媒体）和领导人的信息传递往往在

在误解的出现和持续中发挥着核心作用。130

“人与人意见一致的情况通常比他们自
己认为的要多。误解他人的信念可能导致
多数人无知的持续存在，从而维持与主流
个人信念不一致的政策或政治安排。”

误解可能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影响公众的支持。这

包括对收入再分配的支持，收入再分配涉及到对社会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误解、对不平等起源的公平性的信

念以及对一个人在收入分配中所处位置的信念。131 它

还包括对移民问题的误解——在一些高收入国家，受

访者所认为的移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是实际比例的

两到三倍——误解差距大约在20个百分点左右，与教

育、收入、性别、政治派别和其他因素无关（图6.6）。132

本章的重点是，对他人的不正确信念会夸大群体

之间感知到的差异，并阻碍应对共同挑战的行动。133 

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认为公平和适当的事物的误解，

就像对国家之间的误解一样，可能导致误会甚至冲

突。134 虽然导致误解的潜在认知和社会过程在人群中

很常见，但误解他人的信念可能会导致群体间的疏远

和敌意，甚至导致非人化。135 对两极分化的误解可能

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加深和巩固两极分化。136 

它们掩盖了对政治问题信念的真实分布情况，可能导

致人们的偏好与政策辩论的实际条件之间的差距。137

纠正人们对他人的误解可以对群体间合作产生

积极影响（重点6.4）。138 当人们掌握有关政治对手的

信息时，他们就会更新自己的政治观点。139 提供有关

居住在一个国家的移民比例的准确信息也会改变人

们的信念。140 让人们了解他人对“亲气候”政策支持的

真实分布情况，会增加对这些政策的支持。141 纠正人

们对两极分化的看法可以遏制两极分化，导致两极分

化的群体缓和他们对政治对手的看法。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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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明确的是，这些基于信息的干预措施能否导

致持久的行为改变。如果群体身份和误解之间的联系

持续存在，基于信息的干预可能不会持久——特别是

如果群体领导人和媒体继续提供助长误解的叙事。143 

在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的信念和信仰与认知

和情感息息相关，这会使他们抗拒改变。144 事实上，两

极分化往往会导致认知僵化（不愿根据新信息更新信

念）。145

在高度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人们通常会接触到相

互矛盾的信息，而群体内的偏见会导致人们怀疑或不

信任与他们现有信念相冲突的信息。146 因此，努力解

决误解的认知和情感基础可能会有所帮助。促进对信

息进行更慎重处理的干预措施可以对抗人们得出过

于简单化信念的倾向。147 例如，在群体冲突的背景下，

以引起悲伤而不是激起愤怒的方式呈现信息被发现

有助于去极化。148 依赖于定性和基于叙事方法的干预

措施（比如讲故事和绘制小插图）在改变误解方面特

别有效。149 最近的证据表明，纠正本节开头提到的对

气候变化的误解是改变人们行为以减缓气候变化的

有效方法（但不一定能改变信念）。150

创造空间弥合分歧

强调重叠的身份可以有效化解群体间的敌意。151 

两极分化往往会导致人们低估自己与他人的共性。

认识到人拥有多方面的身份，可以减少将他人归类

为不太值得关注的行为，从而将原本被视为对手的

人恢复人格化。152 共同的身份感不需要建立在一个

更高的类别（比如国家身份）之上，这将伴随着产生

其他外部群体的潜在风险。强调人们身份的多样性，

而不是依赖于单一的总体相似性，可以建立多种交叉

的联系，对抗任何一种分裂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性。153  

识别相似点可以让群体发现共同的价值观和关注点，

减少通常与对外部群体和政治对手的强烈偏见相关

的差异性。

“识别相似点可以让群体发现共同的价
值观和关注点，减少通常与对外部群体和
政治对手的强烈偏见相关的差异性。”

图6.6 对移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误解程度很高，且在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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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Stantcheva、Alesina和Mian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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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差异的补充方法强调鼓励群体间的接触。154 

这往往是提出更具审议性的决策结构的基础，如公民

大会，它将代表性群体聚集在一起，集体讨论问题（另

见第5章关于公共理性和审议重要性的内容）。审议不

同于简单讨论差异；它涉及具有实质性、包容性，甚至

考虑到不同视角的结构化参与。155 人们发现，包含审

议功能的结构可以缓解政治两极分化。156 这种效应的

建议机制包括，审议结构允许人们实践同理心（通过

从他们视为对手的人的角度出发），或体验他人平等

地为共同目标而努力。157 审议过程可以增进人们对当

前问题的理解，增强对合作方法的信心，并鼓励尊重

和容忍持不同观点的人。

也就是说，审议对于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有效性

取决于某些条件。158 也许最重要的是参与者之间的相

对平等——某些群体或利益主导其他群体或利益的结

构显然不利于平等公正地考虑所有观点。159 加强在这

方面的平等可能有赖于努力解决小型审议团体人际

动态之外的不平等问题。160 如果参与群体的目标是�

（或被认为是）从根本上不相容的，那么也不太可能

通过审议来克服分歧。因此，在所有参与者都能达成

一致的一些共同目标上取得一致，可以成为在协商过

程中克服分歧的先决条件。161 这并不是说基于审议的

去极化干预措施取决于首先实现完全平等；相反，在

应对两极分化的战略中，努力实现相对平等和共同使

命感值得更多关注。

应对不安全感

两极分化和不信任利用了强烈认同的群体所感受

到的真实和感知的不安全感。162 缓和不安全感的叙事

有助于减轻潜在的恐惧和焦虑，这些恐惧和焦虑可能

会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关于其他群体的两极分化的信

息。解决不安全感的社会政策在这方面显然很重要，尤

其是在面临共同威胁的群体之间建立团结的政策。163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议程可以扩大共同应对不

安全局势的可能性，为人们和社会在动荡的世界中提

供更大的能动性和控制力。164 这样的议程为构建关于

可能性和希望而不是焦虑的新叙事提供了机会，同时

还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这样，追求提供全球

公共产品不仅是一个目标，也可以成为对遏制两极分

化产生有益影响的一种手段。

“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相关的框架可以推动
对紧急挑战采取集体行动，但需注意关于紧
急性框架在推动应对气候和更广泛的可持续
性挑战方面政治影响的证据喜忧参半。”

事实上，在当前关于全球挑战的辩论中，使用框

架来解决集体行动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有强有力的证

据表明，这些挑战会影响人们如何解读现实、形成信

念以及发展关于其需求和愿望的价值取向。165 有人认

为，框架的变化与文化、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变化有关。

例如，与启蒙运动相关的一个关键文化变革是坚信科

学和技术可以提高生活水平。166 今天，应对全球挑战

的行动往往利用得到科学支持的紧急性框架，但也有

战略部署，以刺激气候变化等集体行动。167 与提供全球

公共产品相关的框架可以推动对紧急挑战采取集体行

动，但需注意关于紧急性框架在推动应对气候和更广

泛的可持续性挑战方面政治影响的证据喜忧参半。168

此外，如第4章所述，如果对紧急性框架中经常援

引的危险阈值存在不确定性，合作就会崩溃。这种不

确定性的特点被强烈反对对烟草、化石燃料等进行监

管的人士利用，以阻碍公众对集体行动的支持。169 此

外，强烈反对气候行动的人士往往不仅会把不确定性

作为一个论据，而且还会强调所谓的气候行动对消费

者的负面影响。170

然而，即使没有气候行动反对人士以不确定性大

做文章，也可能发生第4章讨论的不确定性阈值下的

合作崩溃。如果使用紧急性框架只是为了引起恐惧，

那么它们会促使人们更多地退缩并回到自己的内部群

体，尤其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171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可能会加剧各国内部的政治两极分化：虽然恐惧是群

体内部合作的强大驱动力，但更根深蒂固和两极分化

的群体不太可能找到共同点。172 如果人们觉得自己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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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什么力量来影响气候变化，那么仅仅依靠紧急

性框架就会引发焦虑和痛苦，尤其是在年轻人中。173

相比之下，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拥有能动性

的最常见方式——他们如何看待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能力——是通过成为集体行动过程的一份子（即个人

行为有意义地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过程中）。174 如果

人们相信政策将是有效和公平的，他们往往会支持气

候变化行动。175 此外，在具体行动方式上的两极分化

较小（例如，在推进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两极分化小于

在人们关注气候变化程度方面的两极分化）。176 应对

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挑战的紧迫性再怎么强调也不

为过，177特别是因为许多人确实在更新自己的信念时

对有关气候挑战的新信息做出了回应。178 通过阐明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愿望来补充紧急性框架，可以促进

国际集体行动，缓解政治两极分化。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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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是一个日益令人担忧的问题，影响着世

界各地的社会。这意味着在政治问题和解决复杂社会

问题的方法上持不同观点的群体之间的分歧日益加

深。1这种两极分化明显表现为在减缓气候变化、2控

制传染病3和打击错误信息等关键议题上的不妥协立

场。4例如，近年来，围绕气候政策是否适当的讨论愈演

愈烈，一派主张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另一派则坚持采取

限制性较小的措施。这些基于意见的群体越来越疏远，

使得促成双方和解极具挑战性。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危

机和许多其他社会挑战需要跨越群体界限展开广泛和

大规模的人类合作，5两极分化本身就成为一个重大的

社会障碍，阻碍了我们解决时代紧迫问题的能力。

为了有效缓解两极分化及其对于应对社会挑战

构成的危险，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两极分化的性质及其

后果。具体而言，在应对社会挑战时，哪些因素能够促

进或减少两极分化？它对行为态度有何影响？

大量文献表明，两极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

们将持相同观点的群体纳入他们的自我概念，6即他们

对自己是谁以及如何与他人相处的信念。我们认为，

对自身群体（群体内部）的强烈认同可能成为对持相反

观点的人（群体外部）的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的铺垫。�

此外，两极分化导致少数民族认同度很高，他们持

有的态度可能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和民主（图S6.1.1）。�

本篇重点报告的其余部分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

候变化的研究报告了这些关联的证据。

重点6.1

身份、两极分化及其社会和政治后果
Robert Böhm，维也纳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Philipp Sprengholz，班贝格大学和伯恩哈德·诺赫特热带医学研究所；Luca Henkel，	
芝加哥大学和塞马大学；Cornelia Betsch，埃尔福特大学和伯恩哈德·诺赫特热带医学研究所

图S6.1.1 群体身份鉴定如何加剧两极分化

群体内部身
份鉴定

两极分化的各个方面

消极的群体之
间互动体验及
强化意见

对群体内部劣势和歧视的感知

对群体外部成员的歧视行为

支持群体内部成员的极端行为

对政治人士和科学家的仇恨，
渴望废除政治秩序

资料来源：	作者基于Henkel等(2023)和Sprengholz等(2023a)的研究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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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态度到持相同观点的群体

当现有信息存在不确定性时，在以个人身份为中

心的话题的讨论中经常出现两极分化。以气候变化为

例：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对人

们的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但考虑到其固有的不确定性

和多因性，预测确切的后果和结果具有挑战性。在以

这种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社会和信息丰富的环境中，个

人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并形成联系。这种从个人态度向

社会分类转变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人们倾向于认同与

他们有相同信念、观点和属性的人，这往往会导致他

们之间相似的行为。这种群体形成和认同的现象反映

了人们在处理涉及个人意义的不确定的复杂问题时

如何寻求共同点和团结。

大量心理学文献表明，通过问卷调查能够可靠地

衡量人的群体认同程度。7我们在现有的群体认同量表

的基础上，8制定了一个包含五个项目的调查，以评估

对持相同观点的群体的认同（例如，“我与接种疫苗的

人有很多共同点”或“我与认为联邦政府的气候政策

太过分了的人有许多共同点”）。参与者被要求按7分

制表明他们对每个项目的同意程度，0分代表“完全不

同意”，7分代表“非常同意”。这些项目反映了群体认

同的不同维度。

在新冠肺炎疫苗接种9和气候政策方面，10许多个

体具有高度的群体认同感（群体认同的平均水平大于

4）。2021年12月在德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56%的

未接种疫苗的受访者和67%的接种疫苗的受访者表

示强烈认同自己的疫苗接种状况。同样，德国一项关

于气候政策的研究发现，53%的要求更严格气候政策

的受访者和63%的要求减少气候政策的受访者表现

出了高度群体认同感。在认为当前气候政策完全正确

的人中，约61%的人强烈认同他们的气候政策意见群

体，而在不关心气候政策的人中只有35%。

因此，不仅是在不同的（思想相反的）群体中，具

有强烈认同感的个体相当普遍，而且这些群体之间的

认同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认知、

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接下来将进行探讨。

持相同观点的群体之间的感知和实际的歧视

作为持相同观点的群体的一份子并认同这些群

体本身并不是消极的；事实上，它可以作为联系和支

持的来源，尤其是在不确定和危机重重的时期。11群

体的形成可能对群体及其个体成员都有益处。以关于

健康的决定为例，认为自己活跃且喜欢运动的人可能

会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帮助他们维持自己的体

育活动计划。12但是，基于态度、观点和属性的社会分

类过程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可能会导致扭

曲的观念和歧视行为，通过建立相对于他人的优越感

来强化自己的身份。13这种群体分类和识别的双重性

质——群体内部的支持与合作，以及群体之间的歧视

和冲突——突显了了解其动态以应对社会挑战并减轻

潜在危害的重要性。

在上述关于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的研究中，82%未

接种疫苗的受访者认为围绕疫苗接种的公共话语充

满了不公平、道德绑架和傲慢的意味，而已接种疫苗

的人中仅有23%有同感。14重要的是，受访者的疫苗接

种状况缓和了这种看法。也就是说，群体认同感高与

接种疫苗的受访者对公共话语的看法较为正面有关，

而在未接种疫苗的参与者中对公共话语的看法略为

负面有关。

但是，这种歧视性的观念为持相同观点的群体之

间的事实歧视有什么关联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受

访者被要求通过一系列任务，在自己和另一个人之间

分配100欧元。另一个人要么是同一群体的成员（相同

的疫苗接种状况或气候政策立场——群体内部），要么

是不同群体的成员（不同的疫苗接种状况或气候政策

立场——群体外部）。群体间差异的计算方法是用一项

任务中分配给群体内部成员的金额减去另一项任务

中分配给群体外部成员的金额。在疫苗接种研究中，15

接种疫苗的受访者（平均18.40欧元）比未接种疫苗的

受访者（7.37欧元）表现出更大的群体间歧视。也就是

说，接种疫苗的受访者给未接种疫苗的受访者分配的

金额小于未接种疫苗的受访者给接种疫苗的受访者

分配的金额，而两组给群体内成员分配的金额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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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政策研究中，16也存在大量的群体间歧视，

这种歧视因群体内部和外部而异。虽然来自这两个极

端群体的受访者想要的分别是更严格或更宽松的气

候保护政策，他们对彼此的歧视程度最大，但这两个

群体都同等歧视不关心气候政策的人。有趣的是，希

望采取更宽松气候保护政策的受访者（而不是希望更

严格政策的人）对认为目前气候政策刚刚好的人的歧

视程度更高。

在这两项研究中，对其他观念群体的歧视程度与

受访者的群体认同水平密切相关。具体来说，人们越

认同自己的内部群体，他们对外部群体的歧视就越强

烈。这些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群体认同破坏了

跨群体边界的合作解决方案。

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后果

在疫苗接种研究中，未接种疫苗的受访者被问及

他们是否会在2021年12月参加示威活动或签署反对

强制接种疫苗的请愿书。17这一意图被用来预测他们

在2022年2月再次接受调查时是否参加了示威活动或

签署了请愿书。受访者的行为意图预测到了实际的行

为。重要的是，这种效应受到自我报告的群体认同调

节，也就是说，报告对未接种疫苗的群体认同度较高

的受访者展现出更强的意图-行为关联性。在另一项

调查中，疫苗接种状况鉴定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治

行动的合适性存在关联。18在对自身的疫苗接种状况

认同程度较低的受访者中（无论其是否接种疫苗），他

们在疫情期间采取的政治行动的合适性程度相近。相

比之下，对疫苗接种状态的认同度越高，观察到已接

种疫苗的受访者的政治行动合适性程度越高，而对未

接种疫苗高度认同的受访者的合适性评分则下降。

此外，从10个国家收集的数据显示，认为过去的

新冠肺炎疫情措施不合适的受访者更强烈希望惩罚

政治人士和科学家应对疫情的做法，也不愿意为其投

票，而倾向于废除整个政治秩序。这表明，对持相同观

点的群体的认同度与某些社会和政治后果存在关联，

这些后果甚至超出了基于具体观点的背景事件以及

这些持相同观点的群体之间的互动。

在气候政策意见小组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影

响。19鉴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要求收紧或放松气候保

护的极端形式抗议，我们调查了身份认同对于受访者

接受极端抗议活动的过程是否发挥作用。想要减少气

候保护的德国受访者阅读了一篇关于“自由斗士”虚

拟小组的短文，其主旨是寻求继续使用化石燃料，并

要求公民能够自由决定其出行、供暖或饮食。想要更

多气候保护的受访者阅读了关于气候斗士的文章，其

主旨是立即淘汰化石燃料的使用，要求以环保的方式

出行、供暖和饮食。

这两个小组通过在许多城市组织示威、破坏政党

建筑和封锁通往议会的道路，引起了人们对其所倡

导的事业的关注。大约17%想要更多气候保护的人和

22%想要更少气候保护的人展示出对在场小组的支持

度增加；8%想要更多气候保护的人和11%想要少气候

保护的人愿意加入小组组织的示威活动；8%想要更多

气候保护的人和10%想要更少气候保护的人愿意捐钱

为最近被捕并被控刑事毁坏罪的小组成员辩护。随着

群体认同度的提高，对相应小组的支持度也在增加，为

群体认同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潜在影响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或全球卫生危机等紧迫的社

会挑战的问题，往往会引发相反的意见，从而导致形

成基于观点的相互对立群体和社会两极分化。我们的

论点得到了证据的支持，表明随着个人对这些群体的

认同度越来越高，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出现两极分化的

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循环

（见图S6.1.1），其中，相同意见不断被强化，导致群体

不愿进行和平互动或寻求共同点。从本质上说，认同

持相同观点的群体会破坏在普遍范围内应对社会挑

战所需的至关重要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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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个人态度、群体认同和两极分化之间错综

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仍处于早期阶段。未来的研究

工作对于深入研究发挥作用的各种因果途径和确定

缓解两极分化的有效干预措施至关重要。社会和行为

科学家提出了各种干预措施，以减少基于群体的歧视

和冲突，例如，通过去类别化（强调群体外部成员的独

特个人特征）和重新类别化（将群体内部和群体外部

成员整合到一个共同的群体中）。其中一些可能有助

于减少观点的两极分化，但它们仍有待在这些领域进

行严格测试。另一个有发展前景的途径是参与式方

法，来自基于观点的对立群体的个人积极参与合作，

以发现共同点。这些方法有可能弥合分歧，并促进利

益攸关方之间的建设性对话。

注释
1. 皮尤研究中心 2014。
2. Falkenberg等 2022。
3. Bor、Jørgensen和Petersen 2023；Flores等 2022。
4. Lazer等 2018。
5. Van Lange和Rand 2022。
6. Ellemers、Spears和Doosje 2002。
7. Stets和Serpe 2013。
8. Doosje、Ellemers和Spears 1995；Roth和Mazziotta 2015。
9. Henkel等 2023。
10. Sprengholz等 2023a。

11. Hogg 2007。
12. Eys、Bruner和Martin 2019。
13. Tajfel等 1979。
14. Henkel等 2023。
15. Henkel等 2023。
16. Sprengholz等 2023a。
17. Henkel等 2023。
18. Sprengholz等 2023b。
19. Sprengholz等 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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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地缘政治背景，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

来解释（有时甚至是预测）国家（或更普遍地说，政治

自治单位）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

现实主义——权力在不断变化

国际关系领域研究各国在缺乏最高权威的情况

下如何进行国际互动。这个领域有多种视角，1至少可

以追溯到修昔底德，他激发了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

倾向。2这种观点强调了世界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由

于缺乏最高权威）如何导致持续的不稳定，因为所有

国家都在努力推进自身的安全和权力（迫使其他国家

代表自己行事）。各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其随时间的

变化，反映了各国因安全困境（也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而面临或认为面临的安全威胁。4

权力的分配也在不断变化。相较于世界是两极、

单极还是多极的局势，更重要的是国家之间不断变化

的权力动态，它往往会破坏稳定。人类的行为也是一

样——驱使国家始终雄心勃勃，而不是安于现状。因

此，稳定性没有终点。在解决了一个分歧之后，由于国

家之间权力动态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分歧，因此“

世界政治中的争端与其说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如说

是需要管理的关系”。5尽管并非不可避免，但这些争端

最终可能会导致暴力冲突。6

自由主义——实现总体偏好

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与现实主义者的观

点一致，即国际舞台是无政府状态，但它对国家行为

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不那么令人

不安。国家本身不是主体，但被认为代表了国内经济

和政治进程中出现的总体偏好，在这些进程中，个人

和群体（这里的最终主体）交流并相互作用，以促进其

不同的利益。7然后，国家行为由每个国家如何追求实

现它所代表的偏好来决定，并且受制于其他国家的偏

好所带来的约束。当偏好相互兼容时，国家就会和平

合作和共存。当情况混杂时（部分兼容，但有互利的空

间），各国也许可以由国际机构促成谈判并相互妥协�

（或更方便地通过协调）。8当它们不相容且为零和结

果（如果一方赢，另一方必输）时，就会出现紧张和潜

在的冲突。

建构主义——认为很多方面都是由社会建构的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包括规范在内的社会结构可

能会约束国家行为，并使“世界联系在一起”。9规范有

时得到多边协定和机构的支持，并被编入其中。10在对

这些关于国际关系的建构性观点进行更为自信的阐

述中，甚至无政府状态的概念——以及国家如何看待

它——也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因此代表了一种完全

不同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但是，尽管建构

主义有时被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替代品，但它

可能应该更好地被理解为是一种方法（因此至少与现

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中的一些理论兼容），它承认共同

的信念和规范塑造了国家行为，无论它们是否寻求增

强自身的安全和权力（现实主义）或满足其人口的偏好

（自由主义）。12

不同的倾向

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的利益是否不仅仅限于现

实主义视角中的安全，还是大于自由主义中个人偏好

加总形成的综合国家偏好。在这两种倾向下，许多理

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13其他理论则认为，利益或偏好

不仅取决于客观的物质条件，还取决于塑造国家对其

利益或偏好的理解的社会背景。14例如，一些现实主

义者认为，国家既寻求权力，也寻求目标（源于国家认

同的概念，这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一系列广泛认同的信

重点6.2

地缘政治动荡时期的国际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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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能简化为个人观点的总和），这两个目标共同塑

造了国家的利益。民主和平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如

果一个国家具备自我认同且认同他为自由民主国家，

则往往不会走向战争，其前提是社会构建的共同身份

和价值观。15

不同倾向的突出程度取决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

情况。16现实主义倾向在冷战期间提供了一个有用的

框架，但在解释（大部分）和平结局方面并不成功，一

些作者宣称，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走到了历

史的尽头17——这是所有现实主义者的诅咒。即使在冷

战期间，国际合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例如，第4章

所讨论的消灭天花或《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成就——可

以通过自由主义的观点得到更好的理解。随着地缘政

治动荡的持续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现实主义

倾向又变得越来越突出，各国之间可能或实际发生暴

力冲突的情况愈演愈烈。

看来，以利益和竞争为主导的国家行为模式最适

合描述当前情况。尽管国际关系中的不同理论也可能

提供合理的解释，但坚持这种观点表明，二战后建立

的以多边主义、经济开放和安全合作为中心的国际秩

序，似乎正在新一轮战争18以及世界各地更大的保护

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激增中受损。19根据这种说法，随

着新的国家和联盟寻求获得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应对

感知到的安全威胁，如今似乎已经出现的国际体系的

潜在分裂将源于结构性的转变。20此外，当今全球挑战

的规模和复杂性可能会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建

立起来的国际机构带来新的压力。

因此，当前地缘政治背景的特点是不确定性、不

安全感以及可能出现更大的分裂和混乱。许多人生活

在政府经历违宪权力更迭、国际上有争议的选举或受

到重大制裁的国家，这些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图S6.2.1）。其中一些国家在国际背景下的行为可能

更难预测或解释，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区域不稳定甚至

暴力冲突。此外，除了国家之外，新的主体在提供全球

公共产品方面发挥着作用，不仅是多边组织，还有其

他实体，从跨国公司到民间社会和慈善组织。尽管在

21世纪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数量急剧减少，但跨国公

私治理举措却激增。21

图S6.2.1 5亿人生活在政治隔阂的环境中，大约是2010年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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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政治上疏远的情况是指由于政府违宪更迭、国际上有争议的选举或重大制
裁而导致官方援助捐助者与国家当局之间关系受损或破裂的国家。
资料来源：	Cliffe等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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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最近的一本国际关系教科书——Dunne、Kurki和Smith(2021)——包括关于

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马克思
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规范国际关系理论和绿色理论的章节。

2. 关于最近以经典形式对这一视角的阐述，以及与其他视角相比其对于当
今世界的意义，见Kirshner (2022)，从中可以了解对本篇重点文章中提及
的现实主义倾向的描述。

3. 这是Weber (2016)提出的关于权力的传统定义，Dahl (1957, pp. 202–203)
重新阐述了这一定义：“因此，我关于权力的直观想法是：A对B有权力，是
指A确信能让B做一些他原本不会做的事情。”关于权力定义和概念的其他
方法的综述，见Guinote (2017)。

4. 当一个国家为加强其安全所做的努力被其他国家视为不安全因素时，就
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使该国并无加强其安全的积极意图。

5. Kirshner 2022，p. 16。
6. Acemoglu和Wolitzky 2023。
7. Moravcsik (1997)，这构成了本段对自由倾向描述的基础。
8. Katzenstein、Keohane和Krasner 1998。
9. Ruggie 1998。

10. Ruggie 1992。
11. Wendt 1992。
12. Finnemore和Sikkink 2001。
13. 考虑到每种理论下的多种理论和变体，这就是为何使用“倾向”一词的原

因，与Kirshner (2022)一致。
14. Checkel 1998.

15. 两个例子都来自于Kirshner (2022)。
16. Keohane 2020。
17. Fukuyama 1992。
18. Poast 2023。
19. Ikenberry 2018。
20. 见Colgan和Keohane (2017)；Ikenberry (2018)；Jones和Malcorra (2020)；	

Shidore (2023)。
21. Reinsberg和Westerwinter 2021，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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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6.3

地缘政治与联合国早期历史：是敌是友？
Andrew Thompson，牛津大学

“联合国并不是因为各国团结在一起而成立的。”

这句话可以看做一个理由，用于解释为何全球各国于

1945年齐聚加州旧金山商讨共同议题。或者，用第二

任联合国秘书长、瑞典外交官达格·哈马舍尔德更悲

观的话说，“联合国不是为了把我们带入天堂，而是为

了把我们救出地狱。”1

事实上，联合国一直是由地缘政治来定义的，不

是因为它简单或直接地是地缘政治的产物，而是因为

地缘政治突出了联合国的双重功能——有时挑战、有

时维护其周围的地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联合国在

其历史上一直承担着国家不能或不愿承担的任务；同

样，它的工作方式反映了一个在现行国家制度中潜在

存在的国际合作的对立概念。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羽翼未丰的联合国既受到国

家间竞争的激励，又受其制约；既受到地缘政治变化

的推动，又受其限制。与许多在二战后出现或扩大其

职权的国际组织一样，联合国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创造

者之一，而不仅仅是接受者，这些秩序旨在恢复欧洲

文明化，并“更新旧世界”。

从根本意义上说，联合国不同于它之前的国际联

盟。2一战后呈现的支离破碎的世界秩序无疑导致了国

际领域的变化：大量新的监管机构，保护少数群体的

新兴话语，以及反殖民主义的言论和现实。但是，尽管

国际联盟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国际化的社会，与团结在

一起的国家分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但任何这样的

集体和平守护者都需要所有主权国家签署协定。而这

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1919年后，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地缘政治区域，国际

联盟——以欧洲为基础，实际上与英国和法国的殖民

体系共同扩张——的成员国仅是其中之一。1945年后

的地缘政治调整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全球性问题

增长明显加快。其次，在倡导新的全球秩序时，联合国

从未被任何单一的大国集团所控制，尽管美国的迅猛

扩张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

美国的影响力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战后的全球秩序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复杂得

多，尽管最终建立了广泛的两极平衡。许多历史学家

将1945年视为一个归零地。然而，随着非殖民化进程

加快、冷战加剧和新形式的全球化，这些决定性的转

变后来才发生了。尽管欧洲列强试图保持对其殖民地

的控制，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但旧的帝国主义模式

显然正迅速失去吸引力。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

界之间的冷战紧张关系也在升温，新的地区格局——

包括不结盟运动——正从帝国结构与超级大国竞争两

方面的结合中出现。

那么，我们如何描述联合国开始试图驯服的战后

地缘政治的现状呢？大约在1960年出现转折点之前，

美国区域包括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大部分地区，但西部

边缘和韩国除外，这两个地区面临中国的争夺。与美

国区域并列的是英国区域，这个区域一直延伸到中

东大部分地区（在1956年之前）、非洲东部、南部和中

部大部分地区、印度洋以及东南亚的一部分。在1955-

1956年中苏分裂并导致共产主义世界分裂之前，还有

一个苏联区域（包括中国）。直到1960年之后，在联合

国会员国，特别是非洲成员国数量大幅增加之际，这

些地缘政治区域才得以巩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得到

了巩固，苏联在“第三世界”中变得更加活跃，除此之

外，德国和日本也开始复苏。

事实上，到1970年，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开始更

频繁地行使否决权，这无疑表明了接下去十年的经

济困境和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听起来显然对全球

治理不利。然而，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无论国家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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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在联合国的权力，但联合国的权力却不再依赖于

国家。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地缘政治动荡：石油和债

务危机、内战和频繁的军事政变，以及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与华沙条约之间的全球斗争，国际组织并不是被

动的旁观者。相反，它们拥有自己的权力：有权关注苦

难，让摆出漠不关心的姿态的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

有权承认新的主权，让这些主权关系更容易被认可。

尤其是，联合国日渐成熟。它为自己塑造了一个

更积极的角色，并在世界事务中寻求更广泛的意义。

即使并未明确表示，但它含蓄地挑战了国家对全球

政治体系的统治地位。通过正确安排制度，联合国公

务员——其中许多人选择了国际政治而不是国家政

治——相信他们可以更好地寻求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并更好地管理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所产生的结果。联

合国实际上是在进入以前被民族国家所占领的领域；

事实上，由于战后国家间外交体系式微，国际组织被

迫承担其失误和失败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

治具有双重意义——对于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陷入困

境的灾难产生助推，但同时也决定了国际合作的优先

事项和形式。

但是，要在世界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联合国必

须远远超出国际联盟的设想；它所履行的职能越来越

多，包括和平与安全、国家建设与发展、宣布和保护基

本人权以及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济。联合国围绕各项

职能发展了不同的法律和制度架构，使它们看起来比

实际情况更为独特。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通过第一代

联合国维和行动来研究它们相互竞争的方式。3

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运作上，联合国是通过维

和行动成长起来的。维持和平作为解决冲突的工具，

与联合国密切相连。由于联合国没有任何像超级大国

一样的内在资产，维和行动在根本上具有自我限制性

质：它不是为了执行安理会的集体意愿，因为这种集

体意愿因为冷战而并不存在。相反，联合国维和行动

依靠成员国提供人员，负责监督停火、停战，并在交战

各方之间派遣部队。

尽管有这种自我限制的特点，联合国维和行动还

是会受到殖民地脱离接触造成的权力真空的影响。它

也无法回避自决的含义这一难题，当时，这个概念被

提升为一种国际规范，但后殖民国家却有因分裂主义

运动而面临分裂的危险。

联合国最初行动的目的是在交战各方之间建立缓

冲，同时确保东道国的同意、联合国部队的公正性以

及仅作为自卫的最后手段使用武力。1960年，联合国

在刚果采取了更广泛的维和概念，导致一切发生了改

变。4正如当时所知，刚果危机不仅改变了非洲非殖民

化的意义；它也改变了联合国的命运。随着比利时人

突然撤离，留下混乱和灾难，东西方竞相争夺非洲的效

忠，联合国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通过为期

四年的任务，部署了一支由近20000人（主要是非洲

人）组成的多国部队，以恢复国家统一，使新独立的政

府能够运作。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埃塞俄比亚、印度、

爱尔兰和瑞典部队在该组织的控制下首次被授权使用

进攻性武力，以结束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的分裂。

这场可以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最具争议的

联合国维和行动导致了多起悲剧：哈马舍尔德的飞机

在执行刚果和平任务时在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坠

毁，导致其死亡，一些人仍怀疑这是一起谋杀；关于联

合国部队侵犯人权的重大国际争议；联合国濒临破

产，维和行动每月花费高达1000万美元（按今天的美

元计算，超过1亿美元）。

就像其他许多联合国不得不决定是否介入的战

后冲突一样，刚果危机从一开始就国际化了。矛盾的

是，维和行动遏制了新殖民主义和冷战对非洲的介

入，同时也成为这种介入的焦点。安理会授权的“强有

力的行动”阻止了刚果的分裂，因此当时得到了积极

评价。然而，防御性维和演变为进攻性战斗使联合国

陷入危机，痛苦地揭示了哈马舍尔德模式的局限性：

执法很快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观察和干预。

尽管作出了这种负面军事裁定，但对哈马舍尔德

来说，安全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提供一个可能将

刚果团结在一起的结构的必要先决条件。甚至正相

反，秘书长认为联合国的长期贡献更多地在民事领

域，包括一个复杂的国家建设方案（建立和运行一个

平行的行政机构）以及同样复杂的救济行动（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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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刚果卫生系统的彻底崩溃）。驱逐比利时雇

佣军和击败加丹格分裂主义者只是实现这些更大目

标的垫脚石。

理解战后维和行动具有历史指导意义：它揭示了

联合国如何在冷战期间努力管理非殖民化，并充当东

西方之间的桥梁。维和行动所留下的遗产对联合国今

天如何看待自己也很重要。战后的维和行动（即使适得

其反）表明，联合国拥有权力——不仅可以宣布危机，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可以定义它所应对危机的性质。

在宣布刚果危机时，联合国将自己定位为首要响

应者，从而提供了其他国际组织（红十字会等）必须适

应的制度矩阵。在界定刚果危机时，联合国更进一步

明确了需要采取何种类型的应对措施。如果认识到危

机的人拥有干预的权力，那么制造危机的人同样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管理危机。5

在如今的全球冲击紧密相互关联的多危机时代，

危机排序的问题，即什么与什么相关以及为什么相

关，对于今天的地缘政治来说同样重要。国际规范越

来越被忽视，不仅在乌克兰和加沙，而且在其他100多

起并未见诸头条的武装冲突中。在21世纪，全球环境

危机使地缘政治裂痕更加复杂，这场危机正在加剧人

道主义需求，并威胁到过去25年来在世界减贫和人类

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

因此，我们的应对能力取决于认识到，现在的气候

问题和冲突往往是密切相关的，气候变化将成为未来

冲突的风险乘数，也是现有冲突的额外复杂因素。然

而，最复杂的问题仍然是地缘政治问题。尽管人类活动

是塑造我们星球的主导力量，但对领土安全的考虑一

再凌驾于人类安全之上。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应

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将意味着在民粹主义浪潮高涨

和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创造更清晰的干预途径。我

们必须探索新的道路，并给创新方法一个机会。

地域代表性和参与能力将是任何改革进程的关

键考虑因素，特别是如果要解决当前全球秩序中的根

本不平衡和历史不公正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联合国的能力和灵活性，以重振已有近80年历史的战

后体制架构，并缩小多边机构在预期和能力之间的差

距。只有缩小这一差距，并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方法来

解决问题，才能增强对多边主义的信任，改善有效的

全球合作。正如联合国早期历史所揭示的，这显然不

是本组织第一次面临如此规模、复杂性或紧迫性的地

缘政治挑战。

注释
 作者感谢前联合国秘书长防止种族灭绝问题特别顾问Adama Dieng先生

对这篇重点文章的早期草稿作出的富有见地的评论。
1. Hammarskjöld 1954。
2. 关于比较，见Darwin (2007)。
3. 尤其请参见MacQueen (2014)。

4. 关于将维和行动的军事和民事方面联系起来阐述联合国刚果行动的最新
文献，见Thompson（即将出版）。

5. 关于危机的宣言和定义，以及各自在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中所起的作用，
见牛津大学马丁学院资助的“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项目，作者是该项目
的四位负责人之一：https://www.oxfordmartin.ox.ac.uk/changing-global-
orders/ (accessed 24 January 2024)。

https://www.oxfordmartin.ox.ac.uk/changing-global-orders/
https://www.oxfordmartin.ox.ac.uk/changing-global-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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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6.4

对他人的看法与误解
Leonardo Bursztyn，芝加哥大学

大多数人在做出重要决定或形成意见时都会受

到他人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下，对他人的看法应该发

挥关键作用。事实上，人们会受到他们认为别人的想

法或行为的影响。但如果人们误解了别人呢？如果这

些误解普遍存在，许多人可能会基于不正确的信息做

出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简单地重新校正

人们对他人的信念来改变其重要的行为。

这篇重点文章从审视人们对性别规范的误解开

始。结论很明确：对性别规范的误解在全球普遍存在，

只需简单地提供信息就有可能提高妇女在劳动力市

场的参与度。它随后总结了与误解相关的最近文献的

荟萃分析，并得出结论，对他人的误解具有普遍性、不

对称性，且在涉及群体外人员时，误解的程度更深。此

外，重新校正误解的实验治疗通常如预期有效，并往往

能够导致行为的重要变化。因此，纠正误解的干预措施

可以建立跨群体的同理心和合作，并减少冲突和敌意。

被误解的性别规范：全球证据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最新设计的一个模块使用

来自60个国家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研究了实际

和感知的性别规范，这些国家总共覆盖了世界人口的

80%以上。1所研究的性别规范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如

何看待是否应该允许女性外出工作，以及人们如何看

待他人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其结果令人吃惊：在每个

接受调查的国家，（通常是压倒性的）大多数受访者都

支持女性外出工作的想法。并且在每个国家，受访者

都低估了他人的支持程度。

我们的脑海中出现的下一个问题是，性别规范本

身是否属于认知准确性方面的异常现象：也许人们在

这个领域尤其容易误解他人的观点，但在其他领域却

没有这样的情况。最近一项文献荟萃分析的结果有助

于回答这个问题。

在不同环境下，对他人的误解

对过去20年中社会科学领域发表的81篇论文进

行了详细回顾，衡量了人们在各种背景下对他人的看

法。2情况很清楚：在各个社会中，个人普遍误解他人的

想法、行为，甚至是他人的身份。这些误解涵盖了各种

各样的主体，从对移民人口规模的看法到对党派政治

观点的看法，再到对社区中其他人疫苗接种行为的看

法。这项分析得出了几个关键的程式化事实。

•	 对他人的误解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而不仅仅是由

于测量误差。评估误解需要引出对他人的看法，并

了解相应的真相。例如，对人口种族构成的看法可

以与人口普查数据中报告的每个种族群体的人口

份额这一客观事实进行比较。对于其他人对某个话

题的看法，真相指的是相关人群报告的观点（例如，

他们的平均水平）。

•	 对他人的误解往往是不对称的，个人的信念与现实

相比严重偏向一边。误解的不对称性是指对真相持

一方观点的受访者与持相反观点的受访者的比值。

根据此定义，较高的数值总是作为分子，不论个人

信念相对于现实是低估或是高估。因此，比值等于1

表示完美平衡，比值越高表示失衡越明显。对他人

的误解通常会单向倾斜，而且倾斜程度很大。

•	 对群体内部成员的误解明显不及对群体外部成员

的误解显著。在超过半数的研究领域中，大多数受

访者对其群体内部的看法比对群体外部成员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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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准确。此外，与对群体内部的看法相比，对群体

外部成员的看法往往在受访者中表现出更大的差

异。这表明，对群体内部成员的看法不仅平均上更

准确，而且与现实的一致性更高。此外，对群体内部

成员的感知比对群体外部成员的感知围绕真相的

分布更对称。

•	 一个人自己的态度和信念与对他人在相同问题上

的态度和信念的误解存在强烈的正相关。此外，受

访者倾向于认为群体内部其他成员与自己有相同

的特点、态度、信念或行为，而群体外部成员则与自

己相反。

为了纠正误解而提供信息是否有效？它会导致行

为上的改变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干预措施总体上

是有效的，但在研究结果中也存在一些细微差别。3更

侧重于定性和叙事性的干预措施（如涉及轶事、小插

图和讲故事的干预措施）往往在纠正误解方面具有更

大的效果。然而，尽管某些治疗会导致行为发生巨大

变化，但大的变化往往只发生在干预后不久检查行为

调整情况的研究中，这表明误解和某些行为之间的对

应关系可能存在僵化性：即使信念可能已经改变，但

行为的更深层次的潜在驱动因素可能并没有改变。这

些发现反映了最近的其他研究结果，表明定性和叙事

驱动的干预措施可能特别有效，并可能产生更持久的

影响。4理解纠正误解和产生长期行为变化的最有效

方法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可能产生有意

义的政策影响的途径。

未来工作的另一条更具概念性的途径包括更好

地理解导致持续误解的一般力量。对他人误解的起

源、僵化和持续性在原则上可以用不同的概念框架来

解释，如刻板印象5、动机推理6和多元无知。7但大多数

现有的研究设计都无法理清这些不同模型的作用。加

强对这些机制作用的理解将有助于更好的政策设计。

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领域是如何在普遍存在误

解的情况下看待福利问题。这样一个规范的考虑——

在现有文献的范围之外——是检查告知人们世界的真

实状态以纠正他们的看法是否总是可取。据了解，许

多威权政权可能通过直接操纵公民对彼此的看法来

维持其政治控制。8在这种情况下，纠正一些对他人看

法的干预措施能否扩大世界上更多的人所拥有的政

治权利和自由呢？鉴于本身就会出现误解，那么是否

可以将政策设计成制造误解，从而引向（例如，在种族

宽容和性别平等的背景下）更符合社会期望的结果？

建立群体间合作和减少敌意的经验教训

人们对群体外部成员的误解往往比对群体内部

成员的误解大得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误解夸大了

不同群体之间的感知差异，比如美国的民主党人和共

和党人之间的差异。9鉴于媒体和政治人士越来越关

注“我们与他们”对抗的心态，这种现象可能并不奇

怪。其潜在影响与社会心理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假设

有关，即一个人感知到相似性，是其对外部群体产生

同理心的关键输入要素。提供信息和群体间的接触可

以促使与外部群体的相似性增加，进而产生对这些群

体更大的利他主义和同理心。10因此，纠正对外部群体

的误解有可能减少敌意，增加合作和利他主义——这

是在日益分裂和两极分化的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结果。

在各个社会和各个领域，人们普遍误解他人的想

法、行为，甚至误解他们的身份。本报告综述的大量文

献表明，在许多重要情况下，以统计数据、小插图、轶

事或叙述的形式提供信息，可以通过简单且具有成本

效益的政策干预来实现行为和态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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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Bursztyn等 2023。这项工作扩展了沙特阿拉伯的研究结果，沙特阿拉伯的	

绝大多数年轻已婚男性私下支持女性外出工作，但错误地认为大多数
其他男性（包括自己的邻居）对此持反对态度（Bursztyn、González和
Yanagizawa-Drott 2020）。

2. Bursztyn和Yang 2022。
3. Bursztyn和Yang 2022。
4. Graeber、Roth和Zimmermann 2023。

5. Bordalo等 2016。
6. Bénabou和Tirole 2016。
7. Bursztyn、Egorov和Fiorin 2020；Bursztyn、González和Yanagizawa-Drott 

2020；Kuran 1997。
8. Kuran 1997。
9. Bordalo、Gennaioli和Shleifer 2022；Bordalo、Tabellini和Yang 2020。
10. Andries等 2024。





199

注释和参考文献





注释 201

注释

概览
1 参见UNDP (2020, 2022a)。
2 Watson等，2022。
3 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疫苗公平分享状

况看板”，网址：https://data.undp.org/insights/
vaccine-equity。

4 Vaidyanathan 2024。这些认捐金额仍然达不
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年度损失与损害。据估
计，每年的损失与损害高达4000亿美元。

5 https://about.bnef.com/blog/global-clean-
energy-investment-jumps-17-hits-1-8-trillion-
in-2023-according-to-bloombergnef-report/

（2024年1月31日访问）。
6 截至2022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数据来自统计附

件表1。2023年的数值是使用与该表相同数据
源进行的预测。

7 Msemburi等；2023。
8 参见UNDP (2022a)。
9 据报道，目前约有30亿人表示感到忧虑，在过

去十年中增加了6.87亿人；20亿人表示感到
悲伤，比十年前增加了5.4亿人；29亿人表示
感觉有压力，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5.96亿人	

（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
的数据计算）。Daly和Macchia (2023)记录2009
年至2021年间情绪困扰感的发生率增加。

10 参见Kurlantzick (2022)、Reuters (2021)和UNDP  
(2023)。

11 Funke、Schularick和Trebesch 2023。
12 Andre等 2024。
13 Fernbach和Van Boven 2022。
14 Gur、Ayal和Halperin 2021。
15 Graeber、Roth和Zimmermann 2023；Vogt等 

2016。
16 Demeritt和Hoff 2023。扩大能动性是为了增强	

人成为变革主体的能力。政策未能充分强调
能动性作为人类发展关键支柱的中心作用。
缩小能动性差距让人能够通过他们信任的制
度参与公共理性和决策。

17 关于共有性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参见Allen 
(2023)。

18 关于动员未来的政治理念，参见White (2023)。

摘要
1 Persson和Bennich 2023。
2 IRC 2023a；UNHCR 2023b、2023c。
3 Msemburi等 2023；Wang等 2022；

4 Bollyky等 2022；Lenton、Boulton和Scheffer 
2022。

5 Bollyky等 2022。
6 Henkel等 2023。
7 Kumar等 2022。
8 Druedahl、Minssen和Price 2021。
9 Gleeson等 2023。
10 NASA 2023。
1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气候地平线”互动

可视化平台(https://horizons.hdr.undp.org/)包
括一组动态数字公共资源，用于预测21世纪末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及其对人类发展的可
能影响。

12 Albrecht 2012, p. 250。另请参阅Clayton和
Karazsia (2020)、Stanley等(2021)、Wullenkord
等 (2021)。

13 Hickman等 2021。
14 Funke、Schularick和Trebesch 2016；Guiso等 

2019；Gyöngyösi和Verner 2022；Mian、Sufi和
Trebbi 2014。

15 Funke、Schularick和Trebesch 2023。
16 Cerra、Fatás和Saxena 2023。
17 Aiyar等 2023。
18 Aiyar等 2023；Xing、Gentile和Dollar 2021。
19 Ganapati和Wong 2023。
20 Chen、Mrkaic和Nabar 2019；Lane和Milesi-

Ferretti 2018。
21 Holland和Pazarbasioglu 2024。
22 WTO 2023。
23 截至2 0 2 3年，基于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
stat/default.aspx，2023年11月16日访问）。

24 IOM 2022。
25 UNDP 2009。
26 Koczan等 2021。
27 Engler等 2020。
28 Stiglitz 1998。
29 参见Alcalá和Ciccone (2004)、Bartley Johns

等 (2015)；Frankel和Romer (2017)以及IMF 
(2001)。关于对东亚奇迹的思考，参见Birdsall
等 (1993)。贸易还对不同人口群体产生了不同
的影响（Engel等 2021）。

30 White等 2023。
31 Walter 2021b。
32 Alstadsæter等 2023。

33 矿产、能源、关键作物、电子、制药、基本金属、
化学品、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知识产权（Seong
等，2022）。

34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关于全球公共产
品概念的稿件越来越多（Kanbur、Sandler和
Morrison，1999；Kaul、Grunberg和Stern，1999；	
Sandler，1997）。对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波政
策关注反映在Kaul和Conceição (2006)、Kaul
等(2003)以及Zedillo等(2006)。关于全球公共
产品在当今世界日益重要的最新综述，请参
阅Buchholz和Sandler (2021)。

35 Boese等 2022；Card等 2022；Iyengar、Sood
和Lelkes 2012；McCoy和Somer 2019；Wagner 
2021。

36 Levin、Milner和Perrings 2021。
37 关于两极分化在疫情中造成的代价，请参阅

Van Bavel等（即将出版）。
38 Schimmelpfennig等 2022。
39 如Bednar (2021)所论述。
40 Bednar 2021。
41 Hobolt、Leeper和Tilley 2021。
42 Henkel等 2023。
43 De Vries、Hobolt和Walter 2021。
44 Bearce和Jolliff Scott 2019。
45 Deitelhoff 2020；Dellmuth和Tallberg 2015；	

Nye Jr 2001；Schneider 2018。
46 参见Conceição和Mendoza (2006)以及第3章。
47 Sparkman、Geiger和Weber 2022。
48 Graeber、Roth和Zimmerman 2023。
49 与集体成果相关的能动性概念被称为“集体能

动性”。例如，请参阅Ibrahim (2006)；Leßmann 
(2022)；Pelenc、Bazile和Ceruti (2015)以及
Rauschmayer等 (2018)。

50 另请参阅Prados de la Escosura (2022)。
51 O’Madagain和Tomasello 2022；Tomasello 

2022。
52 UNDP 2023a。
53 UNDP 2023a。
54 UNDP 2023a。
55 UN 2023b。
56 例如，联合国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专家

委员会（2008年召集，在2007-2008年全球金
融危机期间）建议可选择成立一个全球经济
协调理事会（斯蒂格利茨委员会，2009年）。

57 通过税务透明和信息交流问题全球论坛的171
个成员。2022年，针对近12万亿欧元的资产开
展信息自动交换。

https://data.undp.org/insights/vaccine-equity
https://data.undp.org/insights/vaccine-equity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horizons.hdr.undp.org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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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联合国秘书长，2023。
59 Alstadsæter等 2023。
60 Sen 1999, p. 18。

第一部分

第1章
1 截至2022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数据来自统计附

件表1。2023年的数值是使用与该表相同数据
源进行的预测。

2 另见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2021)。
3 UNDP 2022a。
4 Rockström等 2024；UNDP 2020b。
5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国家环境

信息中心 2023。
6 Ebi等 2021。
7 NASA地球观测站 2023。
8 Oatis 2023。
9 Mlaba 2023。
10 Obermeier和Rustad 2023。
11 如果也门战争持续到2030年，人类发展将在

40年或一代半的时间内逆转（Moyer等 2019；	
UNDP和ESCWA 2023）。

12 UN 2023d。
13 UN 2023d。
14 Sen (1999)认为发展是在各种层面扩大人类自

由的过程，包括政治自由（如免于暴政和压迫
的自由）、经济自由（如免受贫困和饥饿的自
由）、社会机会（如获得社会服务的能力）、透
明度（如言论自由）和安全。

15 WEF 2023c。
16 Msemburi等 2023。
17 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面临着使其

成为国际社会“最贫穷和最弱势群体”的脆弱
性(https://www.un.org/ohrlls/content/about-
least-developed-countries)。

18 见UNDP (2022a, 2022b)的讨论。
19 例如，见Cerra、Fatás和Saxena (2023)以及

Göcke (2002)。
20 Cerra、Fatás和Saxena 2023。
21 例如，见Yagan (2019)关于2007-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后美国就业滞后反应的研究。
22 例如，见Anzoategui等 (2019)。
23 例如，Schwandt和Von Wachter (2020)分析经

济衰退对于在大衰退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人群健康的影响。

24 例如，在2007-2008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
下，Ball (2014)研究了23个经合组织国家，发现
了潜在产出损失和潜在产出增长率下降的证
据，这些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

25 例如，见Conceição和Kim (2014)；Conceição、	
Kim和Zhang (2010)；Conceição、Mukherjee和
Nayyar (2011)以及Molina等(2014)。另见Iddrisu
和Mohammed (2019)对1990年至2015年38个	
非洲国家的政治商业周期对人类发展的影
响估计。关于全球冲击对中欧和独联体29
个国家的全套国家人类发展指标的影响，见
Horváth、Ivanov和Peleah (2012)。此外，在埃及	
的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波动可通过国际收支

的不同组成部分影响人类发展指数值（见
Emara和Mohamed 2023）。关于冲突冲击对
人类发展的影响，见Kim和Conceição (2010)。

26 Molina等 2014。
27 例如，Camarena等 (2022)分析15个拉丁美洲

国家的失业率、收入贫困和人类发展指数值
等社会指标的趋势和周期性成分。他们发现，
虽然周期性成分能解释72.1%的失业率变化和
32.1%的货币贫困变化，但它只能解释3.3%的
人类发展指数值变化。Leite和Ferreira (2023)
使用巴西五个区域的国内数据，发现人类发
展指数值是所分析的指标中周期性成分最低
的社会指标。

28 例如，现代使用经济周期的起源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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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Daly和Macchia 2023；Yonzan、Gerszon Mahler 

和Lakner 2023。
89 De Vries、Hobolt和Walter 2021。
90 Altomonte、Gennaro和Passarelli 2019。
91 Ajzenman、Cavalcanti和Da Mata 2023；Guriev 

和Treisman 2019。
92 Alstadsæter等 2023。
93 De Vries、Hobolt和Walter 2021。
94 Walter 2021b。
95 Bonomi、Gennaioli和Tabellini 2021。
96 Autor等(2024)发现，2018年至2019年美国进

口关税的增加导致了报复性外国关税，造成
美国某些地区和部门的集中失业。尽管出现
了负面的经济结果，但更容易受到关税影响
的地区的选民更有可能重新选举支持进口关
税的候选人。

97 McConnell等 2018。
98 Ajzenman、Cavalcanti和Da Mata 2023。
99 Funke、Schularick和Trebesch 2023。
100 Funke、Schularick和Trebesch 2023。
101 Aas Rustad和Østby 2023；Arasmith、Østby和

Aas Rustad 2022。
102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 2018。
103 UNDP 2022b。
104 UN 2021。
105 Muriuki等 2023。
106 Melin 2023。
107 Sklair 2020。见https://iiraorg.com/2021/01/22/

globalization-and-the-challenge-of-the-
anthropocene/， 2023年8月5日访问

108 Degroot 2022；Degroot等 2021。
109 IPCC 2021b。
110 Vitousek等 1997。
111 UCMP 2023。
112 Allan等 2020。
113 IPCC 2021a。
114 UNDP 2020b。
115 Espagne等 2023。
116 Dalby 2020。
117 Wu和Wan 2023。

https://iiraorg.com/2021/01/22/globalization-and-the-challenge-of-the-anthropocene/
https://iiraorg.com/2021/01/22/globalization-and-the-challenge-of-the-anthropocene/
https://iiraorg.com/2021/01/22/globalization-and-the-challenge-of-the-anthrop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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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例如，Goudel、Monastero和Gallagher (2023)
发现，在中国引入碳定价可能会减少对印尼
煤炭的需求，使GDP减少4.4%，并将公共债务
增加到GDP的9.6%。

119 例如，Chepeliev、Osorio-Rodarte和van der 
Mensbrugghe (2021)发现，围绕国家决定的温	
室气体减排贡献进行区域和全球合作，将减
轻气候转型对贫困人口的负担。相反，如果
各国在没有区域合作的情况下实现其国家自
主贡献，则生活在严重贫困中的人数将增加
0.45%。

120 Liu等 2015。
121 Guerrero等 2021；Pacheco 2012。
122 Marin等 2022。也就是说，大豆生产也与可持

续性挑战有关（Song等 2021）。
123 Williams等 2019。
124 Hughes等 2018。
125 Keys等 2019；Martín-López等 2019；Pellowe

等 2023。
126 Williams等 2019。
127 Dalby 2020, p. 8。
128 Wu和Wan 2023。
129 Feng、Li和Wang 2023。
130 Feng、Li和Wang 2023。
131 Kinnunen等 2020。
132 OECD 2018。
133 Howard和Hendrickson 2020。
134 Degroot 2022。
135 Kinnunen等 2020；Monterrosa等 2020。
136 UNCTAD 2023。
137 Anderson等 2019。
138 FAO等 2023。
139 IOM 2022。
140 Black等 2011；McLeman等 2021。
141 Lenton等 2023。另见Xu等 (2020)。
142 https://horizons.hdr.undp.org/。
143 Clement等 2021；Rigaud等 2018。
144 ITU 2023。
145 2020年，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49亿，全球一

半以上的人口是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 ( ITU 
2022)。

146 考虑硅谷银行倒闭的国际影响，不确定性和
恐慌蔓延到全球科技和银行系统，可能会加
速众所周知的银行挤兑核心行为的蔓延。尽
管管理层的决策是危机的核心，但社交媒体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与银行偿付能
力有关的信息和谣言迅速传播，可能导致了
银行挤兑（Cookson等 2023）。

147 例如，国际特赦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在
2017年缅甸发生针对罗兴亚人的可怕迫害和
暴力事件发生之前，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上充
斥着关于罗兴亚人的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
加剧了该少数民族本已恶劣的处境（国际特
赦组织 2022）。暴力迫使数千人逃离，使冲突
跨越国界。近100万人抵达邻国孟加拉国，直
到今天，他们在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仍面临
着极其严峻的环境(USA for UNHCR 2023)。

148 Michaelsen 2020。这可能有机会通过说服和	
控制信息来限制自由，而不是依赖暴力

（Guriev和Treisman 2019）。
149 Altman和Bastian 2022。
150 González和Ferencz (2018)发现，双边数字连

接增长10%会导致货物贸易增长2%。
151 见Xing、Gentile和Dollar (2021)第6章。
152 Buckley 2018。
153 Espagne等 2023。
154 WTO 2023。
155 Creutzig等 2022。
156 Cowls等 2021；Creutzig等 2022。
157 Creutzig等 2022。
158 Creutzig等 2022。
159 ITU 2023。
160 ITU 2022。
161 Cornelli、Frost等Mishra 2023。
162 Frank 2021。另见Cornelli、Frost和Mishra (2023) 

以及UNDP (2020b, 2022a)。
163 Cornelli、Frost和Mishra 2023；UNDP 2020b。

第3章
1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可以帮助各国更好地了解

如何集中力量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例如，
减缓气候变化需要所有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但消灭一种疾病取决于仍在流行该疾病
的最后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致力于
设计新的条约或改进现有条约以控制流行病
或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时候，了解如何加总
各国贡献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至关重要。

2 例如联合国秘书长有效多边主义问题高级别咨
询委员会(https://highleveladvisoryboard.org/)。

3 如G20 (2023a)所提议。
4 它指出，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a和b）

长度平方的和，等于斜边 ( c ) 长度的平方
(a2 + b2 = c2)。

5 这意味着毕达哥拉斯定理在全球的消费和生
产方面不具竞争性。托马斯·杰斐逊以蜡烛火
焰作比阐述了定理等思想的非竞争性，因为如
果一支蜡烛被用来点燃另一支蜡烛，它本身并
不会熄灭（如Bryan和Williams 2021所引用）。

6 尽管其使用取决于其他补充因素，包括理解
它的能力。

7 这意味着毕达哥拉斯定理在全球都具有非排
他性。

8 全球公共产品有时也被称为“全球公益品”，其
中，“益”表示社会可取性，但并不意味着道德
评估——在不同的道德框架下，有很多道德上
可视为“益”的物品，但它们并不是全球公益
品（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在消费或
生产中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显著特
征。完全非竞争性意味着，一个人从全球公共
产品中受益并不会剥夺其他人享受的利益。
完全非排他性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福
利，而不可能排除任何人。

9 Stiglitz 1999。
10 如Buchholz和Sandler (2021)的阐述，它激发

并影响了本段的大量想法。
11 这一论点来源于Cornes和Sandler (1996)。	

重要的是塑造生产和消费的激励结构。例如，

虽然一条面包具有完全的竞争性和排他性，
但如果一个集体生产面包并在集体成员之间
平等分配，则具有与提供公共产品同等的激
励结构（Cornes和Sandler 1996）。许多国家决	
定提供(从健康和教育到水和环境卫生）等公
共服务，但这些也可由私人提供（Cornes和
Sandler 1996）。虽然公共领域的想法是全球公	
共产品，但如果它们的使用受到利用垄断权
力或知识产权的限制，一些人可能会被排除
在外。做出这些选择的理由很多。例如，尽管
为知识设置排他性往往是低效的——因为知
识并不具有竞争性，一旦知识被创造出来，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另一个人获得知识
都不需要额外成本（想想之前提到一支蜡烛
点燃另一支蜡烛，并不会导致自己熄灭的列
子）——但如果写小说的作家或研究新定理
的数学家无法通过最终产生的知识谋生，那
么产生新知识的动机可能会减弱。同时，没有
必要为了激励产生新思想而为知识设置排他
性，因为其他一些制度也能鼓励创造新知识，
从针对科学的公共资助到科学或艺术突破
奖（可能由慈善组织资助），科学家可通过主
张对于科学发现的优先性获得制度上的奖励

（Dasgupta和David 1994）。
12 另见Liang等 (2023)。尽管如此，正如Stiglitz (1999) 

所预见的，考虑到价格和其他获取障碍，信息
和通信技术实现知识共享的潜力与其现实之
间存在巨大差距。

13 社会选择往往可以通过塑造相关主体在为全
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时所面临的激励结构，
包括融资的结构，来决定某物是否以及如何
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某些商品可能具有全球
公共产品的某些特征，当然也可能同时具有
某些非全球公共产品的特征。以货币为例，考
虑它所发挥的三种经济功能：价值存储、记账
单位和交换媒介。虽然货币的价值存储功能
远不构成公共产品，但它作为记账单位的功
能却是完全公共的。这一点是Kindleberger 
(1986)提出的。

14 降低复杂性的视角既有优势，又有代价，例
如，它简化了全球挑战之间的相互关联（关
于这些关联的视角，见Newell、Goldstein和
Foster 2019），并且对于与跨境溢出无严格关	
联的全球挑战的意义较低。但这一视角带来
了分析的清晰度，使人们更容易辨别出看似
无关的全球挑战的共同特征，并澄清从应对
全球挑战的成功努力中可以推断出哪些教
训。例如，如本章所述，通过认识到减缓气候
变化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有不同的提供
方式，但都遵循全球公共产品方法，从而发现
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如Ringsmusth等 2022）。

15 外部性反映了主体之间无补偿的相互依存关
系（意味着一个主体在做出决定时不考虑该
决定可能对其他主体产生的影响）。国际外部
性反映了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无补偿的相互
依存关系，它可以是负面的（如传播的疾病），	
也可以是正面的（如宣传如何遏制疾病传播
的知识）。虽然并非所有的外部性都与公共
产品有关，但全球公共产品总是涉及国际外	
部性。我们感谢Todd Sandler提出这一提法。	
Cornes和Sandler (1996, p. 7)认为，在对公共	
产品的分析中，“外部性概念是最基本的概
念。”按照James Meade的方法，外部性可以被	
看作是“在做出直接或间接导致相关事件的一
项或多项决定时，对未完全同意的一人或多
人带来可观利益（或造成可观损害）的事件。”
如Cornes和Sandler (1996, p. 39)所述。这只是
定义外部性的众多方法之一。例如，Kenneth 
A r r o w 以偏离支撑竞争市场帕累托效	
率的公理为背景，定义了外部性(Arrow 1969)，	
Cornes和Sandler (1996)用它来提出外部性理
论。关于跨越边境的外部性与提供全球公共

https://horizons.hdr.undp.org/
https://highleveladvisorybo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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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之间关系的多个例子和实例，见Kaul和
Conceição (2006a)以及Kaul等 (2003)。

16 这一现实激发了人们对地球系统治理的新	
视角（Biermann 2014、2021；Biermann和
Kalfagianni 2020；Burch等 2019）、多中心治理

（Folke等 2019；Keys等 2019a；Galaz 2022；	
Rockström等 2021；Rockström等 2023）和气	
候变化多层次治理（Bulkeley 2005；Bulkele
和Newell 2023；Newell和Simms 2020；	
Stoddard等 2021）。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也可以
进一步影响和丰富这些观点，而不是取代或
替代它们。

17 它们在消费方面是竞争对手。
18 关于将地方、区域和全球环境挑战作为全球

公共产品进行管理的早期介绍仍具有权威
性，见Barrett (2003a)。关于全球公域更集中的
讨论，见Barrett (2006b)。

19 如Buchholz和Sandler(2021)所述。
20 例如，鸣禽在春季和夏季以昆虫为食，可保

护北美的农作物，但在冬季则会迁徙到中美
洲和南美洲。南方区域生态系统退化会减少
北美鸣禽的数量，导致其农作物受损（Myers 
1992，如Buchholz和Sandler 2021所引用）。	
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对鸟类数量的负面影响

（Youngflesh等 2023）。
21 Barrett (2003a)提供的一份清单列出了截至

21世纪之交的国际环境条约的签署、批准日期
和其他信息。关于在此之前或之后时期更全
面的数据库，请参阅Mitchell等(2020)。

22 与水有关的其他例证：关于海洋酸化对海洋
生态系统的影响，见Doney等(2020)；关于将
人类活动纳入全球水循环描述的重要性，见
Abbott等(2019)；关于对这种关系的理解进
展，见Allan等(2020)；关于用于监测含水层和
大地测量系统时间变化的重力制图的量子传
感，见Stray等(2022)；关于利用卫星数据确定
河流流量变化的热点地区，见Wu等(2023)；以
及关于改善对大气冰核的理解（这对理解全
球降水和云的结构及反射率很重要，二者对
气候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见Knopf和
Alpert(2023)。植被和灰尘模式的变化似乎对
绿色撒哈拉的突然结束至关重要（持续数千
年，直到大约5000年前），这一见解现在对理
解气候变化对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的影响至
关重要。关于绿色撒哈拉，见Tierney、Pausata
和deMenocal(2017)；Tierney等(2020a)以及
Tierney等(2020b)，关于了解过去对气候变化
的未来及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见
Degrout等(2022)。

23 Keys等 2017。
24 Keys等 2019b。
25 Keys等 2012。例如，尼罗河流域89%的降雨量

来自该流域外部（te Wierik等 2021）。
26 有大量文献记录了人类驱动的地球过程变化

的“巨大加速”（例如，见Steffen等 2015）。
27 关于支持新时代情况的证据，见H e a d等

(2022a)和Head等(2022b)。加拿大的克劳福
德湖被人类世工作组提议定为人类世的“金
钉子”（其正式名称是“全球界限层型剖面和
点位”）（McCarthy等 2023年）。在做出正式决
定之前，更广泛的地质学家群体也在考虑这
项指定。人类世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地质学（参
见Malhi 2017的综述），导致一些人认为，它不
是地质时间尺度上一个正式的新时代，而应
该被视为一个“正在展开和加剧的突发事件”

（Edgeworth等 2023，p. 1；另见Bauer等 2021、	
Gibbard等 2022a以及Gibbard等 2022b）。关
于对这一观点的回应，请参阅Waters等(2023)。	

无论人类世最终被定性为地质时间尺度上的
一个正式单位还是一个地质事件，都不会影
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人类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地球，正是本着这
种精神，本报告继UNDP (2020b)之后使用了
这个词。

28 关于臭氧层的消耗，见Barrett (2003a)。关于气
候的全球公共产品文献十分广泛；见Buchholz
和Sandler (2021)、Keohane和Victor (2016)以
及Stiglitz (2015)。关于将保护全球多样性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的最新观点，见Barrett (2022)以
及Buchholz和Sandler(2021)。

29 Folke等 2021。
30 Schell (1982, pp. 166–167)在思考20世纪80年

代初核战争的影响时，已经呼应了对于地球
公共产品相关性的直觉：“…地球的环境不仅被
视为或多或少令人愉快的周边元素，还被视
为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基础。地球作为一个生
命支持系统的一体性已经在我们周围可见。
如今，无论政治家们多么努力地维护他们国
家的‘主权’权力，事实是，他们都陷入了日益紧
密的全球生活中，每个国家的生存都取决于
所有人的生存。”

31 我们感谢Belinda Reyers提出的这些建议以及
本注释中的进一步阐述。生物圈作为一种地
球公共产品可以被视为发挥两个关键作用，
采纳自Mace等 (2014)的表述。首先，它是生物
体功能特征多样性的全球来源。具有不同功
能特征的生物体可以不同地影响全球和区域
的重要生态系统特性，如初级生产、分解或解
毒，并对环境变化做出不同的反应。当某些功
能特征的组合在环境变化面前丧失时，这些
关键的全球和区域功能可能面临风险。其次
是作为生命库的作用——换句话说，随着世界
和人类社会的变化，帮助我们适应、改变和保
持韧性的进化潜力。从长远来看——几个世纪
到几千年——人类的福祉将取决于生物圈在
面对经常快速变化的选择压力时，能否继续
支持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和过程。

32 地球公共产品的视角并不意味着自然决定提
供这些产品的必然性。最终，人类能动性所造
成的人类世的现实，以及对地球过程的破坏
所造成的影响在边界上不会停止、也无法停
止，这些都证明了这个视角的潜在有用性。地
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也不意味着不会有任何争
议，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全球不同的人所享
受到的地球公共产品（就像任何全球公共产
品一样）的好处有多有少，还有部分原因在于
提供这些产品的过程不是中立的。

33 Knuth 1972；Maor 2019。尽管有数百种不同的
方法来证明这个定理，毕达哥拉斯可能是第一
个编纂出严格证明过程的人——或者，至少他
的证明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记录相对
应(Loomis 1968)。有关超过100种证明的列表，
见https://www.cut-the-knot.org/pythagoras/
index.shtml （2023年12月15日访问）。

34 思想和知识是在文化偶然性和不断发展的背
景下创造和传播的，但个人仍然可以是核心
参与者，以Joel Mokyr所说的“文化企业家”的
形式存在（Mokyr 2013、2016）。Sen (2009b)还
描述了Mary Wollstonecraft在18世纪倡导妇女
权利和废除奴隶制的著作的重要性。

35 全球公共产品可以由不同的主体以多种规模
提供——通过多种激励结构，激励主体为提
供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关于参与跨国决
策几个方面的众多主体，见Pouliot和Thérien 
(2023)以及Stone和Moloney (2019)。

36 许多人依靠了解和使用毕达哥拉斯定理来维
持生计；也有一些人甚至在对其一无所知的

状态下度过生活（既不使用它，也不知晓它的
美）。

37 事实上，一些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思想在推动
进步方面发挥根本作用正是因为它们的非竞
争性，以及由于它们是更多新思想的基础（从
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重要、正向的外部性），	
包括如何在我们（物质有限的）地球上更有
效、公平和可持续地利用地球上有限的物质
资源(Jones 2023)。Arrow (1962)开创了将思想
区别于其他（竞争性）产品并进行正式经济分
析的先河。这一开创性的分析确立了思想的
非竞争性（以及与其潜在影响相关的不确定
性）对生产和需求的影响。Romer（1986、1990、	
1993）开创了经济增长的正式模型，其中思	
想以内生方式产生。Jones (2019)解释了思想
的非竞争性如何成为这些内生增长模型的核
心。加强有利于产生和使用思想的激励措施
推动了这些增长模式的发展，鉴于思想来自
于人（Jones 1995、2020），其他因素也起到了
作用，包括通过减少性别或种族歧视来加强
人才分配（Hsieh等 2019；Jones 2022）。

38 尽管思想的传播程度取决于多个变量，从它
的存储方式到人们理解和使用它的能力等。
许多思想可能已经出现，但从未被传播。这里
的目的不是说明创造和传播思想的性质，而
是说明某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取决于
贡献最大的单一主体所采取的行动这一特征。

39 简单地说，主题是生产全球公共产品并从中
受益的国家。这种粗略的简化忽略了国内背
景与各国国际行动之间的许多相互作用。例
如，其中包括一个国家人口规模（Boadway 
和Hayashi 1999）和国家内部的财富不平等	

（Bardhan、Ghatak和Karaivanov 2007）所产	
生的影响。此外，正如Murdoch、Sandler和
Sargent (1997)所表明，当国家内许多主体参
与决定有关公共产品的提供情况时，国家作
为决策者的单一模式表现不佳。例如，有一些
环境协定要求欧洲25个国家减少硫和氮氧化
物的排放。但是，尽管硫排放往往起源于少数
行业，但氮氧化物排放则涉及一系列部门和
经济活动。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
的硫排放量因条约规定的要求下降了30%或
更多，但这些国家难以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

40 直到Hirshleifer (1983)之前，所有（全球或非全球）	
公共产品都被隐含假设为遵循简单累加型
模式，因此许多对公共产品和政策话语（包
括全球公共产品）的原始分析仍然隐含着这
一假设。本章通过一些例子，详细讨论了全
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如何取决于不同类型的国
家贡献加总方式。针对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其
他公共产品加总“技术”的正式及更全面的论
述，见Kanbur、Sandler和Morrison (1999)以及
Sandler和Arce M. (2002)。全球公共产品国际
工作队的最终报告（Zedillo等 2006）以及为
工作队编写的一些背景材料（特别是Barrett 
2006b）探讨了区分不同加总技术对国际合
作的意义。关于最近的文献综述，见Buchholz
和Rübbelke (2017)。例如，与温室气体排放不
同，空气中的污染物在大气中迅速消散，这些
污染物的来源国和受影响国的位置以及主风
向都很重要。因此，其覆盖范围可能不是全
球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面临的可能
是提供区域或次区域的跨国公共产品，正如
Arce M.和Sandler (2002)，Kanbur、Sandler和
Morrison (2002)，Sandler (2002)以及Sandler
和Arce M. (2002)所探讨。与温室气体排放一
样，不存在完美的可替代性，因为某些国家产
生的影响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大，而某些国家
也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其提供情况仍
由相关国家的贡献加总来确定，但在加权总
和中，贡献较多的国家比贡献较少的国家更
重要。

https://www.cut-the-knot.org/pythagoras/index.shtml
https://www.cut-the-knot.org/pythagora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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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andler 1997。
42 Rao 2022。
43 这个国家（美国）建立了一个监测西半球热

带气旋的系统，因为这一努力带来的国家净
收益证明了投资的合理性，尽管这些收益也
会惠及许多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惠及全世界	
(Sandler 1997)。通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它还监测疾病爆发，并寻求在世界各地分离
新的病原体。两者可能都是出于保护美国公
民的愿望，但它们也带来了全球利益(Sandler 
2015)。

44 最佳机会型全球公共产品的一个含义是，当
各国根据其资源和能力协调努力时，可以加
强该产品的提供。有一些证据表明，各国都认
识到这一点。例如，Kyle、Ridley和Zhang (2017)
报告称，美国政府对特定疾病医学研究的资
助增加10%，与其他41个国家的政府和基金会
对该疾病研究的资助减少2-3%有关，因为这
些国家可能会调整资金以专注于其研究优
势。协调可以加强资源的总体分配。

45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是由总排放水平决
定，减去生物圈“吸收”温室气体的能力——即
每个国家的排放量之和。

46 对于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每个国家的
贡献（按边际计算）平均增加了总体供应。

47 Smith等 2004。
48 为了改善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的提

供，将资源分配到贡献能力最弱的一个或多
个国家之外几乎没有影响，因为这对于总体
供应几乎没有影响。相反，必须加强帮助最薄
弱环节的能力，因为他们的贡献决定了这类
全球公共产品的总体提供水平。

49 本讨论假设，在各国寻求促进自身利益并拥
有不同水平的资源和能力的世界中，它们之
间的互动如何推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见专
栏3.2）。

50 Sandler (2016, p. 42)表示：“通过注入资金来
避免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是最佳机会型公共
产品。”

51 人类在多项科学工作中努力开展协调甚至
是合作，例如针对核聚变研究， ITER (https://
www.iter.org/)汇集了35个国家的科学家；针对
粒子物理学，欧洲核研究组织（又称为CERN）
汇集了23个国家的科学家(https://www.home.
cern/)。

52 例如，编纂规则并汇集资源，为面临国际收支
危机的国家提供流动性，如二战后成立的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53 有关多层次和多主体治理的描述和分析，见
Slaughter (2004)以及Stiglitz和Kaldor (2013)。

54 这种情况与囚徒困境的结果相似，即个人贡
献的总和低于集体期望和可行的总和。Chen
和Zeckhauser (2018)提供的证据表面，一些
国家在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方面“搭便
车”。

55 一个国家承诺做出贡献有望改变其他国家未
来效仿并加入的动机。一些模型表明，情况可
能是这样的（如Boadway、Song和Tremblay 
2007），但问题仍然存在：一个国家最初为什
么会做出承诺？

56 除 了 国 家 有 利 他 主 义 偏 好 的 可 能 性
（Goussebaïle等 2023）之外，当国家迫切需要
建立互惠关系时，公平是一个必要条件（Fehr
和Gächter 2000；Fehr和Schmidt 1999）。

57 由于几种温室气体可以在大气中停留几十年
(IPCC 2007)。

58 关于气候正义不同维度的讨论，见Dolšak和
Prakash (2022)。关于互惠和公平观念在减缓
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见Buchholz和Peters 
(2005)；Buchholz、Peters和Ufert (2018)；	
Buchholz和Rübbelke (2019)；Carattini、Levin
和Tavoni (2019)以及Cairney、Timonina和
Stephan (2023)。关于为什么当前用于支持减
缓措施的资金流存在不公平现象，见Pachauri
等 (2022)。关于是否应该使用购买力平价或市
场汇率来计算每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的辩论，
见Pachauri等(2023)以及Semieniuk、Ghosh和
Folbre (2023)。

59 关于附带支付在加强全球环境公共产品合作
中的重要性的讨论，见Barrett (2003a)，他认
为，在附带支付相关事务中，对公平的担忧并
不会推动个别国家的决定，但一个被视为公
平的结果仍然会特别具有说服力。

60 在关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正式文献中，这是广
为人知的“Warr中性结果”(Warr 1983)，它表明，
资源从较富裕的主体转移到较贫穷的主体并
不影响（简单累加型）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
直观地说，虽然接受收入的主体贡献增加（收
入的增加会导致对公共产品的贡献增加），但
收入减少的主体的贡献会按比例减少，从而	
抵消前者的贡献。这一结果的一层含义是，	

（简单累加型）全球公共产品通常需要“新资
金”来提高供应水平，而不是收入转移可能对
公平和互惠产生的影响。在国际上，慈善组织
经常发挥提供新的和额外资金的作用。最终，
任何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的负担分配都具
有不可减少的规范性，需要通过伦理思考来
支持（Dooley等 2021）。

61 因为如果任何国家都不做出贡献，就根本无
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与简单累加型全球
公共产品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即使各国有
平等的偏好和资源，也可能存在不做贡献的
动机。

62 Sandler (1997)讨论了各国之间的公平性如
何增强提供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的
前景。Jayaraman和Kanbur (1999)也表明了
这一点。

63 支助是金钱还是实物也很重要，富裕国家在
提供实物支助方面的相对效率也很重要；见
Vicary和Sandler (2002)。

64 关于最近关于提供最薄弱环节型公共产品前
景的讨论，强调转移的重要性，见Caparrós和
Finus (2020b)。

65 Olson (1971)强调了一个普遍观点，即随着陷
入囚徒困境的主体人数的增加，合作的可能
性下降。关于在地方层面开展合作的团体规
模限制的最新证据，见Casari和Tagliapietra 
(2018)。关于最薄弱环节型全球公共产品的具
体讨论，以及在越富裕的国家，与通过国际转
移支持最薄弱环节有关的搭便车担忧会被放
大，见Sandler (2016)。

66 Sandler 2016。
67 这种方法补充了其他试图从新冠肺炎疫情中

汲取教训以管理全球挑战的努力，例如，从系
统风险的角度（Ringsmusth等 2022），并基于	
立足不断变化的地球并综合社会、经济和生
态系统的方法（Crona、Folke和Galaz 2021；	
Galaz 2022；Galaz等 2021；Keys等 2019a）。
它并不是对这个仍存在许多未知因素及多方
面复杂性时期进行的全面综述或评估，尽管
其中的某些评估采取了官方调查委员会的形
式（如Clark 2022、Response 2022以及Sirleaf
和Clark 2021），其他评估则是非正式形式（如
Cable等 2022、Frenk等 2022、Sachs等 2022
和Williamson等 2022）。关于这些评估的合法
性及影响的综述和分析，见Becker和Nouwen 

(2019)；Stone和Schmider (2023)以及Weible等	
(2020)。关于如何构建这些评估的“建构主	
义”批评，见Shiffman和Shawar (2022)。随着	
21世纪对全球健康的威胁成倍增加，评估可
能是动态且不断演变的，因此已经成立了一
个委员会来对此进行分析（Kanem、Murray和
Horton，2023）。全球公共产品视角可以为支
持这些努力带来一个分析框架。该分析选择
性借鉴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
和选择，以进一步说明迄今为止讨论的关于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分析见解。它的灵感来
自于其他使用全球公共产品视角分析新冠肺
炎疫情的尝试，如Brown和Susskind (2020)以
及Sandler（2020、2023）。

68 正如Caparrós和Finus (2020a)在新冠肺炎疫
情早期所述。

69 关于健康挑战的全球公共产品视角，见Arhin 
Tenkorang和Conceição (2003)以及Sonntag 
(2010)。

70 关于形成新冠肺炎应对措施的不确定性背	
景的讨论，见Collins、Florin和Renn (2020)，	
Kreps和Kriner (2020)以及Leach等(2022)。
关于不确定性下对流行病应对措施的一般分
析，见Barnett、Buchank和Yannelis (2023)。

71 关于对大流行病防备采取多尺度方法的必要
性的进一步阐述，见Wilkinson等(2023)。

72 一些估计表明，2019年结核病的经济负担为
1.115至3.346万亿美元（按2017年购买力平价
国际美元计算），艾滋病为678至2035亿美
元，疟疾为564至1693亿美元（Bloom、Kuhn和
Prettner 2022）。

73 当消灭天花的工作于1967年开始时，这种疾病
在31个国家流行，每年造成多达1500万例病例
和约200万人死亡(Fenner 1993)。

74 Barrett (2007)关于将消灭疾病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的进一步分析，见Barrett（2003b、2013b）。

75 Sandler 2015。
76 例如，拥有非人类宿主的疾病可能很难消灭

或无法消灭（Arhin-Tenkorang和Conceição 
2003年）。

77 关于消灭疾病的条件和消灭脊髓灰质炎初	
步努力的演变的讨论，见Arhin Tenkorang
和Conceição (2003)。消灭天花的关键人物	
D.A.Henderson报告称，他对消灭脊髓灰质炎
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Henderson和Klepac 
2013）。由于Henderson设想的许多困难都变
成了现实，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的累积成本
使其吸引力下降，但估计表明，即使到2029
年才能消灭脊髓灰质炎，这项工作仍将带来	
净收益（Thompson和Kalkowska 2021），尽管
此时的成本效益低于早期估计（Thompson和
Tebbens 2007）。此外，消灭这一疾病的工作本
身也会带来收益（Badizadegan、Kalkowska和	
Thompson 2022）。对“脊髓灰质炎结局”的分	
析继续为正在进行的消灭脊髓灰质炎的
努力提供信息（Thompson、Kalkowska和
Badizadegan 2022）。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干扰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工作（Burkholder等 
2023；Kalkowska等 2023；Thompson 2022）。

78 WHO 2019。
79 Barrett 2011；Cohen 2023。
80 虽然分析强调了建立一个概念框架并纳入各

个国家贡献加总的不同方式来理解全球公共
产品提供的有用性，但多种其他因素会影响
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例如，解决臭氧层变薄
和减缓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有许
多共同的特性，但应对每个问题的方法的有
效性明显不同。Sandler (2017)详细探讨了背景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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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如何导致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全球公共
产品产生不同结果。

81 新冠肺炎疫情后评估表明，拥有更普遍公卫
能力的国家能够更好地控制该疾病，这不仅
突出了应急响应的重要性，还突出了在薄弱
地方加强监测和公卫能力的重要性（Neill等 
2023）。

82 Usher 2020。
83 Laxminarayan、Reif和Malani 2014。
84 Saak和Hennessy 2018。
85 Suzman 2023。
86 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中产生的愿望

（Saville等 2022）。
87 Gouglas、Christodoulou和Hatchett 2023。
88 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2。
89 WHO 2021。
90 最初疫苗供应有限这一背景可能是各国很少

分享疫苗的动机，即使并非正当理由，但在这
一限制消解之后，利己主义的国家如能分享
疫苗，情况会更好（Lampert等 2022）。截至
2022年5月20日，当全球疫苗供应不再受到
限制时（COVAX的供应限制在2021年期间加	
剧；Gouglas、Christodoulou和Hatchett 2023），	
高收入国家80%的人口接种了一剂疫苗，而
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6% (WHO 2022a)。

91 h t t p s : / / w w w . w h o . i n t / i n i t i a t i v e s /
act-accelerator/covax。

92 Usher 2021。
93 类似的挑战几乎使消灭天花的努力失败。尽

管每个富裕国家都有极强的动机来资助消灭
天花的努力（甚至让美国独自承担费用），但
所有国家都宁愿让其他国家来做贡献（Barrett 
2007；Fenner等 1988）。在冷战期间得以成
功消灭天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终得到
了苏联和美国的大力支持。1958年，苏联调整
其在世卫组织中的立场，与侧重于疫苗接种
和监测的控制工作保持一致(Fenner 1993)。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单方面决定支持在
非洲国家消灭天花，为这一努力注入了新的
活力。有趣的是，这一决定似乎是出于政治上
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自身利益或战略原
因(Barrett 2007)。但世卫组织似乎采取了一项
战略举措，提出的强制性捐款远远低于所需
的国际援助总额。这使得就强制性捐款达成
协议成为可能，并释放出足够的自愿捐款来
成功资助消灭天花的工作。因此，成功并不取
决于世卫组织执行消灭天花协议的能力，而
是取决于各国协调行动(Barrett 2007)。

94 Rogers和Mandavili 2020。
95 Emanuel等 2020。
96 富裕国家违反了互惠规范。关于公平和互惠

之间的关系，见Fehr和Gächter (2000)，他们将
认为违反公平规范的报复行为或言语称为“消
极互惠”。Suzman (2023)解释了在疫苗获取方
面的不平等情况下，中低收入国家如何看待
这些互惠中的违规行为。

97 Hu等 2021；Wu等 2020；Zhu等 2020。
98 Haynes等 2020；Jiang等 2012。
99 Kiszewski等 2021。在mRNA疫苗方面，美国政

府在1985年至2019年间投资了至少3.37亿美
元用于研发，直接推动了mRNA新冠肺炎疫苗
的关键创新（Lalani等 2023）。

100 正如Brown和Susskind (2020)所述。
101 Kim等 2021。
102 Dyer 2020。
103 https://www.cdc.gov/museum/timeline/

covid19.html（2023年12月15日访问）。
104 Le等 2020。
105 Hanney等 2020。
106 DiMasi等 2020；Excler等 2023。
107 Kim等 2021。
108 https://www.cdc.gov/museum/timeline/

covid19.html（2023年12月15日访问）。
109 Excler等 2023。
110 Lalani等 2023。
111 Kremer、Levin和Snyder 2020。关于如何改进

临时方法并部署更结构化的预先市场承诺以
确保公平获取的建议，见Towse等(2021)。

112 Sampat和Shadlen 2021。关于制药公司在全
球卫生紧急情况下承担道德义务的论点，见
Emanuel等(2021)。

113 鉴于国际合作日益复杂，国家并非唯一相关
的参与者（Alter和Raustiala 2018）。例如，Hale 
(2020)在2018年记录了190多项旨在应对气候
变化的跨国举措，有超过12000个次国家和非
国家行为体参与。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是提供
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参与者。

114 例如，国家机构（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及巴斯德研究所）、网络（如CGIAR）、多方利益
攸关方伙伴关系（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
和疟疾基金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慈善
基金会（如维康信托基金会和比尔和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也越来越积极地为提供全球公
共产品做出贡献。

115 根据Buchholz和Sandler (2021)的讨论。
116 多边安排的建立与国家是提供全球公共产

品的关键主体的假设密切相关，这在追溯到
Stiglitz (1995)的众多早期文献中已被承认。

117 Hoffman等 2022。
118 关于环境条约效力的决定因素，见F inus、	

Cooper和Almer (2017)和Libecap (2014)。关于
条约效力的经验证据，见Hoffman等(2022)。

119 正如Barrett (2006a)所述。
120 WHO 2021。
121 确切地说，这超出了全球公共产品的范围，因

为缺乏非排他性属性，而且利益仅为部分非
竞争性（例如，由于俱乐部的使用拥堵）。

122 Axelrod和Keohane 1985。俱乐部包括国际通
信卫星组织通信网络、全球空中交通管制系
统和互联网。部分非竞争性意味着排除一些
国家不一定是浪费，而排他性鼓励各国公开
其对该公共产品的偏好，并相应地做出贡献	

（例如，以准入费的形式）。有人提议通过建立
气候俱乐部来促进减缓气候变化（Nordhaus 
2015、2020、2021），但这些提议与这里使用
的俱乐部的定义不符。

123 Pecetta等 2022；Shanmugaratnam等 2021。
124 Athey等 2022；Glennerster、Snyder和Tan 

2022。
125 Pecetta等 2023。

第二部分

第4章
1 Mantel 2009, p. 305。
2 正如Shafir (2013)所述，任何一套公共政策	

措施和干预措施也是如此。Merz等(2023)呼
吁找出人类世地球压力背后的行为驱动因
素。Davidson等(2024)认为，可持续发展科学
中使用的标准模型（如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
型、工程-经济优化方法和基于主体的模型）需
要纳入制度和行为元素并增强。

3 Elster (2015b)的研究表明，集体行动可以通过	
群体内决策者之间的横向互动，或通过强迫或
迫使群体成员为集体做出贡献的纵向措施来
产生。集体行动意味着集体成员之间的多尺度
互动，以及来自影响成员行为的集体属性的反
馈，导致行为可以作为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进
行分析，如Bak-Coleman等(2021)所述。

4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集体行动“可以定义为
一个群体成员的分散行动，以消除影响其所
有人的公共弊病，或创造惠及所有人的公共
产品”(Elster 2015b, p. 382)。Olson（1971、2012）	
很久以前就阐述了集体行动与公共产品之间
的紧密联系，激发了大量经济学文献的产生	

（在Sandler 2015的原始稿件中有所表述）。	
Ostrom (1998)认识到对集体行动的标准经济	
分析的局限性，并主张对人类行为进行更丰
富的描述。除了经济学，集体行动一直是社
会学（Oliver 1993；Van Zomeren、Postmes和
Spears 2008）、政治学(Medina 2013)和人类学

（DeMarrais和Earle 2017）等领域许多公式和
方法的主题。

5 这与Schill等(2019)和Schlüter等(2017)的观点
相呼应，即需要考虑广泛的人类行为假设，以
应对人类世的挑战。

6 也就是说，信念不仅仅是为了努力做到准确；
它们也可以由自我满足的方式获得动力，让
人们对自己或自己所持有的信念感觉更满意

（Bénabou和Tirole 2016；Zimmermann 2020）。	
有证据表明，人们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感情，
很难释怀（Litovsky等 2022）。这可能会产生	
信念陷阱（Scheffer等 2022），当这些信念有	
害时，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例如，如果人
们感受到威胁，无论是否存在客观威胁，他们
都会采取相应行动：“[…]关于人类的一个基本
事实是：我们是受信念驱动的生物，但我们
在认识上容易犯错——在形成和维护我们的
信念时容易犯严重错误。我们的信念会影响
我们的行为，有时甚至完全决定我们的行为
方式，但我们的信念可能是错误的，而且经
常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他者构成
了威胁，我们的反应就像这个信念是正确的
一样强烈和消极。重要的是信念，而不是事实”

（Buchanan 2020，p. 181）。
7 人们通过自身行为遵守社会规范，以便将自己

和他人视为社区中正直的成员。在一个被广
泛引用的案例中，学校为惩罚接孩子迟到的家
长而引入罚款规定，结果是迟到的家长人数增
加，因为在引入罚款之前持续的合作行为（可
能是一种社会规范或内在承诺）被经济激励
破坏了（Gneezy和Rustichini 2000）。关于更
广泛案例的综述，见Gneezy、Meier和Rey-Biel 
(2011)。Bénabou和Tirole (2003)为分析激励措
施何时以及如何破坏内在动机做出了最初的
贡献。激励措施和其他动机并不总是对立的；
它们还可以相互加强（见Rajapaksa等2019关
于加强水资源保护组合方法的例子）。

https://www.who.int/initiatives/act-accelerator/covax
https://www.who.int/initiatives/act-accelerator/covax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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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们非常感谢Melissa Leach的这一表述。人
类学家、社会学家、结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
以各种方式研究权力结构和行动之间的相互
作用。

9 我们非常感谢Karla Hoff的这一表述。Kotchen、	
Rising和Wagner (2023)认为，有必要从行为科	
学中获得更多见解来应对气候变化。Bastini
等(2023)、Bergquist等(2022)和Vlascenu等
(2024)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行为干预措施
提供了综述和实验结果。Taberna等(2023)
表明，行为的不确定性调节了物理因素在应
对适应环境冲击的激励措施变化中的重要
性。Bergstrom和Hanage (2024)以及Saad-Roy
和Traulsen (2023)认为，对人类行为进行更丰
富的描述对理解疾病动力学具有重要意义。

10 这与Demeritt和Hoff (2018)以及Hoff和Demeritt  
(2023)所称的第二波行为经济学相对应，而行
为选择则与他们所称的第一波相对应。关于
第一波行为经济学在发展中的应用综述，见
Kremer、Rao和Schilbach (2019)；关于第二波，
见Hoff和Demeritt (2023)。

11 捐赠效应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比起人们为获
得某物愿意支付的金额，他们往往会要求更
高的价钱才愿意放弃这件物品。Apicella等
(2014)表明，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但在接触所
有权以及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交换的观念和做
法的群体中普遍存在。关于更广泛的综述，见
Apicella、Norenzayan和Henrich (2020)。

12 关于希望和乐观对改善幸福感的作用力量，
以及不同的环境如何塑造它们，可见Graham
和Pinto (2019)以及Lybbert和Wydick (2018)。
关于愿望，见Fruttro、Muller和Calvo-Gonzalez 
(2021)以及Genicot和Ray（2017、2020）。关于
愿望和人类发展干预措施的讨论，见Conradie
和Robeyns (2013)。关于愿望、社会规范和发展
成果之间的关系，见La Ferrara (2019)。

13 有证据表明，人们不仅将疫苗视为一种自我
保护手段，还将其视为他们与社区为减少感
染传播所建立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Böhm和
Betsch 2022；Korn等 2020）。

14 人民和国家政府之间可以达成社会契约，其基
础是提供国家公共产品，执行规则，并动员来
自个人的财政资源为这些公共产品提供资金。

15 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如有）已经强化了更多
国家维护主权和自治的愿望(Krasner 1999)。

16 人类世的现实引发了关于加强全球治理	
如何影响国际法的辩论（例如，见Kotzé 2019、	
Woolley和Harrington 2022以及Kotzé和Kim 
2022）。但是，各国仍需自愿同意采取这些拟
议措施，因此本节中的分析也可用于了解推
动讨论的条件。

17 这种区别源于Sen (2009b)对促进正义的社会	
选择程序与基于正义理论的Rawlsian社会契
约设计方法之间的对比。Sen更进一步，他认
为，每个国家对社会契约的追求限制了只有
来自其他国家的公正旁观者才能改善社会
选择过程的潜力。正如Chater和Loewenstein 
(2022)所言，应对全球挑战需要系统性干预。
但考虑到在全球层面上，系统性干预措施必
须得到各国的自愿同意，即使可以具体说明
可能的干预措施，这仍然会面临如何让主权
国家同意的问题。

18 正如Kirshner (2022. p. 15)所言，“个人是世界
政治的最终行为体；因此，对人类行为的假设
是任何范式固有的（也是必然的）特点，即使
它们仍然是隐性的。”这就是本章中的讨论所
展现的精神，试图做出明确不同的人类行为
假设。

19 Sen 2009b。另见UNDP (2022b)第3章的讨论。

20 Burgio、Gómez和Arenas 2023；Hébert-
Dufresne等 2022。

21 Dannenberg和Gallier 2020。
22 关于这些行为假设对国际法的影响的讨

论，见van Aaken和Broude (2020)以及
Fikfak、Peat和van der Zee (2022)。

23 这有时被称为“理性经济人”(Persky 1995)。
24 它通常也是预期人类行为的基线，在更广泛

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科学领域，我们会根据
这些基线确定一些偏差（或偏见）。

25 Centola和Baronchelli 2015；Centola等 2018。
26 Efferson 2021b。
27 例如，在各国尚未进行协调，但所有国家都必

须朝着某个方向前进的情况下，某个国家可
能不相信其他国家会朝着这个（所有国家希
望的）方向前进，因此可能会决定“安全行事”，
坚持现状，从而导致协调失败。这可以被解释
为达格·哈马舍尔德的名言，“当我们都安全行
事时，我们创造出的正是一个极度不安全的
世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最近
引用此言(2023b)）。

28 Thomas Schelling认为，焦点可以发挥这种协
调功能（Schelling 1965、1978）。有大量关于克
服协调失败的干预措施的文献，包括实验结果

（见Devetag和Ortmann 2007，但最近的综述
见Avoyan和Ramos 2023以及Kendall 2022）。

29 尽管替代分析拒绝认为这些符合互惠均衡的
例子，而是指出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权力和利
益在制定这些标准方面的普遍作用(Krasner 
1991)。

30 Keohane和Victor 2016。
31 Buchholz和Sandler 2021。
32 尽管许多国际协定的非法律约束力使其在支

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无效，但仅仅使条
约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不能保证追求自身利益
的国家会改变其行为。各国可以选择从一开
始就不加入该协定，或是选择退出该协定，英
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例子(Barrett 2016)。

33 Barrett 2016。
34 因此，这可以作为一种安全博弈（或猎鹿博

弈）模型(Sandler 2016)。
35 有关详细描述，见Barrett (2003a)。
36 Barrett和Dannenberg 2022。
37 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国家签署条约，表明其符

合各个缔约国的利益，该条约才能成功。
38 见Barrett (2003a)，了解通过对该条约实施的

激励结构的分析，对谈判过程的历史叙述；它
首先通过贸易激励措施迫使高收入国家签署
并批准条约，然后通过附带支付机制迫使中
低收入国家签署并批准条约。

39 尽管其他不确定性会使传染病控制变得困
难，正如Leach等(2022)所探讨的。

40 Armstrong McKay等 2022；Rockström等 2009；	
Rockström等 2021；Rockström等 2023；	
Steffen等 2015。

41 Brovkin等 2021；Lenton 2013；Lenton和Williams 
2013；Lenton等 2008；Steffen等 2018。

42 Kemp等 2022a。
43 Barrett 2016。
44 这些条件类似于各国在提供最薄弱环节型全

球公共产品方面所面临的激励措施。

45 《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并未规定这样的阈值。
关于为何不确定性使得国际环境协定难以
达成协议的不同观点，见Ulph、Pintassilgo和
Finus(2019)。

46 Barrett 2016。
47 Burgess、Pielke和Ritchie 2022；Keen等 2022；	

Kemp等 2022b。不同国家之间损害的差异
可能会促进合作（Waichman等2021）。与此
同时，资源上的不平等可能会产生抵消效应

（Brown和Kroll 2021）。
48 Barrett 2013a；Barrett和Dannenberg 2012。
49 如果不确定具体的阈值，但有一个已知的上

限，各国将需要合作，共同保持在上限以下。
如果不确定性很大，每个国家都会知道，其个
别贡献如果仅仅略低于上限，则世界就不太
可能超过阈值。因此，这种情况类似于简单累
加型全球公共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
家都面临着激励，使其个别贡献刚好低于避
免超过阈值所需的水平——这种行为在实验
中得到了证实（Barrett和Dannenberg 2012、	
2017）。Schill和Rocha (2023)报告称，这种不
确定性并不妨碍合作以维持地方公域，但
Ahsanuzzaman、Palm-Forster和Suter (2022)
认为这一结果需要视乎在地方层面进行有效
沟通的可能性。

50 Dannenberg和Barrett 2018；Dannenberg和	
Gallier 2020。关于生存风险，见Ord (2020)。

51 Barrett和Dannenberg 2014。
52 关于在实际集体行动行为中偏离理性选择模

式的早期综述，见Ostrom (1998)，它还提供了
一套关于如何扩展行为假设以解释这些观察
结果的想法。关于最近的综述，见Dijk和Dreu 
(2021)以及Van Lange和Rand 2022。

53 这些偏离情况不应假设标准自私选择模式
对人类行为提供了更准确的解释，而应假设
选择模式为结构偏差提供了参考。因此，认
知偏差和非标准偏好等表现不一定是偏离
了理性，而是偏离了标准自私选择模式。试
图用实证来衡量经济理性已经被证明是不
可靠的（Nitsch等2022）。这里采用的关于行
为洞察力的讨论遵循了DellaVigna (2009)提
出的用语，他将偏离标准自私选择模式的行
为分为三类：非标准偏好、非标准信念和非
标准决策。鉴于一些早期提示性证据表明，
群体或团队可能不太容易受到行为偏见的
影响，因此必须谨慎地将基于个人选择的
理论和实验的见解外推到群体选择中（见
Ambrus、Greiner和Pathak 2015；Charness和
Sutter 2012；Feri、Irlenbusch和Sutter 2010；	
Kugler、Kauser和Kocher 2012）。然而，最近
的分析表明，行为见解也与群体和团队行为
相关（Charness和Chen 2020）。见Bechtoldt
等 ( 2 0 2 1 )，了解具体动员心理学见解，以
了解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投资不足问题。 
在实验证据出现之前，这里综述了大部分内
容，Amartya Sen已经对自私选择模式的一些行
为假设进行了批判（如Sen 1973、1977、1997）。

54 正如Boon-Falleur等(2022)关于减缓气候变化
的全球公共产品和Van Bavel等(2020)关于控
制新冠肺炎的全球公共产品所主张的。见Van 
Bavel等(2022)，了解认知、规范和制度在形成
群体合作中的相互作用。

55 Fehr和Schmidt (1999)记录了实验中的受访者
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厌恶，如果其他人的
境况比受访者差，他们会正面评价他人的回
报；如果其他的人的境况更好，他们则会负面
评价。社会偏好的另一种表现是纯粹的利他
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人的回报永远不会被
负面评价（Andreoni 1989；Andreoni和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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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Charness和Rabin 2002）。我们感谢
Wolfgang Buchholz指出康德优化是纯粹自私
效用最大化的替代方案（Roemer 2019；Van 
Long 2020）。亲社会动机有时可能处于紧张
状态，甚至发生冲突，这对如何在决策中解决
这些问题提出了认知挑战（Li等2022；Sinnott-
Armstrong和McKee 2022）。其他非标准偏好
的方法包括Frank (1987)关于内生偏好的方法，	
以及Akerlof和Kranton (2000)关于身份作用
的方法。

56 Axelrod和Hamilton 1981。基因、微生物学和	
分析方法的最新进展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所有
形式的生命和所有生物组织各个层次的合作
的理解（West、Griffin和Gardner，2007a；West
等 2 0 2 1 ），从基因到细胞，甚至是病毒

（Leeks、West和Ghoul 2021）。例如，细菌	
依赖于有益于细菌群的个体产物的排泄，从
而能够净化自身并吸收营养物质或进行交
流（Belcher等2022；West、Griffin和Gardner 
2007a）。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解
释了整个自然世界合作的出现和维持，其基
础是个体通过对直接适应度（自身繁殖）或间
接适应度（由于个体行为导致的相关个体繁
殖）的影响来获得包容性适应度（其基因的繁
殖）。进化稳定策略描述了合作发展和保持的
相互作用（最近的综述见Alger 2023），关于亲
属与群体选择的长期争论现在大多得到了澄
清(Birch 2019)。社会偏好或同等偏好并非必
需。虽然人类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
自私选择模式具有持久相关性），但人类合作
具有独特的特征，部分原因是人类有能力在
文化上进化（Apicella和Silk 2019）和参与社
会学习（尽管这并不总是意味着合作；Burton-
Chellew、El Mouden和West 2017，合作并不总
是意味着积极的社会结果，因为它涉及到公
司串通或非法网络）。尽管如此，对于在重点
4.3中讨论的文化进化是否符合自然世界中关
于合作的这些更广泛的发现仍存在争议，这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相同术语的语言和意义问
题所驱动的（Micheletti、Brandl和Mace 2022；	
West、Griffin和Gardner 2007b）。

57 Herrmann、Thöni和Gächter (2008)表明，反
社会惩罚也存在，在强有力的合作规范的支
持下，它们可以对社会有益。惩罚和奖励的动
机往往超出了在互惠关系中维持自身利益	
所需的范围（Fehr和Gächter 2000、2002）。	
有人认为，社会偏好是规则，而自私偏好不	
是（Bruhin、Fehr和Schunk 2018）。Burton- 
Chellew (2022)认为，在实验中被解释为利	
他主义的行为可能是由于对规则的混淆，因
此人类是自私的。尽管如此，有强有力的证
据表明，人们经常表现得好像有其他方面的
偏好。例如，关于社会偏好的神经相关因素
的证据已被调动起来，从多个角度为经济行
为提供信息（Camerer、Loewenstein和Prelec 
2005）；这些证据表明尽管在如何促进自身
利益方面的战略思考也可能发挥作用，但情
绪处理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机制。开创性研究
包括Corradi-Dell'Acqua等(2013)、Corradi-
Dell'Acqua等(2016)、Gabay等(2014)和Sanfey
等(2003)。Wang等(2020)发现了利他主义行
为可以缓解身体疼痛的证据。最近的一项荟
萃分析证实了情绪处理是社会偏好的关键
这一发现，见Cutler和Campbell-Meiklejohn  
(2019)。Rhoads、Cutler和Marsh (2021)认为，	
亲社会行为可能与战略意图有关，但也可能
纯粹出于利他主义原因。这些文献大多依赖
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关于如何在缺乏大
脑功能知识的情况下解释功能磁共振成像
结果的注意事项，见Bellucci等(2020)。此外，
对于具有更多亲社会偏好的个人来说，偏离
公平的行为更令人厌恶（Liu等2019），并且异
常无私的行为（例如，肾脏捐赠者）不能用功

利主义推理来解释（Amormino、Ploe和Marsh 
2022；Rhoads等2023a；Rhoad等2023b）。

58 其中一些可能与遗传可能性有关（Benjamin
等2012；Cesarini等2008）。

59 Fehr和Charness（即将出版）。
60 对于被解释为揭示社会偏好的实验结果，另

一种不同的解释是，参与者对实验感到困
惑，当他们开始理解利害关系并学习时，他
们的行为与自私选择模式一致（见Burton-
Chellew 2022，Burton-Chelew和West 2021，	
Burton-Cherlew、El Mouden和West 2016，以
及Burton-Cherlew、Nax和West 2015）。还有
一种可能性是，非自私行为源于个人规范，而
不是社会偏好（Capraro和Perc 2021；Capraro
等2019）。

61 具有厌恶不平等现象这一社会偏好的人口比
例在23%至68%之间，利他主义者的比例在
12%至47%之间。实验中经常使用的学生样本
偏离了这些全人群的偏好分布（例如，学生样
本中自私偏好的比例在29%到58%之间；Fehr
和Charness即将出版）。与人们所做的涉及
道德推理的选择相比，亲社会偏好似乎更具
一贯性，对环境的依赖性更小，例如在权衡目
的与手段的利弊时（Bénabou、Falk和Henkel 
2024）。

62 Iwasaki 2023。
63 正如Thielmann、Spadaro和Balliet (2020)所	

述，最近对770项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模拟了
六种常见的经济博弈（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
博弈、信任博弈、囚徒困境、公共产品博弈和
公地困境），报告了相互依存情况下一系列亲
社会行为的3523种影响。当人们将私人动机
与社会动机混合在一起时（例如，疫苗提供了
个人保护，但也促进了群体免疫），社会动机
往往是更强大的行为驱动力（Böhm和Betsch 
2022；Korn等2020；Pfattheicher、Petersen和
Böham 2022）。Chang等(2023)表明，提醒（而
非金钱激励）增加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新冠
肺炎加强针的接种率。关于亲社会偏好支持
群体以外合作的条件的讨论，见Tilman、Dixit
和Levin (2019)。

64 见Fehr和Charness（即将出版），关于厌恶不
平等现象对合作的理论含义和对验证性证据
的综述。

65 Brekke和Johansson-Stenman 2008；	
Buchholz和Sandler 2017。

66 Elster 1989。
67 Legros和Cislaghi 2020；Tverskoi等 2023。
68 Van Lange和Rand 2022。
69 Fehr和Charness（即将出版）进行了理论讨

论，并对社会形象问题如何驱动亲社会行为
的证据进行了综述。自我形象问题（如何看
待自己）也很重要，但似乎不如其他动机重要

（Vu等2023）。
70 Lergetporer等 2014。
71 根据Aycinena等(2022)的研究结果，各个国家

内过于严格的社会规范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违
规行为。

72 一些证据表明，在促进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方
面，奖励胜过惩罚（Rand等2009）。

73 Elster 1998、2015b。追溯到Goffman (1959)的
社会学家强调了内疚和耻辱感是如何促成
遵守规范。社会规范的遵守情况和相关情绪	

（如耻辱感），也被证明会影响经济结果（如
失业）（Lindbeck、Nyberg和Weibull 1999）。社
会规范是人们心态的一部分，并已嵌入其中

(Granovetter 1985)。Basu (2010)认为，如果没
有某些指导行为的规范，亚当·斯密所称的“看
不见的手”将无法实现。有关这一推理的进一
步阐述和含义，见Basu（2022、2024）。

74 Fehr和Schurtenberger 2018。Ohtsuki和Iwasa 
(2006)确定了八种间接互惠的社会规范，它
们可以在进化模型中维持稳定进化的合作
策略，但关于谁是优秀合作者的评估则是各
执己见、争论不休，因此这个数字就会减少

（Fujimoto和Ohtsuki 2023）。
75 支撑有条件合作规范（或更广泛的社会规

范）的进化和心理过程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研
究领域（Gross和Vostroknutov 2022）。有证
据表明，规范心理学具有普遍性，但不同的
规范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

（House等2020；Kanngiesser等2022），但
见Heyes (2023)的不同观点。有证据表明，合
作的积极道德价值具有普遍性（在全球60个
社会的民族志记录中观察到的一系列合作行
为（Curry、Mullins和Whitehouse 2019；另见
Rossi等2023和Van Bavel等2022，他们确定
了亲社会行为的共同跨文化原则）。遵守合作
行为可以解释为通过文化进化对社会规范的
内化（Gavrilets和Richerson 2017；但不同的观
点见Akdeniz和van Veelen 2021，社会身份的
潜在作用见Bar-On和Lamm 2023）。Tverskoi
等(2023)表明，遵守个人和社会规范对决策的
影响大于对物质利益的影响。

76 部分原因是由于社会比较的过程。关于运用到
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见Bergquist等(2023)、	
Frank (2021 )和Helfer ich、Thøgersen和
Bergquist 2023）。

77 Constantino等(2022)讨论了利用社会规范应
对气候变化的机会和挑战。

78 Gelfand等 2011；Jackson、Gelfand和Ember 
2020。

79 Choi等 2022；Jackson等 2019。
80 Gelfand 2021。这种威胁可以是真实的，也可

以是感知的，因为正如Buchanan (2020, p. 181)
所说，“[…]关于人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是
受信念驱动的生物，但我们在认识上容易犯
错——在形成和维护我们的信念时容易犯严
重错误。我们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有时
甚至完全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但我们的信
念可能是错误的，而且经常是错误的。如果我
们错误地认为他者构成了威胁，我们的反应
就像这个信念是正确的一样强烈和消极。重
要的是信念，而不是事实。”

81 Gelfand 2021；Gelfand等 2021。
82 Gelfand等 2020。
83 Giuliano和Nunn 2020；Gelfand、Gavrilets和

Nunn 2024；Nunn 2022。
84 Meyer 2010。
85 Pierotti 2013。关于规范在特定国家传播的机

制（包括媒体和国际组织的作用），见Swindle 
(2023)。

86 关 于 政 治 反 弹 ，见 A l t e r 和 Z ü r n 
（2020a、2020b）。关于与政治两极分化的联
系，见Röllicke (2023)。

87 Sandler 2017；Schwerhoff 2016。
88 这些见解被描述为开启了社会科学的黄金时

代（Buyalskaya、Gallo和Camerer 2021）。
89 有时称为助推工作小组。
90 Aumann (2019)认为，许多认知偏差源于大多数

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遇到的人为设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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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更准确地说，选择反映了对潜在损失的厌恶
超过了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同等规模收益的
吸引力（Kahneman和Tversky 1979；Tversky
和Kahneman 1992）。有关厌恶损失强度实证	
估计和量化研究的综述，见Brown等（即将
出版）。然而，也有一些情况下，它似乎不成
立（Rakow、Cheung和Restelli 2020；Zeif和
Yechiam 2022）。

92 Camerer等 1997。
93 Alesina和Passarelli 2019。
94 Litovsky等 2022。
95 Olitsky和Cosgrove 2023。
96 按照Chetty (2015)中提出的分类法。
97 Allcott和Kessler 2019。Reck和Seibold (2023)

提供了一个应用于退休政策设计的理论阐述。
98 正如Sunstein (2022)所倡导的。
99 见Milkman等(2021)，了解成功提高疫苗接种

率的提醒。
100 Van Bavel等 2020。
101 Muthukrishna和Henrich 2019。实验设计的异

质性也是推广实验结果的一个障碍，如Huber
等(2023)所示。

102 按照Davis (2023)提出用于改进国际关系理论
的这一论点。

103 见Hecht等(2023)，了解情境因素如何影响行
为干预。

104 正如Stiglitz (2021)所述。
105 我们感谢Melissa Leach对此的评论。
106 对 于 这 些 一 揽 子 文 化 方 案 的 衡 量 标

准，Muthkrishna和Schaller (2020)以及White、	
Muthkrishna和Norenzayan (2021)采用了与美
国文化距离的衡量标准。Obradovich等(2022)
利用20亿人的社交媒体行为来创建不同文化
维度的指标。

107 Brooks等 2018；Kaaronen、Mulder和Waring  
2 0 2 3；L a w s o n和G i b s o n（即将出版）；	
Richerson等 2016；Waring、Goff和Smaldino 
2017；Waring等 2015。

108 Bar-On和Lamm 2023。
109 正如North (1990)所定义的，包括塑造人们行为

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按照Schimmelpfennig和
Muthkrishna (2023)，正式制度可以被视为“硬
化文化”，写下来是为了更容易地协调和应用，
但仍然以文化规范为基础。

110 Kaushik Basu (2018)认为存在“当且仅当”条件。
111 国际条约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在条约通过后立

即在国内选民中突显一个问题，而不需要经
历漫长的批准和生效的过程——也就是想法
似乎比法律义务更强大这样的情况（Hoffman
等2022）。

112 本章的讨论并不意味着集体行动总是可以简
化为个体主体相互作用以形成制度的原子行
为。正如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集体行动也可以
被描述为复杂适应系统中的一种突发结果，
在正式制度的约束下，主体在多个聚合层次
上相互作用。

113 另见Bednar (2023)以及Bednar和Page (2018)。
114 Efferson、Vogt和von Flüe（即将出版）。
115 Otto等 2020；Sparkman、Howe和Walton 2021；	

Winkelmann等 2022。
116 Rode和Weber 2016。

117 Centola等 2018；Centola和Baronchelli 2015。
118 Efferson (2021a)表明，这在社会协调规范之外

尤其具有挑战性，而社会协调规范通常被认
为是现成的（Szaszi等2018）。

119 在复制专栏4.3中提到的关于人们是否归还钱
包的研究时，如果是通过物理方式而非电子
邮件进行报告，则未能得出同样的结果（Yang
等2023）。但请参见Tannenbaum、Maréchal和
Cohn (2023)以及Zhang等 (2023)。

120 Cohn、Fehr和Maréchal (2014)发现，尽管瑞
士银行家总体上是诚实的，但当他们的职业
通过启动效应而被突出时，他们的行为就不
那么诚实了。相比之下，当从事其他职业的
人也通过启动效应而被突出时，他们的行为
并没有改变。然而，这一结果无法在其他文	
化背景下复制（Cohn、Fehr和Maréchal 2019）。	
Rahwan、Yoeli和Fasolo (2019)在三大洲的五
个不同人群中进行了同样的研究，发现研究
结果并不普遍，部分原因是不同司法管辖区
的银行文化存在差异。一项对23个国家的内
在诚实度的分析提供了与行为和制度/文化
共同进化的假设相一致的证据（Gächter和
Schulz 2016）。

121 Henrich等 2001。这些例外情况经常在小规模
社会中观察到，有一些证据表明，至少在合作
方面，大型社会中的行为可能有更大的相似性

（Spadaro等2022）——也就是说，尽管随着
时间的推移，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其中一
些文化的规模仍然很小，这些行为持续存在），	
但在大型社会中，行为可能会有所趋同，但目
前的证据仍不具有决定性。

122 Henrich、Heine和Norenzayan 2010b。
123 Apicella、Norenzayan和Henrich 2020；	

Henrich、Heine和Norenzayan 2010a。
124 Schäfer、Haun和Tomasello 2015。关于国家

内部和国家之间文化相似性的重要性，见
White、Muthkrishna和Norenzayan (2021)。

125 这对应于一种以收入平等为参考点的社会偏
好类型，而不是本章前面提到的厌恶不平等
的社会偏好（Fehr和Schmidt 1999），而被认
为是公平的平等类型对不同的人而言有所差
异，这取决于他们对公平的看法。关于如何在
没有绝对平等作为参考的情况下衡量不平等
的含义，见Hufe、Kanbur和Peichl (2022)。

126 见Fleurbey (1995)，如Almås、Cappelen和
Tungodden (2020)所述。

127 Almås、Cappelen和Tungodden 2020。
128 Almås等 2017。
129 Almås等 2010。
130 见Almås等(2022)，了解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

关于富人都是自私的这一信念的变化。
131 Almas等(2022)表明，在国家层面对世界价值

观调查中“国家政府是否应该致力于缩小贫富
之间的经济差异？”问题的回答与可支配收入
的不平等现象没有相关性，但当将问题的答
案与“不平等是不公平的”挂钩时，认为不平等
是不公平的信念与支持再分配之间存在强烈
的正相关。然而，对再分配的偏好还有其他的
决定因素；例如，见Charité等(2022)。

132 见Thomas和Markus (2023)。
133 这种认识可以为目标人群、方式和目的提供

指导。仅仅是改变行为，还是提高福利——这
些目标可能并非始终一致。我们感谢Charles 
Efferson的这些见解。另见Berger、Efferson和
Vogt (2023)；Efferson、Vogt和Fehr (2020)；	
Efferson、Vogt和von Flüe（即将出版）；	

Richerson、Boyd和Efferson (2024)以及von 
Flüe、Efferson和Vogt (2024)。

134 Brooks、Hoff和Pandey 2018。
135 Carlson等 2022。
136 Balliet和Lindström 2023；Colnaghi等 2023；	

Fiedler等（即将出版）。
137 Halevy 2017、2023；Halevy、Chou和

Murnighan 2012。
138 Halevy和Halali 2015；Halevy等 2006。
139 Shiller (2017)描述了叙事如何塑造宏观经济结	

果。Levy (2022)解释了导致人们持有信念的社	
会过程（通常是由他们所属群体的背景决定
的），以及信念将在个体对信息的理性处理基
础上形成假设的局限性。De Vries (2023)探讨	
了关于欧盟的四种不同的基本叙事如何继续
影响政治、经济和法律结果。有关贫困心理
学文献的最新综述，见Haushofer和Salicath 
(2023)。

140 Gelfand、Gavrilets和Nunn 2024；Nunn 2022。
141 Ellis 2024；Richerson、Boyd和Efferson 2024；	

Waring、Wood和Szathmáry 2024。
142 Hoff和Demeritt（即将出版）。
143 Hoff和Demeritt（即将出版）。关于如何调动这

些见解来想象人类世中缓解地球压力和促
进人类公平发展的途径的讨论，见Efferson 
(2023)；Efferson、Vogt和von Flüe（即将出版）
以及Ellis (2024)。

144 Constantino和Weber 2021, p. 151。关于社会主
导群体如何对其他群体怀有偏见的证据，见
Morehouse、Maddox和Banaji (2023)。

145 Daley、Newell和Twena 2022；Fleurbaey
等 2018；Scoones等 2020；Stirling 2015；	
Stoddard等 2021。

146 正如Amartya Sen (Sen 1985, 2009b)所阐述
的，能动性的概念既表现为成就，也表现为
自由。关于类似想法的最新阐述，见Bednar 
(2023)以及Carugati和Levi (2021)。

147 West和Ghoul (2019)关于合作与冲突如何在自
然世界中共存的分析认为，共同的利益可以
被认为形成一个波谱，从无共同利益（冲突的
潜在可能性高）到完全共同利益（合作的潜在
可能性高）。大多数情况都接近两个端点，因
此表明了发生冲突和合作的可能性。   提供全
球公共产品可以被视为探索更接近共同利益
的领域，也就是探索合作潜力更高的领域。

148 Davidai和Tepper 2023。虽然这些发现属于个
人层面，但一项针对43个国家的多层次研究
证实了从个人到国家层面的零和信念的同构
性（Różycka-Tran等2018）。

149 Davidai和Ongis 2019。
150 这表现为帮助他人（Chernyak-Hai和Davidai 

2022）或同意收容难民的国家（Piotrowsk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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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harness和Chen 2020。
20 Baldassarri和Page 2021。另见McCoy、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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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Tajfel和Turn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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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见Iyengar、Sood和Lelkes (2012)以及McCoy、	

Rahman和Somer (2018)。
26 Boese等 2022；Card等 2022；Iyengar、S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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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7 Levin、Milner和Perrings 2021。
28 关于两极分化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造成的代

价，请参阅Van Bavel等（即将出版）。
29 Vasconcelos等 2021。
30 这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Bednar (2021)的观点。

另见Kawakatsu等(2021)，他们探讨了两极分
化如何阻碍麦迪逊的制度设计，以解决他所
说的派系的弊端：麦迪逊认为，人们对不同的
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不会在许多（或几
乎所有的）问题上形成对立的群体（因此，在
一个拥有支持多元化社会的机构的政治体系
中，更具多元化的利益将矫正派系的弊端；但
两极分化会阻碍这一进程）。关于民主韧性的
文献综述，见Holloway和Manwaring (2023)。

31 McCoy和Somer 2019。
32 Iyengar等 2019。
33 McCoy和Somer 2019。
34 Bradley和Chauchard 2022。这些裂痕往往有

助于政治动员，政治行为体和领导人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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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叙事。

35 Hobolt、Leeper和Tilley 2021。
36 Hobolt、Leeper和Tilley 2021。
37 Henkel等 2023。
38 McCoy、Rahman和Somer 2018。
39 Stewart、McCarty和Brys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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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Inglehart 2020以及Norris和Ingleha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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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分化的关系，见Enke、Polborn和Wu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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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McCoy和Som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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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UNDP 2022a。
49 McCoy、Rahman和Som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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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充满竞争的世界观还会导致出现更多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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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威权主义的形式。

51 Papada等 2023。
52 MacKuen等 2010。
53 关于两极分化如何阻碍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以及开展更广泛国际合作的证据和讨论，见
Baldassari和Page (2021)、Levin和Weber（即	
将出版）以及Perrings、Hechter和Mamada 
(2021)。

54 De Vries、Hobolt和Walter 2021；Ecker-
Ehrhardt 2014。

55 Schneider (2018)。Heinrich、Kobayashi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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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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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De Vries、Hobolt和Walter 2021。
66 De Vries和Hoffmann 2019。
67 更多见De Vries、Hobolt和Walter (2021)。
68 Margalit 2012。
69 Norris和Inglehart 2019。
70 De Vries、Hobolt和Walter 2021; Walter 2021a。
71 Walter 2021a。
72 Walter 2021a。
73 除了国际关系和历史，如重点6.2和重点6.3所

述，政治学还为如何加强国际集体行动提供
了见解。例如，见Cashore和Bernstein (2023)；	
Colgan和Hinthorn (2023)；Guy、Shears和	
Meckling (2023)；Keohane和Victor (2016)；	
Meckling和Karplus (2023)；Meckling等 (2022)；	

Peng等  (2021)以及Victor、Lumkowsky和	
Dannenberg (2022)。

74 基于Kaul和Conceição (2006a)提出的情况，
特别是Kaul和Conceição (2006b)。

75 例如，与一个国家仅考虑该国单独受益的投
资规模相比，为有助于全球公益的投资增加
成本的国际优惠融资（见King 2006）。

76 Davidai和Tepper 2023。
77 Chernyak-Hai和Davidai 2022。
78 Chinoy等 2023；Davidai和Ongis 2019。
79 合作的进化方法表明，通过相互关系和相互

依存性，主体可以收回对与其相互依存的其
他人福利的投资，因为这些其他人的适合
度对于作出牺牲的主体的适合度也有帮助
(Stanford 2017)。

80 另见Rockström等 (2024)。
81 另见Balliet和Lindström (2023)以及Colnaghi

等 (2023)。
82 Ostrom 2007、2009a；Ostrom等 1999。
83 McEvoy和Cherry 2016。
84 Carattini、Levin和Tavoni 2019；Rinscheid、Pianta 

和Weber 2021。
85 Goussebaïle等 2023。
86 例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权力不平等的影

响，见Dávalos等(2020)。
87 Enke 2023b。
88 Enke 2020a；Enke等 2023。尽管这并不意味

着教育和收入无关紧要。例如，Dechezleprêtre
等(2022)对20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涵盖了
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
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的支持与人们对减排政
策的有效性、其对低收入家庭的分配影响以及
对受访者家庭的影响的信念有关。与此同时，
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受访者报告称，
他们对气候政策的支持力度更大，这可能是因
为教育和收入在塑造受访者信念时与其他因
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外，在保护国家环境的
背景下，信念（而非经济变量）的重要性尚不清
楚。Kahn和Matsusaka (1997)认为，收入和价格
因素以及信念在国家背景下都很重要，至少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如此。Grandin等(2022)也
发现，经济变量很重要，但它依赖于在社会经
济地位方面的相对地位——地位越高，对国家
环境的支持度就越大。

89 Cappelen、Enke和Tungodden 2022；Enke等 
2023。

90 正如Enke (2023b)所说。
91 Becker (2023)发现，肯尼亚人大大低估了国

家间的不平等程度，当了解到准确的不平等
数据时，他们对不平等问题的容忍度会下降，
但他们对国际援助的需求不会增加，这表明
他们宁愿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不平等问题。这
与许多国家的证据相一致，它们表明，穷人
对再分配的支持度并未更高（Hoy和Mager 
2021）。有证据表明，对不平等问题的看法和
对国家内部再分配的支持程度与认为导致
这些不平等问题的过程是否公平的信念有	
关（Almås、Cappelen和Tungodden 2020；	
Almås等2022；Andersen等2023；Cohn等
2021；Reyes和Gasparini 2022）。关于再分配
偏好的最新综述，见Mengel和Weidenholzer 
(2022)。

92 这甚至适用于弱势和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
人，难民也是如此。Bauer、Boemelburg和
Walton (2021)报告称，从本质上讲，将难民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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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重新定义为力量和技能的来源，而不是将
他们描绘成软弱和不熟练的受害者，这增强
了难民的毅力以及帮助他们在新的东道国取
得成功的信心。

93 Thomas等(2020)强调，加强能动性意味着在
收入转移之外考虑更广泛的干预措施（另见
Bossuroy等2022），加强能动性和赋予尊严可
能需要依托特定的背景，即需要关注文化差
异（另见Thomas和Markus 2023）。中国的一
项大型研究表明，摆脱贫困似乎并没有改变
人们对不平等问题的偏好，但确实会减少自私

（Li等2023）。
94 Bechtel和Scheve 2013；Beiser-McGrath和

Bernauer 2022。
95 Beiser-McGrath等(2021)发现，当人们被告知

其他国家也在征收碳税时，日本对国内征收
碳税以减缓气候变化的支持率更高。Beiser-
Megrath和Bernauer (2019b)发现，只有当其他	
高收入国家采用类似的碳税时，重新使用
碳税取得的收入的提案才能在德国和美国
获得普遍支持。Beiser-Megrath和Bernauer 
(2019a)还发现，参与气候协议的国家越多，
该协议在中国和美国就越受欢迎，但其他国
家对履行协议义务缺乏承诺并不会减少对气
候行动的支持。这种影响在各国之间似乎是
不同的，在已经对气候变化有着强烈的国内
担忧、并做出了雄心勃勃的承诺的高收入国
家，其他国家的做法更有可能对其产生影响

（Dannenberg等2023）。
96 Koliev、Page和Tallberg 2022。
97 Doshi、Kelley和Simmons 2019；Kelley和

Simmons 2015。
98 Tingley和Tomz 2022。
99 Dellmuth等 2021。
100 见Balliet和Van Lange (2013)。
101 Falk等 2018。
102 Nunn、Qian和Wen 2023。
103 Yamagishi和Yamagishi 1994。
104 Rathbun 2011。
105 由于许多调查没有具体说明信任的含义，

对机构的信任可以被理解为机构的完整性、
合法性或能力，这几个维度是不同的——见
Elster (2015b)对机构信任概念的批评。

106 Fairbrother 2016；Fairbrother、Johansson 
Sevä和Kulin 2019。

107 关于这方面的综述，见Ka a s a和A n d r i a n i 
(2022)。

108 Herreros (2023)认为这是四种潜在机制中的
第一种。其他包括将对机构的信任度投射到
全体民众（也就是说，如果国家被视为腐败，
大多数民众也会被视为腐败）、相信国家的有
效性（例如，在纠正不平等方面），以及相信国
家通过提供谁值得信赖的信息来培养信任感。

109 Connaughton和Moncus 2020。
110 Dellmuth和Tallberg 2020。
111 Dellmuth和Tallberg 2021。
112 Torcal和Thomson 2023。
113 这种关系可能是双向的。在社会信任方法中，

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被认为会渗透到对机
构的信任中。或者，运作良好的机构可以通
过不同的渠道支持普遍信任，例如，通过劝
阻机会主义行为或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归属感

（Herreros 2023）。

114 Steg 2023。
115 Mildenberger和Tingley 2019。特别是因为几

乎没有证据表明，由个人信念驱动的个人气候
变化行为会影响集体行动（Lacroix等2022）。	
因此，期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采取相应行
动的个人会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是不可能
的：二阶信念（人们认为他人的想法）似乎对
集体行动至关重要（Bouman和Steg 2019）。

116 Andre等 2024。
117 Sparkman、Geiger和Weber 2022。
118 这是Sparkman、Geiger和Weber (2022)的标题。
119 Lees等(2023)表明，与其他政策优先事项相

比，美国存在的误解延伸到了应对气候变化
的相对重要性。Pearson等(2018)表明，对环境
问题的误解在美国普遍存在。Mildenberger和
Tingley (2019)补充了中国对气候变化误解的
证据。Duffy (2018)提供了一些国家在广泛问题
上存在误解的证据。

120 也被称为集体错觉，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人的
观点与自己的不同，并赞同并非自己的观点，
因为他们认为群体中的大多数其他人都持有
这种观点。

121 这包括适应不良的社会规范（S m e r d o n、	
Offerman和Gneezy 2020）。关于多元无知如	
何影响行为，有很多文献（Prentice和Miller 
1993），并与一旦误解得到解决就会迅速转变
的政治制度有关（Elster 2015b；Frank 2021）。	
Mastroianni和Dana (2022)展示了对态度变化
的误解如何导致与人们实际信念和偏好不一
致的政策。

122 Bouman和Steg 2019；Welsch 2022。
123 Ahler 2014；Ahler和Sood 2018；Bursztyn和

Yang 2022；Graeber、Roth和Zimmermann 
2023；Yudkin、Hawkins和Dixon 2019。

124 Acemoglu和Wolitzky 2023。
125 Ahler 2014, p. 607。
126 Druckman等 2023；Flores等 2022；Pereira 

2021；Sheffer等 2023；Soontjens 2023；	
Walgrave等 2023。

127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关于如何应对气候
变化的信念是由世界观和与群体的联系决
定的（Bumann 2021；Dietz和Whitley 2018；	
Hornsey等2016；Krange、Kal tenborn和
Hultman 2021；Mayer和Smith 2023），而
动机推理是引导人们坚持自己信念的机制

（Bago、Rand和Pennycook 2023）。尽管这
一点一直存在争议（Bayes和Druckman 2021；	
Bowen、Dmitriev和Galperti 2023；Druckman
和McGrath 2019）。Krishnarajan (2023)认为，
动机推理可以解释人们对违反民主规范和实
践的可接受性的看法。

128 如果在信息丰富和最初存在一些误解的背
景下，人们有选择性地挑选他们所依赖的
信息并与他们的群体分享，那么在没有动
机推理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信念两极分化

（Bowen、Dmitriev和Galperti 2023）。
129 Hornsey和Lewandowsky 2022。
130 Nyhan 2020。Gustafson等(2019)展示了绿色

新政的政策提案如何在短短四个月内就在美
国遭遇了两极分化，以及党派媒体如何在推
动这种两极分化中发挥作用。

131 Fehr、Mollerstrom和Perez-Truglia 2022；	
Hvidberg、Kreiner和Stantcheva 2023；Xu等 
2023。

132 另见Alesina、Miano和Stantcheva (2020)。

133 Judge等 2023；Steg 2023。
134 Rojek-Giffin等 2023。
135 Levy 2022；Morehouse、Maddox和Banaji 2023。
136 Ahler 2014；Fernbach和Van Boven 2022。
137 Mastroianni和Dana 2022。
138 Ahler和Sood 2018。
139 Carlson和Hill 2022。
140 Jørgensen和Osmundsen 2022。
141 Andre等 2021；Mildenberger和Tingley 2019。
142 Ahler和Sood 2018。
143 Nyhan 2021；Nyhan, Porter和Wood 2022。
144 例如，改变法律对于改变误解可能有效，也可

能无效（Eisner、Turner-Zwinkels和Spini 2021；	
Hoff和Walsh 2019）。

145 Wu等 2022。
146 关于虚假信息背景下对信息经济学的影响的

综述，见Stiglitz和Kosenko（2024a、2024b）。
147 Fernbach和Van Boven 2022。
148 Gur、Ayal和Halperin 2021。
149 Graeber、Roth和Zimmermann 2023。
150 Vlasceanu等 2024。
151 Dulberg等 2023；Sen 2005、 2009a。
152 Crisp、Hewstone和Rubin 2001。
153 Sen 2009b。
154 Weiss、Ran和Halperin 2023。
155 Luskin等 2022。
156 Caluwaerts等  2023；Fishkin等  2021；	

Strandberg、Himmelroos和Grönlund 2019。
157 Caluwaerts等 2023。
158 Caluwaerts等 2023。
159 或者，更糟糕的是，隐藏的议程和利益塑

造了审议环境，使结果偏向于强大的群体
（Oreskes和Conway 2011；Supran和Oreskes 
2021）。

160 Powell 2022。
161 Powell 2022。
162 Buchanan 2020。
163 UNDP 2022b。
164 框架已被证明会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等共同

挑战的参与度和行为意图，激励框架比牺牲
框架更有效（Gifford 2014；Gifford和Comeau 
2011）。

165 Chuang、Manley和Petersen 2020；	
C u k i e r 、M a y e r - S c h ö n b e r g e r 和 d e 
Véricourt 2022；Siegrist和Bearth 2021。	
Judge、Fernando和Begeny (2022)表明，行为
的变化会延伸到集体行动，而不仅仅是个人
行动。这是以第4章中讨论的超越利己动机的
更广泛的人类行为决定因素为前提的。另见
Wildavsky (1987)。例如，即使是语言也会对未
来导向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在没有明确区
分现在和未来的语言下做出的选择比在有明
确区分的语言下作出的选择更具有未来导向

（Ayres、Katz和Regev 2023）。
166 这是Joel Mokyr的论文（见Greif和Mokyr 2017

以及Mokyr 2013、2016）。关于最近支持其假
设的经验证据，见Almelhem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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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Cointe和Guillemot（即将出版）。
168 Patterson等 2021。部分原因是不同人群对行

为倾向的差异性（Wiest、Raymond和Clawson 
2015）。

169 Oreskes 2015。
170 Cann和Raymond 2018。
171 Campante、Depetris-Chauvin和Durante 2024；	

Halevy 2023；Jost等 2017；Lerner和Keltner 
2001；Satici等 2020；van Prooijen等 2015；	
Wildavsky、Dake和Darwin 2001。

172 对文化威胁的感知甚至预测了暴力极端主义
（Obaidi等2023）。虽然在群体之间找到共同
的敌人或威胁可以加强群体间的合作（West
等2006），但当气候变化等问题两极分化
时，这就更加困难或不太可能（Chinn、Hart和
Soroka 2020；Egan和Mullin 2017）。此外，支
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更有力行动的人

与否认气候变化的人被归为气候变化论者，
这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Bretter和Schulz 
2023），特别是考虑到社会身份和群体在决定
个人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的信念方面的
重要性（Hornung 2022）。如果人们关于崩溃
是否会发生以及崩溃的严重程度等信念存在
两极分化，即使人们非常关心未来，两极分化
也可能导致应对长期挑战的集体行动的破裂

（Barfuss和Mann 2022；Barfuss等2020）。
173 Adger等 2022；Biermann等 2022；Croasdale

等 2023；Hickman 2024；Hickman等 2021。
174 Toivonen 2022。
175 Bergquist等 2022；Dechezleprêtre等 2022。	

以行动为导向的对话也为多元估值的出现
开辟了空间（Pascual等2023；Zafra Calvo等
2020）。

176 Hamilton等 2018。

177 正如第4章（Clark和Harley 2020）所探讨的，
可持续科学清楚地表明，需要采取紧急行
动，但为了向前迈进，对人类动机有更广泛
的理解至关重要。当涉及到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估计成本时（Kotchen、Rising和Wagner 
2 0 2 3），需要这样的理解，特别是考虑到
应对气候变化涉及一系列经济和其他政策

（Blanchard、Gollier和Tirole 2023）。
178 Doran等 2023。然而，有证据表明，即使人

们面临实际的气候危害，如热浪，在高度两
极分化的情况下可能也无法发生信念的更新

（Anderson和Robinson，2024）。
179 Bretter和Schulz (2023)认为，与其专注于打击

气候否认主义，不如寻求解决气候变化会计
问题的共同方法，并尊重关于应以多快的速
度采取行动的意见分歧，这样可以减少气候
变化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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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中的统计表概述了人类发展的关键方面。 

这七个表格包含了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HDRO）

估 计 的 人 类 发 展 综 合 指 数 系 列 及 其 组 成 部 分 。 

关于多维贫困的第六张表是与牛津贫困与人类发

展倡议（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合作制作的。

表1-7包含在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 

完整的七张统计表可供下载：https://hdr.undp.org/

en/human-development-report-2023-24。除非另有说

明，表格使用的是HDRO截至2023年10月31日的数据。 

所有的指数和指标，以及关于综合指数计算的技术

注释和额外的来源信息，都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 

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

国家和地区按2022年人类发展指数（HDI）值进行

排位。通过对各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分析，大多

数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从小数位第四位之后数据的

统计差异并不显著。因此，小数点后三位的人类发展

指数值相同的国家被列为并列位次。

来源与定义

除非另有说明，HDRO使用的数据来自国际数据

机构，这些机构拥有收集特定指标的国家数据的授权、

资源和专业知识。

指标的定义和原始数据组成部分的来源在每个表

格的末尾给出，完整的来源细节包含在统计参考文献中。

方法论更新

2023/2024年的《报告》保留了人类发展指数系

列中的所有综合指数——即人类发展指数（HDI）、

经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性别发展

指数（GDI）、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多维贫困指数

（MPI）和地球压力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PHDI）。 

用 于 计 算 指 数 的 方 法 与 2 0 2 1/2 0 2 2年《人 类 发 展

报告》中使用的方法相同。详见技术注释1-6，网址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

technical_notes.pdf。

不同时期及不同版本的比较

由于各国和国际机构不断完善其数据系列，本报

告中的数据——包含HDI值和位次——与之前公布的

数据没有可比性。如欲对不同年份和国家的HDI值进

行比较，请参阅表 2，该表采用与以往连贯的数据呈现

出人类发展指数趋势，或参阅https://hdr.undp.org/

data-center，其中呈现了插值的连贯数据。

国家与国际估算数据之间的差异

国家与国际的数据可能会有不同，因为国际机构

在整理各国数据时往往采用国际标准和统一规程对

国家的数据进行协调，有时还会对缺失数据进行估算

以使不同国家提供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国

际机构可能无法获得最新的国家数据。当人类发展报

告办公室注意到这些差异时，会将此事项提请给各国

和国际数据管理部门。

国家组别和汇总

表中的数据是多个国家组别的加权总量。在通常

情况下，只有当某个国家组别中至少过半数国家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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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数据可获取并且代表该组别至少2/3的人口时，才会

提供有关该国家组别的汇总数据。每个国家组别的汇

总数据仅代表可获取相关数据的国家。

人类发展分类

HDI的分类是基于其固定分界点，这些分界点由组

成指标的四分位数分布得出。分别为，低人类发展水平： 

HDI值小于0.550；中等人类发展水平：HDI值介于0.550

和0.699之间；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值介于0.700和

0.799之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值大于等于0.800。

区域组别

区域组别是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区域分类。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根据联合国的

分类来定义的（见https://www.un.org/ohrlls/）。

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总数是基于一个区域组别所包括

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得出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8个成员中，33个被

认为是发达国家，5个（哥斯达黎加、智利、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土耳其）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汇总数据代

表该组别中可获取相关数据的所有国家。

国家情况说明

有关中国的数据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的数据。

自2016年5月2日起，捷克共和国的简称为捷克。

自2018年6月1日起，斯威士兰改称为斯威士兰王国。

自2019年2月14日起，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改称为北马其顿共和国（简称：北马其顿）。

截至2022年6月1日起，土耳其的称谓从Turkey 

改为Türkiye。

符号

两年之间的破折号，如2010-2021年，表示数据来

自指定时期内可获得的最近一年。通常来说增长率是

指所示时期的第一年和最后一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

统计表中所使用的符号其含义如下:

..  数据缺失

0或者0.0  零或可忽略不计

—  不适用

统计工作致谢

本《报告》中的综合指数和其它统计资料广泛引

用了由许多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极高声望的知名

国际组织和机构提供的数据。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

特别感谢以下机构：欧盟统计局；全球碳项目；ICF 

Macro；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议会

联盟；LIS跨国数据中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社会经济数据库；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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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织统计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统

计司；世界银行和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由Robert Barro 

（哈佛大学）和Jong-Wha Lee （韩国大学）维护的国际

教育数据库是计算《报告》指数的另一个宝贵来源。

统计数据表格

这七个表格涉及到六个人类发展综合指数及其组

成部分。自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以来，已经计算了发

展中国家的四个综合人类发展指数，即HDI、IHDI、GII

和MPI。2014年的《报告》引入了GDI，该指数分别比

较了女性和男性的HDI。2020年《报告》引入了PHDI， 

它针对人类对地球的过度压力调整了HDI。

对于属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或可用于

监测特定目标进展情况的各指标，表中的标题也包括

相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

表1，人类发展指数及其组成部分，按2022年HDI

值对各国进行排序，并详细说明了HDI的三个组成部

分的数值：寿命、教育（有两个指标）和人均收入。该表

还显示了按HDI值和人均国民总收入计算的位次差

异，以及使用2023年最新修订的历史数据计算的2021 

年HDI的位次。

表2，人类发展指数趋势，1990–2022，提供了

HDI值的时间序列，使2022年的HDI值可以与前几年

的值进行比较。该表使用了2023年最新修订的历史数

据和计算2022年HDI值所使用的相同方法。该表还包

括过去七年中HDI位次的变化，以及1990-2000年、 

2000-2010年、2010-2022年和1990-2022年四个时间

段的HDI年平均增长率。

表3，经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包含了两个

相关的不平等衡量标准——即IHDI和由于不平等造

成的HDI的总体损失。IHDI不仅仅关注一个国家在 

寿命、教育和收入方面的平均成就，还显示这些成就

在其居民中的分布情况。IHDI可以被理解为考虑了不

平等因素后的人类发展水平。某个国家IHDI和HDI之

间的差值反映了由于HDI在该国分布的不平等而造

成的HDI下降。该表还列出了人类不平等的系数，即

三个方面的不平等的非加权平均值。此外，该表显示

了每个国家在HDI和IHDI上的位次差异。负值意味着

将不平等考虑在内会降低一个国家在HDI中的位次。 

该表格还展示了最贫困的40%、最富裕的10%和最富

裕的1%人口的收入占比，以及基尼系数。

表4，性别发展指数，用于按性别衡量HDI的差异。

该表包含了按照女性和男性分别估计的HDI数值，其

比率为GDI数值。这个比率越接近于1，男女之间的差

距就越小。HDI的三个组成部分——寿命、教育（有两

个指标）和人均收入——也按性别分列。表中也包括基

于HDI值中性别平等的绝对偏差划分的5个国家组别。

表5，性别不平等指数，通过采用生殖健康、赋权

和劳动力市场这三个维度，给出了一个用于衡量性

别不平等的综合指标。生殖健康指标为孕产妇死亡率

和少女生育率。赋权指标是按性别分列的女性在议会

中所占席位的百分比，和女性至少受过某种中等教育

的人口百分比。劳动力市场指标是按性别划分的劳动

力参与情况。GII值低表明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低， 

反之亦然。

表6，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健

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方面所面临的多重匮乏。MPI显

示了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对多维贫困人口的统

计）和其强度（多维贫困人口经历的平均剥夺指数）。

基于剥夺指数的阈值，把人分为多维贫困、严重多维

贫困或受多维贫困威胁。该表也呈现了每种维度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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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对整体贫困程度的贡献。它还提出了生活在国家贫

困线以下的收入贫困人口和每天生活在购买力平价

条件下低于2.15美元的人口的措施。

表7，地球压力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调整了人

类地球压力的HDI，以反映对代际不平等的关注，类

似于不平等调整的HDI调整，其动机是关注代内不平

等。PHDI值可以解释为根据每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基于生产）和每人的物质足迹调整的人类发展水

平，以说明人类对地球的过度压力。该表显示了PHDI

和HDI值之间的相对差异，以及每个国家在HDI和

PHDI上的位次差异。负值意味着考虑到地球压力会

降低一个国家在HDI上的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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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类发展指数及其组成部分

HDI位次

SDG 3 SDG 4.3 SDG 4.4 SDG 8.5

人类发展指数(HDI)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人均GNI位次减

去HDI位次 HDI位次
数值 （年） （年） （年） (2017 PPP $)
2022 2022 2022a 2022a 2022 2022b 2021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1 瑞士 0.967 84.3 16.6 13.9 c 69,433 6 1
2 挪威 0.966 83.4 18.6 d 13.1 c 69,190 6 2
3 冰岛 0.959 82.8 19.1 d 13.8 54,688 16 4
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0.956 84.3 17.8 12.3 62,486 6 3
5 丹麦 0.952 81.9 18.8 d 13.0 62,019 6 8
5 瑞典 0.952 83.5 19.0 d 12.7 c 56,996 10 5
7 德国 0.950 81.0 17.3 14.3 55,340 11 7
7 爱尔兰 0.950 82.7 19.1 d 11.7 c 87,468 e -3 9
9 新加坡 0.949 84.1 16.9 11.9 88,761 e -6 10
10 澳大利亚 0.946 83.6 21.1 d 12.7 49,257 14 5
10 荷兰 0.946 82.5 18.6 d 12.6 57,278 4 11
12 比利时 0.942 82.3 18.9 d 12.5 c 53,644 9 13
12 芬兰 0.942 82.4 19.2 d 12.9 c 49,522 11 11
12 列支敦士登 0.942 84.7 15.5 12.4 f 146,673 e,g -11 14
15 英国 0.940 82.2 17.6 13.4 46,624 13 17
16 新西兰 0.939 83.0 19.7 d 12.9 43,665 16 14
17 阿联酋 0.937 79.2 17.2 12.8 74,104 -11 17
18 加拿大 0.935 82.8 16.0 13.9 c 48,444 8 16
19 韩国 0.929 84.0 16.5 12.6 c 46,026 10 20
20 卢森堡 0.927 82.6 14.2 13.0 h 78,554 e -15 19
20 美国 0.927 78.2 16.4 13.6 65,565 -11 21
22 奥地利 0.926 82.4 16.4 12.3 c 56,530 -5 22
22 斯洛文尼亚 0.926 82.1 17.4 12.9 c 41,587 13 24
24 日本 0.920 84.8 15.5 12.7 43,644 9 22
25 以色列 0.915 82.6 15.0 13.4 c 43,588 9 26
25 马耳他 0.915 83.7 15.9 12.2 44,464 5 25
27 西班牙 0.911 83.9 17.8 10.6 40,043 10 28
28 法国 0.910 83.2 16.0 11.7 c 47,379 -1 27
29 塞浦路斯 0.907 81.9 16.2 12.4 40,137 7 29
30 意大利 0.906 84.1 16.7 10.7 44,284 1 30
31 爱沙尼亚 0.899 79.2 15.9 13.5 37,152 9 32
32 捷克 0.895 78.1 16.3 12.9 c 39,945 6 31
33 希腊 0.893 80.6 20.0 d 11.4 31,382 20 33
34 巴林 0.888 79.2 16.3 11.0 48,731 -9 34
35 安道尔 0.884 83.6 12.8 11.6 54,233 i -15 43
36 波兰 0.881 77.0 15.9 13.2 35,151 7 35
37 拉脱维亚 0.879 75.9 16.6 13.3 c 32,083 13 39
37 立陶宛 0.879 74.3 16.4 13.5 38,131 2 36
39 克罗地亚 0.878 79.2 15.6 12.3 c 34,324 5 37
40 卡塔尔 0.875 81.6 13.3 10.1 c 95,944 e -38 41
40 沙特阿拉伯 0.875 77.9 15.2 j 11.3 50,620 -18 37
42 葡萄牙 0.874 82.2 16.8 9.6 35,315 0 39
43 圣马力诺 0.867 83.4 12.4 10.5 k 57,687 l -30 44
44 智利 0.860 79.5 16.8 11.1 c 24,431 15 42
45 斯洛伐克 0.855 75.3 14.7 13.0 c 32,171 4 45
45 土耳其 0.855 78.5 19.7 d 8.8 c 32,834 2 48
47 匈牙利 0.851 75.0 15.1 12.2 34,196 -2 46
48 阿根廷 0.849 76.1 19.0 d 11.1 22,048 17 47
49 科威特 0.847 80.3 15.7 c 7.4 c 56,729 -33 50
50 黑山共和国 0.844 76.8 15.1 12.6 c 22,513 12 49
51 圣基茨和尼维斯 0.838 72.0 18.4 d,m 10.8 n 28,442 3 51
52 乌拉圭 0.830 78.0 17.4 9.1 c 22,207 12 56
53 罗马尼亚 0.827 74.1 14.5 11.4 c 31,641 -1 52
54 安提瓜和巴布达 0.826 79.2 15.5 c 10.5 j 18,784 18 54
55 文莱达鲁萨兰国 0.823 74.6 13.7 9.2 59,246 -43 53
56 俄罗斯联邦 0.821 70.1 15.7 c 12.4 26,992 1 55
57 巴哈马 0.820 74.4 11.9 k 12.7 c 32,535 -9 67
57 巴拿马 0.820 76.8 13.2 c 10.7 c 32,029 -6 57
59 阿曼 0.819 73.9 13.0 11.9 32,967 -13 58
60 格鲁吉亚 0.814 71.6 16.7 12.7 15,952 19 59
6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814 74.7 14.1 o 11.7 c 22,473 3 60
62 巴巴多斯 0.809 77.7 16.5 c 9.9 p 14,810 24 63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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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SDG 3 SDG 4.3 SDG 4.4 SDG 8.5

人类发展指数(HDI)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人均GNI位次减

去HDI位次 HDI位次
数值 （年） （年） （年） (2017 PPP $)
2022 2022 2022a 2022a 2022 2022b 2021

63 马来西亚 0.807 76.3 12.9 10.7 c 27,295 -7 68
64 哥斯达黎加 0.806 77.3 16.1 c 8.8 20,248 2 60
65 塞尔维亚 0.805 74.1 14.5 11.5 c 19,494 3 60
66 泰国 0.803 79.7 15.6 8.8 c 16,887 10 69
67 哈萨克斯坦 0.802 69.5 14.8 12.4 c 22,587 -6 65
67 塞舌尔 0.802 71.7 13.9 11.2 28,386 -12 71
69 白俄罗斯 0.801 73.2 14.0 12.2 c 18,425 5 65
高人类发展水平

70 保加利亚 0.799 71.5 13.9 11.4 25,921 -12 70
71 帕劳 0.797 65.4 17.2 k 13.0 k 19,344 l -2 64
72 毛里求斯 0.796 74.0 14.6 10.0 p 23,252 -12 72
73 格林纳达 0.793 75.3 16.6 c 9.9 j 13,593 18 73
74 阿尔巴尼亚 0.789 76.8 14.5 10.1 p 15,293 7 74
75 中国 0.788 78.6 15.2 c 8.1 c 18,025 0 74
76 亚美尼亚 0.786 73.4 14.4 11.3 15,388 4 79
77 墨西哥 0.781 74.8 14.5 9.2 19,138 -7 83
7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780 74.6 14.1 10.7 c 14,770 10 77
78 斯里兰卡 0.780 76.6 13.6 c 11.2 11,899 24 76
8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779 75.3 13.3 10.5 16,571 -3 77
8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772 69.0 16.3 c 11.0 k 14,049 9 80
82 多米尼加共和国 0.766 74.2 13.6 9.2 c 18,653 -9 84
83 厄瓜多尔 0.765 77.9 14.9 9.0 10,693 25 90
83 北马其顿 0.765 73.9 13.0 10.2 16,396 -5 82
85 古巴 0.764 78.2 14.5 10.5 c 7,953 q 40 92
86 摩尔多瓦共和国 0.763 68.6 14.9 11.8 c 12,964 8 81
87 马尔代夫 0.762 80.8 12.2 c 7.8 c 18,847 -16 88
87 秘鲁 0.762 73.4 14.8 c 10.0 c 11,916 14 86
89 阿塞拜疆 0.760 73.5 12.7 10.6 c 15,018 -7 95
89 巴西 0.760 73.4 15.6 8.3 c 14,616 0 84
91 哥伦比亚 0.758 73.7 14.4 8.9 15,014 -8 89
92 利比亚 0.746 72.2 14.0 j 7.8 r 19,752 -25 90
93 阿尔及利亚 0.745 77.1 15.5 7.0 c 10,978 13 93
94 土库曼斯坦 0.744 69.4 13.2 11.1 c 12,860 l 1 93
95 圭亚那 0.742 66.0 13.0 o 8.6 p 35,783 -54 105
96 蒙古 0.741 72.7 14.5 c 9.4 10,351 15 99
97 多米尼加 0.740 73.0 13.6 c 9.2 j 12,468 -1 97
98 汤加 0.739 71.3 16.3 10.9 p 6,360 l 34 95
99 约旦 0.736 74.2 12.6 c 10.4 9,295 15 98
100 乌克兰 0.734 68.6 13.3 11.1 p 11,416 3 86
101 突尼斯 0.732 74.3 14.6 c 8.0 c 10,297 11 101
102 马绍尔群岛 0.731 65.1 16.4 12.8 k 6,855 28 101
102 巴拉圭 0.731 70.5 13.9 s 8.9 13,161 -9 99
104 斐济 0.729 68.3 13.8 10.4 11,234 0 110
105 埃及 0.728 70.2 12.9 9.8 c 12,361 -8 103
106 乌兹别克斯坦 0.727 71.7 12.0 11.9 8,056 16 105
107 越南 0.726 74.6 13.1 t 8.5 c 10,814 0 108
108 圣卢西亚 0.725 71.3 12.7 8.6 c 14,778 -21 109
109 黎巴嫩 0.723 74.4 12.1 u 8.6 k 12,313 v -11 104
110 南非 0.717 61.5 14.3 11.6 13,186 -18 105
111 巴勒斯坦 0.716 73.4 13.2 9.9 6,936 18 110
112 印度尼西亚 0.713 68.3 14.0 c 8.6 12,046 -12 113
113 菲律宾 0.710 72.2 12.8 9.0 c 9,059 5 118
114 博茨瓦纳 0.708 65.9 11.4 10.4 14,842 -29 124
115 牙买加 0.706 70.6 12.5 c 9.2 c 9,695 -2 114
116 萨摩亚 0.702 72.6 12.4 11.4 c 4,970 25 112
117 吉尔吉斯斯坦 0.701 70.5 13.0 12.0 c 4,782 28 116
118 伯利兹 0.700 71.0 12.4 8.8 9,242 -3 115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11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699 71.1 13.5 k 9.6 k 6,184 w 14 120
120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0.698 64.9 15.0 9.8 7,988 3 119
120 摩洛哥 0.698 75.0 14.6 6.1 7,955 4 122
122 瑙鲁 0.696 64.0 12.6 c 9.2 j 14,939 -38 117
123 加蓬 0.693 65.7 12.4 c 9.6 11,194 -18 123

表1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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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HDI位次

SDG 3 SDG 4.3 SDG 4.4 SDG 8.5

人类发展指数(HDI)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人均GNI位次减

去HDI位次 HDI位次
数值 （年） （年） （年） (2017 PPP $)
2022 2022 2022a 2022a 2022 2022b 2021

124 苏里南 0.690 70.3 11.0 8.4 c 12,310 -25 121
125 不丹 0.681 72.2 13.1 c 5.8 c 10,625 v -15 125
126 塔吉克斯坦 0.679 71.3 10.9 c 11.3 p 4,807 18 125
127 萨尔瓦多 0.674 71.5 11.9 s 7.2 8,886 -7 127
128 伊拉克 0.673 71.3 12.2 t 6.8 p 9,092 -11 128
129 孟加拉国 0.670 73.7 11.9 7.4 6,511 2 130
130 尼加拉瓜 0.669 74.6 12.6 s 7.3 5,427 4 129
131 佛得角 0.661 74.7 11.5 c 6.1 k 7,601 -4 132
132 图瓦卢 0.653 64.9 12.1 c 10.6 c 4,754 15 131
133 赤道几内亚 0.650 61.2 12.1 j 8.3 j 10,663 -24 133
134 印度 0.644 67.7 12.6 6.6 6,951 -6 135
13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634 70.9 12.6 j 7.3 j 3,709 18 134
136 危地马拉 0.629 68.7 10.8 c 5.7 c 8,996 -17 136
137 基里巴斯 0.628 67.7 11.8 9.1 k 3,440 21 137
138 洪都拉斯 0.624 70.7 10.0 s 7.3 c 5,272 2 138
13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620 69.0 10.2 5.9 p 7,745 -13 140
140 瓦努阿图 0.614 70.5 11.8 c 7.2 j 3,244 21 141
14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613 68.8 12.7 o 5.9 c 4,054 8 143
142 斯威士兰王国 0.610 56.4 14.9 c 5.7 8,392 -21 142
142 纳米比亚 0.610 58.1 11.8 x 7.2 p 9,200 -26 139
144 缅甸 0.608 67.3 12.1 c 6.5 p 4,038 6 145
145 加纳 0.602 63.9 11.6 6.4 p 5,380 -10 144
146 肯尼亚 0.601 62.1 11.4 x 7.7 4,808 -3 147
146 尼泊尔 0.601 70.5 12.6 4.5 c 4,026 5 149
148 柬埔寨 0.600 69.9 11.6 k 5.2 4,291 0 147
149 刚果 0.593 63.1 12.4 c 8.3 p 2,903 14 146
150 安哥拉 0.591 61.9 12.2 5.8 x 5,328 -11 150
151 喀麦隆 0.587 61.0 13.4 c 6.5 p 3,681 3 152
152 科摩罗 0.586 63.7 13.0 c 6.2 y 3,261 8 151
153 赞比亚 0.569 61.8 11.0 y 7.3 p 3157 9 154
154 巴布亚新几内亚 0.568 66.0 11.1 x 4.9 p 3,710 -2 155
155 东帝汶 0.566 69.1 13.2 x 6.0 x 1,629 24 153
156 所罗门群岛 0.562 70.7 10.3 c 5.9 j 2,273 14 155
15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557 72.3 7.4 k 5.7 k 3,594 z -2 157
158 海地 0.552 63.7 11.1 j 5.6 p 2,802 6 158
159 乌干达 0.550 63.6 11.5 x 6.2 c 2,241 12 160
159 津巴布韦 0.550 59.4 11.0 c 8.8 c 2,079 15 159
低人类发展水平

161 尼日利亚 0.548 53.6 10.5 7.6 4,755 -15 162
161 卢旺达 0.548 67.1 11.4 4.9 2,317 8 163
163 多哥 0.547 61.6 13.0 c 5.6 c 2,214 9 160
164 毛里塔尼亚 0.540 64.7 8.1 4.8 p 5,344 -26 164
164 巴基斯坦 0.540 66.4 7.9 c 4.4 c 5,374 -27 165
166 科特迪瓦 0.534 58.9 10.1 4.2 p 5,376 -30 166
16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532 66.8 8.6 5.6 c 2,578 -1 167
168 莱索托 0.521 53.0 11.1 c 7.5 c 2,709 -3 168
169 塞内加尔 0.517 67.9 9.1 2.9 c 3,464 -12 170
170 苏丹 0.516 65.6 8.5 c 3.9 3,515 -14 169
171 吉布提 0.515 62.9 8.0 c 3.9 k 4,875 -29 170
172 马拉维 0.508 62.9 11.5 c 5.2 1,432 10 172
173 贝宁 0.504 60.0 10.3 3.1 p 3,406 -14 173
174 冈比亚 0.495 62.9 9.0 x 4.5 2,090 -1 174
175 厄立特里亚 0.493 66.6 7.3 c 5.1 j 1,957 z 2 174
176 埃塞俄比亚 0.492 65.6 9.9 c 2.4 c 2,369 -8 176
177 利比里亚 0.487 61.1 10.5 5.3 p 1,330 8 177
177 马达加斯加 0.487 65.2 9.2 c 4.6 1,464 4 177
179 几内亚比绍 0.483 59.9 10.5 o 3.7 1,880 -1 179
180 刚果民主共和国 0.481 59.7 9.6 c 7.2 p 1,080 9 180
181 几内亚 0.471 59.0 10.2 c 2.4 c 2,404 -14 182
182 阿富汗 0.462 62.9 10.7 c 2.5 1,335 z 2 181
183 莫桑比克 0.461 59.6 10.7 c 3.9 1,219 4 183
184 塞拉利昂 0.458 60.4 9.0 o 3.5 c 1,613 -4 184
185 布基纳法索 0.438 59.8 8.1 2.3 c 2037 -9 185

继续 →

266 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



表1

HDI位次

SDG 3 SDG 4.3 SDG 4.4 SDG 8.5

人类发展指数(HDI)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人均GNI位次减

去HDI位次 HDI位次
数值 （年） （年） （年） (2017 PPP $)
2022 2022 2022a 2022a 2022 2022b 2021

186 也门 0.424 63.7 7.9 k 2.8 r 1,106 l 2 186
187 布隆迪 0.420 62.0 10.0 c 3.3 c 712 5 187
188 马里 0.410 59.4 7.0 c 1.6 2,044 -13 188
189 乍得 0.394 53.0 8.2 c 2.3 c 1,389 -6 189
189 尼日尔 0.394 62.1 7.2 c 1.3 p 1,283 -3 190
191 中非共和国 0.387 54.5 7.3 c 4.0 p 869 0 191
192 南苏丹 0.381 55.6 5.6 c 5.7 aa 691 l 1 192
193 索马里 0.380 56.1 7.6 j 1.9 1,072 -3 ..
其他国家和地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73.6 .. .. .. .. ..
摩纳哥 .. 86.9 ab 18.7 c,d .. .. .. ..

人类发展指数组别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0.902 79.3 16.6 12.3 44,958 — —
高人类发展水平 0.764 75.2 14.5 8.6 15,484 — —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640 68.0 12.3 6.7 6,444 — —
低人类发展水平 0.517 61.6 9.3 4.7 3,186 — —

发展中国家 0.694 70.5 12.5 7.6 11,125 — —
区域

阿拉伯国家 0.704 71.3 11.9 7.8 14,391 — —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766 76.2 14.5 8.2 16,138 — —
欧洲和中亚 0.802 73.6 15.5 10.6 19,763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763 73.7 14.8 9.0 15,109 — —
南亚 0.641 68.4 11.9 6.6 6,972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0.549 60.6 10.3 6.0 3,666 — —

最不发达国家 0.542 64.9 10.1 5.0 3,006 — —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730 71.6 12.6 8.6 16,379 —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0.906 80.1 16.6 12.2 46,318 — —
世界 0.739 72.0 13.0 8.7 17,2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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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a  指2022年数据或可以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b  基于计算了人类发展指数值的国家。

c  HDRO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数据
更新。

d  在计算HDI值时，预期受教育年限的上限是18年。

e  在计算HDI值时，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限是75,000美元。

f  HDRO使用奥地利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趋势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g  使用购买力平价（PPP）率和瑞士的预计增长率进行估算。

h  HDRO基于经合组织（2023）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
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i  使用西班牙的购买力平价率估算。

j  基于HDRO使用跨国回归进行的估算。

k  HDRO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数据和
使用跨国回归进行的估算更新。

l  HDRO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联合国统计司
（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估算。

m  指2015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的数据。

n  指2015年，基于HDRO使用跨国回归进行的估算。

o  HDRO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多指标类集调查多年数据更新。

p  HDRO基于Barro和Lee（2018）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研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q  HDRO基于跨国回归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3）
和联合国统计司（2023）的预测增长率进行估算。

r  HDRO基于Barro和Lee（2018）的数据和使用跨国回归进
行的估算更新。

s  HDRO基于CEDLAS和世界银行（2023）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t  HDRO基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多年数据
更新。

u  HDRO基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多年数据
和使用跨国回归进行的估算更新。

v  HDRO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和世界银行（2023） 
的数据估算。

w  IMF 2023。

x  HDRO基于ICF Macro人口与健康调查多年数据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y  HDRO基于ICF Macro人口与健康调查多年数据更新。

z  HDRO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3）、联合国统
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估算。

aa  指2008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的数据。

ab  在计算HDI值时，预期寿命的上限是85年。

定义

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估人类发展三大基本维度（即健康长
寿的生活、知识以及体面的生活）所取得的平均成就的综合指
数。有关如何计算HDI的详情，请参阅技术注释1，网址http://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新生儿可预期的寿命（假定该新生儿出生时
的特定年龄死亡率的普遍模式在其一生中保持不变）。

预期受教育年限:学龄儿童预计将接受教育的年限（假定该学龄
儿童在特定年龄入学率的普遍模式在其一生中持续不变）。

平均受教育年限: 25岁及以上人群接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根据每
个级别的官方年限，由教育程度转换而来。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一个经济体由其生产和其拥有的生产要
素产生的总收入，减去使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生产要素所支
付的收入，用PPP比率折算成国际美元，除以年中人口。

人均GNI位次减去HDI位次：各个国家人均GNI位次和HDI位次的
差异。负值表示该国的GNI位次高于HDI位次。

2021年的HDI位次：2021年各国人类发展指数值的位次，采用
2023年可获得的最近修正数据进行计算，与计算2021年HDI使
用的一致。

主要数据来源

第1列和第7列：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Barro和Lee (20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联合国统计司
（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2列：UNDESA 2022。

第3列：CEDLAS和世界银行（2023）、ICF Macro人口与健康调
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多指标类集调查。

第4列：Barro和Lee（2018）、ICF Macro人口与健康调查、经合组
织（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

第5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3）、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2023）。

第6列：基于第1列和第5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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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人类发展指数(HDI)
HDI位
次变化 HDI年均增长率

值 (%)
1990 2000 2010 2015 2019 2020 2021 2022 2015–2022a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2 1990–2022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1 瑞士 0.850 0.885 0.940 0.952 0.960 0.957 0.965 0.967 0 0.40 0.60 0.24 0.40
2 挪威 0.845 0.914 0.938 0.952 0.961 0.963 0.964 0.966 -1 0.79 0.26 0.25 0.42
3 冰岛 0.834 0.895 0.927 0.948 0.958 0.955 0.957 0.959 0 0.71 0.35 0.28 0.44
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0.739 0.831 0.914 0.936 0.953 0.955 0.959 0.956 2 1.18 0.96 0.38 0.81
5 丹麦 0.839 0.890 0.913 0.936 0.946 0.946 0.947 0.952 1 0.59 0.26 0.35 0.40
5 瑞典 0.808 0.903 0.910 0.937 0.947 0.944 0.949 0.952 0 1.12 0.08 0.38 0.51
7 德国 0.828 0.890 0.929 0.941 0.951 0.948 0.948 0.950 -3 0.72 0.43 0.19 0.43
7 爱尔兰 0.743 0.851 0.908 0.924 0.942 0.945 0.946 0.950 8 1.37 0.65 0.38 0.77
9 新加坡 0.780 0.863 0.921 0.935 0.945 0.942 0.942 0.949 -1 1.02 0.65 0.25 0.61
10 澳大利亚 0.864 0.896 0.924 0.933 0.941 0.948 0.949 0.946 -1 0.36 0.31 0.20 0.28
10 荷兰 0.847 0.892 0.917 0.932 0.941 0.938 0.941 0.946 1 0.52 0.28 0.26 0.35
12 比利时 0.814 0.884 0.913 0.924 0.936 0.930 0.938 0.942 3 0.83 0.32 0.26 0.46
12 芬兰 0.811 0.887 0.912 0.930 0.939 0.939 0.941 0.942 0 0.90 0.28 0.27 0.47
12 列支敦士登 .. 0.871 0.916 0.926 0.940 0.933 0.936 0.942 2 .. 0.51 0.23 ..
15 英国 0.804 0.863 0.913 0.923 0.933 0.920 0.931 0.940 3 0.71 0.56 0.24 0.49
16 新西兰 0.812 0.894 0.924 0.933 0.937 0.935 0.936 0.939 -7 0.97 0.33 0.13 0.46
17 阿联酋 0.717 0.790 0.828 0.860 0.933 0.930 0.931 0.937 19 0.97 0.47 1.04 0.84
18 加拿大 0.861 0.890 0.911 0.927 0.932 0.928 0.934 0.935 -5 0.33 0.23 0.22 0.26
19 韩国 0.731 0.824 0.890 0.908 0.922 0.922 0.926 0.929 3 1.20 0.77 0.36 0.75
20 卢森堡 0.793 0.864 0.912 0.914 0.925 0.921 0.927 0.927 -1 0.86 0.54 0.14 0.49
20 美国 0.875 0.894 0.916 0.924 0.933 0.923 0.921 0.927 -5 0.22 0.24 0.10 0.18
22 奥地利 0.823 0.870 0.903 0.910 0.920 0.916 0.920 0.926 -1 0.56 0.37 0.21 0.37
22 斯洛文尼亚 .. 0.823 0.890 0.903 0.918 0.910 0.916 0.926 1 .. 0.79 0.33 ..
24 日本 0.846 0.883 0.903 0.913 0.918 0.917 0.920 0.920 -4 0.43 0.22 0.16 0.26
25 以色列 0.781 0.835 0.887 0.899 0.909 0.906 0.911 0.915 -1 0.67 0.61 0.26 0.50
25 马耳他 0.726 0.779 0.862 0.887 0.905 0.901 0.912 0.915 3 0.71 1.02 0.50 0.73
27 西班牙 0.762 0.828 0.868 0.889 0.904 0.894 0.904 0.911 0 0.83 0.47 0.40 0.56
28 法国 0.790 0.844 0.880 0.893 0.905 0.900 0.906 0.910 -3 0.66 0.42 0.28 0.44
29 塞浦路斯 0.733 0.797 0.859 0.874 0.901 0.900 0.901 0.907 3 0.84 0.75 0.45 0.67
30 意大利 0.780 0.842 0.880 0.881 0.899 0.892 0.899 0.906 0 0.77 0.44 0.24 0.47
31 爱沙尼亚 0.741 0.798 0.864 0.883 0.893 0.891 0.890 0.899 -2 0.74 0.80 0.33 0.61
32 捷克 0.748 0.810 0.872 0.891 0.896 0.891 0.891 0.895 -6 0.80 0.74 0.22 0.56
33 希腊 0.762 0.818 0.874 0.881 0.890 0.887 0.887 0.893 -3 0.71 0.66 0.18 0.50
34 巴林 0.733 0.775 0.807 0.859 0.888 0.884 0.884 0.888 3 0.56 0.41 0.80 0.60
35 安道尔 .. 0.815 0.863 0.856 0.865 0.843 0.855 0.884 3 .. 0.57 0.20 ..
36 波兰 0.715 0.794 0.845 0.869 0.880 0.874 0.876 0.881 -2 1.05 0.62 0.35 0.65
37 拉脱维亚 0.732 0.761 0.827 0.853 0.873 0.873 0.865 0.879 2 0.39 0.84 0.51 0.57
37 立陶宛 0.740 0.769 0.846 0.865 0.886 0.880 0.875 0.879 -2 0.39 0.96 0.32 0.54
39 克罗地亚 .. 0.764 0.824 0.844 0.866 0.860 0.867 0.878 6 .. 0.76 0.53 ..
40 卡塔尔 0.764 0.793 0.829 0.852 0.869 0.863 0.864 0.875 0 0.37 0.44 0.45 0.42
40 沙特阿拉伯 0.699 0.746 0.805 0.842 0.862 0.861 0.867 0.875 6 0.65 0.76 0.70 0.70
42 葡萄牙 0.703 0.793 0.831 0.850 0.864 0.861 0.865 0.874 0 1.21 0.47 0.42 0.68
43 圣马力诺 0.841 0.875 0.901 0.872 0.861 0.844 0.853 0.867 -10 0.40 0.29 -0.32 0.10
44 智利 0.705 0.763 0.813 0.846 0.859 0.849 0.856 0.860 0 0.79 0.64 0.47 0.62
45 斯洛伐克 .. 0.761 0.841 0.852 0.863 0.860 0.852 0.855 -5 .. 1.00 0.14 ..
45 土耳其 0.598 0.669 0.750 0.821 0.842 0.835 0.841 0.855 9 1.13 1.15 1.10 1.12
47 匈牙利 0.721 0.773 0.829 0.839 0.854 0.849 0.846 0.851 0 0.70 0.70 0.22 0.52
48 阿根廷 0.724 0.780 0.834 0.850 0.853 0.841 0.844 0.849 -6 0.75 0.67 0.15 0.50
49 科威特 0.698 0.780 0.811 0.829 0.838 0.826 0.836 0.847 0 1.12 0.39 0.36 0.61
50 黑山共和国 .. .. 0.806 0.827 0.841 0.832 0.840 0.844 1 .. .. 0.38 ..
51 圣基茨和尼维斯 .. .. 0.790 0.829 0.838 0.832 0.832 0.838 -2 .. .. 0.49 ..
52 乌拉圭 0.702 0.754 0.785 0.807 0.818 0.820 0.814 0.830 8 0.72 0.40 0.47 0.52
53 罗马尼亚 0.709 0.721 0.813 0.813 0.834 0.828 0.825 0.827 3 0.17 1.21 0.14 0.48
54 安提瓜和巴布达 .. .. 0.808 0.818 0.831 0.820 0.819 0.826 1 .. .. 0.18 ..
55 文莱达鲁萨兰国 0.779 0.789 0.825 0.832 0.827 0.827 0.824 0.823 -7 0.13 0.45 -0.02 0.17
56 俄罗斯联邦 0.741 0.733 0.797 0.823 0.839 0.826 0.818 0.821 -3 -0.11 0.84 0.25 0.32
57 巴哈马 0.760 0.788 0.800 0.807 0.802 0.798 0.799 0.820 3 0.36 0.15 0.21 0.24
57 巴拿马 0.672 0.722 0.775 0.802 0.820 0.809 0.813 0.820 5 0.72 0.71 0.47 0.62
59 阿曼 .. 0.702 0.798 0.824 0.841 0.823 0.810 0.819 -7 .. 1.29 0.22 ..
60 格鲁吉亚 .. 0.694 0.763 0.798 0.816 0.807 0.809 0.814 4 .. 0.95 0.54 ..
6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656 0.708 0.785 0.812 0.813 0.815 0.804 0.814 -3 0.77 1.04 0.30 0.68
62 巴巴多斯 0.728 0.760 0.792 0.798 0.806 0.803 0.803 0.809 2 0.43 0.41 0.1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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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人类发展指数(HDI)
HDI位
次变化 HDI年均增长率

值 (%)
1990 2000 2010 2015 2019 2020 2021 2022 2015–2022a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2 1990–2022

63 马来西亚 0.649 0.726 0.768 0.792 0.805 0.802 0.798 0.807 6 1.13 0.56 0.41 0.68
64 哥斯达黎加 0.659 0.709 0.769 0.792 0.811 0.811 0.804 0.806 5 0.73 0.82 0.39 0.63
65 塞尔维亚 .. 0.689 0.768 0.794 0.812 0.806 0.804 0.805 3 .. 1.09 0.39 ..
66 泰国 0.581 0.663 0.743 0.789 0.801 0.800 0.797 0.803 6 1.33 1.15 0.65 1.02
67 哈萨克斯坦 0.672 0.680 0.766 0.799 0.810 0.806 0.801 0.802 -4 0.12 1.20 0.38 0.55
67 塞舌尔 .. 0.755 0.774 0.797 0.808 0.799 0.795 0.802 -1 .. 0.25 0.30 ..
69 白俄罗斯 .. 0.708 0.790 0.809 0.810 0.800 0.801 0.801 -11 .. 1.10 0.12 ..
高人类发展水平

70 保加利亚 0.698 0.723 0.790 0.809 0.813 0.802 0.796 0.799 -12 0.35 0.89 0.09 0.42
71 帕劳 .. 0.747 0.775 0.782 0.792 0.794 0.802 0.797 3 .. 0.37 0.23 ..
72 毛里求斯 0.620 0.682 0.755 0.791 0.806 0.792 0.790 0.796 -1 0.96 1.02 0.44 0.78
73 格林纳达 .. .. 0.779 0.786 0.790 0.786 0.788 0.793 0 .. .. 0.15 ..
74 阿尔巴尼亚 0.649 0.678 0.766 0.797 0.800 0.784 0.785 0.789 -8 0.44 1.23 0.25 0.61
75 中国 0.482 0.586 0.698 0.741 0.775 0.781 0.785 0.788 18 1.97 1.76 1.02 1.55
76 亚美尼亚 0.658 0.656 0.739 0.769 0.789 0.769 0.774 0.786 2 -0.03 1.20 0.52 0.56
77 墨西哥 0.666 0.709 0.747 0.769 0.781 0.757 0.757 0.781 1 0.63 0.52 0.37 0.50
7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613 0.692 0.756 0.782 0.785 0.779 0.776 0.780 -4 1.22 0.89 0.26 0.76
78 斯里兰卡 0.641 0.689 0.735 0.760 0.775 0.777 0.783 0.780 6 0.72 0.65 0.50 0.62
8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0.656 0.718 0.757 0.780 0.776 0.776 0.779 7 .. 0.91 0.68 ..
8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0.691 0.756 0.777 0.789 0.785 0.773 0.772 -5 .. 0.90 0.17 ..
82 多米尼加共和国 0.579 0.646 0.707 0.739 0.765 0.760 0.756 0.766 12 1.10 0.91 0.67 0.88
83 厄瓜多尔 0.645 0.684 0.736 0.764 0.758 0.734 0.746 0.765 -1 0.59 0.74 0.32 0.53
83 北马其顿 .. 0.676 0.746 0.777 0.787 0.766 0.764 0.765 -7 .. 0.99 0.21 ..
85 古巴 0.684 0.694 0.779 0.765 0.766 0.759 0.742 0.764 -4 0.15 1.16 -0.16 0.35
86 摩尔多瓦共和国 0.688 0.655 0.716 0.749 0.773 0.765 0.767 0.763 5 -0.49 0.89 0.53 0.32
87 马尔代夫 .. 0.635 0.692 0.728 0.753 0.737 0.753 0.762 13 .. 0.86 0.81 ..
87 秘鲁 0.620 0.675 0.725 0.758 0.774 0.758 0.755 0.762 -2 0.85 0.72 0.42 0.65
89 阿塞拜疆 .. 0.635 0.733 0.751 0.762 0.722 0.738 0.760 1 .. 1.45 0.30 ..
89 巴西 0.620 0.668 0.722 0.752 0.764 0.758 0.756 0.760 0 0.75 0.78 0.43 0.64
91 哥伦比亚 0.614 0.672 0.732 0.758 0.768 0.756 0.752 0.758 -6 0.91 0.86 0.29 0.66
92 利比亚 0.724 0.746 0.774 0.749 0.756 0.737 0.746 0.746 -1 0.30 0.37 -0.31 0.09
93 阿尔及利亚 0.593 0.652 0.721 0.736 0.742 0.730 0.740 0.745 5 0.95 1.01 0.27 0.72
94 土库曼斯坦 .. .. 0.699 0.725 0.732 0.731 0.740 0.744 7 .. .. 0.52 ..
95 圭亚那 0.496 0.570 0.650 0.686 0.711 0.727 0.721 0.742 27 1.40 1.32 1.11 1.27
96 蒙古 0.579 0.595 0.700 0.739 0.749 0.740 0.730 0.741 -2 0.27 1.64 0.48 0.77
97 多米尼加 .. 0.721 0.735 0.719 0.745 0.738 0.737 0.740 8 .. 0.19 0.06 ..
98 汤加 0.640 0.679 0.709 0.723 0.740 0.742 0.738 0.739 5 0.59 0.43 0.35 0.45
99 约旦 0.622 0.681 0.727 0.738 0.744 0.740 0.736 0.736 -3 0.91 0.66 0.10 0.53
100 乌克兰 0.731 0.698 0.766 0.764 0.774 0.762 0.755 0.734 -18 -0.46 0.93 -0.35 0.01
101 突尼斯 0.566 0.651 0.713 0.724 0.740 0.734 0.729 0.732 1 1.41 0.91 0.22 0.81
102 马绍尔群岛 .. .. .. 0.688 0.722 0.727 0.729 0.731 17 .. .. .. ..
102 巴拉圭 0.604 0.656 0.700 0.738 0.746 0.742 0.730 0.731 -6 0.83 0.65 0.36 0.60
104 斐济 0.630 0.669 0.699 0.716 0.730 0.722 0.715 0.729 2 0.60 0.44 0.35 0.46
105 埃及 0.567 0.629 0.667 0.695 0.724 0.729 0.726 0.728 11 1.04 0.59 0.73 0.78
106 乌兹别克斯坦 .. 0.603 0.675 0.701 0.725 0.716 0.721 0.727 6 .. 1.13 0.62 ..
107 越南 0.492 0.599 0.676 0.697 0.717 0.726 0.718 0.726 7 1.99 1.22 0.60 1.22
108 圣卢西亚 0.666 0.692 0.731 0.736 0.733 0.724 0.717 0.725 -10 0.38 0.55 -0.07 0.27
109 黎巴嫩 .. .. 0.749 0.756 0.760 0.742 0.725 0.723 -21 .. .. -0.29 ..
110 南非 0.635 0.633 0.675 0.721 0.741 0.722 0.721 0.717 -6 -0.03 0.64 0.50 0.38
111 巴勒斯坦 .. .. 0.688 0.710 0.739 0.715 0.715 0.716 -2 .. .. 0.33 ..
112 印度尼西亚 0.526 0.597 0.667 0.698 0.718 0.712 0.707 0.713 1 1.27 1.11 0.56 0.96
113 菲律宾 0.598 0.635 0.673 0.696 0.714 0.705 0.692 0.710 2 0.60 0.58 0.45 0.54
114 博茨瓦纳 0.587 0.581 0.652 0.688 0.703 0.701 0.680 0.708 5 -0.10 1.16 0.69 0.59
115 牙买加 0.664 0.657 0.711 0.712 0.712 0.707 0.704 0.706 -7 -0.11 0.79 -0.06 0.19
116 萨摩亚 .. 0.672 0.704 0.710 0.712 0.712 0.708 0.702 -7 .. 0.47 -0.02 ..
117 吉尔吉斯斯坦 0.637 0.617 0.661 0.689 0.699 0.691 0.696 0.701 1 -0.32 0.69 0.49 0.30
118 伯利兹 0.609 0.657 0.720 0.714 0.718 0.705 0.698 0.700 -11 0.76 0.92 -0.23 0.44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11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657 0.699 0.759 0.766 0.720 0.691 0.690 0.699 -39 0.62 0.83 -0.68 0.19
120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0.546 0.625 0.661 0.688 0.715 0.691 0.691 0.698 -1 1.36 0.56 0.45 0.77
120 摩洛哥 0.448 0.525 0.604 0.656 0.684 0.683 0.688 0.698 5 1.60 1.41 1.21 1.40
122 瑙鲁 .. .. 0.559 0.642 0.680 0.689 0.693 0.696 9 .. .. 1.84 ..
123 加蓬 0.599 0.626 0.656 0.692 0.702 0.704 0.687 0.693 -6 0.44 0.47 0.46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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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HDI位次

人类发展指数(HDI)
HDI位
次变化 HDI年均增长率

值 (%)
1990 2000 2010 2015 2019 2020 2021 2022 2015–2022a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2 1990–2022

124 苏里南 .. .. 0.696 0.707 0.710 0.702 0.689 0.690 -13 .. .. -0.07 ..
125 不丹 .. .. 0.582 0.625 0.668 0.675 0.677 0.681 10 .. .. 1.32 ..
126 塔吉克斯坦 0.616 0.548 0.631 0.651 0.668 0.656 0.677 0.679 2 -1.16 1.42 0.61 0.30
127 萨尔瓦多 0.519 0.609 0.657 0.663 0.676 0.666 0.669 0.674 -4 1.61 0.76 0.21 0.82
128 伊拉克 0.497 0.583 0.629 0.656 0.678 0.661 0.667 0.673 -3 1.61 0.76 0.57 0.95
129 孟加拉国 0.399 0.491 0.558 0.604 0.646 0.657 0.662 0.670 12 2.10 1.29 1.54 1.63
130 尼加拉瓜 0.487 0.563 0.611 0.644 0.661 0.652 0.665 0.669 0 1.46 0.82 0.76 1.00
131 佛得角 .. 0.590 0.649 0.658 0.667 0.649 0.650 0.661 -7 .. 0.96 0.15 ..
132 图瓦卢 0.564 0.599 0.623 0.656 0.654 0.655 0.653 0.653 -7 0.60 0.39 0.39 0.46
133 赤道几内亚 .. 0.511 0.609 0.648 0.653 0.650 0.647 0.650 -4 .. 1.77 0.54 ..
134 印度 0.434 0.490 0.572 0.619 0.638 0.638 0.633 0.644 4 1.22 1.56 0.99 1.24
13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 0.637 0.644 0.642 0.640 0.636 0.634 0.634 -4 .. 0.11 -0.13 ..
136 危地马拉 0.490 0.551 0.613 0.629 0.645 0.638 0.630 0.629 -3 1.18 1.07 0.21 0.78
137 基里巴斯 .. 0.547 0.584 0.625 0.636 0.629 0.627 0.628 -2 .. 0.66 0.61 ..
138 洪都拉斯 0.513 0.553 0.596 0.610 0.629 0.621 0.620 0.624 1 0.75 0.75 0.38 0.61
13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408 0.473 0.557 0.604 0.617 0.616 0.615 0.620 2 1.49 1.65 0.90 1.32
140 瓦努阿图 .. .. 0.578 0.592 0.614 0.612 0.614 0.614 4 .. .. 0.50 ..
14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480 0.498 0.553 0.595 0.608 0.609 0.609 0.613 2 0.37 1.05 0.86 0.77
142 斯威士兰王国 0.546 0.465 0.498 0.577 0.623 0.622 0.612 0.610 5 -1.59 0.69 1.70 0.35
142 纳米比亚 0.595 0.549 0.584 0.627 0.638 0.634 0.616 0.610 -8 -0.80 0.62 0.36 0.08
144 缅甸 0.333 0.407 0.506 0.557 0.608 0.615 0.599 0.608 10 2.03 2.20 1.54 1.90
145 加纳 0.445 0.500 0.571 0.586 0.599 0.601 0.600 0.602 1 1.17 1.34 0.44 0.95
146 肯尼亚 0.480 0.487 0.545 0.575 0.604 0.599 0.596 0.601 2 0.14 1.13 0.82 0.71
146 尼泊尔 0.395 0.461 0.543 0.568 0.598 0.593 0.591 0.601 3 1.56 1.65 0.85 1.32
148 柬埔寨 0.379 0.431 0.542 0.564 0.596 0.596 0.596 0.600 2 1.29 2.32 0.85 1.45
149 刚果 0.541 0.509 0.581 0.610 0.596 0.598 0.598 0.593 -10 -0.61 1.33 0.17 0.29
150 安哥拉 .. 0.380 0.516 0.591 0.597 0.594 0.590 0.591 -5 .. 3.11 1.14 ..
151 喀麦隆 0.440 0.426 0.515 0.562 0.586 0.585 0.581 0.587 1 -0.32 1.92 1.10 0.90
152 科摩罗 .. 0.458 0.524 0.556 0.584 0.588 0.585 0.586 3 .. 1.36 0.94 ..
153 赞比亚 0.417 0.418 0.528 0.563 0.574 0.569 0.565 0.569 -2 0.02 2.36 0.63 0.98
154 巴布亚新几内亚 0.394 0.456 0.497 0.540 0.562 0.567 0.564 0.568 5 1.47 0.86 1.12 1.15
155 东帝汶 .. 0.495 0.639 0.621 0.627 0.633 0.574 0.566 -18 .. 2.59 -1.01 ..
156 所罗门群岛 .. 0.488 0.553 0.562 0.568 0.566 0.564 0.562 -4 .. 1.26 0.13 ..
15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563 0.587 0.661 0.552 0.564 0.561 0.558 0.557 -1 0.42 1.19 -1.42 -0.03
158 海地 0.441 0.485 0.449 0.549 0.559 0.557 0.551 0.552 -1 0.96 -0.77 1.74 0.70
159 乌干达 0.329 0.392 0.500 0.525 0.544 0.545 0.545 0.550 2 1.77 2.46 0.80 1.62
159 津巴布韦 0.479 0.426 0.481 0.544 0.560 0.554 0.549 0.550 -1 -1.17 1.22 1.12 0.43
低人类发展水平

161 尼日利亚 .. .. 0.488 0.520 0.537 0.539 0.542 0.548 2 .. .. 0.97 ..
161 卢旺达 0.320 0.328 0.485 0.509 0.531 0.535 0.539 0.548 5 0.25 3.99 1.02 1.70
163 多哥 0.399 0.436 0.469 0.510 0.536 0.540 0.545 0.547 2 0.89 0.73 1.29 0.99
164 毛里塔尼亚 0.397 0.461 0.508 0.536 0.552 0.539 0.538 0.540 -4 1.51 0.98 0.51 0.97
164 巴基斯坦 0.394 0.434 0.496 0.525 0.537 0.536 0.537 0.540 -3 0.97 1.34 0.71 0.99
166 科特迪瓦 0.425 0.454 0.470 0.501 0.529 0.530 0.530 0.534 4 0.66 0.35 1.07 0.72
16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366 0.396 0.493 0.507 0.533 0.535 0.529 0.532 2 0.79 2.22 0.64 1.18
168 莱索托 0.479 0.456 0.470 0.508 0.528 0.530 0.522 0.521 0 -0.49 0.30 0.86 0.26
169 塞内加尔 0.371 0.388 0.470 0.501 0.514 0.514 0.512 0.517 1 0.45 1.94 0.80 1.04
170 苏丹 0.322 0.420 0.489 0.514 0.521 0.518 0.516 0.516 -6 2.69 1.53 0.45 1.48
171 吉布提 .. 0.330 0.422 0.473 0.508 0.512 0.512 0.515 4 .. 2.49 1.67 ..
172 马拉维 0.299 0.378 0.461 0.498 0.514 0.512 0.509 0.508 1 2.37 2.00 0.81 1.67
173 贝宁 0.350 0.412 0.481 0.509 0.506 0.501 0.502 0.504 -7 1.64 1.56 0.39 1.15
174 冈比亚 0.323 0.392 0.449 0.467 0.492 0.492 0.490 0.495 5 1.95 1.37 0.82 1.34
175 厄立特里亚 .. .. 0.458 0.473 0.487 0.490 0.490 0.493 0 .. .. 0.62 ..
176 埃塞俄比亚 .. 0.286 0.409 0.455 0.485 0.489 0.489 0.492 5 .. 3.64 1.55 ..
177 利比里亚 .. 0.434 0.460 0.472 0.485 0.483 0.484 0.487 0 .. 0.58 0.48 ..
177 马达加斯加 .. 0.438 0.488 0.499 0.498 0.486 0.484 0.487 -5 .. 1.09 -0.02 ..
179 几内亚比绍 .. .. 0.441 0.470 0.488 0.482 0.482 0.483 -1 .. .. 0.76 ..
180 刚果民主共和国 0.377 0.376 0.424 0.457 0.476 0.477 0.475 0.481 0 -0.03 1.21 1.06 0.76
181 几内亚 0.270 0.345 0.415 0.449 0.470 0.471 0.467 0.471 2 2.48 1.86 1.06 1.75
182 阿富汗 0.284 0.340 0.449 0.479 0.492 0.488 0.473 0.462 -8 1.82 2.82 0.24 1.53
183 莫桑比克 0.239 0.303 0.407 0.445 0.465 0.467 0.459 0.461 1 2.40 2.99 1.04 2.07
184 塞拉利昂 0.314 0.319 0.416 0.438 0.457 0.453 0.456 0.458 1 0.16 2.69 0.80 1.19
185 布基纳法索 .. 0.296 0.372 0.413 0.446 0.446 0.445 0.438 2 .. 2.31 1.37 ..

继续 →

271表2 / 人类发展指数趋势，1990–2022



HDI位次

人类发展指数(HDI)
HDI位
次变化 HDI年均增长率

值 (%)
1990 2000 2010 2015 2019 2020 2021 2022 2015–2022a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22 1990–2022

186 也门 0.357 0.434 0.496 0.455 0.430 0.430 0.425 0.424 -5 1.97 1.34 -1.30 0.54
187 布隆迪 0.285 0.298 0.404 0.420 0.423 0.419 0.419 0.420 -1 0.45 3.09 0.32 1.22
188 马里 0.236 0.315 0.406 0.409 0.421 0.407 0.408 0.410 0 2.93 2.57 0.08 1.74
189 乍得 .. 0.292 0.364 0.388 0.398 0.396 0.393 0.394 0 .. 2.23 0.66 ..
189 尼日尔 0.212 0.260 0.336 0.367 0.390 0.391 0.389 0.394 2 2.06 2.60 1.34 1.96
191 中非共和国 0.333 0.319 0.357 0.367 0.391 0.389 0.387 0.387 0 -0.43 1.13 0.67 0.47
192 南苏丹 .. .. 0.406 0.381 0.391 0.386 0.381 0.381 -2 .. .. -0.53 ..
193 索马里 .. .. .. .. .. .. .. 0.380 .. .. .. .. ..
其他国家和地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 .. .. .. .. .. .. .. ... .. .. ..
摩纳哥 .. .. .. .. .. .. .. .. .. ... .. .. ..

人类发展指数组别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0.785 0.828 0.870 0.889 0.901 0.895 0.896 0.902 — 0.53 0.50 0.30 0.44
高人类发展水平 0.560 0.626 0.703 0.736 0.760 0.759 0.760 0.764 — 1.12 1.17 0.70 0.98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443 0.497 0.574 0.615 0.635 0.634 0.630 0.640 — 1.16 1.45 0.91 1.16
低人类发展水平 0.354 b 0.398 0.473 0.501 0.516 0.515 0.515 0.517 — 1.18 1.74 0.74 1.19

发展中国家 0.513 0.569 0.639 0.672 0.691 0.689 0.688 0.694 — 1.04 1.17 0.69 0.95
区域

阿拉伯国家 0.550 0.615 0.672 0.691 0.709 0.704 0.704 0.704 — 1.12 0.89 0.39 0.77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507 0.594 0.689 0.728 0.757 0.760 0.761 0.766 — 1.60 1.49 0.89 1.30
欧洲和中亚 0.663 0.680 0.746 0.782 0.802 0.792 0.797 0.802 — 0.25 0.93 0.61 0.6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637 0.686 0.735 0.758 0.768 0.755 0.754 0.763 — 0.74 0.69 0.31 0.57
南亚 0.444 0.500 0.574 0.616 0.635 0.635 0.631 0.641 — 1.19 1.39 0.92 1.15
撒哈拉以南非洲 0.404 b 0.429 0.502 0.533 0.549 0.547 0.546 0.549 — 0.60 1.58 0.75 0.96

最不发达国家 0.354 0.408 0.487 0.518 0.540 0.542 0.540 0.542 — 1.43 1.79 0.90 1.3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605 0.650 0.694 0.721 0.731 0.727 0.722 0.730 — 0.72 0.66 0.42 0.5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0.796 0.842 0.878 0.894 0.905 0.897 0.899 0.906 — 0.56 0.42 0.26 0.41
世界 0.601 0.645 0.698 0.724 0.739 0.736 0.735 0.739 — 0.71 0.79 0.48 0.65

表2

注释

对于不同年份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的HDI值，请使用此表或
见网址http://hdr.undp.org/en/data，其中呈现一致的数据趋势。

a 正值表示位次上升。

b 使用宽松汇总规则报告的值。有关汇总规则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读者指南。

定义

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估人类发展三大基本维度（即健康长
寿的生活、知识以及体面的生活）所取得的平均成就的综合指
数。有关如何计算HDI的详情，请参阅技术注释1，网址http://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HDI年均增长率：某一时期HDI的平滑年化增长，以年复合增长
率计算。

主要数据来源

第1-8列：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Barro和Lee (2018)、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
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9列：基于第4列和第8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10-13列：基于第1、2、3和8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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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SDG 10.1

人类发
展指数 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不平
等系数

平均寿命
不平等

不平等调
整后预期
寿命指数

教育不
平等a

不平等调
整后教
育指数

收入不
平等a

不平等调
整后收
入指数 不同收入水平人群收入占比

基尼
系数

值 值
整体损
失(%)

HDI位
次变化b (%) 值 (%) 值 (%) 值

(%)
最贫困
的40%

最富有
的10%

最富有
的1%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c 2022 2022d 2022 2022d 2022 2010–2022e 2010–2022e 2021 2010–2022e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1 瑞士 0.967 0.891 7.9 -3 7.6 3.0 0.959 2.0 0.906 17.7 0.814 19.9 25.8 9.9 33.1
2 挪威 0.966 0.903 6.5 0 6.3 2.4 0.951 2.3 0.914 14.3 0.847 22.9 22.4 8.9 27.7
3 冰岛 0.959 0.910 5.1 2 5.0 2.2 0.945 2.2 0.938 10.7 0.851 23.9 22.1 9.3 26.1
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0.956 0.840 12.1 -17 11.7 2.2 0.968 8.7 0.829 24.1 0.738 .. .. 17.9 ..
5 丹麦 0.952 0.898 5.7 2 5.6 3.1 0.923 2.6 0.908 11.0 0.864 23.4 22.9 13.4 27.5
5 瑞典 0.952 0.878 7.8 -5 7.6 2.5 0.953 3.4 0.891 16.9 0.796 22.0 22.4 11.7 28.9
7 德国 0.950 0.881 7.3 -2 7.1 3.3 0.907 3.8 0.921 14.3 0.817 20.9 25.2 13.3 31.7
7 爱尔兰 0.950 0.886 6.7 2 6.6 2.8 0.938 2.9 0.862 14.0 0.860 22.3 23.8 12.2 29.2
9 新加坡 0.949 0.825 13.1 -17 12.5 2.3 0.964 9.4 0.785 25.9 0.741 .. .. 10.3 ..
10 澳大利亚 0.946 0.860 9.1 -4 8.8 3.3 0.946 4.7 0.880 18.5 0.763 19.5 26.6 9.9 34.3
10 荷兰 0.946 0.885 6.4 3 6.4 3.1 0.931 4.7 0.877 11.4 0.850 23.8 21.6 6.9 26.0
12 比利时 0.942 0.878 6.8 2 6.7 3.2 0.927 5.7 0.865 11.3 0.842 23.9 21.4 8.6 26.0
12 芬兰 0.942 0.886 5.9 7 5.8 2.6 0.934 2.1 0.911 12.8 0.818 23.5 22.6 11.8 27.1
12 列支敦士登 0.942 .. .. .. .. 4.5 0.950 .. .. .. .. .. .. .. ..
15 英国 0.940 0.865 8.0 2 7.8 3.5 0.923 3.3 0.906 16.7 0.773 20.0 25.0 12.7 32.6
16 新西兰 0.939 0.856 8.8 -2 8.7 3.8 0.932 4.1 0.894 18.1 0.752 .. .. 11.9 ..
17 阿联酋 0.937 0.859 8.3 1 8.2 4.4 0.871 9.8 0.815 10.4 0.894 23.0 20.0 15.3 26.0
18 加拿大 0.935 0.864 7.6 4 7.4 4.0 0.928 2.3 0.885 16.0 0.785 20.4 24.4 13.9 31.7
19 韩国 0.929 0.841 9.5 -2 9.3 2.6 0.959 8.8 0.801 16.4 0.774 20.5 24.0 11.7 31.4
20 卢森堡 0.927 0.839 9.5 -3 9.2 3.2 0.932 8.1 0.759 16.4 0.836 19.4 25.0 12.1 33.4
20 美国 0.927 0.823 11.2 -8 10.7 5.6 0.845 2.6 0.885 23.9 0.745 16.6 30.1 19.0 39.8
22 奥地利 0.926 0.859 7.2 6 7.0 2.9 0.932 2.6 0.842 15.6 0.808 21.4 23.1 10.7 29.8
22 斯洛文尼亚 0.926 0.882 4.8 13 4.7 2.1 0.935 2.0 0.895 10.0 0.820 25.1 20.5 8.4 24.0
24 日本 0.920 0.844 8.3 4 8.1 2.6 0.972 4.5 0.813 17.1 0.761 20.5 26.4 12.9 32.9
25 以色列 0.915 0.808 11.7 -7 11.1 3.1 0.933 6.3 0.811 24.0 0.698 16.1 27.6 16.0 38.6
25 马耳他 0.915 0.837 8.5 1 8.3 4.2 0.939 5.2 0.804 15.5 0.778 21.0 25.1 10.7 31.4
27 西班牙 0.911 0.796 12.6 -12 12.3 2.6 0.957 15.0 0.721 19.2 0.732 18.1 25.0 11.4 34.9
28 法国 0.910 0.820 9.9 -1 9.8 3.6 0.937 7.8 0.769 17.9 0.764 21.2 24.5 9.0 30.7
29 塞浦路斯 0.907 0.827 8.8 3 8.7 2.5 0.928 8.7 0.791 14.8 0.771 21.3 26.3 8.9 31.7
30 意大利 0.906 0.802 11.5 -4 11.1 2.6 0.960 10.0 0.739 20.8 0.729 18.4 26.1 12.2 35.2
31 爱沙尼亚 0.899 0.835 7.1 6 6.9 3.2 0.881 1.9 0.877 15.7 0.754 21.1 23.5 16.3 30.7
32 捷克 0.895 0.848 5.3 13 5.1 3.1 0.867 1.2 0.874 11.1 0.804 24.2 22.5 10.6 26.2
33 希腊 0.893 0.801 10.3 -3 10.2 3.5 0.900 10.3 0.789 16.8 0.722 19.2 25.2 10.0 33.6
34 巴林 0.888 .. .. .. .. 4.4 0.871 8.8 0.749 .. .. .. .. 24.3 ..
35 安道尔 0.884 0.810 8.4 3 8.3 4.8 0.931 5.6 0.701 14.4 0.814 .. .. .. ..
36 波兰 0.881 0.797 9.5 -3 9.3 3.9 0.843 4.2 0.845 19.8 0.710 22.3 23.1 15.2 28.8
37 拉脱维亚 0.879 0.802 8.8 2 8.3 4.2 0.824 1.8 0.888 19.0 0.706 18.6 27.5 8.6 35.7
37 立陶宛 0.879 0.795 9.6 -4 9.1 4.2 0.801 2.9 0.879 20.4 0.715 19.0 28.5 12.5 36.0
39 克罗地亚 0.878 0.817 6.9 8 6.9 3.3 0.882 3.9 0.810 13.5 0.763 21.3 22.3 9.3 29.5
40 卡塔尔 0.875 .. .. .. .. 4.0 0.909 11.2 0.627 .. .. .. .. 22.4 ..
40 沙特阿拉伯 0.875 .. .. .. .. 5.1 0.845 12.6 0.698 .. .. .. .. 21.0 ..
42 葡萄牙 0.874 0.774 11.4 -2 11.3 3.0 0.929 12.5 0.688 18.4 0.724 19.3 26.9 9.4 34.7
43 圣马力诺 0.867 .. .. .. .. 2.5 0.951 5.6 0.657 .. .. .. .. .. ..
44 智利 0.860 0.704 18.1 -17 16.6 5.0 0.870 7.1 0.776 37.7 0.517 15.0 35.8 22.9 44.9
45 斯洛伐克 0.855 0.808 5.5 9 5.5 4.7 0.811 1.8 0.827 10.0 0.785 24.9 18.8 7.2 23.2
45 土耳其 0.855 0.717 16.1 -13 15.6 6.0 0.846 11.9 0.700 28.9 0.622 15.5 31.6 18.8 41.9
47 匈牙利 0.851 0.800 6.0 6 6.0 3.9 0.813 2.7 0.805 11.3 0.781 21.5 23.3 11.1 29.7
48 阿根廷 0.849 0.747 12.0 0 11.7 7.3 0.800 5.3 0.825 22.6 0.631 15.0 30.8 15.1 42.0
49 科威特 0.847 .. .. .. .. 5.0 0.880 22.1 0.533 .. .. .. .. 19.0 ..
50 黑山共和国 0.844 0.756 10.4 3 10.1 2.5 0.853 7.8 0.774 19.9 0.655 16.8 26.0 8.6 36.8
51 圣基茨和尼维斯 0.838 .. .. .. .. 7.5 0.740 .. .. .. .. .. .. .. ..
52 乌拉圭 0.830 0.720 13.3 -7 12.8 5.9 0.839 7.3 0.726 25.1 0.611 15.9 30.8 13.4 40.8
53 罗马尼亚 0.827 0.739 10.6 0 10.4 4.9 0.792 5.4 0.740 20.9 0.688 17.9 24.2 14.5 34.6
54 安提瓜和巴布达 0.826 .. .. .. .. 4.8 0.867 .. .. .. .. .. .. .. ..
55 文莱达鲁萨兰国 0.823 0.727 11.7 -2 11.5 7.6 0.776 14.9 0.585 12.1 0.847 .. .. 12.4 ..
56 俄罗斯联邦 0.821 0.747 9.0 5 8.7 5.5 0.729 2.0 0.831 18.7 0.688 19.1 29.0 23.8 36.0
57 巴哈马 0.820 0.663 19.1 -16 17.8 8.9 0.762 6.9 0.703 37.6 0.546 .. .. 19.6 ..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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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SDG 10.1

人类发
展指数 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不平
等系数

平均寿命
不平等

不平等调
整后预期
寿命指数

教育不
平等a

不平等调
整后教
育指数

收入不
平等a

不平等调
整后收
入指数 不同收入水平人群收入占比

基尼
系数

值 值
整体损
失(%)

HDI位
次变化b (%) 值 (%) 值 (%) 值

(%)
最贫困
的40%

最富有
的10%

最富有
的1%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c 2022 2022d 2022 2022d 2022 2010–2022e 2010–2022e 2021 2010–2022e

57 巴拿马 0.820 0.647 21.1 -20 19.9 10.7 0.781 10.2 0.650 38.9 0.533 11.6 39.4 19.6 50.9
59 阿曼 0.819 0.721 12.0 1 11.5 6.6 0.775 4.3 0.724 23.7 0.668 .. .. 19.1 ..
60 格鲁吉亚 0.814 0.728 10.6 4 10.3 6.7 0.741 2.7 0.864 21.4 0.602 19.1 26.2 18.5 34.2
6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814 .. .. .. .. 11.1 0.749 9.7 0.707 .. .. .. .. 19.6 ..
62 巴巴多斯 0.809 0.617 23.7 -27 20.8 7.8 0.818 5.5 0.745 49.0 0.385 .. .. .. ..
63 马来西亚 0.807 0.692 14.3 -5 13.8 5.4 0.819 11.4 0.636 24.8 0.638 15.7 31.2 20.1 41.2
64 哥斯达黎加 0.806 0.656 18.6 -12 17.6 6.0 0.829 11.1 0.658 35.6 0.517 13.1 35.7 17.7 47.2
65 塞尔维亚 0.805 0.740 8.1 11 7.9 4.1 0.799 6.2 0.737 13.5 0.689 19.0 27.1 15.5 35.0
66 泰国 0.803 0.681 15.2 -4 14.9 7.1 0.853 16.0 0.611 21.7 0.607 19.1 27.3 23.0 35.1
67 哈萨克斯坦 0.802 0.734 8.5 11 8.3 7.0 0.708 3.2 0.800 14.7 0.698 23.3 23.4 10.6 27.8
67 塞舌尔 0.802 0.715 10.8 4 10.8 9.1 0.723 6.7 0.709 16.6 0.712 19.6 23.9 20.6 32.1
69 白俄罗斯 0.801 0.750 6.4 18 6.2 3.3 0.792 2.8 0.774 12.7 0.688 24.8 20.7 8.7 24.4
高人类发展水平

70 保加利亚 0.799 0.703 12.0 4 11.6 5.3 0.751 5.8 0.721 23.7 0.640 17.0 32.6 16.6 40.5
71 帕劳 0.797 0.633 20.6 -11 18.9 12.6 0.610 3.1 0.885 40.9 0.470 .. .. .. ..
72 毛里求斯 0.796 0.625 21.5 -15 21.0 10.0 0.748 21.7 0.579 31.4 0.564 18.8 29.9 15.9 36.8
73 格林纳达 0.793 .. .. .. .. 9.2 0.773 .. .. .. .. .. .. .. ..
74 阿尔巴尼亚 0.789 0.687 12.9 4 12.8 6.4 0.819 12.3 0.649 19.7 0.610 21.6 22.8 9.2 29.4
75 中国 0.788 0.662 16.0 -1 15.3 5.4 0.853 10.3 0.622 30.3 0.547 18.2 29.4 15.7 37.1
76 亚美尼亚 0.786 0.721 8.3 16 8.1 6.3 0.769 2.9 0.755 15.1 0.646 23.2 23.6 19.0 27.9
77 墨西哥 0.781 0.641 17.9 -4 17.5 9.2 0.766 15.0 0.604 28.4 0.568 14.3 35.5 26.8 45.4
7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780 0.584 25.1 -24 24.3 8.3 0.770 37.1 0.472 27.5 0.547 16.3 31.7 18.1 40.9
78 斯里兰卡 0.780 0.630 19.2 -7 18.0 5.3 0.825 12.0 0.663 36.6 0.458 18.5 30.8 14.8 37.7
8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779 0.667 14.4 6 13.8 4.0 0.817 10.9 0.641 26.5 0.567 19.8 25.1 9.4 33.0
8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772 .. .. .. .. 9.5 0.682 6.1 0.768 .. .. .. .. .. ..
82 多米尼加共和国 0.766 0.627 18.1 -6 18.1 16.6 0.695 14.6 0.582 22.9 0.609 17.5 30.2 28.6 38.5
83 厄瓜多尔 0.765 0.630 17.6 -3 17.1 8.9 0.812 11.8 0.628 30.6 0.490 13.8 34.3 16.9 45.5
83 北马其顿 0.765 0.679 11.2 10 11.1 4.4 0.793 8.4 0.643 20.5 0.613 18.1 22.9 7.7 33.5
85 古巴 0.764 .. .. .. .. 4.5 0.854 9.1 0.685 .. .. .. .. 15.1 ..
86 摩尔多瓦共和国 0.763 0.698 8.5 16 8.4 9.0 0.681 2.7 0.787 13.6 0.635 24.3 22.1 11.3 25.7
87 马尔代夫 0.762 0.597 21.7 -11 20.9 4.8 0.891 29.3 0.422 28.6 0.565 22.1 23.3 35.6 29.3
87 秘鲁 0.762 0.607 20.3 -7 19.8 8.5 0.752 20.4 0.593 30.6 0.501 16.3 30.6 28.1 40.2
89 阿塞拜疆 0.760 0.707 7.0 22 6.9 11.4 0.729 3.6 0.680 5.7 0.714 .. .. 15.9 ..
89 巴西 0.760 0.577 24.1 -18 22.4 9.6 0.743 13.9 0.610 43.7 0.424 10.8 41.5 22.2 52.9
91 哥伦比亚 0.758 0.568 25.1 -18 23.5 9.3 0.749 17.2 0.577 44.0 0.424 11.5 40.2 17.8 51.5
92 利比亚 0.746 .. .. .. .. 7.8 0.739 .. .. .. .. .. .. 13.5 ..
93 阿尔及利亚 0.745 0.588 21.1 -8 20.5 11.4 0.778 33.3 0.442 16.8 0.590 23.1 22.9 9.9 27.6
94 土库曼斯坦 0.744 .. .. .. .. 19.2 0.614 2.9 0.717 .. .. .. .. 18.4 ..
95 圭亚那 0.742 .. .. .. .. 16.2 0.593 10.4 0.582 .. .. .. .. 19.6 ..
96 蒙古 0.741 0.645 13.0 11 12.9 7.5 0.749 11.9 0.632 19.2 0.566 20.2 25.7 14.8 32.7
97 多米尼加 0.740 .. .. .. .. 8.9 0.742 .. .. .. .. .. .. .. ..
98 汤加 0.739 0.654 11.5 14 11.2 8.4 0.722 4.3 0.780 20.7 0.497 20.0 26.8 .. 33.5
99 约旦 0.736 0.615 16.4 2 16.3 9.3 0.757 15.4 0.591 24.1 0.520 20.3 27.5 17.1 33.7
100 乌克兰 0.734 0.676 7.9 21 7.9 6.8 0.697 3.6 0.714 13.3 0.621 24.3 21.8 13.6 25.6
101 突尼斯 0.732 0.574 21.6 -11 21.1 9.8 0.753 30.7 0.465 22.9 0.540 20.1 25.6 10.9 32.8
102 马绍尔群岛 0.731 0.620 15.2 7 14.9 17.6 0.573 4.8 0.840 22.5 0.495 18.9 27.5 .. 35.5
102 巴拉圭 0.731 0.582 20.4 -8 19.6 11.9 0.684 12.4 0.597 34.6 0.482 14.5 35.4 19.6 45.1
104 斐济 0.729 0.632 13.3 14 13.2 12.5 0.650 8.6 0.667 18.5 0.581 21.3 24.2 .. 30.7
105 埃及 0.728 0.561 22.9 -9 22.1 10.7 0.689 36.9 0.433 18.7 0.592 21.8 27.5 18.1 31.9
106 乌兹别克斯坦 0.727 .. .. .. .. 9.0 0.723 1.8 0.717 .. .. .. .. 17.4 ..
107 越南 0.726 0.607 16.4 8 16.3 12.6 0.734 15.3 0.546 21.1 0.559 18.1 28.5 16.4 36.8
108 圣卢西亚 0.725 0.539 25.7 -11 24.6 9.3 0.716 25.2 0.478 39.2 0.459 11.0 38.6 .. 51.2
109 黎巴嫩 0.723 .. .. .. .. 5.8 0.789 .. .. 20.2 0.580 20.6 24.8 20.5 31.8
110 南非 0.717 0.462 35.6 -23 32.2 19.5 0.514 17.3 0.648 59.9 0.295 7.2 50.5 19.3 63.0
111 巴勒斯坦 0.716 0.587 18.0 3 17.3 10.3 0.738 10.2 0.626 31.4 0.439 19.2 25.2 17.4 33.7
112 印度尼西亚 0.713 0.588 17.5 6 17.3 12.8 0.648 15.5 0.569 23.6 0.553 18.3 30.7 14.8 37.9
113 菲律宾 0.710 0.590 16.9 8 16.7 14.5 0.687 12.0 0.575 23.6 0.520 16.9 32.5 19.6 40.7
114 博茨瓦纳 0.708 0.488 31.1 -12 30.1 21.6 0.554 23.3 0.510 45.5 0.412 10.9 41.5 22.7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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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牙买加 0.706 0.584 17.3 5 16.3 8.8 0.710 6.3 0.613 33.7 0.458 .. .. 19.6 ..
116 萨摩亚 0.702 0.602 14.2 14 13.9 11.0 0.720 7.0 0.673 23.7 0.450 17.9 31.3 .. 38.7
117 吉尔吉斯斯坦 0.701 0.634 9.6 27 9.4 9.4 0.703 3.4 0.734 15.3 0.495 22.5 24.0 15.6 29.0
118 伯利兹 0.700 .. .. .. .. 9.1 0.713 14.8 0.545 .. .. .. .. 19.6 ..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11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699 0.600 14.2 15 14.0 12.0 0.692 8.7 0.636 21.1 0.491 .. .. 19.0 ..
120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0.698 0.560 19.8 2 19.7 17.2 0.573 15.0 0.633 26.9 0.484 15.7 30.3 19.6 40.9
120 摩洛哥 0.698 0.508 27.2 -5 26.1 10.5 0.757 41.9 0.353 25.9 0.490 17.4 31.9 15.1 39.5
122 瑙鲁 0.696 .. .. .. .. 13.4 0.586 .. .. 18.5 0.617 20.5 25.4 .. 32.4
123 加蓬 0.693 0.526 24.1 -1 24.0 19.8 0.564 20.6 0.527 31.4 0.489 16.8 27.7 11.0 38.0
124 苏里南 0.690 .. .. .. .. 11.5 0.685 18.4 0.477 .. .. .. .. 19.6 ..
125 不丹 0.681 0.465 31.7 -10 30.3 14.0 0.691 48.2 0.289 28.6 0.503 22.3 22.7 18.1 28.5
126 塔吉克斯坦 0.679 0.585 13.8 14 13.7 15.0 0.670 6.0 0.637 19.9 0.468 19.4 26.4 12.1 34.0
127 萨尔瓦多 0.674 0.548 18.7 6 18.4 9.2 0.719 22.6 0.440 23.3 0.520 16.6 28.7 13.7 38.8
128 伊拉克 0.673 0.519 22.9 2 22.6 12.6 0.690 29.7 0.398 25.5 0.508 21.9 23.7 20.1 29.5
129 孟加拉国 0.670 0.470 29.9 -4 29.1 14.1 0.709 37.3 0.362 35.9 0.404 21.2 26.0 11.6 31.8
130 尼加拉瓜 0.669 0.507 24.2 2 23.6 9.6 0.759 25.8 0.439 35.3 0.390 14.3 37.2 19.6 46.2
131 佛得角 0.661 0.471 28.7 -1 27.2 8.8 0.768 27.4 0.380 45.4 0.357 15.4 32.3 13.9 42.4
132 图瓦卢 0.653 0.545 16.5 10 16.2 14.2 0.592 9.2 0.628 25.1 0.437 17.4 30.8 .. 39.1
133 赤道几内亚 0.650 .. .. .. .. 29.1 0.450 .. .. .. .. .. .. 17.4 ..
134 印度 0.644 0.444 31.1 -6 30.5 17.3 0.607 36.9 0.359 37.4 0.401 20.0 27.8 21.7 34.2
13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634 .. .. .. .. 13.4 0.679 .. .. 25.8 0.405 16.2 29.7 .. 40.1
136 危地马拉 0.629 0.453 28.0 -4 27.4 14.3 0.642 35.0 0.317 32.8 0.457 13.1 38.1 19.6 48.3
137 基里巴斯 0.628 0.528 15.9 11 15.8 22.3 0.570 9.6 0.571 15.5 0.451 23.0 22.9 .. 27.8
138 洪都拉斯 0.624 0.480 23.1 6 22.3 9.7 0.705 21.6 0.408 35.6 0.386 11.6 34.6 19.6 48.2
13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620 0.466 24.8 3 24.7 19.4 0.608 31.3 0.331 23.6 0.502 17.8 31.2 17.1 38.8
140 瓦努阿图 0.614 .. .. .. .. 13.4 0.673 .. .. 19.1 0.425 19.9 24.7 .. 32.3
14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613 0.459 25.1 1 23.9 10.7 0.670 18.7 0.446 42.4 0.322 16.8 32.9 9.0 40.7
142 斯威士兰王国 0.610 0.372 39.0 -11 36.3 24.4 0.423 24.1 0.460 60.5 0.264 10.5 42.7 19.3 54.6
142 纳米比亚 0.610 0.399 34.6 -6 32.9 20.8 0.464 25.0 0.426 53.0 0.321 8.6 47.3 21.6 59.1
144 缅甸 0.608 0.475 21.9 10 21.7 20.8 0.576 26.9 0.404 17.6 0.461 21.9 25.5 26.5 30.7
145 加纳 0.602 0.378 37.2 -5 36.2 22.5 0.524 35.1 0.348 51.0 0.295 14.3 32.2 15.2 43.5
146 肯尼亚 0.601 0.438 27.1 3 26.5 20.1 0.517 19.7 0.460 39.6 0.353 18.2 31.8 15.2 38.7
146 尼泊尔 0.601 0.424 29.5 1 28.7 14.3 0.665 39.8 0.301 31.9 0.380 20.4 26.4 9.7 32.8
148 柬埔寨 0.600 0.438 27.0 5 26.4 15.3 0.650 28.1 0.355 35.8 0.364 .. .. 26.8 ..
149 刚果 0.593 0.385 35.1 0 33.1 23.3 0.508 20.9 0.490 55.1 0.228 12.4 37.9 20.5 48.9
150 安哥拉 0.591 0.344 41.8 -12 40.2 28.3 0.462 34.2 0.351 58.1 0.252 11.5 39.6 26.0 51.3
151 喀麦隆 0.587 0.362 38.3 -6 37.3 27.4 0.457 31.7 0.403 52.9 0.257 13.0 35.0 15.9 46.6
152 科摩罗 0.586 0.334 43.0 -14 41.9 25.6 0.500 47.6 0.298 52.4 0.250 13.6 33.7 14.2 45.3
153 赞比亚 0.569 0.344 39.5 -9 36.0 24.1 0.488 20.4 0.437 63.4 0.191 9.4 43.5 23.2 55.9
154 巴布亚新几内亚 0.568 0.407 28.3 8 28.0 21.0 0.558 35.7 0.305 27.2 0.398 15.1 f 31.0 f 18.1 41.9 f

155 东帝汶 0.566 0.407 28.1 9 26.7 19.3 0.609 44.9 0.313 16.1 0.354 22.8 24.0 17.6 28.7
156 所罗门群岛 0.562 .. .. .. .. 12.0 0.687 .. .. 22.5 0.365 18.4 29.2 .. 37.1
15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557 .. .. .. .. 12.7 0.703 .. .. .. .. .. .. 20.7 ..
158 海地 0.552 0.335 39.3 -9 38.3 25.5 0.501 37.3 0.311 52.1 0.241 15.8 31.2 19.6 41.1
159 乌干达 0.550 0.377 31.5 6 30.7 20.4 0.534 27.9 0.380 43.6 0.265 16.1 34.5 19.3 42.7
159 津巴布韦 0.550 0.370 32.7 2 30.6 24.4 0.458 14.6 0.512 52.9 0.216 15.1 34.8 21.1 50.3
低人类发展水平

161 尼日利亚 0.548 0.369 32.7 3 32.1 39.7 0.312 37.8 0.339 18.6 0.475 18.7 26.7 11.6 35.1
161 卢旺达 0.548 0.377 31.2 8 30.3 19.3 0.585 27.4 0.348 44.3 0.264 15.8 35.6 19.9 43.7
163 多哥 0.547 0.345 36.9 0 36.5 27.7 0.462 37.7 0.340 44.1 0.262 15.6 33.0 14.8 42.5
164 毛里塔尼亚 0.540 0.351 35.0 2 34.7 25.1 0.515 44.0 0.214 35.0 0.391 19.9 24.9 10.8 32.6
164 巴基斯坦 0.540 0.360 33.3 4 32.8 26.8 0.523 43.5 0.207 28.2 0.432 22.7 25.5 15.7 29.6
166 科特迪瓦 0.534 0.318 40.4 -8 40.0 30.4 0.417 46.1 0.227 43.4 0.340 18.0 29.0 21.0 37.2
16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532 0.372 30.1 12 29.5 20.6 0.572 27.0 0.312 41.1 0.289 17.4 33.1 18.2 40.5
168 莱索托 0.521 0.332 36.3 -2 34.8 33.6 0.338 19.6 0.450 51.4 0.242 13.5 32.9 14.5 44.9
169 塞内加尔 0.517 0.334 35.4 1 34.3 16.3 0.617 47.1 0.185 39.3 0.325 17.9 30.8 14.3 38.3
170 苏丹 0.516 0.331 35.9 -1 35.4 24.4 0.530 42.5 0.210 39.3 0.326 19.9 27.8 15.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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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吉布提 0.515 0.341 33.8 5 33.1 24.7 0.496 45.8 0.191 28.7 0.419 15.8 32.3 15.9 41.6
172 马拉维 0.508 0.359 29.3 11 29.0 19.7 0.530 28.0 0.356 39.3 0.244 17.9 31.0 15.0 38.5
173 贝宁 0.504 0.309 38.7 -6 38.5 32.4 0.415 43.7 0.220 39.3 0.324 18.0 30.0 14.0 37.9
174 冈比亚 0.495 0.311 37.2 -2 36.4 22.0 0.515 47.0 0.212 40.1 0.275 17.5 30.6 13.6 38.8
175 厄立特里亚 0.493 .. .. .. .. 20.1 0.573 .. .. .. .. .. .. 13.8 ..
176 埃塞俄比亚 0.492 0.324 34.1 2 33.7 21.9 0.548 42.8 0.204 36.5 0.304 19.4 28.5 13.8 35.0
177 利比里亚 0.487 0.310 36.3 -1 36.2 30.0 0.443 42.1 0.271 36.4 0.249 18.8 27.1 12.2 35.3
177 马达加斯加 0.487 0.328 32.6 4 31.8 22.3 0.541 28.3 0.293 44.9 0.223 15.7 33.5 15.2 42.6
179 几内亚比绍 0.483 0.310 35.8 1 35.5 29.2 0.434 42.1 0.240 35.3 0.287 19.4 27.6 12.0 34.8
180 刚果民主共和国 0.481 0.315 34.5 4 34.1 30.8 0.423 26.8 0.371 44.8 0.198 15.5 32.0 14.6 42.1
181 几内亚 0.471 0.285 39.5 -1 38.9 34.9 0.390 50.1 0.181 31.6 0.328 21.6 23.1 8.6 29.6
182 阿富汗 0.462 0.300 35.1 1 34.2 24.6 0.498 48.8 0.195 29.2 0.277 .. .. 16.2 ..
183 莫桑比克 0.461 0.270 41.4 -4 40.4 28.6 0.435 38.3 0.263 54.4 0.172 12.7 41.2 31.1 50.5
184 塞拉利昂 0.458 0.277 39.5 0 39.3 34.5 0.407 47.5 0.193 35.9 0.269 19.6 29.4 15.0 35.7
185 布基纳法索 0.438 0.261 40.4 -4 40.0 30.5 0.425 46.1 0.163 43.4 0.258 16.1 35.3 15.6 43.0
186 也门 0.424 0.285 32.8 4 32.1 26.7 0.493 46.4 0.168 23.2 0.279 18.8 29.4 24.2 36.7
187 布隆迪 0.420 0.273 35.0 1 34.7 25.1 0.484 39.5 0.234 39.5 0.179 17.9 31.0 14.7 38.6
188 马里 0.410 0.277 32.4 4 32.0 32.0 0.412 41.0 0.147 23.0 0.351 18.7 28.1 11.8 36.0
189 乍得 0.394 0.238 39.6 -1 39.6 37.7 0.316 42.9 0.173 38.2 0.245 18.2 29.7 13.8 37.5
189 尼日尔 0.394 0.262 33.5 1 33.4 27.8 0.468 35.0 0.159 37.4 0.241 19.0 31.1 16.6 37.3
191 中非共和国 0.387 0.237 38.8 0 38.6 35.0 0.345 35.2 0.217 45.5 0.178 15.3 33.1 31.0 43.0
192 南苏丹 0.381 0.222 41.7 0 41.4 35.9 0.351 39.6 0.210 48.9 0.149 12.5 f 33.2 f 15.5 44.1
193 索马里 0.380 .. .. .. .. 36.8 0.351 .. .. 47.4 0.188 .. .. 12.4 ..
其他国家和地区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 .. .. .. 11.3 0.731 .. .. .. .. .. .. 11.9 ..
.. 摩纳哥 .. .. .. .. .. 3.5 0.965 .. .. .. .. .. .. .. ..
人类发展指数组别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0.902 0.807 10.5 — 10.2 4.5 0.871 5.9 0.819 20.2 0.737 18.9 27.3 16.0 —
高人类发展水平 0.764 0.628 17.8 — 17.3 8.3 0.779 14.0 0.594 29.6 0.536 17.3 31.3 17.1 —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640 0.447 30.2 — 29.7 17.4 0.609 34.6 0.370 37.1 0.396 19.3 28.7 20.2 —
低人类发展水平 0.517 0.341 34.0 — 33.8 28.9 0.455 39.2 0.251 33.4 0.348 18.8 29.1 15.4 —

发展中国家 0.694 0.524 24.5 — 24.2 14.9 0.662 25.0 0.452 32.5 0.480 18.2 29.9 17.9 —
区域

阿拉伯国家 0.704 0.534 24.1 — 23.7 13.8 0.681 32.9 0.395 24.5 0.566 20.8 26.8 17.3 —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766 0.640 16.4 — 16.0 7.9 0.797 12.3 0.593 27.9 0.554 18.2 29.6 16.5 —
欧洲和中亚 0.802 0.708 11.7 — 11.5 7.5 0.762 6.5 0.733 20.4 0.636 19.6 26.9 15.7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763 0.605 20.7 — 20.0 9.8 0.746 14.7 0.605 35.3 0.490 13.0 37.1 21.8 —
南亚 0.641 0.443 30.9 — 30.3 17.7 0.613 37.7 0.343 35.5 0.414 20.3 27.6 19.6 —
撒哈拉以南非洲 0.549 0.363 33.9 — 33.6 27.9 0.451 33.6 0.322 39.4 0.330 16.4 32.4 16.0 —

最不发达国家 0.542 0.363 33.0 — 32.7 23.4 0.529 36.2 0.286 38.6 0.316 18.0 30.5 16.6 —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730 0.558 23.6 — 23.2 14.9 0.675 22.0 0.497 32.7 0.518 .. .. 18.9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0.906 0.803 11.4 — 11.1 4.7 0.881 6.7 0.809 21.8 0.725 18.2 28.3 15.9 —
世界 0.739 0.576 22.1 — 21.7 13.1 0.695 21.7 0.508 30.3 0.542 18.4 29.4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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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注释

a 见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IHDI，用于估计不平
等的调查清单。

b 依据各国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HDI）计算。

c HDRO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的周期寿命
表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d 为2022年数据或可以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e 该数据为指定时期内的最新可用数据。

f 指2009年。

定义

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估人类发展三大基本维度（即健康长
寿的生活、知识以及体面的生活）所取得的平均成就的综合指
数。有关如何计算HDI的详情，请参阅技术注释1，网址http://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 I H D I ）：人类发展三大
基 本 维 度 经 过 不 平 等 调 整 后 的 人 类 发 展 指 数 。有 关
如何计算 I H D I 的详情，请参阅技术注释2，网址 h t t p : / /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

整体损失：IHDI值和HDI值之间的百分比差异。

与HDI位次的差异：IHDI和HDI的位次差异，仅针对已计算IHDI值
的国家进行计算。

人类不平等系数:人类发展三大基本维度的平均不平等程度。

预期寿命不平等：基于Atkinson不平等指数估算的生命表数据得
出的预期寿命分布的不平等。

不平等调整后预期寿命指数：根据主要数据来源中列出的生命
表数据计算得出的在预期寿命分布方面不平等调整后HDI预期
寿命指数。

教育不平等:基于Atkinson不平等指数估算的家庭调查数据得出
的受教育年限分布的不平等。

不平等调整后教育指数：根据主要数据来源中列出的家庭调查
数据计算得出的在受教育年限分布方面不平等调整后HDI教育
指数。

收入不平等:基于Atkinson不平等指数估算的家庭调查数据得出
的收入分布的不平等。

不平等调整后的收入指数：根据主要数据来源中所列的家庭调
查数据，按收入分配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收入值。

收入占比：指定子人群中发生的收入（或消费）占总人群的�
百分比。

最富有的1%的收入占比：最富有的1%的人口在税前国民收入中
的占比。税前国民收入是指在纳入税收/转移制度之前，纳入养老
金制度之后，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的所有税前个人收
入流的总和。

基尼系数：评估一个国家个人或家庭收入的分配程度与绝对平
均分配之间的差距的方法。数值0代表绝对平等，数值100代表绝
对不平等。

主要数据来源

第1列：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Barro和Lee (2018)、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
(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 2 列 ：不 平 等 调 整 后 预 期 寿 命 指 数 、不 平 等 调 整 后
教 育 指 数 、不 平 等 调 整 后 收 入 指 数 所 列 数 值 的 几 何
平均值的计算方法，请参阅技术注释 2（网址：h t t p : / /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第3列：基于第1列和第2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4列：根据 IHDI值计算，并为计算 IHDI值的国家重新计算�
HDI位次。

第5列：预期寿命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数值
的算术平均值的计算方法，请参阅技术注释2（网址：http: / /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第6列：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的完整寿命表中
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7列：基于预期寿命不平等和HDI预期寿命指数计算得出。

第8列：根据CEDLAS以及世界银行（2023）；欧盟统计局的欧盟收
入和生活条件统计（2023）；ICF Macro人口和健康调查（多年）；�
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库（2 0 2 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
指标类集调查（多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统
计研究所（2 0 2 3）；使用技术注释2中的方法（网址h t t p : / /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第9列：基于教育不平等和HDI教育指数计算得出。

第10列：UNU-WIDER 2023。

第11列：基于收入不平等和HDI收入指数计算得出。

第12、13和15列：世界银行 2023。

第14列：世界不平等数据库（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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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性别发展指数

HDI位次

SDG 3 SDG 4.3 SDG 4.4 SDG 8.5

性别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国民总收入估值a

值 （年） （年） （年） (2017 PPP $)
值 组别b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c 2022c 2022c 2022c 2022 2022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1 瑞士 0.971 2 0.949 0.977 85.9 82.5 16.7 16.5 13.5 d 14.3 d 56,928 82,109 e

2 挪威 0.986 1 0.957 0.970 85.1 81.7 19.5 f 17.8 13.2 d 12.9 d 61,067 77,164 e

3 冰岛 0.975 1 0.946 0.969 84.3 81.4 20.5 f 17.8 13.9 13.7 45,506 63,420
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0.972 2 0.943 0.970 86.9 81.8 17.9 17.8 12.0 12.8 51,563 75,270 e

5 丹麦 0.981 1 0.942 0.960 83.8 80.0 19.4 f 18.2 g 13.2 12.8 51,753 72,387
5 瑞典 0.983 1 0.941 0.957 85.1 81.9 20.7 f 17.5 12.8 d 12.5 d 47,828 66,019
7 德国 0.966 2 0.932 0.964 83.5 78.5 17.4 17.3 14.0 14.5 41,022 70,040
7 爱尔兰 0.991 1 0.943 0.951 84.4 81.0 19.5 f 18.8 g 11.9 d 11.4 d 66,876 108,424 e

9 新加坡 0.991 1 0.945 0.954 86.3 82.0 17.0 16.8 11.6 12.3 76,611 h 99,844 e

10 澳大利亚 0.978 1 0.935 0.956 85.5 81.7 22.0 f 20.2 g 12.8 12.6 41,131 57,496
10 荷兰 0.960 2 0.925 0.964 83.9 80.9 18.9 f 18.2 g 12.4 12.8 44,139 70,575
12 比利时 0.975 1 0.929 0.952 84.4 80.2 19.9 f 18.0 12.5 d 12.6 d 43,720 63,804
12 芬兰 0.989 1 0.937 0.947 84.9 79.8 20.3 f 18.3 g 13.1 d 12.7 d 42,302 56,914
12 列支敦士登 0.949 3 0.924 0.974 86.1 83.0 i 14.5 16.4 12.1 j 14.0 j 114,829 h 179,045 e

15 英国 0.976 1 0.926 0.949 83.8 80.4 18.2 f 17.1 13.4 13.4 35,910 57,591
16 新西兰 0.970 2 0.924 0.953 84.7 81.3 20.2 f 19.2 g 12.9 13.0 34,940 52,542
17 阿联酋 0.986 1 0.923 0.936 81.4 77.7 19.8 f 16.4 12.6 12.9 51,510 84,088 e

18 加拿大 0.988 1 0.929 0.940 84.8 80.9 16.5 15.4 14.0 d 13.8 d 39,765 57,230
19 韩国 0.948 3 0.900 0.950 87.1 80.7 16.1 16.8 12.0 d 13.3 d 31,063 61,037
20 卢森堡 0.993 1 0.920 0.927 84.8 80.4 14.3 14.1 12.9 k 13.0 k 66,697 90,256 e

20 美国 1.005 1 0.928 0.923 81.0 75.5 17.3 15.6 13.7 13.5 53,469 77,898 e

22 奥地利 0.972 2 0.912 0.938 84.6 80.2 16.8 15.9 12.0 d 12.6 d 41,899 71,616
22 斯洛文尼亚 0.999 1 0.924 0.925 84.6 79.6 18.3 f 16.6 12.9 d 12.8 d 35,264 47,843
24 日本 0.968 2 0.904 0.933 87.8 l 81.8 15.4 15.5 12.4 13.0 33,478 54,395
25 以色列 0.991 1 0.910 0.918 84.5 80.6 15.6 14.5 13.5 d 13.4 d 37,415 49,792
25 马耳他 0.980 1 0.903 0.922 85.7 81.6 16.6 15.2 12.0 12.4 33,971 54,099
27 西班牙 0.988 1 0.902 0.913 86.5 81.2 18.4 f 17.2 10.5 10.7 32,835 47,543
28 法国 0.986 1 0.903 0.916 86.0 80.4 16.4 15.6 11.5 d 11.9 d 38,135 57,263
29 塞浦路斯 0.977 1 0.895 0.916 83.7 80.1 16.6 15.8 12.4 12.5 31,777 48,470
30 意大利 0.969 2 0.890 0.918 86.0 82.0 17.1 16.2 10.6 10.9 31,413 57,808
31 爱沙尼亚 1.022 1 0.908 0.888 83.0 75.0 16.8 15.1 13.8 13.3 31,199 43,737
32 捷克 0.988 1 0.888 0.899 81.2 75.1 16.9 15.8 12.8 d 13.1 d 30,761 49,404
33 希腊 0.969 2 0.878 0.907 83.3 78.0 20.2 f 19.9 g 11.1 11.7 24,821 38,227
34 巴林 0.937 3 0.847 0.904 80.5 78.2 17.0 15.7 10.8 11.2 22,722 64,700
35 安道尔 .. .. .. .. 85.8 81.4 12.8 12.8 11.5 11.7 .. ..
36 波兰 1.009 1 0.884 0.876 80.8 73.2 16.7 15.2 13.3 13.0 27,366 43,446
37 拉脱维亚 1.022 1 0.887 0.868 80.1 71.5 17.3 15.9 13.6 d 13.0 d 26,345 38,716
37 立陶宛 1.028 2 0.891 0.867 79.1 69.5 17.1 15.8 13.6 13.4 33,012 43,912
39 克罗地亚 0.993 1 0.875 0.881 82.0 76.4 16.5 14.7 12.1 d 12.6 d 27,573 41,433
40 卡塔尔 1.027 2 0.893 0.869 83.1 80.6 15.3 12.6 11.8 d 9.7 d 47,964 114,135 e

40 沙特阿拉伯 0.928 3 0.832 0.897 79.5 76.7 15.5 m 14.8 n 10.7 11.7 24,647 69,723
42 葡萄牙 0.998 1 0.873 0.874 84.9 79.3 17.1 16.6 9.6 9.5 31,845 39,199
43 圣马力诺 0.966 2 0.853 0.883 84.7 82.0 12.0 12.9 10.7 o 10.5 o 50,410 65,363
44 智利 0.973 2 0.847 0.870 81.9 77.2 17.1 16.5 11.0 d 11.2 d 18,612 30,337
45 斯洛伐克 1.002 1 0.856 0.854 78.8 71.9 15.3 14.2 13.0 d 13.0 d 26,634 37,967
45 土耳其 0.941 3 0.825 0.876 81.5 75.4 19.6 f 19.8 g 8.1 d 9.6 d 20,538 45,077
47 匈牙利 0.989 1 0.846 0.855 78.3 71.6 15.4 14.7 12.1 12.4 27,203 41,768
48 阿根廷 0.995 1 0.841 0.845 79.3 72.9 20.9 f 17.1 11.4 10.9 16,933 27,265
49 科威特 1.014 1 0.848 0.836 82.8 78.9 17.8 d 13.8 d 8.3 d 7.0 d 28,018 75,232 e

50 黑山共和国 0.978 1 0.833 0.852 80.3 73.5 15.6 14.6 12.1 d 13.2 d 17,543 27,750
51 圣基茨和尼维斯 .. .. .. .. 75.7 68.7 19.7 f,p 17.0 p 11.1 m 10.6 q .. ..
52 乌拉圭 1.020 1 0.832 0.816 81.7 74.1 18.8 f 15.9 9.3 d 8.7 d 17,426 27,294
53 罗马尼亚 0.981 1 0.818 0.834 77.6 70.7 15.0 14.0 11.1 d 11.7 d 22,595 41,297
54 安提瓜和巴布达 .. .. .. .. 81.6 76.5 16.7 d 14.4 d 10.3 n 10.6 n .. ..
55 文莱达鲁萨兰国 0.983 1 0.814 0.829 76.8 72.5 14.2 13.3 9.2 9.2 44,703 72,823
56 俄罗斯联邦 1.021 1 0.829 0.812 75.7 64.7 15.8 d 15.5 d 12.5 12.3 21,781 33,001
57 巴哈马 1.007 1 0.822 0.817 77.8 70.8 12.2 m 11.6 m 12.8 d 12.7 d 28,375 37,085
57 巴拿马 1.017 1 0.826 0.813 80.1 73.7 13.9 d 12.6 d 10.9 d 10.4 d 27,611 36,447
59 阿曼 0.937 3 0.780 0.833 76.0 72.4 13.5 12.6 12.3 11.7 13,055 45,769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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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SDG 3 SDG 4.3 SDG 4.4 SDG 8.5

性别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国民总收入估值a

值 （年） （年） （年） (2017 PPP $)
值 组别b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c 2022c 2022c 2022c 2022 2022

60 格鲁吉亚 1.005 1 0.815 0.811 76.5 66.8 17.0 16.5 12.8 12.6 12,237 20,141
6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992 1 0.809 0.815 78.2 71.3 14.4 r 13.8 r 11.9 d 11.6 d 17,088 28,007
62 巴巴多斯 1.030 2 0.815 0.792 79.6 75.7 18.3 d,f 14.8 d 10.4 s 9.1 s 12,595 17,214
63 马来西亚 0.973 2 0.794 0.816 78.8 74.0 13.4 12.5 10.7 d 10.8 d 19,262 34,983
64 哥斯达黎加 0.995 1 0.803 0.807 80.0 74.8 16.7 d 15.6 d 8.9 8.7 16,531 23,965
65 塞尔维亚 0.986 1 0.799 0.810 77.0 71.3 15.2 13.8 11.2 d 11.9 d 15,909 23,388
66 泰国 1.011 1 0.807 0.798 83.9 75.5 15.9 15.3 8.7 d 9.0 d 15,289 18,580
67 哈萨克斯坦 0.998 1 0.799 0.801 73.0 65.8 15.0 14.6 12.5 d 12.4 d 18,595 26,890
67 塞舌尔 1.064 3 0.829 0.779 76.0 68.2 15.4 12.6 12.0 m 10.4 24,756 31,651
69 白俄罗斯 1.003 1 0.801 0.799 78.4 68.1 13.9 14.0 12.3 d 12.2 d 14,502 23,022
高人类发展水平

70 保加利亚 0.995 1 0.797 0.800 75.1 68.3 14.1 13.6 11.5 11.3 20,700 31,466
71 帕劳 1.007 1 0.802 0.797 69.3 62.2 18.3 f,o 16.9 o 13.3 o 12.8 m 15,159 23,218
72 毛里求斯 0.976 1 0.784 0.803 77.1 71.0 15.2 14.1 9.9 s 10.1 s 15,594 31,124
73 格林纳达 0.976 1 0.781 0.801 78.3 72.6 17.1 d 16.1 d 9.8 m 9.9 n 9,775 17,412
74 阿尔巴尼亚 0.977 1 0.780 0.798 79.5 74.5 14.7 14.3 9.8 s 10.4 s 13,199 17,398
75 中国 0.962 2 0.771 0.802 81.3 76.0 15.7 d 14.8 d 7.5 m 8.7 t 13,292 22,567
76 亚美尼亚 1.026 2 0.795 0.775 78.4 67.9 14.8 14.0 11.3 11.3 13,443 17,770
77 墨西哥 0.979 1 0.770 0.787 78.2 71.5 15.0 14.1 9.1 9.4 13,548 25,008
7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880 5 0.710 0.806 77.5 71.9 14.2 14.1 10.7 d 10.8 d 4,140 25,192
78 斯里兰卡 0.947 3 0.751 0.793 80.2 72.9 14.1 d 13.2 d 11.1 11.4 6,241 17,990
8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952 2 0.759 0.797 77.5 73.1 13.8 12.8 9.8 11.4 12,420 20,853
8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 .. .. 71.7 66.7 16.4 d 16.1 d 11.0 o 11.0 o .. ..
82 多米尼加共和国 1.029 2 0.775 0.753 77.5 71.0 14.8 12.3 9.6 d 8.7 d 14,773 22,506
83 厄瓜多尔 0.990 1 0.760 0.768 80.5 75.3 15.3 14.4 8.9 9.0 9,147 12,245
83 北马其顿 0.950 2 0.744 0.783 76.2 71.7 13.4 12.6 9.7 10.8 11,526 21,296
85 古巴 0.973 2 0.750 0.771 80.6 75.8 15.3 13.7 10.6 d 10.4 d 5,571 10,373
86 摩尔多瓦共和国 1.033 2 0.776 0.751 73.3 64.2 15.4 14.4 11.9 d 11.8 d 12,272 13,725
87 马尔代夫 0.976 1 0.748 0.767 81.8 80.1 13.3 d 11.2 d 7.9 d 7.7 d 12,161 23,783
87 秘鲁 0.952 2 0.742 0.779 75.5 71.3 14.9 d 14.7 d 9.4 d 10.6 d 9,515 14,365
89 阿塞拜疆 0.961 2 0.743 0.773 76.2 70.6 12.7 12.7 10.2 d 10.9 d 11,526 18,603
89 巴西 1.000 1 0.758 0.758 76.6 70.3 16.2 15.0 8.5 d 8.0 d 11,292 18,061
91 哥伦比亚 0.998 1 0.756 0.758 77.1 70.3 14.7 14.2 9.0 8.7 12,252 17,854
92 利比亚 0.988 1 0.739 0.748 74.8 69.7 14.8 n 13.5 n 8.4 m 7.2 m 12,073 27,248
93 阿尔及利亚 0.881 5 0.682 0.774 78.5 75.9 16.3 14.7 6.5 d 7.5 d 3,842 17,859
94 土库曼斯坦 .. .. .. .. 72.9 65.9 13.2 13.2 10.8 d 11.5 d .. ..
95 圭亚那 0.992 1 0.738 0.743 69.4 62.8 13.3 r 12.7 r 8.7 s 8.5 s 26,505 45,454
96 蒙古 1.032 2 0.751 0.728 77.4 68.1 15.3 d 13.8 d 9.9 8.8 8,099 12,640
97 多米尼加 .. .. .. .. 76.5 69.9 14.4 m 12.7 m 9.0 n 9.7 n .. ..
98 汤加 0.996 1 0.736 0.739 74.1 68.6 17.4 15.2 11.0 s 10.8 s 5,051 7,698
99 约旦 0.863 5 0.662 0.767 76.7 72.1 12.9 d 12.4 d 10.1 10.8 2,753 15,380
100 乌克兰 1.021 1 0.741 0.726 73.9 63.5 13.5 13.1 11.4 s 10.7 s 9,025 14,233
101 突尼斯 0.928 3 0.698 0.751 77.4 71.4 15.5 d 13.8 d 7.3 d 8.7 d 5,198 15,528
102 马绍尔群岛 0.945 3 0.708 0.748 67.1 63.5 17.0 15.8 12.7 o 12.9 m 4,518 9,096
102 巴拉圭 0.994 1 0.728 0.732 73.6 67.6 14.6 u 13.3 u 8.9 8.9 10,349 15,954
104 斐济 0.940 3 0.700 0.745 70.2 66.5 14.4 13.3 10.4 10.3 6,282 16,158
105 埃及 0.884 5 0.664 0.752 72.6 67.9 12.8 13.0 10.2 d 9.6 d 3,739 20,790
106 乌兹别克斯坦 0.924 4 0.691 0.748 74.3 69.0 12.0 12.0 11.7 12.1 4,390 11,716
107 越南 1.007 1 0.729 0.723 79.3 69.9 13.3 v 12.8 v 8.1 d 8.8 d 9,615 12,042
108 圣卢西亚 1.013 1 0.729 0.719 74.9 68.0 13.4 12.1 8.8 d 8.3 d 11,815 17,807
109 黎巴嫩 0.928 3 0.690 0.743 76.6 72.2 12.8 w 11.3 w 8.0 m 9.2 o 6,546 18,439
110 南非 0.985 1 0.710 0.721 64.2 58.6 14.8 13.7 11.5 11.7 10,423 16,095
111 巴勒斯坦 0.880 5 0.649 0.737 75.9 71.0 14.0 12.4 9.9 10.0 2,134 11,759
112 印度尼西亚 0.940 3 0.688 0.732 70.4 66.2 14.1 d 13.9 d 8.2 8.9 8,111 15,926
113 菲律宾 0.966 2 0.694 0.718 74.2 70.2 13.2 12.4 9.2 d 8.7 d 6,179 11,851
114 博茨瓦纳 0.998 1 0.707 0.708 68.4 63.3 11.8 11.1 10.4 10.5 13,676 16,037
115 牙买加 1.016 1 0.710 0.699 72.7 68.5 13.6 d 11.4 d 9.9 d 8.6 d 7,647 11,775
116 萨摩亚 0.968 2 0.687 0.709 75.3 70.1 13.0 11.9 11.8 d 11.0 d 3,314 6,562
117 吉尔吉斯斯坦 0.975 1 0.690 0.707 74.9 66.2 13.2 12.8 11.9 d 12.0 d 3,442 6,170
118 伯利兹 0.982 1 0.691 0.704 74.7 67.7 12.8 12.1 9.0 8.7 6,319 12,133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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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HDI位次

SDG 3 SDG 4.3 SDG 4.4 SDG 8.5

性别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国民总收入估值a

值 （年） （年） （年） (2017 PPP $)
值 组别b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c 2022c 2022c 2022c 2022 2022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11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1.002 1 0.695 0.693 75.7 66.9 14.3 o 12.4 o 9.8 o 9.5 m 4,285 8,126
120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0.965 2 0.686 0.711 67.9 62.3 15.1 14.9 9.2 10.5 6,727 9,243
120 摩洛哥 0.851 5 0.628 0.737 77.2 72.9 14.5 14.7 5.1 7.0 2,968 12,876
122 瑙鲁 1.037 2 0.708 0.683 67.8 60.5 14.4 d 11.0 d 9.3 m 9.2 n 11,558 18,213
123 加蓬 0.982 1 0.683 0.696 68.4 63.4 12.6 n 12.3 m 10.4 8.7 7,296 14,958
124 苏里南 0.987 1 0.683 0.692 73.6 67.2 11.3 10.6 8.6 d 8.2 d 8,820 15,832
125 不丹 0.970 2 0.670 0.690 74.2 70.6 13.6 d 12.6 d 5.2 d 6.3 d 9,343 11,766
126 塔吉克斯坦 0.919 4 0.647 0.704 73.5 69.2 10.4 d 11.3 d 10.9 s 11.6 s 3,295 6,300
127 萨尔瓦多 0.972 2 0.662 0.681 75.8 66.8 12.2 u 11.6 u 6.8 7.6 6,244 11,794
128 伊拉克 0.786 5 0.569 0.724 73.4 69.2 11.6 v 12.8 v 5.6 s 8.0 s 2,087 16,070
129 孟加拉国 0.914 4 0.635 0.694 76.0 71.5 12.4 11.5 6.8 8.0 3,684 9,387
130 尼加拉瓜 0.949 3 0.647 0.682 77.6 71.6 12.3 u 12.8 u 7.5 7.0 3,596 7,311
131 佛得角 0.981 1 0.652 0.664 79.0 70.3 11.8 d 11.3 d 5.8 o 6.3 o 5,732 9,491
132 图瓦卢 0.975 1 0.643 0.659 69.4 61.1 12.4 d 11.8 d 10.5 d 10.8 d 3,378 6,063
133 赤道几内亚 .. .. .. .. 63.3 59.4 12.0 n 12.3 n 8.2 n 8.4 m .. ..
134 印度 0.852 5 0.582 0.684 69.4 66.3 12.6 12.6 5.5 7.6 2,958 10,696
13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950 2 0.615 0.647 74.8 67.3 12.7 n 12.5 m 6.9 n 7.8 n 2,652 4,756
136 危地马拉 0.931 3 0.604 0.649 71.8 65.7 10.6 d 10.9 d 5.2 d 6.3 d 6,114 11,938
137 基里巴斯 0.849 5 0.555 0.654 69.4 65.7 12.4 11.3 9.3 m 9.0 o 1,100 5,903
138 洪都拉斯 0.974 2 0.616 0.632 73.2 68.5 10.3 u 9.6 u 6.9 d 7.8 d 4,695 5,837
13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919 4 0.593 0.645 71.2 66.9 10.0 10.4 5.0 s 6.9 s 6,380 9,088
140 瓦努阿图 0.936 3 0.591 0.631 73.1 68.3 11.9 d 11.7 d 6.6 n 7.5 n 2,445 4,033
14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 .. 71.9 66.1 12.9 r 12.5 r 5.3 d 6.7 d .. ..
142 斯威士兰王国 0.987 1 0.606 0.614 60.6 52.6 14.4 d 15.5 d 5.8 5.7 6,958 9,848
142 纳米比亚 1.006 1 0.612 0.608 61.7 54.6 11.7 x 11.8 x 7.5 s 7.0 s 7,827 10,673
144 缅甸 0.941 3 0.583 0.619 70.5 64.2 12.3 d 11.3 d 6.2 s 6.9 s 2,545 5,544
145 加纳 0.933 3 0.583 0.625 66.1 61.8 11.5 11.7 5.6 s 7.6 s 4,794 5,970
146 肯尼亚 0.948 3 0.585 0.617 64.7 59.6 11.4 x 11.4 x 7.1 8.3 3,977 5,654
146 尼泊尔 0.885 5 0.562 0.635 72.4 68.6 12.8 12.5 3.4 d 5.7 d 2,609 5,564
148 柬埔寨 0.926 3 0.577 0.623 72.6 67.1 11.3 o 11.8 m 4.4 6.2 3,563 5,034
149 刚果 0.909 4 0.564 0.620 64.6 61.5 13.0 d 11.9 d 7.2 s 9.4 s 2,085 3,722
150 安哥拉 0.905 4 0.561 0.620 64.5 59.4 11.5 12.9 4.5 x 7.2 x 4,696 5,974
151 喀麦隆 0.900 4 0.556 0.618 62.6 59.4 12.7 d 14.1 d 5.6 s 7.6 s 3,048 4,318
152 科摩罗 0.914 4 0.558 0.611 66.1 61.5 13.4 d 12.7 d 5.2 y 7.3 y 2,338 4,174
153 赞比亚 0.930 3 0.548 0.589 64.5 59.1 11.1 y 11.0 y 6.4 s 8.3 s 2,531 3,800
154 巴布亚新几内亚 0.927 3 0.546 0.589 69.2 63.4 10.5 x 11.7 x 4.2 s 5.7 s 3,219 4,171
155 东帝汶 0.904 4 0.534 0.591 70.8 67.4 13.4 x 13.1 x 5.5 x 6.6 x 1,145 2,094
156 所罗门群岛 0.959 2 0.554 0.578 72.4 69.3 11.1 d 9.7 d 5.5 n 6.8 n 1,998 2,537
15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805 5 0.481 0.597 76.1 68.7 7.2 o 7.7 m 5.4 o 6.7 o 1,049 6,132
158 海地 0.929 3 0.531 0.571 66.7 60.9 11.1 m 11.2 n 5.1 s 6.3 s 2,110 3,506
159 乌干达 0.899 5 0.522 0.580 65.7 61.5 11.1 x 11.9 x 5.2 d 7.7 d 1,890 2,597
159 津巴布韦 0.936 3 0.532 0.568 62.1 56.4 10.7 d 11.4 d 8.2 d 9.6 d 1,762 2,433
低人类发展水平

161 尼日利亚 0.886 5 0.515 0.581 54.0 53.3 10.2 10.8 6.6 8.7 4,110 5,386
161 卢旺达 0.921 4 0.524 0.569 69.2 64.8 11.5 11.3 4.5 5.4 1,662 3,000
163 多哥 0.848 5 0.505 0.596 62.2 60.9 12.5 d 14.3 d 4.2 d 7.2 d 1,744 2,679
164 毛里塔尼亚 0.874 5 0.503 0.575 66.4 63.0 8.2 8.0 4.1 s 5.8 s 3,053 7,727
164 巴基斯坦 0.834 5 0.480 0.575 68.9 64.1 7.3 d 8.4 d 3.9 d 4.8 d 2,120 8,571
166 科特迪瓦 0.861 5 0.492 0.572 60.3 57.7 9.5 10.7 3.1 s 5.4 s 4,063 6,665
16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940 3 0.516 0.549 68.9 64.7 8.7 8.5 5.1 d 6.3 d 2,195 2,970
168 莱索托 0.999 1 0.519 0.520 55.9 50.3 11.4 d 10.8 d 8.2 d 6.8 d 2,129 3,304
169 塞内加尔 0.925 3 0.496 0.536 70.2 65.5 9.9 8.4 2.3 d 3.7 d 2,256 4,712
170 苏丹 0.868 5 0.472 0.544 68.2 63.0 8.3 d 8.7 d 3.5 4.2 1,750 5,282
171 吉布提 0.844 5 0.466 0.552 65.5 60.3 8.2 d 8.0 d 2.9 o 5.1 o 2,307 7,481
172 马拉维 0.926 3 0.489 0.528 66.3 59.6 11.5 d 11.5 d 4.3 6.4 1,191 1,687
173 贝宁 0.848 5 0.462 0.544 61.7 58.3 9.5 11.1 2.1 s 4.4 s 2,604 4,205
174 冈比亚 0.940 3 0.481 0.511 64.3 61.5 9.9 x 8.1 x 3.7 5.6 1,792 2,390
175 厄立特里亚 .. .. .. .. 68.7 64.5 6.9 d 7.8 d 4.0 n 5.7 n .. ..
176 埃塞俄比亚 0.922 4 0.472 0.512 68.9 62.6 10.2 d 9.8 d 1.7 d 3.2 d 1,762 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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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HDI位次

SDG 3 SDG 4.3 SDG 4.4 SDG 8.5

性别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国民总收入估值a

值 （年） （年） （年） (2017 PPP $)
值 组别b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c 2022c 2022c 2022c 2022 2022

177 利比里亚 0.860 5 0.451 0.524 62.4 59.8 10.1 10.8 3.6 s 7.2 s 1,163 1,499
177 马达加斯加 0.945 3 0.473 0.500 67.6 63.0 9.3 d 9.1 d 4.3 4.9 1,224 1,702
179 几内亚比绍 0.862 5 0.451 0.523 61.9 57.7 10.4 v 11.6 v 2.5 5.1 1,487 2,282
180 刚果民主共和国 0.891 5 0.454 0.510 62.1 57.5 9.6 d 9.7 d 5.8 s 8.8 s 917 1,246
181 几内亚 0.818 5 0.422 0.515 60.2 57.6 9.1 d 11.2 d 1.4 d 3.4 d 1,719 3,104
182 阿富汗 0.622 5 0.332 0.534 66.2 59.8 8.1 d 13.2 d 1.2 3.9 396 2,256
183 莫桑比克 0.929 3 0.443 0.477 62.7 56.5 10.3 d 11.1 d 3.2 4.4 1,060 1,385
184 塞拉利昂 0.885 5 0.432 0.488 61.7 59.1 9.4 r 9.0 r 2.4 d 4.8 d 1,326 1,898
185 布基纳法索 0.881 5 0.409 0.464 61.5 58.0 8.2 8.0 1.6 d 3.1 d 1,454 2,624
186 也门 0.456 5 0.219 0.480 67.2 60.5 6.9 o 8.9 o 1.8 z 3.6 z 150 2,042
187 布隆迪 0.926 3 0.404 0.436 63.9 60.1 10.2 d 9.7 d 2.6 d 4.1 d 636 789
188 马里 0.830 5 0.368 0.444 60.8 58.1 6.4 d 7.5 d 1.1 2.2 1,333 2,741
189 乍得 0.776 5 0.342 0.441 54.8 51.3 6.8 d 9.5 d 1.3 d 3.5 d 991 1,783
189 尼日尔 0.826 5 0.354 0.428 63.4 60.8 6.5 d 7.9 d 1.0 s 1.8 s 893 1,663
191 中非共和国 .. .. .. .. 56.8 52.3 6.1 d 8.4 d 2.7 s 5.4 s .. ..
192 南苏丹 .. .. .. .. 57.0 54.0 4.5 d 6.7 d 4.8 aa 6.2 aa .. ..
193 索马里 0.769 5 0.327 0.425 58.2 54.1 7.6 n 8.3 n 0.9 2.9 578 1,563
其他国家和地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 .. .. 76.1 71.0 .. .. .. .. .. ..
摩纳哥 .. .. .. .. 88.9 l 85.1 i 19.4 d,f 18.1 d,f .. .. .. ..

人类发展指数组别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0.988 — 0.895 0.906 82.3 76.4 17.1 16.1 12.2 12.3 34,726 55,442
高人类发展水平 0.962 — 0.747 0.777 78.0 72.5 14.8 14.2 8.3 9.0 10,904 20,011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870 — 0.587 0.675 69.9 66.1 12.3 12.3 5.8 7.6 3,127 9,638
低人类发展水平 0.868 — 0.478 0.551 63.7 59.7 8.9 9.6 3.9 5.5 2,073 4,368

发展中国家 0.929 — 0.665 0.716 72.9 68.2 12.6 12.5 7.1 8.2 7,283 14,943
区域

阿拉伯国家 0.877 — 0.646 0.736 73.5 69.3 11.8 12.0 7.2 8.3 5,468 22,726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962 — 0.749 0.779 79.0 73.6 14.8 14.2 7.8 8.7 11,939 20,216
欧洲和中亚 0.963 — 0.785 0.815 77.0 70.2 15.5 15.5 10.4 10.8 13,573 26,63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991 — 0.758 0.765 76.9 70.6 15.3 14.2 9.0 8.9 11,503 18,823
南亚 0.855 — 0.580 0.678 70.4 66.7 11.8 12.0 5.7 7.5 2,958 10,808
撒哈拉以南非洲 0.915 — 0.525 0.574 62.6 58.7 10.2 10.5 5.2 6.9 3,025 4,388

最不发达国家 0.890 — 0.509 0.572 67.4 62.5 9.9 10.3 4.3 5.9 2,042 4,05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979 — 0.722 0.738 74.3 69.0 12.9 12.3 8.5 8.8 13,079 19,71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0.984 — 0.898 0.912 82.9 77.4 17.1 16.1 12.1 12.3 36,106 56,848
世界 0.951 — 0.719 0.756 74.5 69.6 13.1 12.9 8.2 9.1 12,516 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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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a 由于无法获得分列的收入数据，因此对数据进行了粗略
估计。有关如何计算性别发展指数的更多详情，请参阅定
义和技术注释3（网址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 
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b 基于HDI值中与性别均等的绝对偏差，将国家分为五组。

c 数据为2022年或可获得的最近年份。

d HDRO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数据
更新。

e 在计算男性HDI值时，人均国民总收入估计数上限为
75000美元。

f 在计算女性HDI值时，预期受教育年限的上限是18年。

g 在计算男性HDI值时，预期受教育年限的上限是18年。

h 在计算女性HDI值时，人均国民总收入估计数上限为
75000美元。

i 在计算男性HDI值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上限为82.5岁。

j  HDRO使用奥地利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趋势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k  HDRO基于经合组织（2023）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
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l 在计算女性HDI值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上限为87.5岁。

m HDRO基于Robert Barro和Jong-Wha Lee；分配、劳工和
社会研究中心及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社会经
济数据库；ICF Macro人口和健康调查；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及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估算得出。

n  HDRO基于使用跨国回归进行的估算。

o  HDRO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数据和
使用跨国回归进行的估算更新。

p  指2015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的数据。

q  指2015年，基于HDRO使用跨国回归进行的估算。

r  HDRO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多年数据更新。

s  HDRO基于Barro和Lee（2018）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研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t  指2018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的数据。

u  HDRO基于CEDLAS和世界银行（2023）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v  HDRO基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多年数据
更新。

w  HDRO基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多年数据
和使用跨国回归进行的估算更新。

x  HDRO基于ICF Macro人口与健康调查多年数据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y  HDRO基于ICF Macro人口与健康调查多年数据更新。

z  HDRO基于Barro和Lee（2018）数据和使用跨国回归进行
的估算更新。

aa  指2008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定义

性别发展指数：女性H D I值与男性H D I值之比。有关如何
计算性别发展指数的详情，请参阅技术注释3，网址ht tp : / /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性别发展组别：基于HDI值性别均等的绝对偏差将所有国家分
为五个组别。组别1：女性和男性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取得的成
就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其绝对偏差值小于2.5%），组别2：女性和
男性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取得的成就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其
绝对偏差值在2.5%到5%之间）；组别3：女性和男性在人类发展
指数方面取得的成就平等程度一般的国家（其绝对偏差值在5%
到7.5%之间）；组别4：女性和男性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取得的成
就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其绝对偏差值在7.5%到10%之间）；组别�
5：对于女性和男性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取得的成就平等程度低
的国家（其绝对偏差值大于等于10%）。

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估人类发展三大基本维度（即健康长
寿的生活、知识以及体面的生活）所取得的平均成就的综合指
数。有关如何计算HDI的详情，请参阅技术注释1，网址http://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新生儿可预期的寿命（假定该新生儿出生时
的特定年龄死亡率的普遍模式在其一生中保持不变）。

预期受教育年限:学龄儿童预计将接受教育的年限（假定该学龄
儿童在特定年龄入学率的普遍模式在其一生中持续不变）。

平均受教育年限:25岁及以上人群接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根据每
个级别的官方年限，由教育程度转换而来。

人均国民总收入估值:基于男女薪资比例、经济活动人口中的男
女份额，以及国民总收入（按 201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的估�
算值。详情参阅技术注释3（网址：http://hdr.undp.org/sites/ 
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主要数据来源

第1列：基于第3列和第4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2列：基于第1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3列和第4列：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Barro和Lee (2018)、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
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5列和第6列：UNDESA 2022。

第7列和第8列：CEDLAS和世界银行（2023）、ICF Macro人口与
健康调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

第9列和第10列：Barro和Lee（2018）、ICF Macro人口与健康调
查、经合组织（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

第11列和第12列：HDRO基于国际劳工组织（2023）、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3）、联合国统计司
（2023）和世界银行（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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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SDG 3.1 SDG 3.7 SDG 5.5 SDG 4.4

性别不平等指数 孕产妇死亡率 未成年人生育率
国家议会中
的席位比例 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 劳动力市场参与率a

值 排名

（每10万名活
婴对应的孕产
妇死亡人数）

（每1000名
15-19岁女性
的生育次数）

（女性所占
百分比）

（占2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2022 2022 2020 2022 2022 2022b 2022b 2022 2022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1 瑞士 0.018 3 7 2.2 39.0 96.9 c 97.5 c 61.5 71.9
2 挪威 0.012 2 2 2.2 45.0 99.1 c 99.3 c 62.5 69.6
3 冰岛 0.039 9 3 5.1 47.6 99.8 99.7 70.7 78.3
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 .. 1.6 .. 77.9 84.1 52.9 64.7
5 丹麦 0.009 1 5 1.8 43.6 95.1 95.2 59.4 67.4
5 瑞典 0.023 4 5 3.3 46.4 92.4 c 92.7 c 63.7 70.4
7 德国 0.071 19 4 7.2 34.8 95.4 95.9 56.1 66.6
7 爱尔兰 0.072 20 5 5.9 27.4 88.6 c 86.4 c 59.4 70.5
9 新加坡 0.036 8 7 2.5 29.1 80.5 85.9 63.4 77.0
10 澳大利亚 0.063 17 3 7.7 44.5 94.6 94.4 62.3 71.1
10 荷兰 0.025 5 4 2.7 37.8 89.8 92.7 63.6 72.4
12 比利时 0.044 11 5 5.1 44.3 88.7 c 90.7 c 50.8 59.5
12 芬兰 0.032 6 8 4.1 45.5 99.2 98.9 58.2 64.2
12 列支敦士登 .. .. .. 3.0 28.0 .. .. 52.8 67.3
15 英国 0.094 28 10 10.0 31.3 99.8 99.8 59.1 68.0
16 新西兰 0.082 23 7 11.8 50.4 82.0 81.8 66.9 75.9
17 阿联酋 0.035 7 9 2.8 50.0 82.0 86.1 55.3 89.5
18 加拿大 0.069 18 11 6.6 35.0 97.8 d 97.6 d 61.5 69.5
19 韩国 0.062 16 8 2.1 18.6 83.8 c 93.5 c 55.0 73.7
20 卢森堡 0.043 10 6 4.2 33.3 96.6 d 89.3 d 58.0 65.1
20 美国 0.180 44 21 15.1 28.1 95.4 95.1 56.8 68.0
22 奥地利 0.048 12 5 5.2 41.0 100.0 d 100.0 d 56.6 66.7
22 斯洛文尼亚 0.049 13 5 4.4 33.1 97.8 c 98.8 c 54.3 63.6
24 日本 0.078 22 4 2.8 15.4 98.2 99.1 54.2 71.4
25 以色列 0.092 26 3 7.4 23.3 92.5 c 94.5 c 61.2 68.5
25 马耳他 0.117 35 3 11.5 27.8 82.2 88.1 56.1 71.2
27 西班牙 0.059 15 3 6.3 41.4 78.5 83.2 53.2 62.9
28 法国 0.084 24 8 9.4 36.4 84.3 c 88.3 c 52.5 60.2
29 塞浦路斯 0.253 62 68 6.8 14.3 81.1 84.8 59.6 71.1
30 意大利 0.057 14 5 3.9 33.0 78.6 86.1 40.7 58.1
31 爱沙尼亚 0.093 27 5 8.1 25.7 97.6 98.1 60.6 71.4
32 捷克 0.113 32 3 9.4 23.5 99.8 c 99.8 c 52.2 67.9
33 希腊 0.120 37 8 8.3 21.0 69.9 77.8 44.7 60.4
34 巴林 0.181 45 16 8.7 22.5 79.9 83.1 42.4 85.8
35 安道尔 .. .. .. 5.9 46.4 81.7 84.6 .. ..
36 波兰 0.105 31 2 9.2 27.5 86.5 90.7 50.1 65.5
37 拉脱维亚 0.142 39 18 10.5 30.0 99.8 c 99.3 c 55.6 67.9
37 立陶宛 0.098 30 9 9.7 28.4 95.5 97.9 58.8 67.7
39 克罗地亚 0.087 25 5 8.2 31.8 95.5 d 97.4 d 46.9 58.2
40 卡塔尔 0.212 54 8 6.9 4.4 81.8 c 71.4 c 61.7 95.3
40 沙特阿拉伯 0.229 55 16 11.6 19.9 71.3 80.9 34.5 79.6
42 葡萄牙 0.076 21 12 7.1 37.0 59.7 61.9 54.7 63.1
43 圣马力诺 .. .. .. 3.7 33.3 81.8 e 84.3 e 70.4 70.6
44 智利 0.190 49 15 22.8 32.7 82.2 84.4 50.1 70.6
45 斯洛伐克 0.184 46 5 26.6 21.3 98.8 c 99.1 c 56.2 67.3
45 土耳其 0.259 63 17 15.7 17.4 59.1 c 78.1 c 35.1 71.4
47 匈牙利 0.230 56 15 21.9 14.1 97.6 98.8 53.7 67.8
48 阿根廷 0.292 71 45 37.9 44.4 73.6 d 71.6 d 52.1 71.7
49 科威特 0.199 51 7 5.3 6.3 61.8 c 56.5 c 44.4 88.5
50 黑山共和国 0.114 33 6 9.7 27.2 70.8 c 83.7 c 44.4 57.8
51 圣基茨和尼维斯 .. .. .. 36.8 31.3 .. .. .. ..
52 乌拉圭 0.240 60 19 35.2 26.9 62.5 59.3 55.7 71.4
53 罗马尼亚 0.230 56 10 35.4 18.9 89.4 c 94.0 c 42.3 62.0
54 安提瓜和巴布达 .. .. 21 32.3 31.4 .. .. .. ..
55 文莱达鲁萨兰国 0.279 68 44 9.5 9.1 70.9 71.5 54.9 71.7
56 俄罗斯联邦 0.178 43 14 14.5 17.8 98.3 98.9 55.5 70.3
57 巴哈马 0.333 79 77 25.1 20.0 86.8 c 90.0 c 69.0 73.9
57 巴拿马 0.392 95 50 68.5 22.5 67.6 65.6 49.7 77.0
59 阿曼 0.267 66 17 9.7 9.9 93.3 98.7 35.0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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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HDI位次

SDG 3.1 SDG 3.7 SDG 5.5 SDG 4.4

性别不平等指数 孕产妇死亡率 未成年人生育率
国家议会中
的席位比例 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 劳动力市场参与率a

值 排名

（每10万名活
婴对应的孕产
妇死亡人数）

（每1000名
15-19岁女性
的生育次数）

（女性所占
百分比）

（占2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2022 2022 2020 2022 2022 2022b 2022b 2022 2022

60 格鲁吉亚 0.283 69 28 29.7 19.0 98.2 98.7 55.5 73.5
6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264 64 27 37.7 32.4 86.0 d 81.9 d 47.3 62.4
62 巴巴多斯 0.289 70 39 41.9 32.7 95.7 d 86.3 d 58.2 65.1
63 马来西亚 0.202 52 21 9.1 14.5 76.1 c 79.2 c 55.1 80.5
64 哥斯达黎加 0.232 58 22 35.7 47.4 50.2 48.1 50.1 72.9
65 塞尔维亚 0.119 36 10 14.4 36.6 89.9 c 96.1 c 51.0 66.1
66 泰国 0.310 74 29 31.6 14.0 49.3 c 53.0 c 59.9 76.0
67 哈萨克斯坦 0.177 42 13 20.9 24.7 100.0 c 100.0 c 63.3 74.6
67 塞舌尔 .. .. 3 52.1 22.9 .. .. 65.2 65.3
69 白俄罗斯 0.096 29 1 11.2 34.7 98.4 c 99.5 c 65.8 75.3
高人类发展水平

70 保加利亚 0.206 53 7 38.2 24.2 94.9 96.5 50.6 63.1
71 帕劳 .. .. .. 42.1 6.9 96.9 f 97.3 f 59.8 73.6
72 毛里求斯 0.369 87 84 24.0 20.0 66.5 c 72.4 c 42.2 68.4
73 格林纳达 .. .. 21 32.1 31.0 .. .. 37.7 54.3
74 阿尔巴尼亚 0.116 34 8 14.5 35.7 82.2 d 86.5 d 56.1 69.9
75 中国 0.186 47 23 11.1 24.9 79.7 d 86.4 d 53.8 74.5
76 亚美尼亚 0.198 50 27 18.3 35.5 96.0 97.1 62.8 71.8
77 墨西哥 0.352 84 59 53.7 49.8 63.7 65.4 45.0 76.3
7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484 121 22 29.7 5.6 73.1 c 77.3 c 13.6 67.5
78 斯里兰卡 0.376 90 29 15.4 5.3 80.6 83.3 29.7 70.7
8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148 40 6 9.4 17.5 82.7 94.0 41.1 61.8
8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 62 46.5 18.2 43.6 g 41.8 g .. ..
82 多米尼加共和国 0.433 107 107 63.2 25.7 67.5 64.2 50.9 76.9
83 厄瓜多尔 0.371 89 66 62.1 38.7 54.1 54.2 53.6 76.9
83 北马其顿 0.134 38 3 16.1 41.7 61.9 75.1 42.2 64.1
85 古巴 0.300 73 39 48.9 53.4 78.6 c 81.8 c 55.5 84.0
86 摩尔多瓦共和国 0.156 41 12 27.2 40.6 96.3 c 98.1 c 71.5 73.7
87 马尔代夫 0.328 76 57 6.8 4.6 46.9 d 46.3 d 53.3 78.2
87 秘鲁 0.360 85 69 56.1 40.0 55.6 66.7 66.7 82.4
89 阿塞拜疆 0.329 77 41 40.1 18.3 93.6 c 97.6 c 61.9 69.6
89 巴西 0.391 94 72 43.6 17.5 67.4 65.0 53.8 73.6
91 哥伦比亚 0.392 95 75 57.6 29.2 59.7 57.1 51.1 76.2
92 利比亚 0.266 65 72 7.0 16.5 62.2 h 45.3 h 32.8 59.9
93 阿尔及利亚 0.460 114 78 11.6 7.0 42.9 c 46.8 c 17.6 65.5
94 土库曼斯坦 .. .. 5 21.2 25.7 98.1 c 98.4 c .. ..
95 圭亚那 0.416 104 112 64.6 35.4 58.7 d 56.4 d 37.8 53.4
96 蒙古 0.297 72 39 25.0 17.1 79.3 73.0 53.5 68.4
97 多米尼加 .. .. .. 37.9 34.4 .. .. .. ..
98 汤加 0.462 115 126 19.2 3.7 93.7 d 93.4 d 43.0 54.9
99 约旦 0.449 111 41 24.9 13.3 77.4 84.2 13.8 60.7
100 乌克兰 0.188 48 17 15.2 20.3 95.7 d 93.5 d 47.8 62.9
101 突尼斯 0.237 59 37 6.6 26.3 40.0 c 47.2 c 29.3 71.8
102 马绍尔群岛 .. .. .. 57.5 6.1 91.6 i 92.5 i 37.3 61.2
102 巴拉圭 0.429 106 71 69.9 16.8 54.3 53.3 59.1 82.4
104 斐济 0.332 78 38 26.1 19.6 66.1 61.3 37.3 77.7
105 埃及 0.389 93 17 43.6 22.8 85.9 c 78.7 c 15.3 69.1
106 乌兹别克斯坦 0.242 61 30 15.7 29.1 100.0 100.0 39.9 73.1
107 越南 0.378 91 124 35.0 30.3 61.5 c 69.5 c 68.5 77.8
108 圣卢西亚 0.347 82 73 36.3 24.1 50.0 c 44.0 c 62.7 75.8
109 黎巴嫩 0.365 86 21 20.0 6.3 54.7 j 61.1 g 29.8 70.2
110 南非 0.401 99 127 60.9 45.4 k 83.0 84.9 50.8 63.5
111 巴勒斯坦 .. .. 20 42.9 .. 67.9 67.6 18.6 70.7
112 印度尼西亚 0.439 109 173 32.9 21.9 51.0 58.2 52.5 81.5
113 菲律宾 0.388 92 78 48.1 27.5 74.4 c 69.9 c 44.1 68.8
114 博茨瓦纳 0.483 120 186 48.3 11.1 92.1 92.5 60.1 69.7
115 牙买加 0.350 83 99 32.0 31.0 74.8 d 67.0 d 56.0 69.9
116 萨摩亚 0.406 101 59 43.8 13.0 92.4 l 87.0 l 49.8 80.6
117 吉尔吉斯斯坦 0.345 81 50 33.8 20.5 92.4 c 94.4 c 52.5 78.0
118 伯利兹 0.454 113 130 56.6 19.6 54.5 49.8 48.6 75.6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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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SDG 3.1 SDG 3.7 SDG 5.5 SDG 4.4

性别不平等指数 孕产妇死亡率 未成年人生育率
国家议会中
的席位比例 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 劳动力市场参与率a

值 排名

（每10万名活
婴对应的孕产
妇死亡人数）

（每1000名
15-19岁女性
的生育次数）

（女性所占
百分比）

（占2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2022 2022 2020 2022 2022 2022b 2022b 2022 2022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11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521 134 259 82.0 22.2 m 81.0 d 76.4 d 45.2 70.6
120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0.418 105 161 63.1 48.2 58.4 69.5 71.8 85.0
120 摩洛哥 0.440 110 72 25.5 21.4 31.9 37.9 19.8 69.6
122 瑙鲁 .. .. .. 71.1 10.5 .. .. 56.8 73.6
123 加蓬 0.524 136 227 89.8 18.1 70.4 55.3 34.7 56.2
124 苏里南 0.405 100 96 55.2 29.4 45.5 e 42.3 e 42.3 61.7
125 不丹 0.334 80 60 18.5 15.7 26.7 g 34.3 g 53.5 73.5
126 塔吉克斯坦 0.269 67 17 44.9 26.6 93.6 d 94.0 d 33.3 52.1
127 萨尔瓦多 0.369 87 43 54.5 27.4 42.7 51.4 46.4 77.7
128 伊拉克 0.562 143 76 61.2 28.9 25.3 d 40.4 d 10.8 68.2
129 孟加拉国 0.498 127 123 73.3 20.9 43.7 c 50.5 c 39.2 81.4
130 尼加拉瓜 0.397 97 78 84.0 51.6 49.4 c 40.3 c 48.6 81.1
131 佛得角 0.325 75 42 54.0 38.9 28.8 g 31.7 g 46.7 62.8
132 图瓦卢 .. .. .. 31.7 6.3 58.1 58.5 20.0 29.6
133 赤道几内亚 .. .. 212 136.4 27.0 .. .. .. ..
134 印度 0.437 108 103 16.3 14.6 41.0 58.7 28.3 76.1
13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 .. 74 35.7 7.1 .. .. 45.0 66.0
136 危地马拉 0.474 117 96 63.2 19.4 31.1 c 37.8 c 41.5 82.8
137 基里巴斯 .. .. 76 39.6 6.7 .. .. 16.1 73.0
138 洪都拉斯 0.413 102 72 71.3 27.3 34.8 c 31.4 c 49.6 81.1
13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467 116 126 71.8 22.0 18.7 d 30.4 d 61.5 70.8
140 瓦努阿图 .. .. 94 63.2 1.9 .. .. 26.7 36.4
14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 146 77.4 14.5 42.9 n 52.8 n .. ..
142 斯威士兰王国 0.491 124 240 68.4 21.2 35.3 37.3 44.9 51.5
142 纳米比亚 0.450 112 215 63.1 35.6 42.1 d 45.0 d 54.1 61.2
144 缅甸 0.479 119 179 32.8 15.0 m 39.2 d 49.9 d 44.2 78.6
145 加纳 0.512 130 263 63.4 14.5 59.1 d 74.0 d 72.1 73.1
146 肯尼亚 0.533 139 530 62.6 24.8 54.6 63.5 62.9 72.6
146 尼泊尔 0.495 126 174 63.4 33.8 26.0 d 42.8 d 27.9 55.0
148 柬埔寨 0.486 122 218 45.7 19.3 16.4 29.0 73.7 85.8
149 刚果 0.572 144 282 101.2 15.9 32.1 d 50.0 d 44.1 63.9
150 安哥拉 0.520 133 222 135.8 33.6 21.3 g 37.4 g 74.7 78.2
151 喀麦隆 0.555 142 438 108.6 31.1 24.5 d 39.3 d 66.8 76.8
152 科摩罗 .. .. 217 56.1 16.7 .. .. 41.1 59.4
153 赞比亚 0.526 137 135 116.1 15.1 33.7 d 51.4 d 54.2 66.4
154 巴布亚新几内亚 0.604 151 192 54.3 1.7 26.3 d 37.5 d 46.0 48.0
155 东帝汶 0.415 103 204 33.3 40.0 33.5 c 39.8 c 27.9 41.4
156 所罗门群岛 .. .. 122 59.4 8.0 .. .. 82.9 86.0
15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487 123 30 38.1 11.2 24.1 j 32.0 j 14.4 68.9
158 海地 0.621 158 350 51.8 2.7 o 28.0 d 36.9 d 48.8 66.0
159 乌干达 0.527 138 284 105.7 33.8 10.8 c 20.4 c 74.5 84.2
159 津巴布韦 0.519 132 357 92.6 33.6 63.4 c 73.6 c 60.0 71.6
低人类发展水平

161 尼日利亚 0.677 165 1047 99.6 4.5 42.4 57.8 77.0 85.7
161 卢旺达 0.400 98 259 32.2 54.7 14.6 18.7 54.8 66.2
163 多哥 0.578 147 399 77.0 18.7 13.5 c 33.1 c 79.8 98.6
164 毛里塔尼亚 0.603 150 464 76.8 20.3 16.1 d 27.6 d 31.0 65.7
164 巴基斯坦 0.522 135 154 41.2 20.1 22.0 c 26.9 c 24.5 80.7
166 科特迪瓦 0.612 156 480 103.3 15.6 13.5 d 29.3 d 54.5 71.2
16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513 131 238 123.4 36.9 9.3 c 14.3 c 75.5 84.5
168 莱索托 0.552 141 566 89.1 26.0 34.1 c 29.7 c 51.6 65.0
169 塞内加尔 0.505 129 261 64.6 44.2 9.2 c 19.0 c 39.3 68.4
170 苏丹 0.548 140 270 77.6 31.0 p 17.0 20.4 28.0 69.1
171 吉布提 .. .. 234 22.7 26.2 .. .. 18.2 48.1
172 马拉维 0.579 148 381 117.2 22.9 12.7 26.2 63.1 74.6
173 贝宁 0.649 160 523 90.8 7.4 9.2 c 21.5 c 51.6 67.8
174 冈比亚 0.585 149 458 60.7 8.6 26.0 40.7 59.0 64.5
175 厄立特里亚 .. .. 322 63.6 22.0 o .. .. .. ..
176 埃塞俄比亚 0.494 125 267 66.5 38.9 7.5 c 13.1 c 57.6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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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SDG 3.1 SDG 3.7 SDG 5.5 SDG 4.4

性别不平等指数 孕产妇死亡率 未成年人生育率
国家议会中
的席位比例 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 劳动力市场参与率a

值 排名

（每10万名活
婴对应的孕产
妇死亡人数）

（每1000名
15-19岁女性
的生育次数）

（女性所占
百分比）

（占2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2022 2022 2020 2022 2022 2022b 2022b 2022 2022

177 利比里亚 0.656 161 652 122.0 9.7 19.7 d 45.8 d 43.5 50.1
177 马达加斯加 0.574 145 392 118.1 17.8 15.9 21.2 78.8 88.9
179 几内亚比绍 0.631 159 725 85.8 13.7 10.9 24.6 52.1 66.1
180 刚果民主共和国 0.605 152 547 107.5 14.8 38.8 c 65.7 c 60.0 66.4
181 几内亚 0.609 154 553 112.2 29.6 7.5 c 20.0 c 44.6 67.0
182 阿富汗 0.665 162 620 79.7 27.2 m 7.0 24.1 23.3 77.1
183 莫桑比克 0.477 118 127 165.1 42.4 17.9 25.1 73.9 80.1
184 塞拉利昂 0.613 157 443 97.9 12.3 14.5 c 33.9 c 48.3 55.9
185 布基纳法索 0.577 146 264 108.7 16.9 11.2 c 20.3 c 27.5 41.0
186 也门 0.820 166 183 52.5 0.3 23.7 38.2 5.8 64.7
187 布隆迪 0.499 128 494 52.6 38.9 8.2 c 13.8 c 78.0 79.1
188 马里 0.607 153 440 147.7 28.6 8.0 15.5 51.5 85.0
189 乍得 0.671 163 1063 135.7 25.9 3.7 c 15.0 c 51.1 75.0
189 尼日尔 0.609 154 441 168.0 25.9 2.6 c 4.5 c 64.6 96.5
191 中非共和国 .. .. 835 159.0 12.9 14.2 31.8 .. ..
192 南苏丹 .. .. 1223 97.4 32.3 26.5 q 36.4 q .. ..
193 索马里 0.674 164 621 116.1 20.7 4.4 17.8 22.3 49.3
其他国家和地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 107 2.4 17.6 .. .. .. ..
摩纳哥 .. .. .. 6.9 33.3 .. .. 39.5 56.6

人类发展指数组别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0.150 — 15 13.5 29.3 87.7 90.1 54.0 69.4
高人类发展水平 0.339 — 65 28.7 26.0 74.0 78.4 49.8 74.2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476 — 152 37.8 23.0 40.5 55.6 34.2 75.7
低人类发展水平 0.579 — 497 88.3 24.0 21.3 31.9 50.8 77.5

发展中国家 0.485 — 235 45.9 24.3 56.8 65.4 44.9 75.3
区域

阿拉伯国家 0.523 — 128 44.2 18.3 51.0 57.4 19.9 70.2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340 — 78 21.4 21.0 72.5 79.0 54.0 75.4
欧洲和中亚 0.224 — 21 19.5 26.0 83.7 89.9 45.4 69.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386 — 85 52.3 34.1 64.4 64.2 51.6 75.3
南亚 0.478 — 132 27.9 17.9 40.9 55.7 28.1 76.3
撒哈拉以南非洲 0.565 — 516 99.3 26.4 30.9 42.0 63.9 76.4

最不发达国家 0.556 — 354 92.4 25.1 23.4 33.8 50.4 75.5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457 — 203 50.6 27.0 58.8 62.3 51.4 69.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0.194 — 21 18.5 32.7 86.7 89.3 53.0 68.7
世界 0.462 — 215 41.9 26.2 64.1 71.0 46.8 73.9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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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注释

a HDRO基于国际劳工组织（2023）的数据更新。

b 数据为2022年或可获得的最近年份。

c HDRO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数据
更新。

d HDRO基于Barro和Lee（2018）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研究所（2023）的数据更新。

e 指2018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f 指2013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g HDRO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数据和
使用跨国回归进行的估算更新。

h HDRO基于Barro和Lee（2018）数据和使用跨国回归进行
的估算更新。

i 指2011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的
数据。

j HDRO基于Robert Barro和Jong-Wha Lee；ICF Macro人
口和健康调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多指标类集调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
据估算得出。

k 不包括临时任命的36名特别轮值代表。

l 指2019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m 指2021年。

n HDRO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多年数据更新。

o 指2019年。

p 指2018年。

q 指2008年，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

定义

性别不平等指数：反映女性和男性在生殖健康、赋权和劳动
力市场三个维度成就的不平等的综合度量指标。有关如何
计算性别不平等指数的详情，请参阅技术注释4，网址http://
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孕产妇死亡率:指该年每10万例活产婴儿中孕产妇因孕产造成的
死亡人数。

未成年人生育率:每1000名15–19岁女性的生育次数。

国家议会中的席位比例:女性在上下两院、众议院或参议院拥有
的席位占总席位的百分比。对于两院制立法体制的国家，席位数
目按两院总席位计算得出。

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2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中至少达到
中等教育程度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工作年龄人口（15岁及以上）中，参与劳动力
市场或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主要数据来源

第1列：HDRO基于第3-9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2列：基于第1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3列：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
界银行集团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23）。

第4列：UNDESA 2022。

第5列：IPU 2023。

第6列和第7列：Barro和Lee（2018）、ICF Macro人口与健康调查、
经合组织（20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和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

第8列和第9列：IL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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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多维贫困指数：发展中国家

国家

SDG 1.2 SDG 1.2 SDG 1.1

多维贫困指数a

处于多维贫困中的人口数a

面临多维贫困
风险的人口数a

每种维度的剥夺对整
体贫困程度的贡献a

生活在收入贫困
线以下人口(%)

剥夺强度

贫困人
口中的
不平等

处于多维贫困
中的人口数 健康 教育

生活
水平

国家贫
困线

每天2.15
美元购

买力平价
（PPP）

人数
年份和调查b （千人）

2011–2022 值 (%) 调查年份 2021 (%) 值 (%) (%) (%) (%) (%) 2011–2021c 2011–2021c

基于2017-2022年调查的估计
阿尔巴尼亚 2017/2018 D 0.003 0.7 20 20 39.1 .. d 0.1 5.0 28.3 55.1 16.7 21.8 0.0
阿尔及利亚 2018/2019 M 0.005 1.4 590 610 39.2 0.007 0.2 3.6 31.2 49.3 19.5 5.5 0.5
阿根廷 2019/2020 Me 0.001 f 0.4 f 195 f 196 f 34.0 f .. d 0.0 f 1.6 f 69.7 f 21.4 f 8.9 f 42.0 1.0
孟加拉国 2019 M 0.104 24.6 40784 41730 42.2 0.010 6.5 18.2 17.3 37.6 45.1 24.3 13.5
贝宁 2017/2018 D 0.368 66.8 7976 8682 55.0 0.025 40.9 14.7 20.8 36.3 42.9 38.5 19.9
布隆迪 2016/2017 D 0.409 g 75.1 g 8,378 g 9,426 g 54.4 g 0.022 g 46.1 g 15.8 g 23.8 g 27.2 g 49.0 g 64.9 65.1
柬埔寨 2021/2022 D 0.070 16.6 2791 2761 42.3 0.009 4.1 20.5 21.5 48.0 30.5 17.7 ..
喀麦隆 2018 D 0.232 43.6 10931 11856 53.2 0.026 24.6 17.6 25.2 27.6 47.1 37.5 25.7
中非共和国 2018/2019 M 0.461 80.4 4189 4388 57.4 0.025 55.8 12.9 20.2 27.8 52.0 .. ..
乍得 2019 M 0.517 84.2 13575 14461 61.4 0.024 64.6 10.7 19.1 36.6 44.3 42.3 30.9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7/2018 M 0.331 64.5 56187 61869 51.3 0.020 36.8 17.4 23.1 19.9 57.0 63.9 69.7
哥斯达黎加 2018 M 0.002 f,h 0.5 f,h 27 f,h 28 f,h 37.1 f,h .. d 0.0 f,h 2.4 f,h 40.5 f,h 41.0 f,h 18.5 f,h 30.0 1.2
古巴 2019 M 0.003 f 0.7 f 80 f 80 f 38.1 f .. d 0.1 f 2.7 f 10.1 f 39.8 f 50.1 f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19 M 0.009 2.3 247 252 38.8 0.006 0.2 4.8 14.6 46.2 39.2 21.0 0.9
厄瓜多尔 2018 N 0.008 2.1 356 372 38.0 0.004 0.1 5.9 33.9 27.3 38.8 33.0 3.6
埃塞俄比亚 2019 D 0.367 68.7 78443 82679 53.3 0.022 41.9 18.4 14.0 31.5 54.5 23.5 27.0
斐济 2021 M 0.006 1.5 14 14 38.1 .. d 0.2 7.4 38.0 17.4 44.6 24.1 1.3
冈比亚 2019/2020 D 0.198 41.7 1074 1101 47.5 0.016 17.3 28.0 32.7 33.0 34.3 48.6 17.2
格鲁吉亚 2018 M 0.001 f 0.3 f 13 f 13 f 36.6 f .. d 0.0 f 2.1 f 47.1 f 23.8 f 29.1 f 21.3 5.5
加纳 2017/2018 M 0.111 24.6 7606 8089 45.1 0.014 8.4 20.1 23.6 30.5 45.9 23.4 25.2
几内亚 2018 D 0.373 66.2 8313 8960 56.4 0.025 43.5 16.4 21.4 38.4 40.3 43.7 13.8
几内亚比绍 2018/2019 M 0.341 64.4 1269 1327 52.9 0.021 35.9 20.0 19.1 35.0 45.8 47.7 21.7
圭亚那 2019/2020 M 0.007 i 1.8 i 15 i 15 i 39.3 i 0.007 i 0.2 i 6.5 i 30.4 i 22.4 i 47.2 i .. ..
海地 2016/2017 D 0.200 41.3 4483 4724 48.4 0.019 18.5 21.8 18.5 24.6 57.0 58.5 29.2
洪都拉斯 2019 M 0.051 12.0 1193 1231 42.7 0.011 3.0 14.8 18.8 39.2 42.0 48.0 12.7
印度 2019/2021 D 0.069 16.4 230739 230739 42.0 0.010 4.2 18.7 32.2 28.2 39.7 21.9 10.0
印度尼西亚 2017 D 0.014 j 3.6 j 9,572 j 9,907 j 38.7 j 0.006 j 0.4 j 4.7 j 34.7 j 26.8 j 38.5 j 9.8 3.5
伊拉克 2018 M 0.033 8.6 3505 3759 37.9 0.005 1.3 5.2 33.1 60.9 6.0 18.9 0.1
牙买加 2018 N 0.011 k 2.8 k 78 k 78 k 38.9 k 0.005 k 0.2 k 5.0 k 52.2 k 20.9 k 26.9 k 19.9 ..
约旦 2017/2018 D 0.002 0.4 45 48 35.4 .. d 0.0 0.7 37.5 53.5 9.0 15.7 ..
基里巴斯 2018/2019 M 0.080 19.8 25 26 40.5 0.006 3.5 30.2 30.3 12.1 57.6 21.9 1.7
吉尔吉斯斯坦 2018 M 0.001 0.4 24 26 36.3 .. d 0.0 5.2 64.6 17.9 17.5 25.3 1.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017 M 0.108 23.1 1615 1713 47.0 0.016 9.6 21.2 21.5 39.7 38.8 18.3 7.1
莱索托 2018 M 0.084 h 19.6 h 431 h 447 h 43.0 h 0.009 h 5.0 h 28.6 h 21.9 h 18.1 h 60.0 h 49.7 32.4
利比里亚 2019/2020 D 0.259 52.3 2662 2717 49.6 0.018 24.9 23.3 19.7 28.6 51.7 50.9 27.6
马达加斯加 2021 D 0.386 68.4 19784 19784 56.4 0.026 45.8 15.4 17.8 31.6 50.6 70.7 80.7
马拉维 2019/2020 M 0.231 49.9 9666 9922 46.3 0.012 17.5 27.5 18.6 25.5 55.9 50.7 70.1
马尔代夫 2016/2017 D 0.003 0.8 4 4 34.4 .. d 0.0 4.8 80.7 15.1 4.2 5.4 0.0
马里 2018 D 0.376 68.3 13622 14968 55.0 0.022 44.7 15.3 19.6 41.2 39.3 44.6 14.8
毛里塔尼亚 2019/2021 D 0.327 58.4 2697 2697 56.0 0.024 38.0 12.3 17.7 42.4 39.9 31.8 6.5
墨西哥 2021 N 0.016 l,m 4.1 l,m 5,156 l,m 5,156 l,m 40.5 l,m 0.007 l,m 0.8 l,m 3.5 l,m 64.1 l,m 13.6 l,m 22.3 l,m 43.9 3.1
蒙古 2018 M 0.028 n 7.3 n 230 n 243 n 38.8 n 0.004 n 0.8 n 15.5 n 21.1 n 26.8 n 52.1 n 27.8 0.7
黑山共和国 2018 M 0.005 1.2 8 8 39.6 .. d 0.1 2.9 58.5 22.3 19.2 22.6 2.8
摩洛哥 2017/2018 P 0.027 o 6.4 o 2,285 o 2,358 o 42.0 o 0.012 o 1.4 o 10.9 o 24.4 o 46.8 o 28.8 o 4.8 1.4
莫桑比克 2019/2020 N 0.372 k,p 61.9 k,p 19,310 k,p 19,866 k,p 60.0 k,p 0.037 k,p 43.0 k,p 13.9 k,p 27.3 k,p 26.3 k,p 46.4 k,p 46.1 64.6
尼泊尔 2019 M 0.074 17.5 5047 5258 42.5 0.010 4.9 17.8 23.2 33.9 43.0 .. ..
尼日利亚 2021 M 0.175 j,q 33.0 j,q 70,516 j,q 70,516 j,q 52.9 j,q 0.027 j,q 18.1 j,q 16.6 j,q 19.5 j,q 35.5 j,q 45.0 j,q 40.1 30.9
北马其顿 2018/2019 M 0.001 0.4 8 8 38.2 .. d 0.1 2.2 29.6 52.6 17.8 21.8 2.7
巴基斯坦 2017/2018 D 0.198 38.3 84228 88701 51.7 0.023 21.5 12.9 27.6 41.3 31.1 21.9 4.9
巴勒斯坦 2019/2020 M 0.002 0.6 28 29 35.0 .. d 0.0 1.3 62.9 31.0 6.1 29.2 0.5
巴布亚新几内亚 2016/2018 D 0.263 j 56.6 j 5,283 j 5,634 j 46.5 j 0.016 j 25.8 j 25.3 j 4.6 j 30.1 j 65.3 j .. ..
秘鲁 2021 N 0.026 6.6 2236 2236 38.9 0.006 0.9 10.4 14.0 33.6 52.4 30.1 2.9
菲律宾 2017 D 0.024 j 5.8 j 6,187 j 6,600 j 41.8 j 0.010 j 1.3 j 7.3 j 20.3 j 31.0 j 48.7 j 16.7 3.0
卢旺达 2019/2020 D 0.231 48.8 6418 6572 47.3 0.014 19.7 22.7 19.0 26.6 54.4 38.2 52.0
萨摩亚 2019/2020 M 0.025 6.3 14 14 39.1 0.003 0.5 12.9 36.9 31.2 31.9 20.3 1.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019 M 0.048 11.7 25 26 40.9 0.007 2.1 17.0 18.7 36.6 44.6 66.7 15.6
塞内加尔 2019 D 0.263 50.8 8134 8579 51.7 0.019 27.7 18.2 20.7 48.4 30.9 46.7 9.3
塞尔维亚 2019 M 0.000 f,r 0.1 f,r 8 f,r 8 f,r 38.1 f,r .. d 0.0 f,r 2.1 f,r 30.9 f,r 40.1 f,r 29.0 f,r 21.7 1.6
塞舌尔 2019 N 0.003 h,s 0.9 h,s 1 h,s 1 h,s 34.2 h,s .. d 0.0 h,s 0.4 h,s 66.8 h,s 32.1 h,s 1.1 h,s 25.3 0.5

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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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SDG 1.2 SDG 1.2 SDG 1.1

多维贫困指数a

处于多维贫困中的人口数a

面临多维贫困
风险的人口数a

每种维度的剥夺对整
体贫困程度的贡献a

生活在收入贫困
线以下人口(%)

剥夺强度

贫困人
口中的
不平等

处于多维贫困
中的人口数 健康 教育

生活
水平

国家贫
困线

每天2.15
美元购

买力平价
（PPP）

人数
年份和调查b （千人）

2011–2022 值 (%) 调查年份 2021 (%) 值 (%) (%) (%) (%) (%) 2011–2021c 2011–2021c

塞拉利昂 2019 D 0.293 59.2 4765 4987 49.5 0.019 28.0 21.3 23.0 24.1 53.0 56.8 26.1
苏里南 2018 M 0.011 2.9 17 17 39.4 0.007 0.4 4.0 20.4 43.8 35.8 .. ..
塔吉克斯坦 2017 D 0.029 7.4 664 726 39.0 0.004 0.7 20.1 47.8 26.5 25.8 26.3 6.1
泰国 2019 M 0.002 f 0.6 f 412 f 414 f 36.7 f 0.003 f 0.0 f 6.1 f 38.3 f 45.1 f 16.7 f 6.8 0.0
多哥 2017 M 0.180 37.6 2954 3252 47.8 0.016 15.2 23.8 20.9 28.1 50.9 45.5 28.1
汤加 2019 M 0.003 0.9 1 1 38.1 .. d 0.0 6.4 38.2 40.7 21.1 .. 1.8
突尼斯 2018 M 0.003 0.8 94 97 36.5 .. d 0.1 2.4 24.4 61.6 14.0 15.2 0.1
土库曼斯坦 2019 M 0.001 h 0.2 h 15 h 16 h 34.0 h .. d 0.0 h 0.3 h 82.4 h 15.5 h 2.1 h .. ..
图瓦卢 2019/2020 M 0.008 2.1 0 0 38.2 0.002 0.0 12.2 36.5 43.6 20.0 .. ..
乌兹别克斯坦 2021/2022 M 0.006 j,t 1.7 j,t 599 j,t 589 j,t 35.3 j,t 0.001 j,t 0.0 j,t 0.2 j,t 94.5 j,t 0.0 j,t 5.5 j,t 14.1 ..
越南 2020/2021 M 0.008 j 1.9 j 1,871 j 1,871 j 40.3 j 0.010 j 0.4 j 3.5 j 22.9 j 40.7 j 36.4 j 6.7 0.7
赞比亚 2018 D 0.232 47.9 8544 9329 48.4 0.015 21.0 23.9 21.5 25.0 53.5 54.4 61.4
津巴布韦 2019 M 0.110 25.8 3961 4126 42.6 0.009 6.8 26.3 23.6 17.3 59.2 38.3 39.8
基于2011-2016年调查的估计

阿富汗 2015/2016 D 0.272 j 55.9 j 19,365 j 22,420 j 48.6 j 0.020 j 24.9 j 18.1 j 10.0 j 45.0 j 45.0 j 54.5 ..
安哥拉 2015/2016 D 0.282 51.1 14899 17633 55.3 0.024 32.5 15.5 21.2 32.1 46.8 32.3 31.1
亚美尼亚 2015/2016 D 0.001 g 0.2 g 5 g 5 g 36.2 g .. d 0.0 g 2.8 g 33.1 g 36.8 g 30.1 g 26.5 0.5
巴巴多斯 2012 M 0.009 k 2.5 k 7 k 7 k 34.2 k .. d 0.0 k 0.5 k 96.0 k 0.7 k 3.3 k .. ..
伯利兹 2015/2016 M 0.017 4.3 16 17 39.8 0.007 0.6 8.4 39.5 20.9 39.6 .. ..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2016 N 0.038 9.1 1020 1094 41.7 0.008 1.9 12.1 18.7 31.5 49.8 36.4 2.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11/2012 M 0.008 k 2.2 k 80 k 72 k 37.9 k 0.002 k 0.1 k 4.1 k 79.7 k 7.2 k 13.1 k 16.9 0.1
博茨瓦纳 2015/2016 N 0.073 u 17.2 u 405 u 446 u 42.2 u 0.008 u 3.5 u 19.7 u 30.3 u 16.5 u 53.2 u .. 15.4
巴西 2015 Nv 0.016 f,j,v 3.8 f,j,v 7,883 f,j,v 8,234 f,j,v 42.5 f,j,v 0.008 f,j,v 0.9 f,j,v 6.2 f,j,v 49.8 f,j,v 22.9 f,j,v 27.3 f,j,v .. 5.8
中国 2014 Nw 0.016 x,y 3.9 x,y 53,815 x,y 55,396 x,y 41.4 x,y 0.005 x,y 0.3 x,y 17.4 x,y 35.2 x,y 39.2 x,y 25.6 x,y 0.0 0.1
哥伦比亚 2015/2016 D 0.020 j 4.8 j 2,308 j 2,497 j 40.6 j 0.009 j 0.8 j 6.2 j 12.0 j 39.5 j 48.5 j 39.3 6.6
科摩罗 2012 D 0.181 37.3 255 306 48.5 0.020 16.1 22.3 20.8 31.6 47.6 42.4 18.6
刚果 2014/2015 M 0.112 24.3 1229 1416 46.0 0.013 9.4 21.3 23.4 20.2 56.4 40.9 35.4
科特迪瓦 2016 M 0.236 46.1 11155 12659 51.2 0.019 24.5 17.6 19.6 40.4 40.0 39.5 11.4
埃及 2014 D 0.020 g,h 5.2 g,h 5,008 g,h 5,724 g,h 37.6 g,h 0.004 g,h 0.6 g,h 6.1 g,h 40.0 g,h 53.1 g,h 6.9 g,h 32.5 1.5
萨尔瓦多 2014 M 0.032 7.9 488 496 41.3 0.009 1.7 9.9 15.5 43.4 41.1 26.2 3.6
斯威士兰王国 2014 M 0.081 19.2 216 229 42.3 0.009 4.4 20.9 29.3 17.9 52.8 58.9 36.1
加蓬 2012 D 0.070 g 15.6 g 287 g 365 g 44.7 g 0.013 g 5.1 g 18.4 g 32.7 g 21.4 g 46.0 g 33.4 2.5
危地马拉 2014/2015 D 0.134 28.9 4621 5086 46.2 0.013 11.2 21.1 26.3 35.0 38.7 59.3 9.5
哈萨克斯坦 2015 M 0.002 f,g 0.5 f,g 81 f,g 87 f,g 35.6 f,g .. d 0.0 f,g 1.8 f,g 90.4 f,g 3.1 f,g 6.4 f,g 5.2 0.0
肯尼亚 2014 D 0.171 g 37.5 g 17,176 g 19,865 g 45.6 g 0.014 g 12.4 g 35.8 g 23.5 g 15.0 g 61.5 g 36.1 29.4
利比亚 2014 P 0.007 2.0 122 135 37.1 0.003 0.1 11.4 39.0 48.6 12.4 .. ..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12 M 0.004 0.9 33 29 37.4 .. d 0.1 3.7 9.2 42.4 48.4 24.5 0.0
缅甸 2015/2016 D 0.176 38.3 19883 20613 45.9 0.015 13.8 21.9 18.5 32.3 49.2 24.8 2.0
纳米比亚 2013 D 0.185 g 40.9 g 901 g 1,034 g 45.2 g 0.013 g 13.1 g 19.2 g 31.6 g 13.9 g 54.4 g 17.4 15.6
尼加拉瓜 2011/2012 D 0.074 g 16.5 g 993 g 1,128 g 45.3 g 0.013 g 5.6 g 13.4 g 11.5 g 36.2 g 52.3 g 24.9 3.9
尼日尔 2012 D 0.601 g 91.0 g 16,333 g 22,973 g 66.1 g 0.026 g 76.3 g 4.9 g 21.4 g 36.7 g 41.8 g 40.8 50.6
巴拉圭 2016 M 0.019 4.5 282 302 41.9 0.013 1.0 7.2 14.3 38.9 46.8 26.9 0.7
圣卢西亚 2012 M 0.007 k 1.9 k 3 k 3 k 37.5 k .. d 0.0 k 1.6 k 69.5 k 7.5 k 23.0 k 25.0 5.1
南非 2016 D 0.025 6.3 3530 3716 39.8 0.005 0.9 12.2 39.5 13.1 47.4 55.5 20.5
斯里兰卡 2016 N 0.011 2.9 626 636 38.3 0.004 0.3 14.3 32.5 24.4 43.0 4.1 1.0
苏丹 2014 M 0.279 52.3 19363 23892 53.4 0.023 30.9 17.7 21.1 29.2 49.8 .. 15.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015/2016 D 0.284 g 57.1 g 31,046 g 36,288 g 49.8 g 0.016 g 27.5 g 23.4 g 22.5 g 22.3 g 55.2 g 26.4 44.9
东帝汶 2016 D 0.222 g 48.3 g 591 g 637 g 45.9 g 0.014 g 17.4 g 26.8 g 29.3 g 23.1 g 47.6 g 41.8 24.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011 M 0.002 f 0.6 f 9 f 10 f 38.0 f .. d 0.1 f 3.7 f 45.5 f 34.0 f 20.5 f .. ..
乌干达 2016 D 0.281 g 57.2 g 22,152 g 26,214 g 49.2 g 0.017 g 25.7 g 23.6 g 24.0 g 21.6 g 54.5 g 20.3 42.2
乌克兰 2012 M 0.001 g,j 0.2 g,j 111 g,j 106 g,j 34.4 g,j .. d 0.0 g,j 0.4 g,j 60.5 g,j 28.4 g,j 11.2 g,j 1.6 0.0
也门 2013 D 0.245 g 48.5 g 13,078 g 15,985 g 50.6 g 0.021 g 24.3 g 22.3 g 29.0 g 30.4 g 40.6 g 48.6 19.8
发展中国家 — 0.088 18.2 1051611 1116713 48.5 0.017 7.9 14.8 24.2 31.6 44.2 20.1 10.5
区域

阿拉伯国家 — 0.074 15.1 44119 52636 48.9 0.019 6.9 9.0 26.1 34.3 39.7 23.4 4.7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 0.022 5.1 102302 105845 42.4 0.008 0.9 14.4 28.1 35.8 36.1 3.8 0.8
欧洲和中亚 — 0.004 1.2 1671 1713 37.1 0.003 0.1 2.5 66.7 16.5 16.8 12.2 0.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0.024 5.6 31712 33258 43.1 0.011 1.5 6.5 33.5 27.6 38.9 37.9 4.9
南亚 — 0.091 20.5 380793 389488 44.6 0.014 6.9 17.9 27.9 33.7 38.3 22.6 9.2
撒哈拉以南非洲 — 0.262 49.5 491015 533772 52.9 0.022 27.9 18.6 20.6 29.6 49.8 41.1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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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注释

a 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全部指标，因此在进行跨国比较时应谨
慎行事。当一个指标缺失时，现有指标的权重被调整为总
数的100%。详情请参阅技术注释5，网址：http://hdr.undp.
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b D表示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数据，M表示多指标类集调
查的数据，N表示国家调查的数据，P表示泛阿拉伯人
口与家庭健康调查的数据（国家调查的清单见https://
hdr.undp.org/mpi-2023-faqs and Methodological Note 55  
at https://ophi.org.uk/mpi-methodological-note-55/）。

c 该数据为指定时期内的最新可用数据。

d 由于作为基础的多维贫困人口数量较少，该值不予报告。

e 仅限城市区域。

f 调查未统计儿童死亡的日期，因此应认为是任何时间发
生的儿童死亡。

g 修订2020年多维贫困指数（MPI）估算。

h 烹饪用燃料指标缺失。

i 基于调查微观数据更新，修订2022年多维贫困指数
（MPI）估算。

j 营养指标缺失。

k 儿童死亡率指标缺失。

l 未使用儿童死亡率数据，因为这些数据是从15-49岁的女
性样本中收集的，不代表该年龄组的女性人口。

m 从所有5岁以下的儿童和选定的5岁或5岁以上的个体中
收集了人体测量数据。营养指标的构建仅限于5岁以下的
儿童，因为人体测量样本代表了5岁以下人群。

n 卫生指标遵循国家分类，其中带有板坑式厕所被视为未
改善。

o 根据国家报告，厕所被认为是卫生设施指标的一个改进
来源。

p 大约235户家庭出现在个人数据文件中，但没有出现在资
产数据文件中。假设这些家庭拥有的相关资产为零。

q 分析样本仅限于多指标类集调查样本，并使用了其样本
权重，因为没有为国家免疫覆盖率调查样本收集儿童死
亡率信息。

r 由于因未进行测量而被排除在营养指标之外的儿童比
例很高，因此应谨慎解释基于2019年塞尔维亚多指标类
集调查的估计数。用于多维贫困计算的非加权样本量为
82.8%。

s 学校出勤率指标缺失。

t 分析样本仅限于第2轮样本，因为第1轮样本未收集生活
水平问题的数据。

u 仅捕获过去5年内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和过去两年内死亡
的12-18岁儿童的死亡人数。

v 针对缺失的营养指标和不完整的儿童死亡率指标（该调
查未采集儿童死亡日期），进行了方法调整。

w 基于2016年6月7日获得的数据。

x 儿童死亡率数据基于两次调查之间发生的死亡，即2012
到2014年间。由家庭中成年男性报告的儿童死亡，由于报
告了死亡时间，因此纳入统计。

y 住房指标缺失。

定义

多维贫困指数：指按剥夺强度调整后多维贫困人口所占的比
例。有关如何计算多维贫困指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技术注释5， 
网址：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 i les/hdr2023_
technical_notes.pdf。

多维贫困人数：剥夺分数在33.3%或以上的人口数量。表示为调
查当年的人口比例、调查当年的多维贫困人口数量以及2021年
多维贫困人口的预计数量。

多维贫困剥夺强度：多维贫困人口的平均剥夺分数。

贫困人口中的不平等: 贫困人口中个体剥夺分数的偏差。它的计
算方法是从强度中减去每个多维贫困人口的剥夺分数，将差值
平方，然后将加权平方和除以多维贫困人口的数量。

严重多维贫困人口：处于严重多维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即剥夺分
数在50%及以上的人口。

受多维贫困威胁人口：面临多维贫困威胁的人口比例，即剥夺分
数在20%-33.3%的人口。

剥夺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即每个维度中的剥夺对多维贫困
指数的贡献百分比。

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口的
百分比，国家贫困线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认为合适的贫困线。国
家估算以住户调查的人口加权次级组别估算为基础。

生活在每天2.15美元购买力平价以下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
线，即每天2.15美元（按201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以下的人口比例。

主要数据来源

第1列：指用于计算该国多维贫困指数值及其构成的年份和调查。

第2-12列：HDRO和OPHI基于第1栏所列的各种家庭调查中的
家庭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的剥夺数据所得出，使用的方法请
参阅技术注释5（网址：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
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第4列和第5列同样使用了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的人口数据。

第13列和第14列：世界银行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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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人类发展指
数(HDI) 地球压力调整后的HDI (PHDI)

SDG 9.4 SDG 8.4, 12.2

地球压力
调整系数

人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生产）

二氧化碳排放
（生产）指数 人均物质足迹 物质足迹指数

与HDI值的
差值a (%) HDI位次变化a值 值 值 （吨） 值 （吨） 值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1 2021 2022 2022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1 瑞士 0.967 0.826 14.6 -6 0.854 4.1 0.946 33.6 0.761
2 挪威 0.966 0.808 16.4 -12 0.837 7.6 0.901 32.1 0.772
3 冰岛 0.959 0.806 16.0 -14 0.841 9.5 0.876 27.4 0.805
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0.956 .. .. .. .. 4.4 0.943 .. ..
5 丹麦 0.952 0.839 11.9 2 0.881 5.1 0.934 24.2 0.828
5 瑞典 0.952 0.839 11.9 2 0.881 3.7 0.952 26.7 0.811
7 德国 0.950 0.833 12.3 1 0.876 8.1 0.894 19.9 0.859
7 爱尔兰 0.950 0.814 14.3 -4 0.857 7.5 0.902 26.3 0.813
9 新加坡 0.949 0.745 21.5 -38 0.785 9.4 0.877 43.2 0.694
10 澳大利亚 0.946 0.763 19.3 -29 0.807 14.9 0.805 26.9 0.809
10 荷兰 0.946 0.796 15.9 -12 0.842 8.0 0.896 29.8 0.788
12 比利时 0.942 0.803 14.8 -8 0.852 8.2 0.892 26.5 0.811
12 芬兰 0.942 0.787 16.5 -12 0.835 6.9 0.911 33.9 0.760
12 列支敦士登 0.942 .. .. .. .. 3.7 0.951 .. ..
15 英国 0.940 0.846 10.0 12 0.900 5.2 0.933 18.7 0.868
16 新西兰 0.939 0.814 13.3 4 0.867 6.7 0.913 25.2 0.821
17 阿联酋 0.937 0.688 26.6 -58 0.735 25.3 0.669 28.2 0.800
18 加拿大 0.935 0.726 22.4 -40 0.776 14.1 0.816 37.2 0.736
19 韩国 0.929 0.775 16.6 -16 0.835 11.9 0.845 24.7 0.825
20 卢森堡 0.927 0.685 26.1 -58 0.739 13.2 0.828 49.2 0.651
20 美国 0.927 0.740 20.2 -30 0.798 14.9 0.805 29.3 0.792
22 奥地利 0.926 0.789 14.8 -2 0.852 7.4 0.903 28.0 0.801
22 斯洛文尼亚 0.926 0.832 10.2 14 0.898 6.2 0.920 17.4 0.877
24 日本 0.920 0.809 12.1 10 0.879 8.5 0.889 18.5 0.869
25 以色列 0.915 0.780 14.8 -7 0.852 6.2 0.920 30.2 0.785
25 马耳他 0.915 0.806 11.9 6 0.881 3.1 0.960 28.0 0.801
27 西班牙 0.911 0.839 7.9 23 0.921 4.8 0.937 13.3 0.906
28 法国 0.910 0.823 9.6 17 0.905 4.8 0.938 18.1 0.872
29 塞浦路斯 0.907 0.803 11.5 8 0.886 5.6 0.926 21.8 0.845
30 意大利 0.906 0.825 8.9 20 0.910 5.7 0.926 14.8 0.895
31 爱沙尼亚 0.899 0.766 14.8 -8 0.852 7.8 0.898 27.3 0.806
32 捷克 0.895 0.782 12.6 3 0.874 9.2 0.880 18.6 0.868
33 希腊 0.893 0.809 9.4 19 0.906 5.5 0.928 16.2 0.885
34 巴林 0.888 0.673 24.2 -54 0.758 26.1 0.660 20.3 0.856
35 安道尔 0.884 .. .. .. .. 4.6 0.940 .. ..
36 波兰 0.881 0.780 11.5 3 0.885 8.6 0.887 16.5 0.883
37 拉脱维亚 0.879 0.782 11.0 7 0.890 3.9 0.950 23.9 0.830
37 立陶宛 0.879 0.748 14.9 -10 0.851 5.0 0.935 32.8 0.767
39 克罗地亚 0.878 0.807 8.1 21 0.920 4.3 0.944 14.8 0.895
40 卡塔尔 0.875 0.450 48.6 -108 0.514 39.9 0.479 63.6 0.548
40 沙特阿拉伯 0.875 0.690 21.1 -35 0.789 17.6 0.771 27.1 0.808
42 葡萄牙 0.874 0.807 7.7 24 0.924 3.9 0.949 14.3 0.898
43 圣马力诺 0.867 .. .. .. .. .. .. .. ..
44 智利 0.860 0.786 8.6 16 0.914 4.6 0.940 15.8 0.888
45 斯洛伐克 0.855 0.776 9.2 9 0.907 6.5 0.916 14.2 0.899
45 土耳其 0.855 0.783 8.4 15 0.916 5.3 0.930 13.8 0.902
47 匈牙利 0.851 0.769 9.6 8 0.904 5.0 0.935 17.9 0.873
48 阿根廷 0.849 0.782 7.9 17 0.921 4.2 0.945 14.5 0.897
49 科威特 0.847 0.580 31.5 -68 0.685 24.3 0.683 44.0 0.688
50 黑山共和国 0.844 .. .. .. .. 3.7 0.952 .. ..
51 圣基茨和尼维斯 0.838 .. .. .. .. 4.7 0.939 .. ..
52 乌拉圭 0.830 0.784 5.5 21 0.945 2.4 0.969 11.2 0.921
53 罗马尼亚 0.827 0.759 8.2 6 0.917 4.0 0.948 16.0 0.887
54 安提瓜和巴布达 0.826 .. .. .. .. 6.4 0.916 .. ..
55 文莱达鲁萨兰国 0.823 0.576 30.0 -69 0.700 25.4 0.669 37.8 0.731
56 俄罗斯联邦 0.821 0.725 11.7 -8 0.883 11.8 0.846 11.4 0.919
57 巴哈马 0.820 0.744 9.3 3 0.907 5.1 0.933 16.7 0.882
57 巴拿马 0.820 0.773 5.7 16 0.943 2.7 0.965 11.1 0.921
59 阿曼 0.819 0.593 27.6 -55 0.724 15.7 0.795 49.0 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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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HDI位次

人类发展指
数(HDI) 地球压力调整后的HDI (PHDI)

SDG 9.4 SDG 8.4, 12.2

地球压力
调整系数

人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生产）

二氧化碳排放
（生产）指数 人均物质足迹 物质足迹指数

与HDI值的
差值a (%) HDI位次变化a值 值 值 （吨） 值 （吨） 值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1 2021 2022 2022

60 格鲁吉亚 0.814 0.767 5.8 17 0.942 2.9 0.962 10.9 0.922
6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814 .. .. .. .. 23.3 0.696 .. ..
62 巴巴多斯 0.809 .. .. .. .. 4.4 0.943 .. ..
63 马来西亚 0.807 0.704 12.8 -11 0.872 8.3 0.892 20.8 0.852
64 哥斯达黎加 0.806 0.763 5.3 17 0.947 1.5 0.981 12.2 0.913
65 塞尔维亚 0.805 0.732 9.1 3 0.909 6.0 0.921 14.5 0.897
66 泰国 0.803 0.750 6.6 14 0.934 3.7 0.951 11.8 0.916
67 哈萨克斯坦 0.802 0.688 14.2 -15 0.858 13.3 0.827 15.6 0.889
67 塞舌尔 0.802 .. .. .. .. 6.2 0.919 .. ..
69 白俄罗斯 0.801 .. .. .. .. 6.4 0.917 .. ..
高人类发展水平

70 保加利亚 0.799 0.720 9.9 0 0.901 6.1 0.920 16.5 0.883
71 帕劳 0.797 .. .. .. .. 12.3 0.839 .. ..
72 毛里求斯 0.796 .. .. .. .. 3.1 0.959 .. ..
73 格林纳达 0.793 .. .. .. .. 2.6 0.965 .. ..
74 阿尔巴尼亚 0.789 0.747 5.3 15 0.947 1.7 0.978 11.7 0.917
75 中国 0.788 0.679 13.8 -22 0.862 8.0 0.896 24.3 0.828
76 亚美尼亚 0.786 0.752 4.3 20 0.957 2.5 0.967 7.4 0.948
77 墨西哥 0.781 0.734 6.0 13 0.939 3.7 0.952 10.3 0.927
7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780 0.715 8.3 3 0.917 7.8 0.898 8.9 0.937
78 斯里兰卡 0.780 0.762 2.3 24 0.976 0.9 0.988 5.0 0.965
8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779 0.710 8.9 3 0.911 6.1 0.920 13.9 0.901
8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772 .. .. .. .. 2.3 0.970 .. ..
82 多米尼加共和国 0.766 0.732 4.4 14 0.956 2.1 0.972 8.5 0.940
83 厄瓜多尔 0.765 0.733 4.2 17 0.958 2.2 0.971 7.7 0.945
83 北马其顿 0.765 0.715 6.5 7 0.935 3.7 0.952 11.6 0.917
85 古巴 0.764 0.740 3.1 22 0.968 1.9 0.976 5.6 0.960
86 摩尔多瓦共和国 0.763 0.731 4.2 16 0.958 1.8 0.976 8.5 0.939
87 马尔代夫 0.762 .. .. .. .. 3.3 0.957 .. ..
87 秘鲁 0.762 0.733 3.8 21 0.962 1.7 0.978 7.8 0.945
89 阿塞拜疆 0.760 0.719 5.4 13 0.946 3.7 0.951 8.3 0.941
89 巴西 0.760 0.702 7.6 7 0.924 2.3 0.970 17.1 0.879
91 哥伦比亚 0.758 0.725 4.4 18 0.957 1.9 0.976 8.8 0.937
92 利比亚 0.746 0.661 11.4 -19 0.886 9.5 0.876 14.6 0.896
93 阿尔及利亚 0.745 0.702 5.8 11 0.942 4.1 0.947 8.7 0.938
94 土库曼斯坦 0.744 0.662 11.0 -15 0.890 11.0 0.856 10.7 0.924
95 圭亚那 0.742 .. .. .. .. 4.4 0.942 .. ..
96 蒙古 0.741 0.619 16.5 -23 0.836 11.4 0.851 25.3 0.820
97 多米尼加 0.740 .. .. .. .. 2.1 0.973 .. ..
98 汤加 0.739 .. .. .. .. 1.8 0.976 .. ..
99 约旦 0.736 0.706 4.1 16 0.960 2.0 0.973 7.6 0.946
100 乌克兰 0.734 0.685 6.7 5 0.934 4.8 0.937 9.8 0.930
101 突尼斯 0.732 0.701 4.2 14 0.957 2.9 0.962 6.7 0.952
102 马绍尔群岛 0.731 .. .. .. .. 3.6 0.953 .. ..
102 巴拉圭 0.731 0.684 6.4 4 0.936 1.4 0.982 15.4 0.891
104 斐济 0.729 .. .. .. .. 1.2 0.985 .. ..
105 埃及 0.728 0.695 4.5 14 0.955 2.3 0.971 8.4 0.940
106 乌兹别克斯坦 0.727 0.696 4.3 16 0.958 3.4 0.955 5.6 0.960
107 越南 0.726 0.681 6.2 5 0.938 3.6 0.953 10.8 0.924
108 圣卢西亚 0.725 .. .. .. .. 2.6 0.966 .. ..
109 黎巴嫩 0.723 0.680 5.9 5 0.940 4.2 0.945 9.2 0.935
110 南非 0.717 0.667 7.0 -1 0.930 7.2 0.906 6.7 0.953
111 巴勒斯坦 0.716 0.695 2.9 19 0.970 0.7 0.991 7.1 0.949
112 印度尼西亚 0.713 0.685 3.9 14 0.960 2.2 0.971 7.0 0.950
113 菲律宾 0.710 0.687 3.2 16 0.968 1.3 0.984 6.8 0.952
114 博茨瓦纳 0.708 0.677 4.4 8 0.956 2.4 0.969 8.0 0.943
115 牙买加 0.706 0.676 4.2 8 0.957 2.3 0.969 7.7 0.945
116 萨摩亚 0.702 .. .. .. .. 1.2 0.985 .. ..
117 吉尔吉斯斯坦 0.701 0.683 2.6 14 0.975 1.4 0.981 4.4 0.968
118 伯利兹 0.700 0.668 4.6 7 0.954 1.8 0.977 9.8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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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

HDI位次

人类发展指
数(HDI) 地球压力调整后的HDI (PHDI)

SDG 9.4 SDG 8.4, 12.2

地球压力
调整系数

人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生产）

二氧化碳排放
（生产）指数 人均物质足迹 物质足迹指数

与HDI值的
差值a (%) HDI位次变化a值 值 值 （吨） 值 （吨） 值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1 2021 2022 2022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11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699 0.664 5.0 5 0.950 2.5 0.967 9.4 0.934
120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0.698 0.662 5.2 4 0.948 1.8 0.977 11.3 0.920
120 摩洛哥 0.698 0.672 3.7 10 0.963 2.0 0.974 6.8 0.952
122 瑙鲁 0.696 .. .. .. .. 4.3 0.944 .. ..
123 加蓬 0.693 0.667 3.8 10 0.963 2.5 0.967 5.9 0.958
124 苏里南 0.690 .. .. .. .. 6.0 0.922 .. ..
125 不丹 0.681 0.615 9.7 -3 0.903 1.4 0.982 24.7 0.824
126 塔吉克斯坦 0.679 0.664 2.2 10 0.978 1.0 0.987 4.4 0.969
127 萨尔瓦多 0.674 0.649 3.7 5 0.963 1.2 0.985 8.2 0.942
128 伊拉克 0.673 0.643 4.5 5 0.956 3.9 0.949 5.2 0.963
129 孟加拉国 0.670 0.656 2.1 8 0.980 0.6 0.992 4.6 0.967
130 尼加拉瓜 0.669 0.642 4.0 6 0.959 0.8 0.990 10.0 0.929
131 佛得角 0.661 .. .. .. .. 1.0 0.988 .. ..
132 图瓦卢 0.653 .. .. .. .. 1.0 0.987 .. ..
133 赤道几内亚 0.650 0.624 4.0 5 0.960 3.4 0.955 5.0 0.964
134 印度 0.644 0.625 3.0 7 0.971 1.9 0.975 4.8 0.966
13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634 .. .. .. .. 1.4 0.982 .. ..
136 危地马拉 0.629 0.604 4.0 3 0.960 1.1 0.985 9.1 0.935
137 基里巴斯 0.628 .. .. .. .. 0.5 0.993 .. ..
138 洪都拉斯 0.624 0.606 2.9 5 0.972 1.1 0.986 6.1 0.957
13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620 0.580 6.5 -3 0.936 3.1 0.959 12.2 0.914
140 瓦努阿图 0.614 .. .. .. .. 0.7 0.991 .. ..
14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613 .. .. .. .. 0.7 0.991 .. ..
142 斯威士兰王国 0.610 .. .. .. .. 0.9 0.988 .. ..
142 纳米比亚 0.610 0.584 4.3 1 0.958 1.5 0.981 9.2 0.935
144 缅甸 0.608 0.596 2.0 6 0.980 0.7 0.991 4.5 0.968
145 加纳 0.602 0.586 2.7 4 0.974 0.6 0.992 6.1 0.957
146 肯尼亚 0.601 0.590 1.8 6 0.982 0.5 0.994 4.4 0.969
146 尼泊尔 0.601 0.581 3.3 3 0.967 0.5 0.993 8.5 0.940
148 柬埔寨 0.600 0.572 4.7 -2 0.953 1.2 0.984 10.9 0.923
149 刚果 0.593 0.580 2.2 4 0.979 1.2 0.984 3.7 0.974
150 安哥拉 0.591 0.581 1.7 7 0.984 0.5 0.993 3.7 0.974
151 喀麦隆 0.587 0.577 1.7 3 0.983 0.4 0.995 4.0 0.972
152 科摩罗 0.586 .. .. .. .. 0.5 0.993 .. ..
153 赞比亚 0.569 0.561 1.4 1 0.987 0.4 0.994 3.0 0.979
154 巴布亚新几内亚 0.568 0.558 1.8 1 0.983 0.8 0.990 3.4 0.976
155 东帝汶 0.566 .. .. .. .. 0.5 0.993 .. ..
156 所罗门群岛 0.562 .. .. .. .. 0.4 0.994 .. ..
15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557 .. .. .. .. 1.3 0.983 .. ..
158 海地 0.552 0.546 1.1 1 0.989 0.2 0.997 2.7 0.981
159 乌干达 0.550 0.543 1.3 1 0.987 0.1 0.998 3.3 0.977
159 津巴布韦 0.550 0.541 1.6 0 0.983 0.5 0.993 3.7 0.973
低人类发展水平

161 尼日利亚 0.548 0.539 1.6 -1 0.983 0.6 0.992 3.7 0.974
161 卢旺达 0.548 0.541 1.3 2 0.987 0.1 0.998 3.4 0.976
163 多哥 0.547 0.541 1.1 4 0.989 0.3 0.996 2.5 0.982
164 毛里塔尼亚 0.540 0.520 3.7 -1 0.964 1.0 0.987 8.4 0.940
164 巴基斯坦 0.540 0.528 2.2 1 0.979 1.0 0.987 4.2 0.970
166 科特迪瓦 0.534 .. .. .. .. 0.4 0.994 .. ..
16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532 0.525 1.3 2 0.986 0.2 0.997 3.4 0.976
168 莱索托 0.521 .. .. .. .. 1.1 0.986 .. ..
169 塞内加尔 0.517 0.503 2.7 0 0.973 0.7 0.991 6.3 0.955
170 苏丹 0.516 0.506 1.9 2 0.982 0.5 0.994 4.3 0.970
171 吉布提 0.515 0.493 4.3 -1 0.956 0.4 0.995 11.5 0.918
172 马拉维 0.508 0.501 1.4 2 0.986 0.1 0.999 3.8 0.973
173 贝宁 0.504 0.494 2.0 2 0.980 0.6 0.992 4.5 0.968
174 冈比亚 0.495 0.489 1.2 1 0.988 0.3 0.996 2.9 0.979
175 厄立特里亚 0.493 0.487 1.2 1 0.988 0.2 0.997 3.1 0.978
176 埃塞俄比亚 0.492 0.485 1.4 1 0.986 0.2 0.998 3.7 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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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位次

人类发展指
数(HDI) 地球压力调整后的HDI (PHDI)

SDG 9.4 SDG 8.4, 12.2

地球压力
调整系数

人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生产）

二氧化碳排放
（生产）指数 人均物质足迹 物质足迹指数

与HDI值的
差值a (%) HDI位次变化a值 值 值 （吨） 值 （吨） 值

2022 2022 2022 2022 2022 2021 2021 2022 2022

177 利比里亚 0.487 0.482 1.0 0 0.991 0.2 0.998 2.3 0.984
177 马达加斯加 0.487 0.483 0.8 1 0.992 0.1 0.998 2.0 0.986
179 几内亚比绍 0.483 .. .. .. .. 0.2 0.998 .. ..
180 刚果民主共和国 0.481 0.477 0.8 1 0.992 0.0 0.999 2.1 0.985
181 几内亚 0.471 0.462 1.9 1 0.981 0.4 0.995 4.6 0.967
182 阿富汗 0.462 0.459 0.6 1 0.994 0.3 0.996 1.2 0.992
183 莫桑比克 0.461 0.456 1.1 1 0.988 0.2 0.997 2.9 0.980
184 塞拉利昂 0.458 0.452 1.3 1 0.988 0.1 0.998 3.2 0.977
185 布基纳法索 0.438 0.433 1.1 0 0.990 0.3 0.997 2.5 0.983
186 也门 0.424 0.420 0.9 0 0.992 0.4 0.995 1.7 0.988
187 布隆迪 0.420 0.417 0.7 0 0.994 0.1 0.999 1.6 0.989
188 马里 0.410 0.404 1.5 0 0.986 0.3 0.996 3.3 0.977
189 乍得 0.394 0.382 3.0 -2 0.969 0.1 0.998 8.3 0.941
189 尼日尔 0.394 0.389 1.3 0 0.987 0.1 0.998 3.5 0.975
191 中非共和国 0.387 0.383 1.0 1 0.989 0.0 0.999 3.1 0.978
192 南苏丹 0.381 0.376 1.3 0 0.986 0.2 0.998 3.6 0.975
193 索马里 0.380 0.376 1.1 1 0.988 0.0 1.000 3.2 0.977
其他国家和地区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 .. .. .. 2.0 0.974 .. ..
.. 摩纳哥 .. .. .. .. .. .. .. .. ..
人类发展指数组别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0.902 0.779 13.6 — 0.863 9.5 0.876 21.0 0.851
高人类发展水平 0.764 0.691 9.6 — 0.904 5.5 0.928 16.9 0.880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640 0.622 2.8 — 0.972 1.6 0.979 5.0 0.964
低人类发展水平 0.517 0.509 1.5 — 0.985 0.4 0.994 3.5 0.975

发展中国家 0.694 0.652 6.1 — 0.940 3.5 0.955 10.6 0.924
区域

阿拉伯国家 0.704 0.658 6.5 — 0.935 4.6 0.940 10.0 0.929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766 0.683 10.8 — 0.891 6.2 0.919 19.3 0.863
欧洲和中亚 0.802 0.743 7.4 — 0.927 5.3 0.931 10.9 0.9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763 0.716 6.2 — 0.939 2.6 0.966 12.4 0.912
南亚 0.641 0.622 3.0 — 0.970 1.9 0.975 4.9 0.965
撒哈拉以南非洲 0.549 0.539 1.8 — 0.982 0.7 0.991 3.8 0.973

最不发达国家 0.542 0.533 1.7 — 0.984 0.4 0.995 3.8 0.97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730 .. .. — .. 2.7 0.965 ..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0.906 0.787 13.1 — 0.869 8.7 0.887 21.0 0.851
世界 0.739 0.685 7.3 — 0.926 4.5 0.941 12.5 0.911

表7

294 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



表7

注释

a 基于计算了地球压力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值的国家。

定义

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估人类发展三大基本维度（即健康长寿
的生活、知识以及体面的生活）所取得的平均成就的综合指数。
有关如何计算HDI的详情，请参阅技术注释1，网址：http://hdr.
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technical_notes.pdf。

地球压力调整后的HDI（PHDI）：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和人均
物质足迹调整的HDI值，以解释地球所承受的过度人为压力。应
该将其视作对转型的激励。有关如何计算PHDI的详情，请参阅技
术注释6，网址：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3_
technical_notes.pdf。

与HDI值的差值：PHDI值与HDI值之间的百分比差异，仅针对已
计算PHDI值的国家进行计算。

与HDI位次的差异：PHDI和HDI的位次差异，仅针对已计算PHDI
值的国家进行计算。

地球压力调整系数: 二氧化碳排放指数和物质足迹指数的算术
平均值。高数值意味着对地球压力较小。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生产）: 人类活动（燃烧和工业过程中使用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天然气燃烧和水泥制造）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除以年中人口。数值是指地区排放量，意味着排放量归为
实际发生的国家。

二氧化碳排放（生产）指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基于生产）以
指数表示，最低值为0，最高值为76.61吨/人。高数值意味着对地
球压力较小。

人均物质足迹：物质足迹是指全球物质对一个国家国内最终需
求的贡献。总物质足迹是生物质、化石燃料、金属矿石和非金属
矿石的物质足迹之和。这个指标的计算方式为进口的原材料当
量加上国内开采减去出口的原材料当量，然后除以年平均人口。

物质足迹指数: 人均物质足迹用指数表示，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
140.82吨/人。高数值意味着对地球压力较小。

主要数据来源

第1列：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Barro和Lee (2018)、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20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 2023)、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3)、联合国统计司(2023)和世界银行
(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2列：计算为人类发展指数和第5列所列调整系数的乘积。

第3列：基于第1列和第2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4列：根据PHDI值计算，并为计算PHDI值的国家重新计算�
HDI位次。

第5列：基于第7列和第9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6列：全球碳计划（2023）。

第7列：基于第6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8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3）。

第9列：基于第8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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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20个国家/地区）
阿尔及利亚、巴林、吉布提、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
哥、巴勒斯坦国、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26个国家）
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斐济、印度尼西亚、基里巴斯、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
古、缅甸、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泰
国、东帝汶、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越南

欧洲和中亚（17个国家）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黑山、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塔吉
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33个国家）
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
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
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
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南亚（9个国家）
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
坦、斯里兰卡

撒哈拉以南非洲（46个国家）
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
得、科摩罗、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斯威士
兰王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
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
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
昂、南非、南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多哥、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

注释：以上发展中区域所列的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发展中国家的汇总数据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两
组汇总数据中所包括的国家遵循了联合国的分类，参阅https://www.un.org/ohrll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汇总数
据所包括的国家名单请见http://www.oecd.org/about/membersandpartners/list-oecd-member-countries.htm。

�

发展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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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关于本统计附件和完整统计表所列统计材料相关
的统计参考文献，请参见https://hdr.undp.org/en/human-
development-report-2023-24。

Barro, R. J., and J.-W. Lee. 2018. Dataset of Education-
al Attainment, June 2018 Revision. http://www.barrolee 
.com. Accessed 9 August 2023.

CEDLAS (Center for Distributive, Labor and Social 
Studies) and World Bank. 2023. Socio-Economic 
Databas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ED-
LAC). https://www.cedlas.econo.unlp.edu.ar/wp /en/ 
estadisticas/sedlac/estadisticas/. Accessed 19 Septem-
ber 2023.

Eurostat. 2023. European Union 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EU-SILC UDB 2021 – version of 
October 2023. Brussel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web/microdata/european-union-statistics-on-income 
-and-living-conditions. Accessed 30 October 2023.

Global Carbon Project. 2023. Global Carbon At-
las. https://globalcarbonatlas.org/emissions/carbon 
- emissions/. Accessed 24 November 2023.

ICF Macro. Various years.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https://dhsprogram.com. Accessed 28 No-
vember 2023.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3. 
 ILOSTAT database. https://ilostat.ilo.org/data/. Ac-
cessed 22 November 2023.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3. World Eco-
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23 Edition. Wash-
ington, DC.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weo-database/2023/October. Accessed 15 November 
2023.

IPU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23. Parline da-
tabase: Monthly ranking of women in national parlia-
ments. https://data.ipu.org/women-ranking. Accessed 1 
August 2023.

LIS. 2023.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Database. 
https://www.lisdatacenter.org/data-access.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23.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3.  OECD.Stat. https://stats.oecd 
.org. Accessed 20 September 2023.

UNDESA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
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22 Revision. New York. https://
population.un.org /wpp/. Accessed 1 August 2023.

UNDESA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23.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3.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 
/desa/dpad/publication/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 
-prospects-2023/. Accessed 15 November 2023.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3.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anel’s Global material 
flows database. https://www.resourcepanel.org/global 
-material-flows-database. Accessed 18 December 2023.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23. UIS Developer Portal, Bulk Data Download Serv-
ice. https://apiportal.uis.unesco.org/bdds. Accessed 19 
September 2023.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Various 
years.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s. New York. 
http://mics.unicef.org. Accessed 31 October 2023.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23.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http://unstats.un 
.org/unsd/snaama. Accessed 15 November 2023.

UNU-WID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
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2023.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WIID) Companion 
dataset. Version 28 November 2023. https://www.wider 
.unu.edu/database/world-income-inequality-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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